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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本书以语言学研究生、尤其是外语专业语言学研究生、语言理论爱好者、语言学习者为主要对象，为他们了解语言哲学提供一点帮助。

语言哲学呈现给读者的是语言与世界丰富多彩的图景。要达成这个目的，我们就要追求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尽量浅显、生动、具体和充实地描写与解释，使读者感到亲切、晓畅和有趣。

（一）

为什么要学习语言哲学？众所周知，绝大部分学习语言和语言学的人，对语言本身的关心超过了对关于语言理论知识的关心。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语言学习是一个具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我学到了多少词汇、懂得了多少语言知识、读了多少本原版小说、会写多么了不起的外文文章、听得懂多少地道的外语，这是每一个外语学习者所关心的，也是学习成就感的来源和进一步学习的原动力之一。对于语言学研究生而言，有那么多的语言理论要去学习、有那么多的分析要去做，这已经是十分烦人的事情了。所以，语言哲学对大家而言，似乎是一个更加头疼的话题。一般人对哲学已经是十分头疼了，更不用说语言哲学。因为语言学习者、研究生多半不习惯抽象思维，所以一见到“玄而又玄”的语言哲学，难免望而生畏、望而却步。

我想借用一句古诗，说明学习语言哲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那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遇到某些语言问题的时候，我们习惯于从语言的内部（更确切地说是语句的内部）去寻找答案，却是百思不得其解。而当我们试图从语言外的世界或现实去考察同样问题的时候，很快就会想通很多事情。记得旧版的《新编英语教程》第五册开篇就讲语言中表达的准确性问题，作者一下子列了大约30个表现“步行”（walk）的不同方式的同义词。初看起来，你很难从词汇内部来发现彼此的区别和联系，只有结合词语的不同使用场合，似乎才可以找到一点端倪。因此，我们只有学会把语言学习与外部世界相结合的思维方法，也就是语言哲学的思维方法，才可找到了解和解释语言问题的正确思路。

（二）

语言哲学是什么？它和哲学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一直是困扰广大学习者的一个问题。

首先，哲学是什么？我们可以在网上轻松地查到斯坦福哲学百科在线，不过，我觉得莫洛伊学院哲学系（Molloy College，Department of Philosophy）的表述更加简单明了：

Most people are aware that the term is derived from two Greek 
 words:philo
 （love） and sophia
 （wisdom）. Philosophy, then, literally means“the love of wisdom.”We each have a sense of what love means, but what exactly is wisdom?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dif
 ferent ideas about what wisdom is, we can define it as“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 The wise person, then， has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about his own nature,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and the nature of God （if, in fact, God actually exists）.


（What is philosophy anyway?
 到底什么是哲学？）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大多数人们都知道这个术语（哲学）来自两个希腊语词philo
 -（爱）和sophia
 （智慧）。所以，从字面上我们知道，哲学的意思是“对智慧的热爱”。对“爱”的意义我们各有感觉，可是到底什么是智慧呢？尽管这是见仁见智的想法，可是我们仍可以这样来定义，即，智慧是“关于现实本质的恰当理解”。智者对自己的本质、宇宙（世界）的本相以及上帝（如果事实上真正有上帝的话）的本质都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这段话告诉我们，哲学是热情或激情（爱的表现）和智慧的有机结合。有了激情，才会有坚持不懈地对现实之中或背后的智慧或真理或真相或本质的探索，才会有智慧成果的不断产出，才会有层出不穷的智者。大到整个宇宙，小到自我的微观世界，有了充分的理解和知识，人才会变得聪慧。哲学关心的对象是现实，不同的哲学关心的是不同的现实关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哲学是哲人们对语言与现实关系的思考。它关心的不是语言是什么（本体论--形而上学的语言观），而是语言是何以与我们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或现实发生关系的。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伟大的哲学家，都或多或少地要对语言思考一番，因此，语言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也可以说，哲学对语言的关注其实是和它对其他重大问题的关注同时并行、密切相关的。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一部分从事科学、数学、逻辑及知识论研究的哲学家，尤以日常语言学派为甚，才把语言问题作为认识世界和解读世界的中心问题加以研究。而不像以前，对语言的讨论只是一种伴随的兴趣，或讨论其他问题的手段。

西方的语言哲学起源于对词与世界的联系，心像（mental image）论、唯理论、经验论、指称论等，不断地涌现，使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先哲们是如何看待作为基本语言单位的词和作为世界基本单位的事物（实事）之间的相互关联的。

英国的经验主义作为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继承，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无论是洛克、贝克莱、密尔、莱布尼茨等都对经验主义语言观进行了阐释和发展。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德国人的贡献，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等。当然，出于简明的考虑，我们未必全部讨论这些人的工作，但对当今语言哲学影响较大的康德、弗雷格、莱布尼茨是会予以关注的。

弗雷格可以说是现代语言哲学的先驱，他的论文“意义与指称”影响了整个语言哲学的研究，文章提出了许多基本的观念（指称与呈现方式、预设与蕴含等）。关于专名的研究也很有特色。同时他还奠定了“命题”讨论的基本范式。英国人罗素的工作也值得注意。虽然他对语言的逻辑特征的关心是以发展完美的科学语言为目的，但是，他为解决陈述的二值逻辑与命题困境提供了一种纯逻辑的思路。

对观察和经验事实可验证性的重视，引起人们对陈述和命题内容的真假值的再思考。
 受维特根斯坦影响的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发展的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不仅关心命题的真假值，更关心包含命题的陈述有无意义（meaningfulness）。这是对语言哲学取向的一种变革。对于醉心于科学语言的精确与完善（perfection）追求的科学哲学家而言，他们对语言的思考是因为他们认为自然语言是不完备、充满歧义的。这一点在当代哲学中仍可觅痕迹。

那么，是不是自然语言真的就一无是处呢？如果我们只关心真值条件问题，或许我们是要走到死胡同里面去。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关心语言表述的适切性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那么，我们就会真正地看到“柳暗花明”的景象。由于经典的语言哲学只关心具有命题意义的陈述句，而忽略了包括祈使、疑问、感叹等语句与真实世界的关联，其视野受到巨大的局限。不关心语言使用，把语言作为关心其他问题的手段的哲学，是不完整的语言哲学，因为语言，具体说是以语句为主要载体的话语（utterance）与世界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合适的语言表达（话语）所产生的行为，才是促使世界产生变化、发展和进步的关键。世界是动态的，语言哲学也必须反映出语言在这个动态世界中的核心角色。发现这个重要秘密的是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皮特·斯特劳森、奥斯汀等），或许只有在使用中，才能更好地了解语言和世界的关联。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关系是双重的：他们既是语言的使用者，也是真实世界各种关系的化身（载体），是语言和世界关系的最好结合，也是改造世界的各种努力（如格赖斯、塞尔、戴维森等）的发起者与见证者。日常语言学派（Ordinary language school，也叫Oxford School牛津学派）的哲学家们是将哲学（玄学）从“天堂”带到“人间”的人们，因为从这个时候起，哲学开始真正地关注真实的语言生活（语言在普通人生活中的作用）了。

谈到语言的使用者，语言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所独有的“天赋”，想到丰富多彩的各种言语活动和话语（言语行为），人们不禁要问这种能力（语言创造力-linguistic creativity/ competence）和人的心智有什么关联。虽然这已经是个古老的话题，理性主义者早就有所企及，然而以科学范式加以清楚表述的莫过于当代语言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他认为作为一种心理（智）现象，语言是一种心理实在，内部语言（与外部语言相对）是本族语者拥有的语言知识（结构与规则）的心理再现，通过有限规则进行深层（语义层）到表层（语法层）的转换，生成无限的新句子，这比机械的行为主义“刺激--反应论”（斯金纳的生物哲学观）更具有说服力和前瞻性。

当然，语言能力并不仅仅限于语句的生成与转换。仅仅通过这些程序，并不能在真实的世界中圆满地完成语言使用者的使命。语言其实并不在真空中存活。语言离不开言语者的社会和文化特殊性。因为语言和世界的联系并不是一种纯粹抽象的联系，而是丰富和具体的、千差万别的不同形态世界的联系，因此，只有把内部语言和外部世界中的言语进行有效解释的哲学，才是真正有认识价值的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的发展包含着理想主义或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科学-逻辑导向与日常使用导向的对立与统一。日常语言学派是当今语言哲学的主流，这和欧洲大陆把语言作为艺术、哲学、解释学的手段或对象，作为解构对象有着明显的不同。因为，这些哲学离我们赖以思考与表达的语言越来越远。

（三）

纵观此类“语言哲学”，有两种编写的方法：其一，历时编写法，即根据语言哲学的历时发
 展顺序，从古到今；其二，主题编写法，即根据不同的主题，对语言哲学的概貌一一展现。主题编写法抓住的是语言哲学所关心的一系列主要问题，但在每一主题的解释中，将讨论该主题的有关哲学家的思想按历时维度加以叙述，这样做重点比较清楚，对于一般的学习者来说，显然更容易把握。在组织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并重点参照了英国学者西奥波汉·查普曼博士编写的《语言学者的哲学》（Philosophy for Linguists
 ）一书的范例，并以此为蓝本，结合我们从事语言学专业研究生教学的经验和理解，力图使之符合中国学习者的特点和需要。

全书分五大部分：语词与事物、命题与逻辑、真理与现实、语言与使用、语言与心灵。


语词与事物／客体，
 是体现语言与客观世界，尤其是物理世界联系的微观层次。一方面，语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词是音义结合体）；另一方面，物体是世界的现实表现的基本单位，因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应的。围绕这个问题，出现了相当多的讨论和理论，如图像论、意思论、绝对理念论、指称论（直接指称、间接指称），名词的属性、专有名词的义指和引申、名词短语作为限定描述语（有定摹状词），语义与指称（指称与呈现方式）、内涵与外延等讨论。说明在表征事物的过程中，名词及名词短语的特点十分复杂和多样。


命题和逻辑，是
 语句呈现世界的基本层面。语言哲学一直比较重视语句，尤其是陈述句的命题功能和描述世界的真假之关联。弗雷格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对命题进行了定义。同时命题又可以分为单一命题、并列命题与复合命题，复合命题之间的真假值推演、单一命题内部的表述以及多项命题的数量关系（全称量词）推导所涉及的同一性假设和演算，二值逻辑的缺陷对陈述意义的限制等，都是语言学生颇为陌生、却又必须了解的逻辑常识。


真理与现实
 ，主要讲的是通过语言表述（陈述）的世界知识的现实意义问题。不是所有的陈述都是有意义的。这里的意义不是语句的语义，而是它的真假值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手段加以验证。显然，有不同类型的陈述语句；有的陈述句有分析性，其真假值不需要借助外部世界，只需对其构成成分进行语义分析便可知道；而另外一些陈述语句则较为复杂，一部分综合句子必须借助对外部事实的观察，尤其是物理科学的实验观察，才能推知；而另一些语句则必须根据特定学科的常识（先验的命题）来判断（水等于氢二氧，2+2等于4）。对于逻辑实证主义者而言，不能通过一定程序来证实或证伪的语句，是没有意义（价值）的陈述。这方面有十分极端的研究。


语言与使用。
 说话者和听话者，是语言与世界最真实的双重体现。说话者与听说者是语言的使用者，语言的发生地和居所；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现实的存在，是物理世界、社会世界、人文世界、心理世界的高度统一体。对于他们而言，语句的真值性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作为真实世界的互动者，语言是他们的行为和互动方式中最重要、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话语是他们关心的焦点，话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合适性要求，超过了其真值性要求。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话语的含意推导等对于他们而言更能影响他们与世界的互动。


语言与心理／心灵，
 是深入到人的大脑去探讨作为世界万物之灵的人类为什么会有语言的问题。有的人认为语言不过是刺激--反应链条中的环节；可是，有人则认为语言是人的天赋能力，是由内而外的转换生成的结果。普遍语法是人类共有的语言机制，语言差异是环境选择性激活普遍语法的产物；当然也有人认为不同的语言结构会影响人对世界的认识和表述。总之，了解语言作为心理的一部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语言与世界的多重关系。由此可见，一个想成为语言的“主人”的学习者，仅仅满足于听、说、读、写、译这些技能，
 而不懂得语言内部结构规律，更不懂它在与多重世界的关联中何以形成、发展并产生巨大的能量，那是绝对不行的。

（四）

为了让这本书有利于语言学专业尤其是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学生、研究生获得一些语言哲学的基本知识，我们组织了一个以外语专业的教授、博士、博士生为主体的编写队伍。他们分别是：

何　刚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 （主持编写，撰写前言、第1、4、16章）

温婷华　东师范大学博士生（编写第2章）

童珊华　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 （编写第3章）

冯　奇、马婧雯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编写第5、6、7章）

柴文竹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编写第8、9章）

王宏军　浙江嘉兴学院外国语学院 （编写第10章）

李　耸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 （协助主编工作、编写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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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语词与世界







 
1
 　语言哲学的基本概念


在我们了解语言哲学的丰富多样地呈现世界的方式之前，必须熟悉一些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联。我们这里会涉及的概念有语言、世界、事实、自然事实、习俗事实、陈述、命题、真值、真理、理性、经验、可能、真实、虚构等。

1.1　语言哲学与语言学哲学





语言哲学是讨论语言和世界（现实／实在）之间的关系的学问。比如，语言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语言可以说是在人和世界发生关系，即人（个体和群体、人类）要认识世界，并且将这种认识进行相互分享、交流、辨别、求证、记录、传承（知识）等活动的过程中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文字的创造集中地反映了这种关系。文字作为语言的视觉符号（第二位）记录系统，不是对世界的简单模仿和对应，而是通过确定一定数量的基本相似关系（象形），然后再推衍出形声、会意。汉字演化（声、形、象、数、理）就说明了这种过程：最初的图形、描摹，确定基本关系，然后利用这种关系，来嫁接一些可以观察和不可以直接观察的方面，最后到完全不可以观察而只能意会的抽象实在。同时，语言也可以帮助我们形成简单关系、合成关系、复杂关系，用以表达和组织世界的信息；语言也可以通过这些有客观基础的关系表述，来构造完全没有客观基础的关系和世界（虚构--童话、神话世界、宗教、寓言），即科学幻想世界：

花--桃花、梨花、李花、杏花、山茶花、菊花、牡丹、葵花、菊花、百合

草--青草、水草、稻草、三叶草、甘草、含羞草

树--香樟、白桦、柳叶桉、松、柏、柳、白杨、果树

思想--自由、自主、自私、自尊、自爱、自负、自恋、自卑、自大

虚构--灰姑娘、小红帽、小蘑菇、天外来客、洋葱宝宝、小猫钓鱼、变形金刚、三头六臂

根据约翰·塞尔（John Searle）教授的观点，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哲学不一样。语言哲学是一门学科，一门知识体系，语言学哲学是一种研究方法，是通过语言研究哲学的路子。当然，有的人将这两个概念混用，也有人把语言学哲学看成语言规律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研究。但这是就语言内部而言的，而不是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研究，即语言外部研究。

1.2　世界／现实与事实

在整个语言哲学中，我们都会遇到世界（world）、现实（reality）和事实（fact）。首先，世界和现实几乎是可以互换的两个词，它们都可以用来指同样的对象--客观存在的事实和
 关系构成的整体和系统。因此，我们经常在文献中看到物理世界（physical world）和物理现实／物理实在（physical reality），精神世界（spiritual world）和精神实在／现实（spiritual reality），其实都是一回事。

我们说，世界（现实／实在）是由事实和关系构成的整体和系统。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个体，个体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关联。哲学家们把事实区别为两类：自然事实（brute or natural fact）和习俗事实（institutional facts）。自然事实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不受意志支配（desire-independent）的客观事实：风、马、牛、大海、潮汐、高山、流水（水往低处流）、火、光、电、能量、引力、阻力等等，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可以认识它们、利用它们为自己服务，但是不能改变它们的根本属性和规律。习俗事实则不同，它们是由人们通过集体意志、社会约定而产生的，如法律、道德、金钱、欲望、婚姻、节庆、礼仪、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娱乐方式等等，都是这样产生和发展的，也可以经过重新约定而改变，甚至终止。习俗事实也可以叫做习惯事实，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而变化。社会事实和文化事实也是这样，只要是由约定产生的，就可以因人们（团体、权力集团）和社会需要而被重新约定。简单地说，比如游戏规则就是这样的事实。尽管有一些规则是相对稳定的，比如，扑克始终是54张，里面有大小王、从A、K、Q、J到10-2，也有一些基本玩法，比如打“5-10-K
 ”和“升级”、“斗地主”是不一样的；但是人们也可以在玩同样一种游戏的时候，做一些临时性的约定，以获得某些拟想的效果；不仅如此，即便是玩同样的“升级”游戏，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玩法（约定），又如，四川麻将和上海麻将就不完全一样。这些都是习俗事实，受当时当地参与者的愿望和需要影响而有局部的变化，当然，习俗的力量是强大的，尤其是有些由一个民族和人们经过千秋万代衍化而形成的习俗，就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不过，尽管如此，它们仍然会受人们的意志支配，像现在人们结婚礼仪已经不常在男方家中举行，而改在大宾馆或饭店举行；新娘、新郎也很少拜天地，更少闹洞房了。语言也是这样的习俗事实，受社会／社团约定，并因其变化而改变。

1.3　语词与事物

语词与事物是在微观（较低）层面上体现语言和世界的关系的。语词是语言单位，事物是世界的微观成分。在语言哲学中，事物其实是一个统称，囊括个体的人和个体的物（物体、事件）。那么在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什么关系又最显而易见呢？可能最显见的语言单位就是名词。因此，语言哲学开篇讲得最多的就是名词。比如，太阳、月亮是两个名词，你很容易在客观世界找到它们所指称的对象，基本上每天都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见到。因此，你说太阳就是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能见到的、以强烈的、明亮的、总是令人欢悦的光线照亮你的世界的那么一个东西。所以有一首歌唱道：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因为月亮是在夜间倒映在水中的、来自那个遥远星球（月球）折射（太阳）的阳光。因此，我们可以说，“太阳”（语词）指什么，“月亮”又指什么。这就表明，语词和客观事物之间存在着一个可以指称另一个的关系。哲学家们进一步研究发现：名词在指称客观事物（对象、客体）时，其所指也很复杂和多样：比如，有的名词只能指称个体，有的既能指个体，又能指全体。例如people 一词，可指“人、人们、人民、民族”，既能具体，又能抽象：

（6）a．Some people are more interested in chatting than others.
 （有些人比其他人更
 爱闲聊。）



b．People
 say that seeing is believing.（人们说眼见为实。）

c．We Chinese are a peace-loving people.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





其实，语言哲学不仅讨论普通名词，而且还讨论专有名词的所指与涵义等问题。

1.4　语句与陈述

语句是语言的表达单位，也可以说是语言中音义结合的最大单位。这是一个语言学范畴。语句可以用来陈述事实，可以用来发出疑问，可以用来表示感叹，也可以用来下达指令。总之，语句是一个语法范畴，但却具有相对完整的表意功能。比如：

（7）a.很多人喜欢争第一。



b.老是争强好胜有什么用呢？

c．多读好书，就像多交好朋友一样。

d．你们的家乡多美呀，简直是人间天堂！





对于语言哲学而言，长期引起人们关注的只有一类语句，那就是陈述句。陈述句之所以被认为值得研究，是因为它可以用来描述世界的状态，具有命题的真值性，即它描述的情况是可以为真，也可以为假。比如：

（8）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之巅。（经过科学测量，这是一个真实的陈述）

（9）中国已经是世界强国了。（很多人认为不对，这不是一个真实的陈述。）

陈述是一个行为，而不是语句。它是通过语句实施的行为，属于功能或内容范畴，是语言和世界关系的一种体现。语句是由语词通过有序的排列和语调构成的；而陈述则是通过命题和判断构成的，因此两者需要区分开来。

1.5　真值与真理

这是中国学生最熟悉的一对概念。我们一直都心存对真理的追求。哲学上常说“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那么，它们和咱们的语言哲学有什么关系呢？

可以这样作一简单区分。真值是从陈述角度来说明语句和世界之间的关联。因此，你可以说一个语句是否具有真值性。比如：“他明天早晨才到上海。”这个陈述不具有真值性，因为根据目前的状况，我们无法判定它的真假。但是，“他说这事是你干的”这句话具有真值性，因为你可以否认，他没说过，也可以肯定，他的确说过，因为还有别人听见了。因此，真值是就语句陈述的事实（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事件，世界的现实状态）而言的。

真理稍有不同。真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结果，是通过各种手段的观察、分析、验证以后得出的某种符合事物本身特征和规律的判断。从语言哲学角度讲，真理是以语句的真值为基础的，但却又超越语句和陈述的认识。真理涉及更为复杂的逻辑演算，而且有综合性和分析性的区分。


 1.6　理性与经验

理性和经验的对立与统一，演绎着整个语言哲学发展的历程。早期的理性与想象、内省、绝对精神可以划等号。大家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是理性主义的代表。他们认为在我们这个通过感官可以触及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永恒的、绝对的世界，那就是理念（Idea）。与现实世界的不完美相比，理性世界是绝对完美的、完整的。比如，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具体事物（桌子、凳子）只是理念或理想形式的局部体现，所以是不完整的。

与理性相对的是经验。经验是我们人能够而且必须经历和感受的一切，是人类知识的可靠来源。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最早的经验主义者，后来还有英国的罗克、培根等。他们认为，人类知识的唯一可靠来源就是经验。

对于语言哲学而言，理性和经验都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语言知识、概念形成和语词形成等都必须和经验知识打交道，同时，理性可以使我们更加注重语言知识的普遍性。因此，理性和经验是对立统一的。片面追求理性或经验的绝对化，都不是正确的态度。

1.7　真实性与可能性

真实性与可能性是我们学习语言学的人常常感到困惑的问题。一个语句的意义的真实性是由什么决定的？通常，语句陈述的真实性和事物发生的世界有关系。比如，“孙悟空一个跟斗云就可以走十万八千里。”这个句子在现实世界里是不真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我们对动物的生理机能的了解，没有一种动物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这是不真实的。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同样的情形在别的世界里是可能的，因此可能是真实的。比如，神话世界或童话世界是人类想象的虚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只要你能想到，那就可能，就是真实的。所以，在我们所能感知的这个现实世界中，许多东西是不存在的，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关于它们的陈述就不可能或不真实；但是，超越了这个世界，在别的世界（可能世界）中，它们却是存在的或可能存在的，关于它们的陈述就可能是真实的。最后，真实性与可能性在合适情景条件下也是可以转化的。

1.8　本章小结

在本章中，我们介绍了一些基本概念和区别。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初学者了解语言哲学的一些工具，以便进一步学习和系统思考。所谓系统思考，就是当你对某一个概念感到不解时，你得先去理解与之相关的别的概念，然后你就会理解这个概念了。所以，学习语言哲学也可以帮助我们学会联系地思考问题，是一次锻炼科学思维的好机会。


 本章思考题

1．在阅读本书以前，你对语言哲学的理解是怎样的？困扰你的语言哲学基本概念有哪些？

2．语言哲学与语言学哲学是同等概念吗？二者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3．你认为语言哲学从哪些方面对语言学研究有益？

4．通过对本章所涉及的概念的简单了解，你是否对以前的认识产生了某些疑问？

5．通过这些概念区别，你是否可以联想到其他概念和区别？

6．你现在是否也认为外语学习也是伴随着一个不断辨析和区分事物的认识过程？






 
2
 　语词与世界的理解历程


很多人认为，语言学是一门分析科学，因为它通常涉及大量的“分析”工作。比如说，我们可以对一种语言的声音结构进行鉴别、描述和解构，并且可以试图解释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是语言学的全貌。语言学是一门涉及与其自身相关的诸多方面的学科，作为语言研究者，我们不仅应该考虑到一种语言各内部成分之间的关系，也应当考察它们同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研究一个语言体系内部的成分关联，也要研究它同我们所描述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果只研究语言的内部结构及其成分关联，我们只能知道一种语言的复杂性和规约性，但却很难理解和解释清楚语言到底是如何工作的。试看以下例句：

（1）羊驼是一种哺乳动物。

（2）大象有翅膀。

语言学研究的部分工作是解释区别。如解释例（1）与例（2）两个句子之间的区别：总体来说，例（1）为“真（true）”，例（2）为“假（false）”。

语言学研究的另一部分工作是描述语言者如何运用语言以达到某种目的，试看例句：

（3）你够得着那本书吗？

（4）我的室友是一座冰山。

当我们听到或看到例（3）时，什么时候会把它视为一个提问，什么时候会把它看成一个请求呢？例（4）虽然明显不是真实的，但有的时候却能传达出人们想表达的真实意图，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些问题将会在涉及到“语句的命题性”的章节中得到答案，但是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这些句子的成分如何帮助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我们的例句是由像羊驼、大象和室友这些独立的语词构成的。在讨论这些句子的意义和言语者意图之前，我们需要知道当我们在谈论这些语词的意义时，都要讨论它们的哪些方面。

看起来这些问题都不是什么难题。比如说，有人问你：“羊驼是什么？”你可能会从百科全书中查阅到答案--羊驼，又名驼羊，属偶蹄目骆驼科，外形有点像绵羊，一般生活在高原，世界现有羊驼约300万只，90%以上在南美洲。但是这并没有脱离语言系统，我们反而是通过介绍其他的术语（像“偶蹄目骆驼科”）使解释变得更为复杂。我们从百科全书或字典中得到的事实上并不是语词的意义，而是通过一系列其他的语词来定义一个词。

也许你不会就此轻易放弃，你会带上我们来到非洲平原上，指着某个动物对我们说：“看！那就是羊驼！那就是这个词的意思。”然而再次，我们不得不耐心地指出事情仍不是如此简单。指着一只外形类似绵羊的骆驼来诠释羊驼看起来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智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问你什么是鸟，你可能发现很难通过去指一种特定的动物就能解释出鸟的定义。你可能会犹豫，是去指一只企鹅，鸵鸟还是鹦鹉呢？因为它们都隶属于鸟类。即便是画出一副像鸟的图画也帮不上什么大忙，因为你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讨论来决定什么才能真正地被看作鸟类的本质特点。不论你最后画出的“鸟图”是什么，它一定都同我们在动物园里所看到的所谓“鸟类”不一样。因为如果你画的鸟很像一只金丝雀，那它就不能代表火烈鸟。同
 样地，如果让你定义传说中的“麒麟”，即便你走遍整个动物园，也不可能找到一种动物然后指着它说：“看！那就是麒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麒麟”这个词是没有意义的，它是我们语言中的一员。那么到了现在，可能你不得不承认语言学要比想象中的更丰富多彩。

刚刚我们所考虑的问题已经被哲学家讨论了两千多年。很多致力于这些讨论的哲学家之所以考虑这些问题，是因为他们对知识、逻辑或真实世界本质的含义感兴趣。因此，他们的贡献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语言学相关。正如我们将要给大家介绍的那样，一些讨论的观点已成为语言学里首要的内容，而另一些或多或少已被抛弃。尽管如此，语言学者研究一下由语词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引起的诸多问题的讨论还是十分值得的。

在本章的学习中，我们将把重点放到世界与命名它们的语词之间的关系上。换句话来说，我们将会考虑具体名词或名词词组的意义。这样做可以部分地反映我们研究的哲学所强调的重点。在我们纵览各个哲学家及学派的经典论著之前，首先来了解几个基本术语和概念，这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后边将要涉及的语言哲学的理论知识。

2.1　基本概念

2.1.1　笼统表象（General idea）

早期的一个热点议题就是--是否能说语词实际上是直接指称事物的。这个问题乍一看可能会显得比较古怪，甚至好像是一个没有必要问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试图将词语“鸟”同一个物体直接联系起来时，这个问题就是给我们带来诸多麻烦的源头。我们很清楚“鸟”指的是什么意思，也能够在没有一只鸟在眼前的时候高谈阔论关于鸟的知识和事情，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物种能够完全满足鸟的定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设想，词语所指的并不是物体本身，而是我们关于物体的表象（idea）。词语“鸟”指的是关于“鸟是什么样”的一种理念或者说是心像（mental image）。这个方法被那些倾向于表象解释（ideational account）的哲学家们大为举荐。根据这种解释，我们使用语词来指称我们对世界感知的内在印象。然而，解释学所面对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试图描绘一幅示意“鸟”的图画时，我们所遇到的由“笼统表象”提出的问题--任何一个关于“鸟”的表象都必须足够概括方能囊括任何一种鸟的任何个体样本，因此这就会使我们陷入到由于太笼统而无法给出整齐划一定义的危险之中。

2.1.2　直接指称（Direct Reference）

另一种可以避免一般理念引起的问题、诠释意义的方法是“直接指称”理论。这或多或少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试图通过指向动物来解释意义的方法类似。一个词，如“鸟”，其意义是它所能应用的某个物体的集合。一个个体名字的意义，如珍妮佛·安妮斯顿，或者一个描述，如那个门卫，仅仅所指的是某个特别的个体。这是通过直指（denotation）来描述意义的，即一个字或词原指（denote）世界中的某个物体或某些物体。然而，很多情况下，仅凭直接指称自身不足以解释意义。回想一下我们遇到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说“麒麟”是一个合理的词语？如果意义仅仅是指称，那么“麒麟”应当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因为它不具体指代
 任何对象。但是我们看到下面这个例句中“麒麟”显然不是没有意义的：

（5）尽管去寻觅，你永远无法找到麒麟。

而且，我们在毫不知情“陆地上最大的动物”的所指的情况下，可以完全肯定例（6）的真实性：

（6）那辆车大得足以装下陆地上最大的动物。

2.1.3 直指（denotation）与涵义（connotation）

上述所举的例子说明语词不仅仅含有直指，而且也有“涵义”。“涵义”一词经常在非正式情况下被用来描述某种隐含或暗示的属性。比如，有时会有人建议你不要使用某个词，因为该词有坏的喻意。从语言学和哲学角度来讲，涵义一词具有更加具体的意义，被用来描述某个字或词可应用的某种属性。我们可以说，语词直指某个事物或对象（人、物、地点、个体），涵义指某个特征（不是该词原来代表的），却是有意义的，如：红代表吉祥、健康、革命、热烈等。

2.1.4　外延（extension）与内涵（intension）

同直指和涵义比较相似的概念还有外延与内涵。一个字或词的内涵可以被看成一种属性或一系列属性的集合，这些属性具体定义特征，反映事物的本质和核心的内容。这些属性描述相关的个体或集合，因此可以在任何时候被看作为鉴定外延的一套准则。外延可以是具有内涵属性的某一个体或者是个体的集合。我们都听说过《公孙龙子》中著名的《白马论》，其中有关于“白马非马”的论证。大家都知道，白马是马的一种，那么在这里，为什么又会是“非马”呢？我们如果从外延与内涵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马”的外延可以有“白马”、“黑马”和“棕马”等，因为这些马都具有成为“马”的属性。“白马”实际上只是“马”的众多外延之一，所以不能等于“马”，因为它并不包括“黑马”、“棕马”等其他种马。

现在我们再来回答刚刚谈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例（5）是一句有意义的句子呢？因为“麒麟”一词虽然不直指任何事物，但是它有涵义和内涵。因为就像我们知道“麒麟”并不存在一样，我们也知道我们所谈论的这种（不存在的）动物是什么。同样，我们即便不知道“陆地上最大的动物”指代的是什么，但是可以赋予之一种特殊的属性，我们仍然不需要知道该动物具体是什么就可以讨论具有该特殊属性的动物。

上述讨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区分，是我们认识语词与世界联系的有益工具。须知，这些概念和区分是在哲学史的长河中通过大浪淘沙逐步获得的。下面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2.2　古典哲学（Classic Philosophy）

从最早的时期开始，哲学家们就对物体、感官印象及其命名的语词感兴趣了。对于语词与世界关系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古典哲学。这一时期的研究通常被称为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术语“古典哲学（classic philosophy）”以及现在已经不常用的“古代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Ancients）”都用来指古代希腊和罗马流传下来的哲学著作。可能最具影
 响力的和最著名的两位哲学家就是公元前5-4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哲学的研究对象，如政治、种族、科学、审美和语言，都能够从他们的研究中窥见一斑。

2.2.1　柏拉图（Plato）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他生于一个较为富裕的贵族家庭，在家中排行老四，他的家庭据称是古雅典国王的后代，他也是当时雅典知名的政治家柯里西亚斯（Critias）的侄子。由于柏拉图出色的学习能力和其他才华，古希腊人还称赞他为阿波罗之子。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也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他们三人被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柏拉图写下了许多哲学的对话录，并且在雅典创办了知名的学院（Academy），课程设置囊括了很多传统科目，如算术、几何学、天文学以及声学。学院培养出了许多知识分子，其中最杰出的学生是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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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理解柏拉图对于语词与世界之间联系的诠释，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他的“规范理论（Theory of Norms）”。柏拉图把存在定位成“理想形式（Ideal Forms）”，有时被人们称为“柏拉图式理想形式（Platonic Ideals）”。他所强调的这种形式是不能触及的，这种形式是知识的终极目标，同时也是这种形式塑造了各种其他的形式（如概念、抽象以及属性），所有形式也都是源于这种理想形式。他还认为知识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学习只是将原本埋藏在灵魂深层的理想发掘出来；每个人在出生时都带有“理想形式”以及对所有事物的完美知识，因此当他们学习时只是将这些知识进行回想。柏拉图认为，我们对那些变换的、流动的事物不可能有真正的认识；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是流动的，但是构成这些有形物质的“形式（Forms）”或“理念（Ideas）”却是永恒不变的。他以“马”为例向我们明晰地阐释了他的观点：当我们说到“马”时，我们没有指任何一匹马，而是称任何一种马。“马”的涵义本身独立于各种马，它不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因此是永恒的。但是某一匹特定的、有形的、存在于感官世界的马，却是“变动”的，会死亡、会腐烂的。

柏拉图对于语词是如何与名称、物体和质量关联的解释基于不完美具体个体（imperfect concrete individual）和永恒完美形式（constant Ideal Forms）之间的关系之上。如果我们看见某些拥有适当属性的事物，我们会称之为美丽。如当我们称某人为“美人”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它同理想中的美人是相同的，而是因为它同理想中美人所具备的属性足以接近才得到这样的名称。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可以这样说，个体源自于或以其理想中美人的形式命名，即便该个体不是、也不可能与理想形式相同。因此词语美人（beauty）事实上可以被看作一个模板，其他任何形式的个体都可以与之比较。再如，有一种理想形式的“正义”，我们不能体验到正义的理想形式，我们只能体验到“正义”的一些个体表现（manifestation）。这同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直接指称和外延解释都大有不同。词语“美人”的外延是一个可以被恰当称之为美人的个体集合；但是根据柏拉图的解释，这个词语的意义不是这个集合内真正的实体，而是“美人”的理想形式，而这种理想形式又是通过诸多非完美的个体所代表的。柏拉图清楚表明我们不能体验理想形式，只能思考理想形式。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他所提出的观点有一个前提，即我们生来就有这些理想形式的知识，而个人经历可以同这些知识
 相对应。换句话来说，在我们体验那些可以命名的个体之前，我们已经有了关于“合适”或“语词真实意义”的内在知识。

柏拉图的解释总是同抽象紧密相关。为了能够阐明语词是如何运用到物体和概念中的，他不仅仅讨论实际物体，也谈论其他形式的实体。这些实体是没有具体形式的，因此，我们永远无法通过我们自身的感受来体验到。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解释，而事实上，这就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第一个形而上学理论。一般而言，形而上学讨论的是那些无法直接观察、感知和研究的存在。例如，宗教理论是形而上学的，因为一般来说，他们与我们不能看到的事物的存在，即没有物理事实（physical reality）的事物相关。

就像老师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致力于教授哲学，并创办了雅典学院（Academy of Athens）。该学院被称为西方世界最早的大学，亚里士多德受业于此校，并成为柏拉图的得意门生。亚里士多德的论著深受其老师柏拉图的影响，但是他并不认同柏拉图的所有思想。

2.2.2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前322年）是古希腊哲学家、逻辑学家、科学家。他生于公元前384年色雷斯的斯塔基拉，父亲是马其顿王的御医。亚里士多德从小就在贵族家庭环境里成长。18岁那年，亚里士多德被送到雅典的柏拉图学院学习。此后20年间亚里士多德一直住在学院，直至老师柏拉图在前347年去世。亚里士多德首次将哲学和其他科学区别开来，在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和生物学等学科展开了独立研究，其学术思想对西方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亚里士多德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齐名，同被尊为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他还在马其顿学院授课，教授过亚历山大大帝、托勒密和卡桑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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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认为终极实在（ultimate reality）是我们通过自身经历感知的。因此，他的方法可以被称为“经验方法”或“经验论”。他认为我们的世界知识源于自身的世界经验，而非无法观测的形而上学概念。我们关于像“公正”这样的概念，是通过对“公正”的个人实际行为的体验所得到的。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对于实在的不同诠释自然导致了对语词和世界联系的不同阐释。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学说认为语词是理想形式的名称，具体事物的名称是根据它同理想形式的相近程度来命名的，但是绝对不可能得到相同的名称。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认为我们一切知识都来自于对世界的感知，因此语词并不代表抽象的理想形式，甚至不代表具体的事物，而是代表我们通过感知得到的印象。

例如，当我们描述一只狗时，我们给它的名称来自我们所感知的一种四条腿动物的视觉印象；同样地，我们所说的“狗的味道”、“毛茸茸的质地”这些词语也都是来自我们对事物的感知（嗅觉和感觉）。而当我们缺乏任何一种这样的感知印象时，我们所谈论的“狗”是指的对狗的感知集合。

亚里士多德把我们对世界感知印象的集合有时称为“表象（Ideas）”。这个术语与运用到柏拉图形式（Platonic Forms）中的意义不同，因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我们确实是在同人类心理相似性（mental likeness）打交道。亚里士多德在其《解释篇》（De 
 Interpretatione）中讨论了这些概念。他认为每个人看待“符号（signs）”都有所不同，但是人们的思维经验（mental experience）都是相同的。

“就像所有的书写符号不是对所有人都一样的道理，每个人的口语也是不一样的。口语是心灵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

--亚里士多德《解释篇》（第一章）
①



因此，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语词是实在有效的，因为它们是形成心理经验印象集合的符号和表征，而这些经验又是实体（actual entities）的相似。虽然我们只能通过感知了解这些实体，但是它们都拥有自身的实在（reality）和存在（existence）。

在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见意义的概念解释说的开端。一个词的意义是一个特殊的概念或者说是一个心像，这种概念和心像都是由于我们对世界的感知而形成的结果。亚里士多德对感知和语词与世界关系的观点影响了近几世纪的哲学讨论。但是这并不代表柏拉图对语词与世界之间的理解是不重要的，他的观点对后来的一些哲学思想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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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表格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针对语词与世界的观点作一个对比：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metaphysical
	经验 empirical



	理想形式Ideal forms
	经验的表象Ideas of experience



	理念ideas
	事项entities



	知识与生俱来（内在知识）knowledge-innate
	知识源自世界感知（世界知识）knowledge-world






请注意，同一个“idea”对于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是大不一样的。对前者而言，“Ideas”是理想形式的构成要素，而对于后者，它则只是关于外部事物的心理表征（印象、表象）。

2.3　英国经验主义（British Empiricism）

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语词的意义是概念，是我们对于外部事物的印象或表象。这种对意义的定义成为很多十七、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的思想基础。这些哲学家们正处于启蒙时期（Enlightenment），深受自然科学的发展影响，倡导采用经验方法来探索知识，反对一味地接收来自宗教和君主神权的极权统治，呼求平等自由，因此通常被称为英国经验主义者（British Empiricists）。

“经验主义”一词原本意指古希腊医生的经验，拒绝一味接受当时的宗教教条，而是依照所观察到的现象为分析依据。根据经验主义者的观点，经由感受到的经验，必须经过适当归
 纳或演绎，才能铸成知识。

就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被誉为是古典哲学的奠基人一样，这些哲学家们被称为现代哲学的开拓者。

2.3.1约翰·洛克（John Locke）

约翰·洛克（1632年-1704年），是英国哲学家，经验主义的开创人，同时也是第一个全面阐述宪政民主思想的人，在哲学以及政治领域都有重要影响。洛克于1632年出生于英国，从小受到严格的教育。其父母均为清教徒，他的父亲也叫做约翰·洛克，是一名律师，当过地方法官的书记员，曾在英国内战时担任议会派部队的军官；他的母亲艾妮丝·金恩则是一名制革工匠的女儿，据传长得相当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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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6年，洛克在威斯敏斯特学校接受了传统的古典文学基础训练。1652年克伦威尔主政期间，洛克到牛津大学学习，并在那儿居住了15年。1656年洛克获得学士学位，1658年获硕士学位。后来他还担任过牛津大学的希腊语和哲学老师。在牛津期间，洛克对当时盛行于校园内的经院古典哲学不感兴趣，反而比较喜欢笛卡尔（据音译应为笛卡儿，本书仍从俗）的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在36岁时曾被入选英国皇家学会。

洛克一生以追求真理为他学习的唯一目标，其著作涉猎广泛，包括自然科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哲学。其中著名的巨著之一是1690年出版的《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在这部著作中，他讨论了人类理解（或知识）的本质并试图诠释其可能性。他强调观察和理性的重要性。因此，他反对当时盛行的“把人类视为神创的终结”的思潮（即认为人们拥有与生俱来的知识来认知解构世界）。洛克承认人类先天的基本认知能力--思考、据理、记忆等，这些是人类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他强调所有的知识都必须要经过习得（acquire），他这样说的意图是向我们指明“人们如何只运用自己的天赋能力，不用天赋印象的帮助，就可以得到他们所有的一切知识；不用那一类的原始意念或原则，就可以达到知识的确实性。”（第一卷，第二章）人类所有的思想和观念都来自或反映了人类的感官经验，认为人的心灵开始时就像一张白纸，没有任何观念；而向它提供精神内容的是经验（即他所谓的观念）。观念分为两种：感觉（sensation）的观念和反思（reflection）的观念。感觉来源于感官感受外部世界，如色、香、味、形状、大小和数目等，是由外部事物作用于感官引起的；反思所得的感知觉、记忆、思维、意志和欲望等，是由人对自身心理活动的体验获得的，来自心灵观察本身，洛克强调这两种观念是知识的唯一来源。

洛克还将观念划分为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认为语词的意义是人类能够形成的各种简单和复杂的概念。事实上，在他的《人类理解论》（第三卷，第一章）中有一部分是专门讨论语词的。洛克介绍到一个语者能够使用语词“作为内在观念的标记，还必须使它们代表他心中的观念。只有这样，他的观念才能表示于人，人心中的思想才可以互相传达。”我们唯一能感知的是简单观念，而我们自己从许多简单观念中能够形成一个复杂观念。因此，当我们使用一个词，比如说“树”，我们所描绘的是我们对“树”的感知经验而得出的概念或印象。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洛克认为语言的目的是把语者的概念传达给听者。对于此观点，几世纪以来的很多哲学家们意见不一，我们在后面的内容中会讨论到。


 语词还能传达“笼统表象”（general ideas）。当我们在谈论“树”的属性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我们对“树”的感知经验而形成的印象。事实上，只有通过“树”这个字，我们才能够把那些看似相似的经验进行分类。正如同洛克所说的那样，一般术语的产生意味着“可以应用概括的字眼，使每一个字来标记无数特殊的存在。”“树”这个词的存在囊括了一个源自分别感知经验的简单概念的集合。

这种对于一般理念的解释遇到了我们之前同样的一个问题。当我们试图用一幅画来解释“鸟”这个字的意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想象一下我们绘制了一幅能够代表我们脑海中笼统表象的图画。我们需要想象出一幅像鸟，但却又没有任何具体特征、以免不能同任何特别的鸟的特点“兼容”的图画。而这只想象中的鸟又不能有任何颜色，因为鸟有各种颜色。这样的任务似乎不可能完成--当我们指称“鸟”字的普遍意义的时候，我们只能想象出一只没有任何特别颜色的鸟，没有任何具体的大小和形状。即便是我们能够想象出这样一只鸟，那么也充满了矛盾，因为所有的鸟都是有某种颜色的，因此颜色必须是其“笼统表象”中的属性之一。

这个问题在洛克去世后不久就由另一位英国经验主义者指出，他就是乔治·贝克莱。

2.3.2　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乔治·贝克莱（1685年-1753年），也叫贝克莱主教，是爱尔兰哲学家，与洛克和休谟（David Hume）一起被认为是英国近代经验主义哲学家的三位代表人物，著有《视觉新论》（1709）和《人类知识原理》（17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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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的贝克莱市是以乔治·贝克莱而命名的。耶鲁大学也有一个本科寄宿学院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贝克莱在其1710年出版的《人类知识原理》著作中，以其自身无法给出关于“人”的笼统表象为例：

“我给自己所形成的人的观念，不是白的，就是黑的，要不就是黄褐色的；他不是曲的，就是直的；不是高的，就是矮的，要不就是中等身材。我的思想无论如何用力，也不能设想上述的抽象观念。”

--《人类知识原理》（绪论）

贝克莱非常敬佩洛克的研究成果，把他誉为“一位值得崇拜的已故哲学家”（《人类知识原理》（绪论）。但是他认为洛克“把语言看成是笼统表象的标记”以及认为“有一些普遍术语一定有其所指”的观点是错误的。相反，贝克莱强调，一些普遍语词一定能够被赋予更为广义的定义，比如说一个三角形是一个“由三条线段组成的平面图形”，这个定义可以囊括很多分别的个体概念。他总结说：“要使一个名称一贯地符合于同一个定义，那是一回事；要使它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代表同一个表象，那又是一回事。前者是必须的，后者是无用的，不可能的。”（绪论）

乔治·贝克莱大部分时间都在教会，也曾去过欧洲大陆、美洲和英国。他的宗教信仰是其哲学思想的主要基石。他认为上帝的知识是呈现于思维本身的。贝克莱对于思维的解释也使得他的哲学成了“非物论（immaterialism）”，他认为我们没有证据来证明物质世界在脱离我们的感知后会继续存在，他还极为反对唯物论中认为“唯一的真实存在是物质介质的存
 在的”观点，因为这样的解释论排除了讨论思维、精神甚至上帝的真实性。

在这点上，贝克莱同洛克有所不同。洛克认为语词仅仅代表人们对物质世界形成的观念，但是这些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观念是从我们对实体感知的信息中形成的：

“因此，我们之所以能注意到别的事物的存在，并且知道在那时候外界确实存在着一种东西，是因为我们现实地接受了这种东西引起我们的某个观念。”（第四卷，十一章，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洛克认为外界实体在某一时刻是可以独立存在的。而贝克莱的观点则刚好相反，认为我们最直接的联系是我们的感观，这是我们唯一可以确定存在的东西。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物质世界能独立于我们的感观存在。正如我们没理由相信我们想象的物质能在我们的思维以外存在。例如，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地说我们正在观察中的一棵树在我们停止观察后能够仍然继续存在：

“因为要说有不思想的事物，离开知觉之外，绝对存在着，那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所谓它们的存在（esse）就是被感知（percipi），因而它们能离开它们被感知的心灵或能思想的东西，便不能有任何存在。”

--《人类知识原理》（第三段）

上述引用中的拉丁文通常被翻译成“存在即被感知”（to be is to be perceived）。他曾举例说道，我们可以首先试想有一个外部实在存在，然后再试想一下没有任何外部存在，通过这种对比我们能够观察到什么区别呢？他的答案是没有任何区别。因此，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外部实在的存在。

“不过您又说，我们很容易想象，例如，公园中有树，壁橱里有书，并且不必有人来感知它们。我可以答复他们，您自然是可以如此设想的，这样并没有什么困难。不过我要问，您这不是只在心中构成所谓树和书的观念么？您只是在同时没有构成任何能感知它们的人的观念罢了：实则您自己一向是在感知或想象它们的。因此您这种说法是不中用的。”

--《人类知识原理》（第二十三段）

尽管贝克莱坚持我们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物质世界的存在，但这绝不表示他是一个怀疑论者。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凡事都是无法确定的，也不认为唯一可能的是建立在观察之上的几率估算。他倾向于认为，没有任何知识是确定无疑的，物质世界只能够被感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怀疑它们的存在。所有的物质都能够持久不断地被感知，因此他们继续存在。即便没有人类存在，物质世界被上帝感知，在上帝的思维中存在。

前文我们提到过洛克把语言的存在描述成为传达说者思维概念给听者的作用，而贝克莱则认为：

“语言的唯一的主要的目的还不只在以文字来传达思想，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此外它还有别的一些目的，它还可以引起人的情感，刺激起人的行动；还可以阻止人的行动；还可以使人心发生某种特殊的倾向。”

--《人类知识原理》（第二十段）

贝克莱在此处主要地考虑到了语词可能对听者产生影响的时刻，特别是情感上的影响。但是他的观察或许可以被视为讨论意义在于使用（meaning in use）的先驱。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些哲学家对于洛克和贝克莱观点的看法。在这些看法中，我们可以初见现代意义解释的端倪。

2.3.3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年-1716年），德国哲学家、数学家。他涉及的领域遍及法学、力学、光学、语言学等40多个范畴，被誉为17世纪的亚里士多德。1646年7月1日，莱布尼茨出生于神圣罗马帝国的莱比锡，祖父三代人均曾在萨克森政府供职。莱布尼茨的父亲是莱比锡大学的伦理学教授，在莱布尼茨6岁时去世，留下了一个私人的图书馆。12岁时自学拉丁文，并着手学习希腊文。14岁时进入莱比锡大学念书，20岁时完成学业，专攻法律和一般大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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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和牛顿先后独立发明了微积分。他是历史上少见的通才，他的专长包括数学、历史、语言、生物、地质、机械、物理、法律、外交等领域。他本人是一名律师，经常往返于各大城镇，他许多的公式都是在颠簸的马车上完成的。由于莱布尼茨曾在德国汉诺威生活和工作过十多年，并且在汉诺威去世，所以为了纪念他和他的学术成就，2006年7月1日，也就是莱布尼茨诞生360周年的纪念日，汉诺威大学正式改名为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

贝克莱是众多对洛克所出版的《人类理解论》有所回应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之一。另外一位给予回应的是莱布尼茨，他于1703-1705年写了一部名为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
 的法文著作，英文译为New Essays on Human Understanding
 （《人类理解新论》）。

同洛克一样，莱布尼茨对当时数学的发展极为感兴趣。在他的著作中，他引用了两个角色，一个叫做费拉里希斯（Philalethes）代表洛克的观点，另一个叫希奥菲拉斯（Theophilus）代表他自己的观点，以对话的形式阐述了对洛克作品的回应。莱布尼茨倾向于理性理解，他认为知识来自于理性的运用，而不采取经验主义的“常识”观点（认为知识源自于经验）。他对洛克对语词意义的阐述也产生了质疑。费拉里希斯重复了洛克的观点，认为语词仅指称我们对外部世界事物的表象；希奥菲拉斯回应道：“不论任何情况下，语词既指称事物，也指称观念。”莱布尼茨注意到语词不总是指称事物或观念；有时我们需要指称语词本身，即语词的实际语言属性。使用语词来谈论语词，或者使用语言来谈论语言，这两种情况有时被称为“元语言的”（metalinguistic）;语言既是描述的工具，其本身也是被描述的对象。这同我们下一章将要提到的一个词的“使用”和“提及”是一个道理。

2.4　本章小结

在本章中，我们主要介绍了语词与世界关系中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我们通览了古典时期以来关于如何定义一个字（词）的概念或意义；了解了英国经验主义学派的领袖人物对语词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不同诠释；对比分析了不同学者所持的不同观点；也简单地纵览了各个理论对后期语言学各领域的影响和发展。

本章伊始，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语言学家和哲学家都有其对语词与世界关系感兴趣的理由。语言学界的人主要考虑到一种语言各个语词及其之间关系的意义，这后来发展成为语
 义学的一个分支--词汇语义学（lexical semantics）。这些关系包括同义词（synonymy）之间，反义词（antonymy）之间，多义词（polysemy）和同音异义词（homophony）之间的关系。在最后一部分，我们学习了关于名称的诸多理论和争议。

哲学家们所感兴趣的内容，特别是在最后一部分涉及的关于名称的各种解释，在很多语言学领域中都极有影响力。正如我们要在后面章节所接触到的，这些哲学家们为语词与句子“真／假”值关系的研究以及语言与思维的研究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本章思考题

1．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是什么？这些观点之间有着何种联系？

2．什么是“内涵”与“外延”？试举例说明。

3．请概述英国经验主义的主要观点。

4．经验主义哲学家关于语词与知识的讨论是否完全一致？如果有区别，区别在哪里？

5．作为德国人的莱布尼茨为什么被划归英国的经验主义学派？

6．理性与经验对人类知识而言，哪个更为重要？






 
3
 　名称与世界


3.0　引言

名称如何与世界相关联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语言哲学问题之一。“独角兽”一词所指称的，显然与问题“独角兽存在吗？”相关。独角兽的存在与否，直接与名称所命名的内容和方式相关。因此，指称问题是当代英美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语义学理论中最核心、最基础的问题。在语言哲学中，指称问题直接与外在的对象和实在密切相关，而且指称关系即命名也是理解意义问题的关系所在，因此指称理论的研究被认为是语言哲学最为长久和卓有成效的部分。本章将回顾几位指称理论的代表人物密尔、弗雷格、罗素、克里普克和塞尔对指称问题的研究，以期对名称和世界的关系有所了解。

3.1　使用和提及

在我们开始讨论语言哲学家们的指称理论之前，我们首先要引入“使用”（use）和“提及”（mention）这两个概念。毫无疑问，“使用”和“提及”这两个词在平时的使用中是截然不同的。在语言哲学中，它们的区别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组概念。我们都知道，语词并不总是用来指称物体或概念，我们有时候会用语词指称语词本身。用语词来描述语词，或更为广义地讲，用语言来描述语言，其术语是“元语言学”（metalinguisics）。换句话说，语言既可以作为手段用来描述事物本身，也可以成为被描述的对象。也许这句话乍看之下有些难以理解，那么请思考一下下面两个例子中“丽丽”这个语词有何区别：

（1）丽丽有个好听的名字。

（2）“丽丽”是个好听的名字。

不难看出，这两个句子都使用了“丽丽”，但它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例（1）中，“丽丽”是某个特定的女孩，谈论的话题是她有个好听的名字；例（2）中，“丽丽”指名字本身，谈论的话题是这个词本身。我们可以说，前一个句子使用（use）了“丽丽”这个词，而后一个句子则是提及（mention）了这个词。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应该对“使用”和“提及”的概念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它们的区别听上去似乎也不那么晦涩难懂了：当一个语词被用来指称语言系统以外的物体时，我们说这个词被“使用”；当它被用来描述语词本身，即语言系统的一部分时，我们说这个词被“提及”。

那么，我们怎么来区别一个语词是被使用还是被提及呢？除了从句意上来理解，另一简单的区别方法是，我们通常用引号来表示语词被提及，而语词被使用时，我们则不加引号。有时候，引号的漏缺和误用会带来句意的极大混淆。如下面两个句子：

（3）“大象”在睡觉。


 （4）大象有两个字。

“大象”是一个词，一个词根本就不会在睡觉；而说大象这个动物有两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呢？因此，混淆使用和提及常造出一些荒谬的句子。

哲学家林斯基（Linsky）曾在他的著作《语义学和语言哲学》（Seman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1952）一书中讨论了使用和提及。他认为，要提及某样事物，必须要用某个名字或其他指示手段来指称它。那么，元语言学的观点就可能带来问题，因为语词没有独立的名字来指称。一些句子会有混淆之处，而另一些句子则没有。根据林斯基的观点，下面这个句子中，事物和它的名字没有任何混淆之处：

（5）东方明珠很高。

这个句子提到的是东方明珠，但出现在句子里的并不是东方明珠本身，而是塔的名字。东方明珠被提及，而塔的名字被使用，这是很清楚的。但下面另一个句子中，事物和它的名字的区分就不是很清楚了：

（6）“东方明珠”由四个字组成。

很明显，这个例子谈论的不是东方明珠塔本身，而是语词“东方明珠”，语词“东方明珠”被提及。但是，“东方明珠”是塔的名字，而语词“东方明珠”自身却没有独立的名字。

用引号来表示语词被提及而非被使用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方法。另一种解释的方法是说“东方明珠”就是语词“东方明珠”的名字。我们可以通过加引号的方法来给任何语词加上名字。

使用和提及的区分一直是有争议的。最普遍的反对意见是这种描述会带来混乱的逻辑。比如，例（6）中，我们用名称“东方明珠”来指称单词“东方明珠”，那么假设我们要提及“东方明珠”这个名字，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需要给它加上引号，才能给它起一个名字，也就是“‘东方明珠’”。如果我们需要继续给它命名，则变成了““东方明珠””，等等。由于使用和提及的区分所带来的这样一个可能后果，一些哲学家对此持有保留意见。

3.2　密尔论指称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 - 1873），英国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心理学家，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代表人物，经济学的古典学派的最后代表人物，也是心理化学理论的创始人，是被公认有史以来智商最高者之一。密尔从三岁就开始读希腊文，八岁开始学拉丁文、代数、几何，九岁遍读希腊史家的重要著作，少年时代结束时，他已经具备了比大学毕业生还要广泛的知识。密尔一生撰写了许多著作，包括《逻辑体系》（A System of Logic，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1843）、《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1848）、《论自由》（On Liberty，1859）、《论代议制政府》（1861）、《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1861）、《女性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
 ，1869）与《论社会主义》（Charters on Socialism
 ，1876）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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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称问题的讨论最早来源于密尔。密尔在《逻辑体系》中提出，语言是科学和逻辑分析的必要工具，因此要和其他科学工具一样的精确。密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语词到底是事物的名字，还是我们对事物的理解的名字。他认为前者是“普遍使用”（in common use）的描述，而后者是“元语言学家们”（metaphysicians）的创造。密尔指出，我们完全应该坚持语词的“普遍使用”，如单词“地球”就是地球的名字，而不是我们对地球理解的名字。我们使用某个单词讨论事物时，我们谈论的是涉及的事物，而不是我们对这些事物的认识。

此外，密尔还进一步区分了“通名”（common names）和“专名”（proper names）。前者可用于无限多的物体，而后者只能用于一个事物，正如专有名词一样。密尔又区分了“有涵义”（connotative names）和“无涵义”名字（non-connotative names），这个区别正是深入语言本质的区别之一。要理解这个区别，我们首先要理解“直指”（denotation）和“涵义”（connotation）的区别。语词的“直指”是所指事物本身，语词的“涵义”是决定其直指的某一特征或一组特征。比如，“商品”是直指，而“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则是其涵义。密尔认为，区分“有涵义”和“无涵义”名字，其目的在于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名字都有涵义。“无涵义”的名字是我们所称的“专有名词”（proper names）。专有名词仅仅用来指称个别事物。但是，像“人类”这样的通名（common names），其直指是所有的人类，涵义是人类的特征。这样的名字是“有涵义”的名字。密尔强调这样的“有涵义”的名字仍是它所指事物的名字，而其涵义则解释了为什么它可以成为这一事物的名字。例如，专有名词“唐僧”的涵义是“孙悟空的师傅”。它们指的都是同一个人的名字，但其意义是不同的，因为指称的目的不同。前者仅仅是为了区别他和其他人，后者则是指明一个与之相关的事实，即孙悟空是他的徒弟。

因此，密尔把专有名词“唐僧”和名词短语“孙悟空的师傅”分为两类不同的“专名”。使用恰当的话，这两类专名都可以起到区别个体的作用。但专有名词仅具备这个作用，而名词短语还可以给出个体的定义。我们可以问为什么一些描述性短语可以用来修饰个体，但无法问为什么某个专有名词可以用来修饰物体。当我们解释为什么“孙悟空的师傅”这个短语很恰当时，我们可以说，“因为他是孙悟空的师傅”。但当我们解释“唐僧”时，我们只能说，“因为这是他的名字”。

密尔是近代指称论的一个重要倡导者。密尔指称论的核心内容是关于概念的直指与涵义的理论。按照他的观点，大多数语词同时具有直指和涵义的作用，它们既指称那些它们是其名称的人或物，即具有直指；同时又表示某一或某些特性，人或物由于具有这些特性才成为这些词所指示的对象，即具有涵义。因此，如果询问一个词的意义，那就是问两个问题：一是问这个词所指示的是哪个人或事物；二是问这个人或事物是通过什么样的特征而被描述的。对一个人或事物可以从许多不同的方面加以描述，这些不同的描述在涵义方面各不相同，在直指方面则是相同的。密尔的涵义论的观点对后来的指称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3.3　弗雷格论涵义和指称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戈特洛布·弗雷格（德语：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

1848 - 1925），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是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奠基人。

弗雷格的父亲是优秀的数学教师。1869年弗雷格进入耶拿大学学习，两年后转至哥廷
 根大学，1873年在那里得到了他在数学领域的哲学博士学位。1875 年，他回到耶拿担任讲师，并于1879年成为助理教授，1896年成为教授。弗雷格的工作没有在有生之年得到广泛的赞誉，但是受到伯特兰·罗素、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卡尔纳普（Carnap）的称赞，认为他注定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二战后他的工作才在英语世界广为人知，部分原因是一些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移居到了美国--例如卡尔纳普、塔尔斯基和哥德尔--那些了解尊敬弗雷格工作并将他的主要著作翻译成英文的人。弗雷格的工作对分析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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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称问题的深入研究是从弗雷格开始的。1892年，弗雷格发表了《意义和指称》（On Sense and Reference
 ）一文，这篇论文被视为意义理论发展中的里程碑，对语言哲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塞尔甚至认为，意义与指称的区别是弗雷格对语言哲学所作的唯一重要的贡献。虽然此话略显夸张，但足以看出弗雷格意义和指称理论的开创性意义。

弗雷格首先讨论了“同等表达”（expressions of equality）。什么叫“同等表达”呢？请看以下两个例子：

（7）唐僧
 是孙悟空的师傅
 。

（8）唐僧是唐僧。

按照弗雷格的观点，如果这种“同等”是所指个体的关系，那么例（7）所表达的信息并不多于例（8）。例（7）中唐僧和孙悟空的师傅指称同一个人。我们谈论的是命名个体的两种不同方式的关系，而不是个体与其自身的关系。因此，我们谈论的内容是有意义的，绝非简单琐碎的同语反复。例（7）专名和名词短语的区别才使得这个句子具有意义，但其区别并非其直指的不同，而是对所指个体呈现方式的区别。

这一思考令弗雷格进一步提出，每一个名字都有与其呈现方式相关的因素，即他所称的“意义”（sense）；同时，每一个名字都有直指，即他所称的“指称”（reference）。弗雷格用“暮星”（evening star）和“晨星”（morning star）来解释这一观点。这两个名字分别指称夜晚和早晨天空中看到的星光。实际上，这两道星光是由于地球的自转，在不同地方看到的同一个物体，也就是说，暮星和晨星都是指同一个星体--金星。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说：

（9）暮星是晨星。（The evening star is the morning star.）

弗雷格认为，虽然暮星和晨星有同样的指称，但它们的意义不同。两个名字指的是同一个物体，但呈现的方式是不同的。同样的，我们还可以说：

（10）暮星是金星。（The evening star is Venus.）

从某种意义上讲，弗雷格的“指称”与密尔的“直指”类似，“意义”与“涵义”接近。对于例（9），密尔会解释为这两个名字直指相同而涵义不同。与密尔类似，弗雷格运用的是“直接指称”的方式。他明确地指出，一个名字的涵义是该事物本身，而非对该事物的理解。虽然对事物的理解会因人而异，但事物本身，即一个名字的语义，却是持久不变的。

弗雷格与密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专有名词既有语义又有指称。密尔区别了“有涵义”和“无涵义”名字。比如，按照密尔的观点，“唐僧”指称一个个体，但没有涵义；而“孙悟空的师傅”虽然指的是同一个个体，但它具有识别性特征，即它具有涵义。弗雷格没有进行这样的区分。在弗雷格看来，“专有名词”是任何可指称某一特定物体的名字。一个物体的命
 名可以包含一个或几个单词。简单说来，每一个这样的命名都叫专有名词。因此，按照弗雷格的观点，没必要区分“唐僧”和“孙悟空的师傅”，因为它们都是既有语义也有所指。

形容性的名词短语的语义是很容易确定的。例如，句（10）中，“暮星”指称的物体是由某一特定特征来确定的，我们这样来释义，“暮星是夜晚在某一地方看到的天空中的星光。”但专有名词的意义则没这么明显。我们可能知道它们指称的是什么或是谁，但我们不一定知道个体是怎样通过“金星”、“唐僧”或“孙悟空”来确定的。弗雷格的回答是这样的：名字与形容性的名词短语的运作方式是一样的。它们通过某一识别性特征来指称一个个体。根据这个观点，如果我们知道某一名字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某一特定特征与那个意义相关联。这就是那个名字的意义。

弗雷格的这种解释适用于很多名称，尤其是一些历史人物的名称。对很多人来说，名称“劳埃德·乔治”指的是一个人，并且与“一战期间的英国首相”相关。但是，对于名称的意义，学者们并不持有一致意见。比如，对一些人来说，名称“亚里士多德”的意义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它的意义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出生于斯塔吉拉”。弗雷格对此的观点是，只要所指的个体保持不变，意义的这种多样化是可以接受的。弗雷格把意义看作一切名称的基本特征。名称可能只有意义没有指称，但不可能只有指称没有意义。

弗雷格接着提出了他对著名的“莱布尼茨定律”（Leibniz's Law），又称“替换定律”（Law of Substitution）的解释。该定律的内容是，如果两个短语的直指一致，那么一个可以用来替换另一个，且保持真假值不变。“莱布尼茨定律”可运用于很多句子。如下面的例子中，如果我们认同鲁迅和《呐喊》的作者有同样的指称，那么例（11）和例（12）则同为真，而例（13）和例（14）则同为假。

（11）鲁迅是中国20世纪的重要作家。

（12）《呐喊》的作者是中国20世纪的重要作家。

（13）鲁迅是俄国人。

（14）《呐喊》的作者是俄国人。

但在以下的句子中，“莱布尼茨定律”似乎不能适用了。

（15）小李说“鲁迅是中国人”。

（16）小李说“《呐喊》的作者是中国人”。

我们通过用同样指称的短语替换句（15）来构成句（16），但是两句话的真值发生变化了。如果小李说，“鲁迅是中国人。”那么句（15）则是对这句话的确切记录，但句（16）则不是。弗雷格通过“使用-提及”的区别对此加以解释。根据弗雷格的观点，我们在句（15）中谈论的不是小李所说话语的通用意思，而是话语本身。双引号的使用表明句子是以“符号的符号”的形式出现，双引号中的语词不具有通用意思。

还有另外一些“莱布尼茨定律”不能适用的例子。请看下面两个例子：

（17）小李认为《呐喊》的作者是个天才。

（18）小李认为鲁迅是个天才。

我们似乎可以说，如果例（17）是真的，那么例（18）也是真的，可是情况不一定如此。比如，小李也许读了这部小说并且很喜欢，但他并不知道作者是谁，他也许不记得了，也许认为作者是老舍。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例（17）是真，但例（18）是假。以此类推，小李可能
 只读过《狂人日记》，那么例（18）则真。但是，如果他不知道鲁迅也写了《呐喊》，那么例（17）则假。这些例子涉及的是我们所称作的“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它们与主体对某一命题的态度有关。在前面的例子中，态度是一种信念，其他的态度如希望、恐惧和愿望等，也具有同样的效果。

弗雷格观点的核心是意义和指称的区别，一切他称作的“专有名词”都有涵义。在以上的例子中，如例（15）、（16）、（17）和（18），名字不具有其通用的意思，但具有意义。例（18）中，“鲁迅”一名被用来指称的不是它的指称，即个体本身，而是它的意义。如我们前面所述，一个名称的意义会因人而异。“鲁迅”被用来指称小李附加于该名字上的意义，而这个意义可能是“《狂人日记》的作者”，而不是“《呐喊》的作者”。弗雷格把语词指称涵义的情况称为“间接使用”（indirect use），以此与“惯用”（customary use），即语词指称对象的情况相区别。

弗雷格在意义和指称之间所做出的区分是他在语言哲学方面所作的最大贡献之一，这使得语言哲学的最重要的课题--意义理论获得了丰富的内容和充分的发展。意义理论是弗雷格语言哲学的核心，并由此涉及了现代语言哲学中与意义有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即句子、真假、理解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正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思考。

3.4　罗素论描摹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 - 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社会学家，也是20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罗素生于英国威尔士莫矛斯郡特雷莱克一个贵族世家，父母是思想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祖父罗素伯爵是辉格党（自由党前身）著名政治家，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曾两次出任首相。罗素年幼时，父母相继去世，他是在祖母照管和教育下长大的。家庭的自由主义传统和祖母那我行我素的性格对罗素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罗素的童年很孤寂，他经常在家中荒凉失修的大花园里独自散步冥思，是大自然、书本和数学把他从孤独和绝望中拯救出来，特别是对数学的迷恋，成为他的主要兴趣。罗素一生兼有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双重身份，以追求真理和正义为终生志向。作为哲学家，他的思想大致经历了绝对唯心主义、逻辑原子论、新实在论、中立一元论等几个阶段。他的主要贡献首先是在数理逻辑方面，他由数理逻辑出发，建立起来的逻辑原子论和新实在论，使他成为现代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对真理的求索中，罗素从无门户之见，善于向各方面学习，善于自我省察，不断修改自己的观点。但他又从来不是关在书斋里不问世事的学者。从青年时代起，他就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追求并捍卫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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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同弗雷格一样，他的首要哲学兴趣是数学逻辑。他所采取的语言解析的方法实质上是分析性的，主要涉及句子中逻辑意义表达的分析和语言完善的分析。这也反过来促进了他对意义，特别是人类知识体系与理解的相关语言意义的逻辑研究。


 罗素是第一个使用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术语--限定摹状词（definite description）的人，这个术语用以概括像“苏格拉底的父亲”（the father of Socrates），“暮星”（the evening star），“桌上的书”（the book on the table）等类似表达的短语。这样的短语为某一个体提供了限定表达，更为关键的是要表达出该个体独一无二的特性。这些表达形式在语言学中由被称为“定冠词”的“the”引出，正是定冠词的使用表达了我们常说的“唯一性”。如果运用非限定性冠词（不定冠词），那么表达效果将会有所不同。例如“暮星”不特指任何某颗星星，罗素认为这种表达只是传递了“暮星”这个概念，而“苏格拉底的一个爸爸”听起来则相当奇怪，因为这个表达似乎暗示苏格拉底不只有一个爸爸。

罗素认为摹状词和专有名词（proper nouns）应当被区分成不同的实体。在他看来，摹状词是具有描述功能的语词，不具有独立的意义，是不完全的复杂符号，只有在其被使用于命题中时才拥有意义；专名是具有命名功能的语词，它是一个简单的完全符号，可以脱离任何语境而拥有意义，其意义就是其所指；两者之间的最主要不同在于，要想理解专名的意义，必须亲知它所代表的对象，而要想理解摹状词的意义，则无需亲知它所描述的对象（有时也不一定存在着它所描述的对象），而是可以把摹状词这个复杂符号分解为不同的组成部分，只要我们知道了其组成部分的意义，我们就能确定它的意义。比如说：

（19）朱自清是朱自清。

（20）朱自清是《背影》的作者。

根据罗素的阐释，例（19）和例（20）之间的区别是由于“朱自清”和“《背影》的作者”之间的区别引起的。例（20）的表述明显要比例（19）的表述更加复杂。一个普通的专有名词，比如“朱自清”就是罗素所说的一个简单的符号，它不能够再被分割成个体。而“《背影》的作者”则由几部分构成，其中的每一部分都有其自身的意义。整个的表达意义依赖于各部分固定意义的综合。

因此，罗素用直接指称理论解释专名的意义，它们指称了某种特指的个体，比如说某个作者；至于摹状词，与其说它指称倒不如说是描述了一个个体；当摹状词在一个句中出现时，其效果是用来确指一个满足某种描述的个体的存在，这样我们才能就此个体谈论些什么。既然专名仅仅是指称某种个体，必须先存在某种个体才能被专名指称。一个不具备指称性的名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没有摹状的词则不一定。比如“金山”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是这种描述本身还是具有意义的，原因是这种表述是一种复杂的符号，其意义源自各部分的符号--金的+山。

这种解释似乎在解释科幻名称和历史名称时显得黯然失色。大家都公认，一个没有任何指称的完全编造的名称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当我们看到下列例子时确几乎没有人感到任何困惑不解：

（21）孙悟空保护他的师傅去西天取经。

（22）杨贵妃是一位美女。

即使我们知道例（21）中的孙悟空作为的主角从来不曾真正存在过，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理解例（21）的意义；即使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例（22）中那个被称为杨贵妃的人是否存在过，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理解例（22）的意义。罗素认为在这样的句子中所出现的专名并不是被真正用作了专名去指称个体，而是一种“缩略摹状词”（abbreviated description）；这些名称事实上代替了我们对其关联事物的描述，而并非指称想象、小说、甚至现实中存在的个
 体。至于这些描述到底是什么，当然因人而异，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可能“孙悟空”是“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里著名的角色之一”；而“杨贵妃”则是“唐玄宗的爱妃”。在例（21）和例（22）里使用的名称因此涉及了对这些描述和名称的关联。罗素事实上暗示专名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当作缩略摹状词来用，其用作专名的情况仅限与人们必须亲知其所代表的对象。

罗素对语言的兴趣不仅仅体现在其对语言作为一种交流手段的关注，他还关注于当人们使用或联想到一个名称时，他们的脑海里都在想些什么。当把一个名称同一个当时在场的人联系起来或当时不在场的人间接联系起来时，人们比较容易理解在自己头脑中这其间的关联过程。当我们使用想要同别人交流的那些句子时，我们了解到其中的思维过程可能会更困难些。不管怎样，罗素对名称事实上是如何被使用的研究及其在交际中所起的作用的研究都为现代语言哲学的发展和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理论依据，但同时也遭到了很多其他学者与专家的猛烈抨击。

3.5　克里普克论指称

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1940-），美国逻辑学家、哲学家。曾任教于哈佛、哥伦比亚、康奈尔和洛克菲勒等大学，1977年任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后升任麦科什讲座哲学教授。他是模态逻辑语义学的创始人和因果-历史指称论的倡导者之一，认为名词的指称主要取决于与使用该名词有关的社会历史的传递链条。以此出发，他进一步阐发了有关专名和通名的理论，并由此构成了现代分析哲学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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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他的一篇名为《命名和必然性》（Naming and Necessity）
 的文章发表，代表了指称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篇文章里，克里普克指出了所有与描述有关名称的各种理论解释中出现的问题，其中包括弗雷格认为名称与描述短语都有指称和涵义的观点以及罗素认为专名实际上是缩略摹状词的观点。我们已经发现这些描述在自然语言中其表达因人而异。弗雷格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亚里士多德”这个名字可能是“柏拉图的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的意思，而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出生在斯塔吉拉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当然像这些描述的例子不一定总是“可靠的”。我们可以假想某份古老的文件让我们得知亚里士多德从来不曾教过亚历山大大帝，这很有可能也会修正我们对古典历史的看法，但是却不会迫使我们再思考单词“亚里士多德”的实际意义。我们此时可能会说“因此证明了亚里士多德不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但是不能说“因此亚里士多德不是亚里士多德”。

克里普克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哥伦布可能被很多人都认为是第一位踏上美洲土地的欧洲人，而事实却很有可能并非如此，很有可能在哥伦布来之前斯堪的纳维亚人已经到达了美洲。然而，当人们把这种描述--第一位踏上美洲土地的欧洲人--同哥伦布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并不使用哥伦布来指称某个古代挪威人而是用它来指称某个叫做“哥伦布”的历史人物。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一个名称指称的不必一定是真实的存在。克里普克进一步举“约拿”的例子来论证，研究《圣经》的学者们认为，约拿是真实存在过的，这并不是因为
 他们认为曾经有个人被一条大鱼吞食过或是他去过尼尼微讲道。这些条件或特性可能对谁都不是真的，然而“约拿”这个名称还是有指称的。

克里普克认为专名不同于摹状词，是严格指示词。就像米勒一样，克里普克把专名看成无需任何意义或描述词为中介的直接指称个体。专名与个体之间的关联在摹状词被恰当地运用到个体时不受任何偶然变化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关联对于一种语言的所有使用者（忽略个体在知识或观点上的差异）来讲都是一样的。因此，克里普克强调，专名是被一个社团里的说话者共同使用的。他引入了社会历史因素，提出了历史因果命名理论（Historical Causation Theory）。

克里普克主张说：“我们正是借助社交与其他说话者取得联系，通过回溯到指称对象本身，才能指称某人。”在他看来，在专名的产生和使用中存在一个历史的因果链条，专名就依赖于这个链条来指称对象。他明确指出：“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指称不光依赖于我们自己所想到的东西，而是依赖于社会中的其他成员，依赖于该名称如何传到一个人的耳朵里的历史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比如说，当一个新生儿降临时，父母会给他起一个名字，当同亲戚朋友或他人谈论这个孩子时，通过各种各样的交流，这个名字就似乎通过一根链条一环一环的传播开来。

克里普克对名称的研究是在罗素和弗雷格对意义和统一性研究半个多世纪后才开始的。我们当然不应当摒弃弗雷格和罗素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对语言学的探究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克里普克的研究成果一直以来都是语言学家的兴趣所在。虽然他首先是一名逻辑学家，但是克里普克在讨论意义时却给我们论证了“说话者”同“社会团体”之间隐含的关联。他在历史因果命名理论中已经意识到了被现代语言学许多分支学科认为理所当然的观点，即意义不仅仅是依附某个单词或者是某些词的组合，还要涉及到一种语言的个体使用者和使用者所处的社会团体。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弗雷格对意义的兴趣与其对数学的兴趣紧密相联，而罗素对意义的兴趣则与其对逻辑和知识的兴趣紧密结合。但是他们的兴趣却都没有涉及社会团体因素。克里普克的历史因果命名理论，把专名的指称和识别活动放在社会的、历史的背景下考察，指出了语言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联系，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3.6　塞尔论指称

约翰·塞尔（John Searle，1932-），美国当代最具影响力、最为活跃的语言哲学家之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于1932年7月31日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早年在麦迪逊市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学习，1955年获罗兹奖学金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受教于著名的牛津学派日常语言哲学家 J．L．奥斯丁（J.L. Austin）和P.P.斯特劳森（P. P. Strawson）等人。1959年，他以《意义和指称》为题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至1959年曾在牛津任教。1959年回到美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任教，从1966年起至今任该校哲学教授。他曾先后被国内外许多大学聘为客座教
 授。他坚持实在论的观点，发展了“意向性”概念与“意识”理论，对唯物论与二元论都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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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认为指称是一种言语行为，是说话者说出一些语词时实施的，而不是语词本身实施的。塞尔认为，必须把限定指称词与不定指称词区别开来。如在“一个人过来了”中“一个人”可说指某个人，但它们不像“这个或那个人”一样用以识别或表示说话者意图识别某一特

定对象。

塞尔还把限定指称词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专名如“苏格拉底”，“俄罗斯”；第二类是单称复合名词短语如“世界上最高的山峰（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world）”、“法兰西目前的危机（France's present crisis）”等等；第三类是代词，如“这个（this）”、“那个（that）”、“我（I）”、“他（he）”“她（she）”、“它（it）”；第四类是头衔，如“首相（the prime minister）”、“天主教教皇（the pope）”。

此外，他认为必须区分不定冠词是否用于指称。如“一个人过来了”与“约翰是一个人”这两个句子中“一个人”的区别。塞尔认为“一个人”在第一个句子中是指称的，而在第二个句子中则是表语，不用于指称。

塞尔把西方语言哲学的各种观点归结为两条原则：第一条是“凡是被指称的对象都一定是存在的”。他把这条原则叫做“存在原则”。塞尔认为这一原则容易导致自相矛盾，因为它在所指称的对象这一点上是含混的。以“金山并不存在”为例，根据这条原则，这个命题既然把“金山”作为一个限定幕状词的指称对象，它就应当是存在的。可是，这个命题又否定它的存在，于是，自相矛盾。为解决这个矛盾，罗素指出“金山”作为存在命题的主语时不能作为指称，他说这是由于存在不是一种属性。这样，由于该句没有用它作指称，所以这条原则不适用，从而，不会产生矛盾。塞尔不同意罗素的看法，他认为罗素的观点实际上否定了任何限定幕状词可用于指称。塞尔主张把虚构世界的存在与现实世界的存在区别开来，在关于虚构世界的言谈中我们能够指称虚构世界的人物，如我们能够指称存在于小说中的人物；在关于现实世界的言谈中我们只能指称现实中的人物。按照塞尔的这个观点，前面所说的“金山”一词是可用以做指称的，但它是指称一种虚构的存在，说“金山不存在”是说金山这种虚构的存在物不是现实的存在物，因此不会产生非存在的存在的悖论。

第二条原则是“如果一个谓词对于某个对象来说是正确的，那么它对于任何与这个对象相同的事物来说都是正确的，不论我们用什么语词去指称那个对象。”塞尔把他叫做“同一原则”。卡尔纳普把这一原则解释为：如果两个语词指称同一对象，那么这两个语词在一切语境中相互替换，而真值不变。塞尔不赞成这一观点，他认为这种解释不仅是同语反复，而且是错误的。

在总结了前两条原则的基础之上，塞尔还提出了他的第三条原则：“如果说话者指称一个对象，那他就能够（或在被请求时能够）向听话者把这个对象从其他各种对象中识别出来。”他把这一原则叫做“识别原则”。

对于识别原则在自然语言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塞尔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并举出几种特殊情况予以说明。

第一，在日常交谈中，听话者并不要求识别摹状词而谈话仍能继续。假定说话者说出一个专名“琼斯（Jones）”，即使没有提供识别摹状词（假设说话者在被请求时能做到这一点），谈话仍能继续。在提关于琼斯的问题时听话者能够使用“琼斯”这个名称进行指称，在这种
 情况下听话者的指称是依赖于前一谈话者的，因为他所能提供的唯一摹状词是“谈话中用‘琼斯’所指称的人物”。塞尔认为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识别摹状词，因为它的识别作用依赖于前一谈话者是否提供一个不是这种形式的独立的识别摹状词。

第二，即使在听话者要求作出识别，但没有提供识别摹状词的情况下，交流不一定受阻。如听话者问：“谁是琼斯？”回答：“一个空军中尉（an Air Force lieutenant）”。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没有提供一个限定指称词但交谈仍能继续，塞尔把这种情况叫做“半完成式指称”，并认为成功地进行识别只是个程度问题。

第三，在一些情况下，一些摹状词甚至对于所指对象是错误的，但仍然能够完成指称功能。如说话者说，“那个犯人是你的朋友”，听话者说，“他是我的朋友，但说他是犯人则是侮辱他”。在这种情况下听话者很清楚说话者所指称的是谁，虽然说话者的话所包含的摹状词“那个犯人”对于所指称的人并不是真的，因为“那个”表明所指对象要么是正在被提到的，被其他指称词所指的，而当前的指称必须依赖于前面的指称，所以，尽管“犯人”对于所指对象是错误的，由于它对于做出识别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因而仍能通过其他方式做出识别。

第四，通过让听话者目睹实物来识别说话者所指对象。如小孩在学习其他词之前学习专名，如果在提供实物的情况下，他能够正确使用专名来识别该对象，那么，就说他正确地掌握了这个专名。

第五，并不是所有的识别摹状词对于识别对象所起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如在“来自蒙大纳州的参议员想成为总统（The Senator from Montana wishes to become President）”句子中的指称词，对于识别对象的作用远远大于“头上有8432根头发的唯一一个来自蒙大纳州的人想成为总统（The only man in Montana with 8432 hairs on his head wishes to become President）”这句话所起的作用。因为前者指出了识别对象的主要特点，而后者没有。

第六，并不是所有的限定摹状词在句子中都起指称作用。如在句子“He left me in the lurch”中“in the lurch”就不起指称作用。

总之，塞尔所提出的识别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把指称看作一种言语行为，纳入了说话者和听话者并对其进行动态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进步。

3.7　本章小结

指称问题在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中处于基础性和根本性地位，使指称问题一直是语言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从密尔到弗雷格，从罗素到塞尔，许多哲学家都对指称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观点。什么是专名自身的涵义，专名自身有无涵义？专名与摹状词有何区别？这些都是指称问题中需要探讨的问题。但他们的观点各有异同。密尔认为专名并不具有喻指而只有直指，即它们指称着用它们所指的个体对象。这种观点的核心，就在于认为名称的意义完全就是它们所指称的对象。罗素直截了当地认为，名称的意义就是它们所指称的对象，一旦失去了名称所指的对象，名称也就失去了它们的意义。这里的关键就是在名称的意义与它们所指的对象之间建立了一种等同关系，即指称关系。弗雷格的贡献在于，通过分析意义与意谓的区别，发现了概念与对象的不同，并把名称的意义与名称所指的对象明确区分开来。克里普克论证说，名称与它们的命名物是直接地相关联的。塞尔则认为，每一个专名都与一
 组或多或少是确定的摹状词相联系，这组摹状词确定一个名称指示什么样的对象。

在梳理了几位代表人物对指称问题研究的主要观点之后，我们不难看出，指称问题的讨论是没有定论的。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去判定谁是谁非，而是从各种不同的理论中得到启发，进一步思考语言或语词的意义，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以及语言和现实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拓宽自己的语言哲学理论视野。





本章思考题

1．“使用”和“提及”的区别是什么？哲学家对这一区别持一致的态度吗？

2．试论密尔、弗雷格、罗素、克里普克和塞尔对指称问题讨论的异同。

3．“直指”和“涵义”的定义是什么？请用例子说明二者的区别。

4．为什么“指称”是一种言语行为？

5．塞尔是如何分析他所谓的“三条原则”的？

6．在语言学习中，弄清这些概念对词汇学习有什么意义？






 
4
 　语词--语言哲学与语言学


在前三章中，我们比较集中地回顾了人类历史上哲学家们关于语词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一连串的关键词：语词、世界、名称、专名、意义、本义、引申、内涵、外延、指称、呈现方式、使用、直接使用、间接使用、直接指称、间接指称、提及等等。每一个或者每一代哲学家都对语词与世界的关系持着或者相同、相近，又或者根本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些讨论和看法对于一个以语言学习为主要任务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有什么启示呢？另外，语言学习者大多数时候都只和具体的语词和语句打交道，有什么必要关心哲学家的讨论呢？如果有必要关心，语言学习和语言研究到底又能从哲学那儿得到什么有益的启示呢？如果有什么启示，哲学家们关于语言的理论和观点看起来很有道理，是不是我们都需要把语言学转变成哲学的讨论？甚至让语言学成为哲学的奴隶或附庸呢？本章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些简单的回答，从而使我们获得较为正确的认识。

4.1　语词--哲学思考的工具和对象

语言对于哲学家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没有人可以离开语言，具体说是语词，来进行广泛和深入的哲学思考。原因很简单，当哲学家要对客观世界进行反思和探索的时候，他必须具体地从他周围所能看到、听到、感觉到的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人与事物开始。而一旦哲学从具体的事物开始，就不能不关心代表或者描摹这些事物或人物的名称、性状、动作、变化、过程、结果的这些语词。关心这些语词，并不仅仅是看它们的一些表面的差异或联系，而必然要进入对这些语词各自与客观世界之间联系的初始研究。比如，“牛”是什么东西？公牛指的是哪些牛？母牛又是哪些牛？“老牛”和“牛犊”有什么区别？牛的普遍特征是什么？普遍特征的“牛”和具体环境下的“牛”又有什么关系？“这人牛气十足”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执牛耳”？安徽人说“牛皮哄哄”是什么意思？咱们说某人好“钻死牛角”又是什么意思？西班牙人好“斗牛”说明了什么？从这些简单的例子和“幼稚”的问题似乎可以看出，语词作为所有词项的总称，其实也是可以作为思考的对象而加以探索的。哲学家们并不仅仅满足于使用这些语词，而必然会对这些语词以及它们和客观世界的各种复杂关系产生兴趣，因为只有分门别类地弄清楚语词与世界的联系，才能进一步弄清语词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语言学家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词既是哲学思考的工具，同时也是它的研究对象。从前几章的讨论可以看出，所谓“心理形象”（心象），讲的就是语词代表的客观事物在人们大脑中的“印迹”，当然是很原始的思想了。而“对应论”（correspondence theory）则代表的是人们对语词与客观事实是否对应，即对语词代表的客观实在性的思考。语词，进一步说是“名词”，是否都有客观实在性？比如“三头六臂”的人是否真的存在？你可能找遍全世界，也很难找到。但是它可以是人们想象的结果（四川平武县城里有座寺庙，其中有一尊泥塑，叫“三头六臂”，表达的是人们对于“强人”的具体想象）。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说“我又没有三头六
 臂”，说明“我的能耐有限”。因此，哲学家的工作不能停留在对于“语词”的使用，而要深入地探讨造成这些用法（意义）的更加深层的原因。

4.2　哲学对语言学的贡献及启示

在早先的讨论中，我们谈到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哲学它不仅仅是一个知识体系，更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现实／实在）进行的质疑、探索和对这些质疑的最一般的回答。哲学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提出问题。评判哲学家的高下，就是看他能不能提出关于客观实在的某个或某些方面的真问题。有一些哲学理论表面上听起来十分高深、十分有水平，但是它并没有、或者并不能对客观实在的根本方面提出质疑，也无助于一般人了解这些实在，因此，问题有“真假”之分，一些表面上是问题，但实际上并不是问题的问题，哲学上叫“伪问题”（false question）。比如，你要反驳某位哲学家的观点，但是你提的问题根本就和他讨论的问题无关，或者并非他要关注的核心问题，那么你可能提出一个虚假的问题。同样，一个哲学家如果要谈论某个客观实在，但他所提的问题如果被普遍地认为与客观事实关系不大、甚至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他只是在自我陶醉地提问，而不是“真提问”。如果他提出的问题都是“伪问题”，那么你可以想象他得出的结论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人们了解客观现实，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会误导人们。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语言哲学家们是对语言的根本性质、构成、构成单位、单位功能等方面最早提出问题并加以讨论的人们。大家所熟知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想形式”论、亚里士多德的“经验论”反映的是他们各自对语词和人类对客观认知关系的质疑和思考。哲学家们不仅要善于提出关于语词的问题，而且要提出一系列的概念，比如，对应、指称、直接指称、语意、内涵、外延、呈现方式等，引导人们去观察语词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哲学家们提出的许多概念，实际上已经被专门研究语言的人们（语言学者、学家）所使用，从而成为观察和描写语言事实的工具性范畴。因此，许多术语现在既是哲学术语，也是逻辑学（哲学的分支）术语，更是语言学术语（语义学）。难怪有人认为语言哲学其实就是语义学，因为，它关心的是“意义”问题。当然，这种想法是把语言哲学“简单化”了。哲学家关心的永远是对语言的质疑和一般性概括，语言学家、学者可以利用哲学家的问题、思路、概念来深入、系统和全面地理解语言，提出关于语言的具体理论解释。

如果没有哲学家的帮助，人们可能永远沉溺于对语言事实的习以为常。哲学家通过一次又一次对语言“发难”，尤其是对很多混淆不清、却十分根本的语言问题的深入探讨、认识和清理，为语言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比如，意义问题可能包含了许多方面。当你说“鸟儿”的时候，你指的是画眉、还是鸵鸟，是麻雀、还是海鸥？所有这些名称所代表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还是每一个个体都有不同的特点？如果各不相同，那么怎么能都管他们叫“鸟”？中国人素有“飞禽”与“走兽”之别，也就是说，凡是能够借助双翼在空中翱翔的（鲲鹏展翅、飞鸽传书）都可以叫“鸟”，而那些只能在地面行走、或只能偶尔起飞的动物，都叫“兽”。可是，这里面显然是有问题的，“鸡”算什么？我们说是“家禽”，可是很明显，鸡的运动方式主要是在地面上行走。生活中有“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之说，喻指“自家的小孩怎么管都没事，别人的小孩可不能随便打骂”。于是人们有了“家
 鸡”和“野鸡”之分，可是“野鸡”在汉语里还有别的所指。那么，这就涉及词的“内涵”（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的一般概括）和“外延”（满足一般概括性特征的所有个体）。不仅如此，内涵（intension）和涵义（connotation），外延（extension）和直指（denotation）又有什么关系？红、红人、红歌、走红、走俏、走后门、走歪门邪道、走阳关道、走白道、走黑道，这些词又有什么关系？英语里的“门”有三种以上的表达“door”、“gate”、“entrance”，可是为什么偏偏人们要选用“gate”来引申“丑闻”，凡是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丑闻”（scandal）统统以“gate”以蔽之。这似乎对其他两个词不太公平。由此，我们又要犯嘀咕了，“门”的所指到底是什么？显然这也是语言哲学家必须提出和考虑的问题。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语言哲学是语言学研究的引路者，因为通过一次次的提问，语言哲学让语言学看到自己应该去深入和系统探讨的重大问题是什么。

语言哲学不仅提出和探讨语词和世界的关系，清理人们大脑中的模糊意识，而且还一次次指出、修正前人关于同一问题的错误看法，不断提出更加正确的理论思想，这种永不停止的探索和求知精神，对语言学研究也具有重大的启发作用。从关于语词与世界的关系探讨入手，语言哲学家不仅继承了前人的传统，而且发现了前人的不足，甚至错误，从而获得了新的认识。比如：关于名称问题的研究，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洛克在其著作《人类理解论》有专门论述，提出其经验和映象性质，名称不仅表达具体的，也表达抽象的一般概念；可是，他的观点并不能完全说服贝克莱，后者又写了一本《人类理解新论》，讨论他的名称理论；更不用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直接指称”理论。

有趣的是，由于不同观点的继承关系，语言哲学对语词的讨论也出现不同的学派。每个学派内部在不断地延续着、丰富着、修正着自己的思想；而对外则要接受来自不同学派思想的挑战，批判并摒弃与本学派大相径庭的观点、错误的观点，同时也要接受别人观点的合理成分，使自己的思想更加符合客观事实和规律，推动语言哲学走向新的深度、广度和高度。比如，弗雷格不仅继承了前人的观点，还提出了“涵义和指称”的区分。不同的名称可以用来指称同一个事物，“暮星”与“晨星”，“索佛若尼斯卡斯”与“苏格拉底的父亲”，相同的是对象，不同的是呈现方式（表示方式）。罗素对于名词短语的命题性的论述，指出了不同于二值逻辑（或真或假）的第三种情况（既非真也非假）（the King of France，1905，法国已经是共和制，没有帝制了，也不可能有皇帝）。

从更高的层面看，每一位哲学家在认识同一现象时都或多或少有着不同于他人的视角（perspective）。不同的哲学视角可能带来完全不一样的认识、体验、方法和理论。这对语言学研究而言，将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远的不说，就说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吧。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像维特根斯坦关于词的意义的使用视角（use perspective）对语言学研究就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人们从此不仅仅注重语词意义的约定俗成（conventionality），同时更加注重它在具体使用环境中的变化，这在当时和今天仍然是一个不小的革命性变化。再说，以“约定俗成”为挡箭牌的思想，自然会遇到认知主义哲学视角的挑战。因为，“约定俗成”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天生如此”，“不可细解”。但是，认知哲学将语义产生的过程和人对客观世界的感知、信息处理、加工等方面结合起来，从而使语言学的讨论及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获得了更高的起点和更广泛、更强大的解释力。

4.3　语言学与哲学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谈到了语言哲学对语言学研究和语言学习的影响；不过，不要以此认为语言学就是哲学的附庸。其实，语言学从一开始就是有自己独立研究对象、焦点、方法和理论的。不仅如此，语言学的许多理论对当时的其他科学门类也产生了影响。语言学对哲学的影响可以从语言学家的工作所产生的哲学和认识价值上加以观察，语言学对语词的分析进一步丰富和增强了哲学认识的普遍意义。

语言科学的研究从来都是从具体的语言现象开始的。语言现象的观察和思考，促进了人们关于语言的构成、功能、性质的深入研究和揭示。比如，词的性质是什么？语言学家从语言内部出发，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的分析，发现语词是语言的建筑材料（building blocks）。词是音义结合的基本单位。声音是词的物理性表现，是词的意义载体；意义是词的功能属性。每一个词都有两方面的意义：概念意义和语法意义。概念意义讲的是词所承载的客观信息、内涵，通过社会的约定俗成；语法意义讲的是词的组合与聚合关系意义（性、数、格、时体、语序、语气、搭配等）。进一步分析，词是由语言的最小单位语素（morpheme）构成的。根据构成词的语素多少，可以将词分成单语素、双语素、多语素词。一个语素以上的词根据不同语法性质的语素构成方式，可以分成并列、联合、偏正、动补、派生、屈折等词（组）。从语音角度讲，构成词的基本单位是音节，根据音节的多少，可以将词分成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比如：tell/retell/retelling）。

语词的概念意义不可能从语言内部获得，而必须把语言放到和客观世界的关联之中才能了解。语词的概念意义是怎样形成和变化的？仅仅说“约定俗成”恐怕不够；概念意义应该有它的理据性，即词义是怎样反映客观世界的。这就和语言哲学搭上界了。语义学的新近思想是：语义三角图。它把词的意义构成看成是客体--概念--符号之间的关系。其中客体与概念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即客体在大脑中得到反映并被概念化（通过社会约定），然后以一定的符号表示这个概念（符号化-语音形式化-语符化），从这个过程序列看，语词所包含的有两种关系：必然--直接关系和或然--间接关系。用什么形式来搭载一个概念具有相当大的任意性（当然，这种关系一旦确定下来，对于语言使用者而言，它就不再是可以任意更换的了。）

如上所说，语义的获得必须两眼向外，从外部世界中去获得。那么形成概念和表示概念的过程中，必然要求社会认知（社会大脑、社会集体意识）去构造语词和世界之间的不同关系：拟声、象形、指示、象似、索引、象征、会意等。也就是说，语义的获得必须建立在整个社会共同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感知、抽象和概念化的基础之上。以整个共同体的约定作为语义的基础，作为共享的前提。大家认为A是什么，它才是什么。大家认为B跟A有什么关系，它们才有什么关系，语义的标准是大家共同制定的。一句话在语境里怎么理解，也有一定程度的约定性。因此，两眼向外，就是要通过集体的努力和智慧，向客观世界，而不是向语言本身去探寻语义的发生基础和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语义学和语言哲学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路径。

即便是语义搭配和句法语义中的许多内容，其间的关系（如选择限制、同现、并列、修饰）
 等，表面上看，谁在前、谁在后是句法规则确定的（为什么不能说“饭吃我”、“吃我饭”、“我饭吃”），但这些规则无一不是深层语义规则的抽象和形式化，而语义规则又无一不是对客观实在的抽象化反映。因此，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可以说是在每个层面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语言学的进展，也会对哲学家的思考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当代语言学中的“乔姆斯基革命”是语言学从纯粹外部的描写转入对语言在大脑中的存在和运行的心理现实性研究。一方面，它受到理性主义、尤其是笛卡尔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它看到了纯粹外部描写方法的局限性。它把语言看成是一部“语法”（句法中心论）的规则和转换的结果，语法是自主的。无论乔姆斯基的思想多么地充满争议，但是毋庸回避的是，它对哲学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哲学家也开始关注大脑内部的认知系统（包括语言系统）的问题了。

4.4　关于词汇学习的哲学思考

我国的外语学习者有很多误区，其中之一就是跟词汇有关。首先，许多学习者认为，语词的意义就是词典意义，因此，学习词汇就是去记住词典意义就可以了。至于词典意义是怎么来的，又有什么变化，他们是不去关心的。这是一种孤立主义的词汇观。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待语言中的词汇，可以使我们不仅看清词汇意义的来源、类别和彼此关联，不可以使我们更加关心词汇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建立一种科学的词汇观和学习方法。其次，不少人认为，词汇意义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因此，外语学习只要掌握了一个词的全部词典意义，就等于学好了这个词。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词汇的意义是和与之关联的现实世界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和使用者的变化、情景的变化、视角的变化分不开的。比如，以前我们学习了“piety”（虔诚、孝敬）和“pious”，都是褒义词。说一个基督徒很虔诚（He is a pious Christian.），是对他的赞扬。可是现在，你要是说他非常的“pious”。他一定会跟你急，因为，“pious”一词现在带有“装腔作势”的涵义，意思是他都是做出来给人家看的，并不是真心相信上帝。在特殊场合中，“凉”就是“冷”，但在词典中，两个词是有程度区别的。“爱”和“喜欢”也有程度的区分，甚至有质的区分，但在特定的男女之间，两个词常常是可以互换的。所以，语言哲学可以帮助我们扩大视野，看到以前看不到的许多方面，无疑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关于词汇学习的正确认识和思路。

对于语言学习者而言，学一点语言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养成一种深入和联系地思考语言问题的习惯。遇到一个现象，不要只看到一点，而要看到它和别的现象之间的关联。比如，传统意义上同义词的界定就是一个很成问题的现象，在高年级英语学习中，大家常常会遇到很多所谓的同义词，但是，如果你能扩大视野，从联系和区分的角度去看问题，你就会发现，其实绝对意义上的同义词是没有的，两个词之间差别始终存在，相同的地方可能是功能，亦可能是所指，但即便两个词同指一个对象，它们或许还有感情色彩、风格、场合等方面的区分（比如“decline＂、“diminish＂、“decrease＂、“reduce＂、“shrink”）。因此，有时所谓的准确意义不仅是很难的，而且可能是毫无用处的，只有把一个词和它的使用环境联系起来，才能知道它的真实意义和用法。

不仅如此，语言哲学还可以帮我们养成一种反复思考和准确定义的习惯。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很多相互关联、混淆不清的词和用法，如果我们善于进一步思考和
 提问，就会从更一般的意义上去把握它们的意义和区分，抓住一个词的内涵，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它的外延。比如：“family”一词就有不同的所指，其本意为“族”，是一个有着共同渊源关系的个体的集合，比如中国的“家族”（一个代代相传的祖辈、子辈和孙辈的亲缘关系集合），家族又可以分为很多支（以男性直系亲属为干），构成一个像树一样的体系（树根、树干、树枝、树叶），生儿育女被比作“开枝散叶”。这个形象被移植到语言（隐喻），因此，语言也有了“语系、语族、语支、母语、子辈语”等概念。但是关于语言的谱系具体划分，人们常常使用相互混淆的词汇，如，有人说“印欧语系、斯拉夫语系、日耳曼语系、罗曼语系、拉丁语系、汉藏语系”。但是，看看这些，似乎在概念上很不清楚，外延上也很混乱，其间有无上下位关系，是不是在同一层次上值得推敲。同样，生活中人们也常常混淆“语言、言语、方言、土话”等不同层次的变体。人们常提到“粤语、沪语、吴语、四川话、重庆话、普通话、成都话、陕西话、北方方言等”，其间也有很多颇为混淆的所指（外延）。试想，如果我们养成了反复思考和追求确切定义的良好习惯，作为专业工作者，我们的认识水平和学习效率就会大大提升。

4.5　本章小结

简单地说，词汇的语言哲学研究和讨论折射出语义和世界的多重复杂关系，这对语言学研究的多个学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语言学的具体研究又可以触及语言哲学的很多重大问题，促进语言哲学的发展；对于语言学习者而言，语言哲学也是颇有帮助的。因此，认真学习这门学科，是提高言语修养、奠定语言学科学研究基本素质的要求。





本章思考题

1．如何从词汇层面看待语言哲学对语言学思想的启发？

2．语言哲学考察的起点是什么？

3．为什么说语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4．语言和世界之间在词汇层面的联系可以怎样表述？

5．语言学的研究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推动哲学的研究？






 第二部分

命题与逻辑







 
5
 　命题的定义


5.0　引言

作为一门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语言哲学的首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了解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从而有效地表达思想（涂纪亮2003）。命题是语言表达的内容实质，因此是语言哲学绕不开的话题，也是他们始终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关于命题的定义，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一般而言，所谓命题，就是判断的语言表达，或者说是表达判断的语句。在现代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命题是指一个判断的语义，而不是句子本身。能够判断真假的语句叫做命题句，正确的命题叫做真命题，错误的命题叫做假命题。由于句子、陈述和话语都是承载命题的形式，因此在深入讨论命题类型及其相关概念和作用之前，有必要区分语言实现的三个层次。它们是语句（sentence）、陈述（statement）和话语（utterance）。

5.1　语句与命题

所谓语句，是一个语言学概念。也即是说，它是由特定类型的词语组成的语串，并同时符合所属语言的语法规则。这一概念与本章讨论的核心话题相结合，就是指由词汇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组成的能表达完整命题的语言单位。因此，我们说，“The wind rippled the lake.”和“The train pulled into the station.”是英语句子，“风吹皱了湖水”、“火车进站了”是汉语句子，而“Wind lake the rippled the”不是英语句子，“水了风皱吹湖”也不是汉语句子。一个完整的句子一般都能表达完整的意义。

在最抽象的层面上，语句由两个最基本的部分组成，主项或论元（argument）和谓项或动元（predicate）。主项和谓项在不同的学科或不同学者的著作中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些学者使用主位（theme）和述位（rheme）、话题（topic）和评述（comment）。尽管所属的学科不同，讨论的范围和对象也不尽相同，但就核心句或小句的构成条件而言，它们在概念上大致相当于传统语法里的主语部分和谓语部分。

虽然作为语言的组成部分，一个语句也就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这不是对语句的全部认识。历史上，人们对语句向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从广义上来讲，一个语句必须在最广的意义上合乎语法，但不一定有实际的所指意义。乔姆斯基的名句“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就被普遍看作一个合法但不合义的句子。在生成语法初期和后期，这样的句子是完全符合传统语法规则的，也即是说它是语法分析的对象。但从狭义上来讲，一个语句不仅在最广的意义上须合乎语法，还须表达意义。按照第二个标准，“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因每个词与其相邻的词之间在语义上形成了矛盾，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对应所指，因此在不考虑词语修辞转义的前提下，就有可能算不上是一个合法的语句。这也是
 生成语法学派中期标准理论时期的看法。由于哲学关注客观世界和主观认识的关系问题，语句不能表义就无法讨论主客关系问题，因此语言哲学更加关心的是第二种理解。对句子性质的两种不同理解，可以从语法学界关于“小句成活律”的两个公式中获得进一步认识。所谓句子的成活律，是指能够揭示小句成形和生效的必要条件的定律。句子成活律的两条公式是：

成活律1：句子语气十可成句构件语法单位=小句成型；成活律2：句子语气十可成句构件语法单位十意旨的有效表述=小句生效。这两条公式构成了语句成活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两个条件对应于乔姆斯基为其生成语法理论提出的“选择限制”（selectional restrictions）中的“语类选择”（C-select）和“语义选择”（S-select）。成活律1是形式合格的构成条件，满足语类选择限制。与成活律1不同的是，成活律2考虑了句子的表义问题，满足的是语义限制条件。只有表达了意义的句子才有可能包含命题。如果说命题是句子包含的语义内容，那么句子就是命题的载体。因此可以说，句子是承载命题并使命题外化的物质逻辑表达形式。

命题具有完整性，因此句子在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关系上也必须是完整对应的。从句子负载意义的完整程度判断，无论英语的“I put the book”，还是汉语“我放书”，尽管句子的主、谓、宾语齐全，但表达的信息显然不完整，它们在没有语境为支撑的静态条件下，并没有成活，因此也没有真正完整地表达一个命题。由此可见，除了将词语按照语法规则有序组合之外，一般而言，句子还被认为是“用于传述信息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是“表达一个完整命题的语言单位”，并以此将句子区别于其他语言单位如短语、单词等。

虽然命题都是用句子表达的，但是，并非所有合法合义的句子都直接表达命题。所有语言中都有四种表达完整思想的语句，也即所谓的语气：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人们普遍认为，陈述句直接表达命题，而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一般不表达或不直接表达命题。由于命题涉及判断，而判断又牵涉到真假，要区分一个语句是否是命题，关键在于它是否表达了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真假”逻辑性质。

由于句子是信息的载体单位和概念的外化形式，因此我们可以说，句子是人们用于传述信息的行为方式。一般来说，句子本身并不传述信息，是人使用句子传述信息。这就要求我们在谈论句子时必须讨论包含在句子中的陈述意义。

5.2　命题的性质

从以上讨论可见，命题与意义有密切联系。意义理论是当代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它讨论什么是意义以及意义的组成。“只有在语句的语境中，而不是在孤立的语词中，才能得到语词的意义。”（弗雷格：9）如果说语词的意义可以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用来指称事物，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命题就是句子层面的指称。

5.2.1　命题与真值

在西方，对真理作哲学思考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历来几乎所有真理理论都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记述了他的名言：“是什么说不是什么，不是什么说是什么，这是假
 的；是什么说是什么，不是什么则说不是什么，这是真的。”我们不妨再以“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为例予以说明。“无色”和“绿色”在内容上相互矛盾，“观念”是抽象概念，不可能呈“绿色”，也不能“沉睡”，“沉睡”和“愤怒地”也不够协调。从常规的词汇概念意义分析，“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没有意义，也就没有真值。

关于真值，波兰逻辑学家塔斯基（Alfred Tarski）在1930年代出版的著作On the Concept of Truth in Formal Languages
 （《形式语言的真值概念》）中引发了一个著名的公式：

“P”为真，当且仅当p。

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公式却是解释真值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如果把语言视为一个集合（集合A），而把客观真实世界中的所有存在以及发生过和可能发生的事件视为另一个集合（集合B），那么只有能够在集合B中找到集合A的某一元素惟一对应的映射，我们才能判断该语言元素具有真值。也即是说，只有当真实世界的p为真时，代表语言世界的P的表达才是真的。用来解释这个公式的经典例子是：

“雪是白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

我们可以对它作这样的解读：前件引号中的“雪是白的”代表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后件的雪是白的代表着客观现实的真实情况。语言表达式是否真实或表义根据其是否与客观事实对应。这样看来，真值就是要真实世界和语言世界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

客观现实以及对客观现实的认识是哲学的核心话题。语言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也是反映世界的图像。这是语言与哲学的结合点。一般而言，句子能够表达某一相对完整的意义，但是具有意义的句子并非都具有真值。伯特兰·罗素曾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现象：

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is wise.（当今法国国王是聪明的。）

众所周知，法国早已彻底废除君主立宪制，建立民主共和制，因此不存在国王。语言可以用来表义和是否表达真值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其实，我们可以创造出无数类似的表达方式：

（1）a地球围着太阳转。



b太阳围着地球转。





（2）a那个人偷了手机。



b孙悟空偷了手机。





例1a和1b、2a和2b分别合乎汉语语法并且都能够被理解，因此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可据此判断为四个句子，确切地说是四个陈述句。先来看例（1）。在我们的太阳系中惟一存在一个地球和一个太阳，并且地球周而复始地围绕着太阳旋转。可见，1a作为语言世界集合的一个元素能够在真实世界集合中找到惟一对应的映射，因此我们判断1a具有真值。反之，由于无法在集合B中找到1b的映射，因此我们判断1b不具有真值。

我们再来看例（2）。那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可以指不同的人，而孙悟空并无其人。这两句话都有意思，都表达了命题。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有真值，而后者无所谓真假。从这一例子可以看出，句中某个词语是否有所指并不影响句子的意思，也不影响它表达命题，只影响它是否具有真值。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当集合A中的元素在集合B中能找到多个对应
 的映射，当且仅当我们知道该元素的语境，我们才能判断其真假；当集合A中的元素在集合 B中能找到惟一对应的映射，我们判断该元素具有真值，那种不需要语境而具有真值的元素就是真理。我们可以这样说，命题就是判断。判断有肯定与否定、真与假之分。因此可以说对思维对象有所肯定或否定是判断的一个基本逻辑特征，判断是真或假是判断的第二个基本逻辑特征。

通过对命题定义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命题具有的以下四个特征：

1）命题具有真假之分。

例如：Lily is a beautiful girl.（莉丽是个漂亮的女孩。）

如果现实生活中，Lily确实是一个漂亮的女孩的话，那么，这个命题就是真的，否则，就是一个假命题。

2）命题可以被人知晓、相信或者怀疑。

例如：

I know that Lily is a beautiful girl.（我知道莉丽是个漂亮的女孩。）

Sara believes that Lily is a beautiful girl.（萨拉相信莉丽是个漂亮的女孩。）

Her boyfriend doubts that Lily is a beautiful girl.（莉丽的男朋友怀疑莉丽是个漂亮的女孩。）

这里所举的三个例句都可以用来扩展Lily is a beautiful girl这一命题，而且主句的真假，或者说被否定的话，都不会影响从句Lily is a beautiful girl的真假判断。

3）命题可以被否定、肯定或疑问。

例如：Lily is not a beautiful girl at all.（莉丽根本不是一个漂亮的女孩。）

Is Lily a beautiful girl？（莉丽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吗？）

4）命题在语际翻译中保持不变。

例如：在德语中：

Lily ist ein schönes Mädchen.

汉语：莉丽是个漂亮的女孩。

正确把握句子陈述的真假值是我们识别语句是否表达命题的最基本的标准。只有当一个语句表达的是对事物情况有所肯定或否定，并从而是或真或假的思想时，这个语句才表达了判断，才算得上是命题。否则，它就不是命题。

5.2.2　命题与陈述

如上所述，句子只是承载命题的物质基础，陈述才是表达命题的方式。由此可见，陈述意义就是命题内容。在进行陈述时，人们用（陈述）句主张某一事态是真实的。因此陈述具有真值，其真实性能够被质疑。如：

（3）-Mary went out with John yesterday.（昨天玛丽和约翰出去了。）

-No，she didn't.（不，她没有。）

这并不是说简单地使用陈述句的形式就一定是在进行陈述。所谓真假应该用客观实际的标准来衡量。例如，在课堂上学生们练习英语语法会说出如下句子：

The cat sat on the mat.（这只猫在垫子上坐过。）

The cat sits on the mat.（这只猫在垫子上坐着。）


 The cat will sit on the mat.（这只猫将坐在垫子上。）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不是在进行陈述。这些句子不具有真值，学生是在操练语言形式，或者说是在为掌握语法知识造句，而不是在真实地陈述事实。因为用No，it didn't来回答The cat sat on the mat虽然可以看着是句子，但却是没有陈述意义的。我们这里用陈述意义（meaning stating）这一术语指主张某一事态真实的这一行为及说话者在按照本义和有语境的情况下通过使用陈述句所主张的内容的结合体。也即是说，我们须区分语言世界和真实世界两个概念，分别称作集合A和集合B。当代表语言世界的集合A与代表真实世界的集合B存在共同且惟一的映射关系时，才是真实的陈述。也只有这时才能产生真正的命题。

前文说过，在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四大语气类别中，陈述是命题的主要表现形式，但这并不是说只有陈述句才能表达命题。请看：

（4）a 2008北京奥运会是一场举世瞩目的盛会。



b 2008北京奥运会难道不是一场举世瞩目的盛会吗？

c 2008北京奥运会真是一场举世瞩目的盛会啊！

d 这是一场举世瞩目的盛会。





可以说，4a、4b、4c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句子类型并表达了不同的语法意义：4a是典型的陈述语气，完全符合命题的定义条件，因此无疑包含和表达了一个命题。4b是形式上的疑问句，实际功能上却是肯定句，即所谓反诘疑问句。4c虽然是感叹句，但从陈述意义的角度看，由于“2008北京奥运会”是真实世界中惟一存在的，故也符合表达命题的条件。因此我们说，4a、4b和4c分别以陈述句、疑问句和感叹句的方式表达了从语言世界的集合A到真实世界的集合B共同且惟一的映射关系。由此可见，4a、4b和4c实际上属于同一个命题，且具有同样的真值。至于4d，这是一个陈述，即句子在特定场合的使用。如果这里的语境是对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的报道，那么我们判断4d具有真值，也是一个真命题，同时也可以认为4d和4a、4b、4c同属于一个命题。对于陈述，我们必须依靠其特定的语境来判断其真假。

命题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判断和语句分别是认识论和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命题实质上是判断内容和语言形式的统一。通常情况下，命题被定义为是句子所表达的内容或意义，两者的关系是表达（句子）和被表达（命题）的关系。同一个命题可以用不同的句子来表达，因为只要它们表达的内容或意义是一样的，它们就都属于同一个命题。正如我们判断例4中4a、4b和4c以陈述、疑问、感叹的不同语气表达了同一个命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以下三个句子也表达了同样一个命题：

（5）a我看完了这本书。



b我把这本书看完了。

c这本书被我看完了。





这三个句子可以被视为用主动句、把字句、被动句等不同方式对一个事实的表达，因此可以被视为同一个命题。在命题逻辑看来，这三个句子表达的不过是同样的命题。由此可见，命题是表达判断的语句或者说是能区分真假的句子。

值得注意的是，陈述意义依然是脱离具体语境的静态语义，它完全依赖词汇概念意义为

基础。


 语义学研究的是句子所要表达的语义内容，但是句子的语义内容常常出现在不同的话语语境中，因此，句子的意义可以看作是由话语语境和句子在该语境中所表达的语义内容所构成的函数。根据上述看法，在句子的语义内容和句子的说话人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即，说话人在特点的语境中说出句子时，他陈述的是该句子在语境中的话语语义内容命题。

这里所指的话语是在语言交流行为中产生，包括其隐含意义（即说话者意图表达的意思）。句子的陈述意义，即使是在得到完全阐释的情况下，也许都不能充分代表说话者意图表达的意思。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A：Is Mr. Li an official equipped with both talent and virtue？（李先生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官员吗？）

B：He is an official equipped with talent.（他是一个具有才能的官员。）

在正常的情况下，B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李先生不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官员，而是一位有才无德之人。但这一意思是不包含在这一句子的陈述意义中的。下面的例子能更加清晰地说明这一问题：

A：How much is this wedding gown fully decorated with diamonds？（这条镶满钻石的婚纱多少钱？）

B: We have many other options you can choose to your satisfaction，ma'am.（夫人，我们有很多其他让您满意的款式。）

虽然两句话看似没有什么联系，但很明显B要表达的意思是认为A买不起那条镶满钻石的婚纱。

意义的这些方面，既不属于句子意义也不属于陈述意义，需要听者以语境为基础进行推测得出。我们将说话者通过话语真正想要表达的意义总合称为话语意义（utterance meaning）。

从语境作用于话语的角度出发，话语理解等信息处理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编码或解码过程，亦不是一个寻找原型意义或原型特征的过程。作为交际主体的听话人需要根据具体语境对目标话语进行不同程度的语用加工。因此，传统原则过于强调了句子的语义内容和命题陈述之间的紧密联系，实际上句子的语义内容和命题陈述之间的关系应该松散和间接得多。

在以上的例子中，话语意义包含陈述意义，但这只限于按照字面意思理解词句的情况。说话者想要通过Your eyes are deep pools这句话表达的意义（可以理解为“我已被你深深吸引”）恐怕就不包括陈述意义了。

当不同的判断句具有相同的语义时，它们表达相同的命题。而命题又可以根据不同的分类原则分成不同的类别。

5.3　命题的类型

命题可以根据“包含命题数量多少”和其“表达信息内容性质”为标准进行分类。以前者为标准，命题可以分为“简单命题”和“复合命题”。以后者为标准，简单命题可以再分为“性质命题”和“关系命题”。


 5.3.1　简单命题

简单命题是指不包含其他命题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命题，或者说是在结构上不能再分解出其他命题的命题。简单命题一般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性质命题（直言命题），它只有一个主项和一个谓项，谓项反映的是对象的性质。例如“金属是导电的”，“有些花是红的”。另一类是关系命题，它不限于一个主项，而谓项则反映的是主项之间存在的关系，例如“武汉位于北京与长沙之间”，“张三和李四是同学”等。

5.3.1.1　性质命题

所谓性质命题，是断定对象具有或不具有某种性质的简单判断。性质命题也叫直言命题或直言判断，可以分为六种基本类型：

（1）全称肯定判断。其逻辑形式是“所有S都是P”。

例如：所有人都是要死的。

（2）全称否定判断。其逻辑形式是“所有S都不是P”。

例如：所有真理都不是谬论。

（3）特称肯定判断。其逻辑形式是“有S是P”

例如：有的金属是液态。

（4）特称否定判断。其逻辑形式是“有S不是P”

例如：有的移民不是合法移民。

（5）单称肯定判断。其逻辑形式是“某个S是P”。

例如：上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都市。

（6）单称否定判断。其逻辑形式是“某个S不是P”。

例如：小王不是大学生。

5.3.1.2　关系命题

所谓关系命题，是指对两种或多种事物之间是否具有某种关系的简单判断，或者说是陈述对象之间关系的简单命题。

例如：张明比他的弟弟成绩好。

在这个命题中，表述的是张明的成绩与他弟弟的成绩之间的关系，张明的成绩好。

5.3.2　复合命题

把一个或几个简单命题用连接词（如“与”、“或”、“非”、“且”）联结所构成的新的命题称为复合命题。复合命题自然也是陈述句，其真值依赖于构成这复合命题的各简单命题的真值以及连接词，从而复合命题有确定的真值。研究复合命题主要是为了研究复合命题所表示的逻辑关系，根据逻辑连接词的类型可以把复合命题的关系分为5大类，即合取关系、否定关系、析取关系、蕴涵关系和等值关系。

例如：

（1） Lily passed the examination.（莉丽通过了考试。）



Lucy passed the examination.（露西通过了考试。）

Lily and Lucy passed the examination.（莉丽和露西通过了考试。）（合取）






 （2） This sentence is not correct.（这个句子不正确。）（否定）

（3）李娜喜欢网球，或者张山喜欢射击。（析取）

（4）妈妈去超市买了一些茄子。



妈妈买了蔬菜。（蕴涵）





（5） It is true if and only if it is true.（它是真的，当且仅当它是真的。）（等值）

5.4　命题的作用

命题这一概念已经扮演着并将继续在逻辑哲学、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三大领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三种重要角色如下：命题是我们说出或写下来的具有语言学意义的句子，是我们说出或写下那些句子时我们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我们思想的内容。当然，通常情况下，命题还具有其他一些重要作用。在判断句子的真假时，命题经常被认为是真值的“首要承载者”。而且，命题也常常用来表示两个或多个命题之间存在的一致性关系、不一致的关系以及蕴涵关系等等

。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是单纯的一个“命题”概念能否同时承载所有这些角色，即发挥这么多的作用。例如，带有指示词的句子就会导致这方面的困难，因为这样的句子可能表明句子的语义内容与命题所表达的会有所不同。我说“我饿了”和你说“我饿了”的时候，这两句我们各自所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表达了同样的意义，但是同时也很显然，它们表达了不同的命题，一个是关于我的，另一个是关于你的。相反，在我说“我饿了”的时候，你对我讲“你饿了”。表面看来这两句话表达了同样的命题，都是描述说话时有关我的状态--但是却是由不同的陈述者表述的、具有不同意义的不同的句子。注意到这一点，凯普兰（Kaplan，1989）区分了句子的语义和命题的内容义。命题这一概念能否承担所有这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看待命题。

有人把命题视为是独立于思想、超越语言之外的抽象实体，类似数字、数学函数和集合。总体上来说，命题理论可以分成两大类别。第一类是把命题看成是特定类型的结构实体，其组成成分之间具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实体的结构能够大致映射表达它们的句子结构。众多哲学家中，结构实体类的典型代表是罗素和弗雷格。第二类是把命题看成是无结构的实体。这一类借用新模型论中的一个概念“可能世界”，认为命题是可能世界的集合（在这个可能世界里命题是真的），或者同等地说，命题是从可能世界集合到真值集合映射的一个函数（从数学意义上来讲）。例如，在结构实体类的命题观点来看“Russell is not alive and Frege is not alive.”（罗素没有活着，弗雷格也没有活着。）和“It is not true that either Russell is alive or Frege is alive.”（要么罗素活着，要么弗雷格活着，这不是真的。）这两句话表达的是两个不同的命题，而无结构实体类的命题观则认为这两句话虽然结构不同，但是在可能的世界里，它们是具有同样含义的，所以表达的是同一个命题。

总之，弄清命题的概念和命题的真值问题是了解语言逻辑的根本之所在。命题在逻辑学、语言学和心理哲学中都具有主要的地位，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对命题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所以无论在哪个领域中都要认清对命题含义的界定。


 5.5　本章小结

本章对命题含义的介绍涉及了承载命题的形式：句子、陈述和话语。先是对语言实现的这三个层次即语句、陈述和话语意义一一作了介绍，并在这个过程中界定命题就是判断的语言表达，是语言表达的内容实质，是语言哲学绕不开的核心话题之一。文中指出命题具有真值，而且是一个判断的语义。同时，还对命题的性质、类型和作用进行了简要陈述。其中对命题作用的考察是对命题含义的深层次思考。结构实体论和无结构实体论之争更体现出理解命题含义的难点之所在。





本章思考题

1．什么是语句？什么是命题？词汇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组合成的句子能否成为命题？命题的真值判断依据是什么？“林黛玉是才女”是不是命题？如果是，它的真值是什么？

2．命题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请举例说明命题的这些特征。

3．语句、陈述和话语作为语言实现的三个层面，其内在联系是什么？试判断下面的对话：

A. How do you like the women in Germany？

B. Oh,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Chinese.

本对话的语境是两个男士在餐桌上闲聊，问话人A的本意是想知道B来到德国后对德国女人的印象，请分析B的答语的陈述意义和话语意义。

4．简单命题和复合命题的分类标准是什么？试判断下列命题属于哪一类：

（1）今天天气不错。

（2）二季度的营业额比一季度增长了10%。

（3）有些媒体报道的事件并不真实。

（4）如果没有经济危机，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会如此严峻。

（5）目前或不久的将来房地产市场会发生一场革命。






 
6
 　形式逻辑


6.0　引言

在前面一章中，我们谈论了命题的定义，知道命题具有真假之分。然而，对真值的判断标准却引发了不同的争议。对指称的关注成为问题的关键，一个句子是否有意义，有无指称，基本上决定着这一命题的真假。语言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逻辑的影响。对命题的形式和内容的研究成为焦点，这使得形式逻辑也进入研究的重点范围。本章重点讲述形式逻辑中的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首先，明确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定义，然后再具体探讨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的内容。

6.1　逻辑和形式逻辑

6.1.1　逻辑

所谓逻辑，源自古典希腊语λóγоς（logos），最初的意思是“词语”或“言语”，（引申出意思“思维”或“推理”）；1902年严复译《穆勒名学》，将其意译为“名学”音译为“逻辑”。从词源来说：赫拉克利特最早使用logos也是指语言中体现的“客观次序”，也是在“必然”意义上讲的。因此，“逻辑”的本义不仅仅是指“推理规则”，而且是指“必然推理规则”。

传统上，逻辑被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来研究。自19世纪中期以来，逻辑经常在数学和新兴的计算机科学中研究。作为一门形式科学，逻辑通过推论的形式系统和自然语言二者的分析，其所研究的是分类语句和论证的结构。因此逻辑的范围是非常广阔的。

尽管哲学家对逻辑的精确定义存在争议，但是在哲学领域，逻辑的定义更为准确，它是指命题之间的关系，即如何由一个命题的真值推出另一个命题的真值。

在现代分析哲学中，最为主要的两个术语就是“意义理论”和“语言分析方法”。对语言研究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受到20世纪后半期逻辑学发展的影响。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早期作为非正式“思想艺术”的逻辑概念开始让位于正式的现代逻辑概念，成为精确的推理学科。尽管逻辑分析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把语言作为它合适的研究对象，但是语言和哲学的密切联系在每一个方法论上都得以凸显和加强。

语言学这门学科既研究语言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又研究语言系统内部的关系。在研究句子意义的过程中，这两种关系的研究都是相关的，数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们也对这两种关系进行了研究。当我们研究句子得体与否的时候，我们考虑的便是语言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而当我们更关注语言系统内部之间的关系，如某种语言的句子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研究更多的则是真值基础上的关系。虽然这种情况下，我们关注的并不是是什么造成了句子
 的真假，而是相关句群的真值是如何被预测的。

目前情况下，我们认为任何句子都有真值，要么为真，要么为假。其实语言使用者对句子之间的真值关系很敏感，蕴涵关系就是其中的一种。哲学研究的这种真值函数关系即为逻辑。逻辑主要关注的不是语言而是涉及常量和变量的外在关系，对语言学家而言，逻辑也是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是句子之间还存在另一种关系，即预设关系。对预设关系的语言学研究也有很多，而实际上对预设关系的研究深深植根于哲学，或者说植根于一些我们已经很熟悉的哲学家，如弗雷格和罗素的作品中。

6.1.2　语言学中的逻辑

语言学家研究逻辑是因为逻辑对语言学很重要，而很多哲学家也对逻辑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则主要关注数学，其次才关注语言。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哲学家的逻辑表达那么像数学公式，而对语言学习者来说又是如此费解，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只要澄清一些基本概念，我们所要研究的那部分逻辑其实并不难懂。逻辑研究中采用了一些常量来表达特定的主体以提高其逻辑表达的概括性，不管变量的真值如何，逻辑公式都依然成立。就像数学术语[image: ]
 表示“任何数的平方根”，x+1表示“任何数加上1”一样，逻辑公式[image: ]
 中的常量p和q表示命题，中间的符号表示逻辑上的“+”，而两边的符号则表示逻辑上的引号，这种脚注表示被引用的是一般公式而非具体的句子，它暗含的意思是该公式具有概括性，它适用于拥有这种形式的所有语言表达，即只需要用具体的词语来替换常量即可。

在语言学中，逻辑是由两个主要概念来定义的：蕴涵和演算。更确切地说，逻辑就是蕴涵派生的一种演算。蕴涵是陈述句之间的一种关系，而不是由陈述句表达的命题之间的关系。（所以，这里所说的“句子”是指“陈述句”。）语句的蕴涵可以定义如下：

一个句子或一系列句子p蕴涵句子q（p|=q）当且仅当只要p为真，q也必为真，因为p和q的意义-也就是说，由于分析的原因。

然而，这样的定义立刻会带来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严格意义上讲，不是句子本身的真或假，而是句子所表达的和句子本身内在的命题为真或假。比如，我们不可能说“汤姆来得很早。”这句话是真还是假，除非我们知道存在那么一个人叫做汤姆，而且所指的时间是已经定好的，汤姆也确实在这个预定时间之前到来了。

多数自然语言都是在特定的场合下说出的，这些句子都包含大量的参数，而这些参数必须事先给定具体特定的真值才能判断一句话到底是真还是假。我们把一个句子中像这样具有真值的参数叫做句子的“标记”（key），只有带有“标记”的句子才具有真值。但是实际应用中，存在很多“通用型句子”（eternal sentences），这类句子没有具体的标记，如“所有的人都是好人。”当然这样的例子被认为是边缘性的特例，它们的标记词是整体性的。

既然生活中的多数句子都是随意说出的，所以定义句子的蕴涵关系时就必须保证指称的真值性。按照这样的界定，我们可以说：

肯尼迪被刺杀了。→肯尼迪死了。

在这个句子中，“被刺杀”这个词的含义就表明被刺杀的人，无论是谁都肯定已经死了。

上述这样的分析性条件必须与其他的能够推断出同样结果的条件区别开来。例如：

Jack was shot in the heart.（杰克的心脏中枪了。）

这句话并不蕴涵：


 Jack died.（杰克死了。）

这是因为即使Jack的死是他胸口中枪的直接后果，但是这并不是语义上推断的结果，而是一种由身体原因导致的结果，不是依靠谓词的语义表述得知的。所以，为了描述相应的结论，我们需要的是世界知识，而不是关于语言的知识。

多数蕴涵都是直觉性的，因为它们建立在说话者的语言知识基础上。然而，有些蕴涵可以成为“形式化的”，需要借助演算来实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用到逻辑了。每一个逻辑系统都会把它的逻辑常量和变量区别开来。在命题演算中，逻辑常量是像and、or、 if和not这些词，而变量根据命题所表达的不同发生变化。

逻辑的概念主要是由亚里士多德发现的，他发现否定词not的功能会因主语受到全称量词或部分量词的修饰而发生变化。例如，只要Plato lives in Athens（柏拉图住在雅典）为假的话，Plato does not live in Athens（柏拉图不住在雅典）就一定是真的，反之亦然。这里 not进行的否定是全部否定。但是Some Greeks do not live in Athens（有些希腊人不住在雅典）这里的否定就不是全部否定，因为这句话和Some Greeks live in Athens.（有些希腊人住在雅典。）可以同时为真而不矛盾。区别在于，第二组句子中，主语受到量词的修饰限制，而第一组句子的主语仅仅是一个指称短语。不难看出，单纯地指称短语作主语的话，对此的否定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都不会造成真值的改变，但是，带有量词修饰的主语的句子进行否定时，真值就会发生变化。这一发现引发了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学生们对否定研究的极大兴趣。对此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成就最大的应该属于哲学家伯蒂乌斯（Boethius ca. 475-524CE.）。他的句子类型可以用下表来表示：




	A: All F is G
	E:All F is not-G≡No F is G



	I: Some F is G
	O: Some F is not-G≡Not all F is G








Boethius's sentence types

读作：

肯定类：A：所有的F都是G。


I：一些F是G。



否定类：E：所有的F都不是G≡没有F是G。


O：一些F不是G≡不是所有的F都是G。（≡，读作全等于）



6.2　形式逻辑

按照通常意义上的说法，形式逻辑（formal logic）是研究演绎推理及其规律的科学，包括对于词项和命题形式的逻辑性质的研究、思维结构的研究与必然推出的研究，它提供检验有效推理和非有效推理的标准。它总结了人类思维的经验教训，以保持思维的确定性为核心，用一系列规则、方法帮助人们正确地思考问题和表达思想，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必要工具，是人类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思维方法。康德（Immanuel Kant）首先使用了这个术语，并认为形式逻辑的特点是抽掉思维的具体内容，只考察思维的形式。后来，形式逻辑有了新发展，产生了用数学方法研究逻辑的新学科等等。正如百科全书中对形式逻辑的定义所示：


 “形式逻辑是指对形式语言（即，规定句法结构上的）的研究，而且也是对这些语言所界定的各种各样的主要内在功能和关系所进行的哲学和数学方面的研究。（Formal logic is the study of formal （i. e.， syntactically specified） languages, and of various philosophically and mathematically significant properties and relations definable in terms of such languages.）”（《语言与语言学百科全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在本章节，为了方便介绍，也为了把重点放在语言哲学的框架里，我们只讲述专门研究语言和哲学关系的形式逻辑，即其中两种最典型的代表：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

6.2.1　命题逻辑

6.2.1.1　复合命题的真值

这里所讲的命题，正如前面章节所定义的，仅把命题看成是一个可取真或可取假的陈述句，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些具体的陈述句的真值究竟为什么或在什么环境下是真还是假，这是有关学科本身研究的问题，而逻辑关心的仅是命题可以被赋予真或假这样的可能性，以及规定了真值后怎样与其他命题发生联系的问题。

而命题逻辑所讨论的是多个命题联结而成的复合命题的规律性，所以也称为命题演算或句子演算，研究命题的真值条件。换句话说，复合命题真值是由简单命题真值及简单命题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简单命题之间的关系就用逻辑连接词表示，而逻辑连接词有其特定的真值。如：“张三学英语和李四学日语”是一个复合命题，它由简单命题“张三学英语”“李四学日语”经连接词“和”联结而成，这两个简单命题真值均为真时，复合命题方为真。

6.2.1.2　逻辑连接词

连接词可将命题联结起来构成复杂的命题，是由命题定义新命题的基本方法。命题逻辑连接词的引入是十分重要的。其作用相当于数学公式中的“+、-、×、÷”等运算符。通过连接词便可定义新的命题，从而使命题逻辑的内容变得丰富起来，我们要讨论的仅只是复合命题的真值，而这可由组成它的相应命题的真值来确定。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里所列的逻辑连接词与日常自然用语中的有关连接词并不完全相同，有着很多不同之处。

逻辑连接词有以下几种：合取连接词&或∧，否定连接词～或┐，析取连接词∨，蕴涵连接词→，等值连接词iff或↔。与否定连接词～不同的是，其他的逻辑连接词都包含两个命题，因而名为二元命题，而否定连接词为一元连接词。

在汉语中，常用连接词包括：并非、并且、或者、要么……要么、如果……那么、只有……

才、当且仅当。

当然，连接词除了常用的一元二元连接词以外，还有三元以至更多元的连接词，因其极少使用，况且又都可由这五个基本连接词表示出来，所以一般只对这五个基本连接词详细解读、定义。

6.2.2　真值表

合取连接词的符号一般用&来表示，有时也用∧来表示，相当于英语中的“and”（和）。合取关系的真值关系可以分为四种情况：当命题p和q皆为真（即T）时，公式p&q所组成的


 复合命题取值为真（T），这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即当且仅当两个合取项都为真时，复合命题才为真。当p和q皆为假（即F）时，公式p&q取值为假（F）；如果p为真，q为假，则p&q的取值为假；如果p为假，q为真，则p&q的取值为假，也就是说命题p，q中只要有一个是假，

则复合命题p&q就为假。合取关系的真值表可以表示为：




	p
	q
	pΛq



	真
	真
	真



	真
	假
	假



	假
	真
	假



	假
	假
	假






析取连接词用符号V表示，相当于英语中的“or”（或），析取关系的真值判断比较简单，只要其中一个成分命题为真，复合命题就为真。只有两个成分命题同时为假时，复合命题才为假。其真值关系可以简洁地表述如下：

p为真，q为真，则pVq为真。

p为真，q为假，则pVq为真。

p为假，q为真，则pVq为真。

p为假，q为假，则pVq为假。

蕴涵连接词，也叫条件连接词，相当于英语中的“if … then”（如果……那么），它的真值表说明，除非前件为真，后件为假，否则复合命题即为真。




	p
	q
	p→q



	真
	真
	真



	真
	假
	假



	假
	真
	真



	假
	假
	真






最后一个等值连接词也叫双条件运算符，用↔，是两个蕴涵关系的合取，即piffq等于（p→q）&（q→p）。它相当于英语表达式“if and only if…then”（当且仅当……则），有时写作“iff…then”；该复合命题取值为真的条件是当且仅当两个成分命题真值相同，都假或都真。




	p
	q
	p↔q



	真
	真
	真



	真
	假
	假



	假
	真
	假



	假
	假
	真







 总之，由二元连接词构成的四种关系的复合命题的真值关系可以简化为下面的真值表：


[image: ]




当然逻辑连接词的真值函数与它们各自在英语中的对应物-“not”，“and”，“or”，“if … then”，“if and only if … then”并不完全相同。这在接下来的部分会具体讲述。

6.2.3　谓词逻辑

谓词逻辑，也叫谓词演算，研究简单命题的内部结构。谓词逻辑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命题逻辑，因为它运用了命题逻辑中用来解释命题之间关系的逻辑连接词。

可以这样讲，命题逻辑所处理的推理依据是命题之间的关系，只分析复合命题的结构，不分析简单命题的结构。而谓词逻辑所处理的推理依据的是概念（谓词）之间的关系。它进一步分析简单命题的结构。日常思维的推理，一部分是命题推理，另一部分则是谓词推理。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命题逻辑关注命题之间的语义联系，它把简单命题视为一个不可分析的整体来对待，它不足以分析一些三段论之类的有效推理。比如：判断以下推理是否正确：

凡人都是要死的，

苏格拉底是人，

所以苏格拉底是要死的。

这是著名的“苏格拉底三段论”，若用p，q，r
 分别表示以上3个命题，推理形式为（p
 ∧ q
 ）→r
 ，但是运用命题逻辑无法解决这个根据常识就可断定的正确推理。因此，若要进一步解释这样的推论为什么有效，就有必要研究简单命题的各种成分（个体词，谓词，量词），以及它们的形式结构和逻辑关系，总结出正确的推理形式和规则。这部分内容即谓词逻辑。

在谓词逻辑中，变量表示主项和谓词，其中主项是表示实体的项，有关陈述是关于这个实体的，而谓词是把一些性质或关系给予所指实体的项，如在命题Socrates is a man（苏格拉底是人）中Socrates是主项，man是谓词，用逻辑学的术语，可以表示为M（s），其中字母 M代表谓词man，s代表主项Socrates。也就是说，简单命题可以看作它的主项的函数，命题真值随主项而改变。

若根据所带主项的数量对谓词进行分类的话，有一元谓词，二元谓词甚至三元谓词。如动词smile、普通名词table等都是一元谓词，而像like，admire等这类动词属于二元谓词，动词如give之类为三元谓词。一元谓词的外延就是符合该谓词的个体的集合（set）。二元谓词的外延是符合该谓词的个体序列（ordered pairs）。三元谓词的外延就是符合该谓词的个体三合体序列（ordered triples）的集合。


 谓词逻辑包括一些量词。在语言学中，量词是指那些表示数量的词，如all，every， each，any，most，many，some，no，在谓词逻辑中有一些运算符对应于量词，讨论最多的是存在量词和全称量词。

存在量词相当于英语中的some，被用来对主体的存在做逻辑陈述，由反写的字母E表示，如命题（Ex） （red x），它表示“至少存在一个x，x是红色的”。再如：

Someone cried.（有人哭了。）

可以表述为：

There exists an individual x；it is true that x cried.（存在一个个体x，x哭了是真的。）

全称量词对应于英语中的all，every，each和any，用来描述主体所属类别的所有主体，由反写的字母A表示，如命题（Ax） （Px→Cx），它表示“所有的政客都受贿。”（和命题相关的语义表述）全称量词也可以用来总结主体间的关系，或者确切来说，主体所属的类之间的关系。

这两种量化命题的逻辑结构、量词和逻辑连接词都不同。全称量词是有条件的，而且不预设一个以主项命名的实体的存在，它肯定的是，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实体存在，那么它一定具有所属性质。而存在量词则蕴涵着这样的意义，即必须存在至少一个这样的实体，而且它具有相关的性质，否则该命题即为假命题。当然，用谓词逻辑所表达的命题还有很多种。

实际上，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从否定的角度来看是彼此相关的，它们一个是另一个的逻辑否定。含有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的推理的有效性也可以以集合论来证明。

传统的谓词逻辑称为一阶逻辑，因为它只能处理两种符号：个体常项和个体变项，以及谓词常项。因此，谓词逻辑只能表达事物有什么特征，事物之间的关系等等。而且它只能处理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

在命题逻辑中的简单命题被分解成项、变量、谓词和量词的时候，它们就生成了一阶逻辑，或者叫做一阶谓词逻辑，它保持命题逻辑的所有规则并增加了一些新规则。例如，从“所有的狗都是动物”我们可以推出“如果Rover是狗，则Rover是动物”。

自然语言中的许多量词，如many、most等，谓词逻辑就无法处理。另外，谓词逻辑还有一个局限性，即它无法确切地处理自然语言中的组合性问题。当然谓词逻辑本身完全是遵循组合性原则的，但是它的句法完全不同于自然语言的句法，所以无法准确地反映自然语言中语义与句法的对应关系（束定芳，2000：151）。

6.3　逻辑关系

我们知道，命题逻辑主要是为了研究复合命题的真值问题。复合命题是由简单命题通过一些连接词连接而成的。换句话说复合命题主要指由连接词and （but）、or、if连接起来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简单命题。例如：

（1） He got up early，but he still missed the first train.（他起得很早，但是他依然错过了第一班火车。）

（2） Study hard，or you will fail in the examination.（努力学习，否则你将不能通过考试。）


 （3）If it rains tomorrow，I will not go to the park.（如果明天下雨，我将不去公园了。）

命题逻辑作为形式逻辑的一种，它主要关心的是复合命题中的真值映射（truth function也译作“真值涵项”）问题。所谓真值映射，指的就是复合命题的真值完全由组成它的简单命题的真值决定，或者说是其组成成分的真值的映射（束定芳，2000：133）。

从上一节中，我们可以看出，逻辑连接词包括：合取连接词、否定连接词、析取连接词、蕴涵连接词和等值连接词。而对应的逻辑关系就有合取关系、否定关系、析取关系、蕴涵关系和等值关系这五大类。下面简要地对这五大类逻辑关系一一介绍。

6.3.1　合取关系

从真值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命题p和q若是按照合取真值表来看的话，逻辑上来讲，二者的真值应该是完全等同的，即p&q等于q&p。这里的连接词相当于自然语言中的and，这个句子都为真时，合为一起的句子才为真。例如：

p：汤姆来过中国。（真）

q：约翰来过中国。（真）

p&q：汤姆和约翰都来过中国。（真）

而若p为假，即汤姆没来过中国。那么无论q为真或假，p&q.即汤姆和约翰都来过中国，这个合取关系的句子肯定是假的。同样的道理，如果说约翰没有来过中国，复合句子说“汤姆和约翰都来过中国”的真值也是为假。若我们知道汤姆没有来过中国，约翰也没有来过中国，那么复合合取句的真值也只能是假的。

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由and这一连接词连接起来的两个句子，句子之间还表现出一种时间和因果关系。所以如果and确实有这种意义，那么它就与作为复合命题的连接词 and不一样。格莱斯认为and的时间顺序意义不是命题内容的一部分，而是一种规约含义。例如：

p：He studies hard.（他学习很努力。）

q：He passed the examination.（他通过了考试。）

p&q：He studies hard and he passed the examination.（他学习很努力，所以他通过了考试。）

在这个由and连接起来的句子中，and并不是逻辑上简单表示合取关系的连接词，它在这里表示的是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虽然没有绝对的因果必然联系，即他努力学习了并不一定会通过考试，但是他通过考试的其中一个原因肯定与他努力学习是分不开的。这里的复合命题的含义不是单纯的并列合取关系。

同样的道理，在汉语中，不是所有带有“和”，“与”这类词的就表示是合取关系，例如：

（1）李亚鹏和王菲是一对夫妻。

（2）张明与张亮是兄弟。

这两个命题中，分别含有“和”，“与”，但是很显然它们都是简单命题而不是复合命题。

另外，汉语中有些表示合取关系的句子，其逻辑连接词并不一定都是用“和”，“与”等来表示，有些词表面上看着像是表示转折之意，如“但是”表示的却是合取关系。例如：

这部相机的质量非常好，但是很便宜。

很显然，这句话的含义是说同一部相机质量相当好而且很便宜。我们可以用p表示“这
 部相机的质量非常好”，用q表示“这部相机很便宜”，那么这个命题的逻辑表示就是p&q。

总之，在命题逻辑中，合取关系的连接词有“和”、“与”、“并且”的含义，但是它是对自然用语中连接词的抽象，两者不是完全等同的，这点需要注意。

6.3.2　否定关系

在自然语言中，若一个命题p为真的话，那么-p则为假。

如：雷锋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真）

那么，雷锋不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假）。

另外，否定具有“递归”（recursiveness）的特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重否定等于肯定。如：雷锋不能不说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就可以相当于是说：雷锋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这是因为按照传统的逻辑来讲的话，对谓词的否定就是对整个句子的否定。一般认为，否定本质上是一种不相容性，否定命题具有不相容的特征。如：这朵花不是白色的。揭示了这朵花和白色的两者之间的不相容性。

但是逻辑上的否定与日常语言中的否定并不完全等同。例如，在日常语言交流中，我们可以说，“没有人愿意只求付出不求回报。”但是在逻辑上就无法去判断这类命题的真值，即它的肯定是命题“人人愿意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看起来就有点不合逻辑。

另外一点，针对否定的范围问题也是很复杂的。我们知道，简单命题的否定是〜p，复合命题的否定式是～（p&q）。但是像下面这类句子的否定就很难处理。

例：Lily can't draw and sing.（莉丽不会绘画，唱歌。）

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

（1） Lily can't both draw and sing.（莉丽既不会绘画也不会唱歌。）

（2） Lily can not draw or sing.（莉丽要么不会绘画，要么不会唱歌。）

然而在命题逻辑中，这样的否定句就无法同时表达这两种不同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不同的句子可以表达同一个命题，而同一个命题并不能同时表达好几个不同的意思，不然的话就属于不同的命题。

6.3.3　析取关系

析取连接词“V”是二元命题连接词。将两个命题p、q联结起来，构成一个新的命题 pVq，读作p、q的析取，也读作p或q。这个新命题的真值与构成它的命题p、q的真值间的关系，由真值表可以看出，当p、q命题只要有一个为真时，复合命题pVq就为真。只有在p、q这两个命题同时均为假时，pVq才为假；p、q两个命题都为真时，pVq的真值为真。例如：

p：The snow is black.（雪是黑的。）

q：2 plus 2 is 4.（2+2=4。）

那么，pVq的复合命题形式就是：“Either the snow is black”or“2 plus 2 is 4”。（要么

雪是黑的，要么2+2=4。）根据真值表，它的真值应该是为T，也就是为真，因为“2 plus 2 is 4”的真值为真，

再如：

p：一周有7天。


 q：他的儿子是个可爱的小女孩。

pVq即为：“一周有7天”或者“他的儿子是个可爱的小女孩。”这个复合命题中，由于“一周有7天”的真值为真，所以pVq的真值也是真，尽管我们都知道“他的儿子是个可爱的小女孩”为假。

然而，实际使用中的语言远比这样的命题复杂得多。很多看似表示析取关系的命题却很难判断其真值。在自然语言中，“或”这个词就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解读，一种表示的是“相容性或”，一种表示的是“不相容性或”（即“排斥或”）。例如我们说

（1）张三或者李四获得了国家奖学金。

（2）第一节课上语文课或者上英语课。

在（1）中，张三和李四可能都获得了国家奖学金，张三和李四中只要有一个获得了国家奖学金，则命题（1）为真，若张三和李四都获得了国家奖学金，（1）当然为真。在（2）中，第一节课不能既上语文又上英语，因此，若“第一节课上英语”和“第一节课上语文”两个命题都真，（2）就不为真了。这样两种用法出现了歧义，这就是自然语言的意思不确定性。

又如，在英语中，either…or…就具有两种情况，既可以表示“包括式理解”，也可以表示“排除式理解”。如下面这个命题：

Either Peter or Joyce went to the meeting， because they had called for one representative to attend it.（要么是彼得，要么是乔伊斯参加了会议，因为他们要求派一个代表出席会议。）

在这一命题中，要么Peter明天上午参加会议，要么Joyce明天上午去，不管是谁最后出席会议这句话都是真，但是不可能两个人都去，因为他们明确要求只要派一个代表去即可。这种对析取关系的理解要比命题逻辑中的分析复杂得多。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命题逻辑所探讨的析取关系指的都是包括式析取。这与自然语言中的析取关系有一定的区别，应该注意区分，以免造成误解或引发歧义。

6.3.4　蕴涵关系

在命题逻辑中，为了描述命题间的推理，表示因果关系，引入了蕴涵连接词，用“→”表示，它也是二元命题连接词。p→q可以读作：p蕴涵q，如果p则q，或者读作如果p那么q，其中p称为条件，q称为结论。

在蕴涵关系中，规定只有当p为T而q为F时，p→q=F。而p=F、q任意，或p=T、 q=T时p→q均取值为T。

通过前面的真值表，可以得出若p蕴涵q，那么p为真，q一定也是真，不可能为假。或者说p蕴涵q体现了p是q成立的充分条件。而如果p蕴涵q，那么p为假，q并不一定是真。这就说明p蕴涵q体现了p不必是q成立的必要条件。简言之，p-q为真时，只要p为真必有q为真。而如果p为假时，q无论是真还是假，并不违背p为真时q为真。例如：

（1）他买了很多苹果和香蕉。

（2）他买了水果。

根据上述的定义可知，（1）蕴涵（2）。只要他买了苹果和香蕉，那么他肯定买了水果。这说明（1）蕴涵（2）是正确的。然而，即使（2）为真，但是（1）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他可能买了

梨，或者是葡萄，桔子等等。


 当然，蕴涵连接词→与自然用语“如果……那么……”也不完全一致，尽管有着一致的一面，可表示因果关系。然而p、q是无关的命题时，逻辑上允许讨论p→q。并且p=F则p→ q=T，这在自然用语中是不大使用的。

6.3.5　等值关系

复合命题的等值关系是通过等值连接词iff
 联结而成的，等值连接词也叫做双条件连接词，或用来表示，是两个蕴涵关系的合取，即piff
 q等于（p→q）&（q→p）。它相当于英语表达式“if and only if…then”（当且仅当……则），有时也可以写作“iff…then”；只有当两个命题p、q的真值相同或说p=q时，p↔q的真值方为T。而当p、q的真值不同时，p↔ q=F。也就是说该复合命题取值为真的条件是当且仅当两个简单命题真值相同，都假或都真。

通过上述对五种逻辑关系的简要介绍，我们可以窥见命题逻辑的优点和存在的缺陷。优点在于，命题逻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很好地而且准确地判断组合命题的真值问题。真值表简洁明了的真值判断方法就是很好的证明。但是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命题逻辑中的连接词与自然语言中的连接词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如在析取关系中自然语言中的连接词“either…or…”具有“包括式理解”和“排除式理解”两种情况，但是命题逻辑中的析取一般情况下指的都是包括式析取。

另外，命题逻辑还存在一个缺点，即它无力对描写根据命题内部结构所做的逻辑进行推理。典型的三段论式推断就无法在命题逻辑中找到适当的推理方式，也无法使用命题逻辑对这种情况进行表达。这是因为三段论式的推理依据的不是连接命题的连接词的特征，而是根据有关命题的内部结构。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借助另一种工具即谓词逻辑来解决。这在前面介绍谓词逻辑定义时已有提及，这里不再赘述。

6.4　本章小结

本章简要介绍了逻辑，逻辑连接词、形式逻辑、命题逻辑、谓词逻辑这几个主要概念，通过对命题逻辑中的合取关系、否定关系、析取关系、蕴涵关系和等值关系的简要介绍，映射出命题逻辑的一些特征。另外，本章也简要介绍了谓词逻辑的优缺点，并介绍了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但都是在有限的篇幅内作了一些最为简要的提及，没有深入探讨。





本章思考题

1．什么是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和逻辑学中的逻辑推理方法与语言哲学中的逻辑演算有什么本质区别，也就是说它们各自最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2．命题逻辑的研究对象是什么？通过逻辑演算，命题逻辑能否对描写根据命题内部结构所作的逻辑推理作出合理的解释？典型的三段论式推理借助逻辑连接词演算的结果能否符合逻辑？

3．什么是谓词逻辑？它和命题逻辑有什么不同？

4．逻辑连接词的引入对命题逻辑来说非常重要。表示合取、否定、析取、蕴涵和等值关
 系的连接词和自然语言中的连接词有哪些不同点？并举例说明。

5．结合本文所列的逻辑连接词和真值关系，写出以下命题推理的推理形式，并判断其

真值。

（1）如果不坚持锻炼，你就不能成为一名好的运动员。但除非坚持锻炼，否则你不会有好的体质。因此，如果你是名好运动员，那么一定有好的体质。

（2）犯错误或是主观原因，或是客观原因。

某甲犯错误是主观原因。

所以，某甲犯错误不是客观原因。






 
7
 　语句的蕴涵和预设


7.0　引言

在前一章中，我们探讨了形式逻辑，并重点区别讲述了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命题逻辑关心的是复合命题中的真值映射问题。复合命题主要指由连接词and（but），or和if连接起来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简单命题，但是这和并列句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谓词逻辑主要是为了解决命题逻辑的一个缺点，即命题逻辑对描写根据命题内部结构所作的逻辑推理无能为力。本章主要针对蕴涵和预设的定义、二者的区别、特征类别等展开讨论，并重点分析国内外对预设的一些研究，尤其是对语用预设将作一定的介绍。当然为了介绍这两个概念，我们不得不对几个伟大的哲学家及其主要思想作简要的介绍，弗雷格、罗素、斯特劳森等针对指称和意义的论述将在本章得以呈现。

预设和蕴涵一直是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关心的两个概念。对两者进行研究有助于准确理解和使用自然语言。1892年的时候德国哲学家弗雷格率先提出“预设”这一概念。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P.E.斯特劳森发展了弗雷格的这一思想，并将这类现象看作自然语言中的一种特殊的推理关系。他于1952年在《逻辑理论导论》一书中从逻辑学角度讲述了“预设”的含义，并把它与蕴涵作了区分。之后国内外有不少语义学、语用学和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者对语义预设和语义蕴涵做了介绍和比较。弗雷格和斯特劳森认为，预设在否定句或否定的陈述句中依然保持，为鉴别预设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操作性测试方法；肯普森（Kempson）列出了语义预设和语义蕴涵的真值表，提出了从真值上鉴别二者的方法；利奇（Leech）认为把预设和蕴涵加以区别是探讨预设的前提，并在他的《语义学》一书中运用否定测试法、“真值”比较、连接测试等方法来对二者进行比较；莱文森（Levinson）则在他的《语用学》一书中介绍了否定测试法，并指出否定测试的局限性，提出可以放弃否定测试法作为鉴别预设的测试。

7.1　蕴涵和预设的定义

7.1.1　蕴涵（entailment）的定义

一般而言，蕴涵的定义是：当且仅当在A为真的任何情况下B也为真时，A在语义上蕴涵B。

（1）a He sent me a bunch of roses. （S1）（他送我一束玫瑰花。）



b He sent me some flowers. （S2）（他送我一些花。）





（2）a李明杀了他的仇人。（S1）




 b李明杀了人。（S2）





上述例句中，S1蕴涵S2。具体的判断条件是：

只要S1真，S2必真；若S2假，S1必假；若S1假，S2可真可假。

或者说：S1真是S2真的充分条件；

当然也可以说：S2真是S1真的必要条件。

对蕴涵的这一定义基本上可以说是在语言学的语义观之下的定义，通常指蕴涵的狭义解释。语义蕴涵是不依赖语境的纯逻辑推理。它是句子本身所固有的，并且具有不可消除性，一旦消除就会产生语义矛盾。例如：

（3）小王有两个孩子，但小王没有孩子。

这种不可消除性表明蕴涵属于规约意义。语义蕴涵的一个特征就是：一个语句和它推导出来的语义蕴涵之间在意义上是必然的、稳定的关系，即一个语句存在，其语义蕴涵就必然存在。

但是，从逻辑上来讲，广义的蕴涵所包括的逻辑蕴涵只考虑命题之间的真假关系，而不考虑前后命题在内容意义上的联系。逻辑蕴涵是二值逻辑，并且如果S蕴涵Q，当S为真时，Q必然为真；当Q为假时，S必然为假。用在自然语言中，语义蕴涵的命题之间存在语义内容关系，所以可以把它定义为是排除语境因素，根据语义知识和逻辑意义从句子本身推导出来的那些命题。

逻辑蕴涵仅仅反映命题之间的真假关系，而不反映自然语句在内容上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逻辑蕴涵的语义解释是纯真值的，前后件的命题可以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联系。如“如果雪是白的，那么2+2=4。”这个命题是真的，因为前件（雪是白的）和后件（2+2=4）都为真。而语言学的语义蕴涵不仅包括这些已经能形式化处理的逻辑蕴涵，还包括利用语义特征分析等方法可以推导出的语义蕴涵，如从“我躺在床上”这一语句的语义中可以推断出“床在我的下面”。本章所指的蕴涵是指狭义上的语义蕴涵。

7.1.2　预设的定义

预设（presupposition），也叫“前提”、“先设”，最初是一个哲学和逻辑学的课题。弗雷格、斯特劳森等都对此有过专门的探讨。斯特劳森指出，自然语句中任何有意义的语句都能推导出一个背景假设（预设），该预设可表现为另一个语句，预设因此进入了语言学的研究范围，由于语义学与逻辑哲学有着密切联系，预设顺理成章地在语言学领域内首先成为语义学书籍无法忽视的问题。预设概念进入语言学领域后不仅很快成了语义学中的重要范畴，而且慢慢成了句法学中的重要范畴。在语用学领域，更是把预设作为中心论题来讨论，本章会在接下来的第4小节专门论述语用预设，此处不予以讨论。

7.1.2.1　预设问题的提出历程

1）弗雷格

1892年，弗雷格发表了《意义与指称》一文，并率先提出了“预设”的概念。它最初只属于哲学讨论的范畴，是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弗雷格认为，命题都存在着“一个理所当然的前提”，即充当命题主项的“简单或者复合的专有名词都必须具有指称对象”。

《意义与指称》这篇论文原本旨在澄清“等于”或“全等”这一概念。他认为意义和指称的区别不仅适用于专名也适用于概念词和句子。他指出，凡要陈述之事，显然总要有个前提：


 简单的、复杂的专有名称都必须有所指对象。如果说“开普勒悲惨地死去”，其前提是“开普勒”这一名词必须有所指（《意义与指称》，1892）。然而，在一定的语境中，有些句子并没有指称对象。如：

（4）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is wise.（当今法国国王是聪明的。）

弗雷格主张把意义和所指区分开来，这类句子没有所指，没有真假值，但仍然保持句子的意义。

2）罗素

罗素争论说，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is wise.表述的是一个复合命题，它的相应逻辑式不是简单的：Wise（the King），聪明（法国国王），而应该是复杂的表述即：

“There is a King of France and there's no one else who's King of France and he is wise（存在一个法国国王，而且没有其他人是法国国王，而且他是聪明的。）

在这个复杂表达式中，包含三个命题：

P1：存在一个法国国王。

P2：没有其他人是法国国王。

P3:他是聪明的。

P1，P2，P3，中只要有一个命题为假，复合命题就是假的。

3）斯特劳森在其论文《论所指》（1950）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在同意罗素理论的基础上并予以发展，他说：“任何人说了这个句子，他要么作了真的陈述，要么作了假的陈述；现在有一位并且只有一位法国国王是他陈述的一部分。”他还指出如“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之类的有定描述语可以有所指称，关键是经使用者使用，才能有所指。换言之，“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is wise”是有意义的，但只有当现在有一位，当且仅当只有一位法国国王，同时当且仅当这个法国国王是聪明的时候，这个命题才是真的。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无论真假，这个句子只有在“当今法国国王”有所指的情况下才有所谓的真值（truth- value）问题。一旦该有定描述语或摹状词无所指，那么该句就无所谓真假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保证“当今法国国王”有所指，就必须确定说话人的身份。也就是说，有无所指是说话人运用该短语的特征，而孤立于实际话语之外的孤立短语或句子（中的短语）是无所谓指称问题的。

综上所述，对“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is wise”真值的判断有不同的参照标准，争论的关键点在于“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是否有所指称，并且如何推断这句话的整体含义，这就不得不解决一个前提条件，即这句话是否有意义要取决于它本身是否有一些预先设定的条件，而且这些条件是否能够使得这句话具有意义。

7.1.2.2　对预设的不同定义

对于预设定义的争论一直存在于语言学、逻辑学和哲学界，不同的学者专家从自身领域的角度对预设这一概念有着自己的解读。这里为了作一区分，即为了使读者分辨出语句预设的真正所指，专门列出语言学家和逻辑、哲学家对预设的定义，以便有助于弄清楚语句预设的真正含义。

语言学家把语义预设定义为：一个语句的预设就是这么一些条件，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才能使这个语句具有正常的意义。由此发现语义预设的两个特征：语义预设是一个语句具有的预设，而不是逻辑具有的预设；语句一旦形成预设就已经寓于句义之中，它是整个语句
 有意义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具有先在性的特征。例如：

（5）小张的姐姐又出国了。

由例句可以得到：存在小张；小张有姐姐；小张的姐姐以前就出过国。这三点是这个语句的表述基础，是先于语句的整体意义的形成而存在的，是这一语句的语义预设。

逻辑学家和哲学家说的预设通常是命题的预设，而不是语句的预设。如斯特劳森提出的预设定义：“一个命题S预设另一个命题S’，当且仅当S’真是S有真值或假值的必要条件。”即S在语义上预设S’，如果S是真的，S’是真的；并且如果S是假的，S’仍然是真的。由此也可以发现逻辑预设的两个特征：逻辑预设是一个命题具有的预设而非语句的预设；它是一个命题与其否定命题必然推出的共同命题，并且可以逻辑地推出预设S’是常真的。

综上所述，逻辑预设和语义预设可以被界定为：语义预设是语句的预设，而逻辑预设是命题的预设。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命题与语句是不同的，并非所有的语句都表达命题，只有具有真假值的语句也就是通常说的一般的陈述句才直接表达命题。命题的预设是一种传统的二值逻辑，作为二值逻辑，任何命题都必须有也只能有真、假两个值。而事实上，一旦考虑预设，考虑自然语言，我们面对的往往是语句而不仅仅是命题。一个语句除了具有真假两个值之外，还存在其预设不成立或预设为假从而出现语句非真亦非假或无意义的第三值，有的学者也称之为真值间隙。例如“当今法国国王是聪明的”，要使得该语句具有真假值，它就必须满足预设：当今法国国王是存在的。由于当今法国国王并不存在，即预设不成立，语句既谈不上真，也谈不上假。由此可知，逻辑预设把预设局限在命题的范围内，排除了陈述句以外的不表达命题的语句所拥有的语义预设。

7.2　蕴涵和预设的主要区别和联系

7.2.1　二者的区别

1）预设一般只涉及语句的名词性成分，而蕴涵则总是与所陈述的命题相关。比如：

（6）邻居家的晓兰摔碎了那个花瓶。



a邻居家的某人摔碎了那个花瓶。

b某家的晓兰摔碎了那个花瓶。

c有人摔碎了那个花瓶。

d邻居家的晓兰对那个花瓶做了某动作或施行了某种行为以致那个花瓶碎了。

e邻居家的晓兰摔打那个花瓶以致那个花瓶承受了某种结果。

f邻居家的晓兰摔碎了某个特定的花瓶。

g某家的某人对某个事物做了某事以致后者承受了某种结果。

h存在着说话人所特指的邻居家，该邻居家有个叫晓兰的人。

i存在着说话人所特指的一个人，该人叫晓兰。

j存在着说活人所特指的一个事物，该事物是花瓶。





上述a-g是（6）的蕴涵，而h-j是（6）的预设。由此可见，蕴涵分析与预设分析所涉及的范围不一致。前者涉及语句所陈述的命题，后者只涉及语句的一部分，主要是句中的名词
 性成分。

2）蕴涵分析所涉及到的真假值关系是一种推断（entailment）关系，或叫衍推关系，而且仅限于推断关系。但预设分析一方面要建立在推断关系之上，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则要求语境上的验证来加以补足。换言之，蕴涵分析是一种孤立的静态分析，而预设分析则是一种动静结合并且以动为主的分析，其分析对象应是具体的句子（语境句（contextual sentence）。（6）a-e不涉及说话人，而（6）h-j涉及说话人，可以视作两种分析不同的例证。

3）预设不是语句意义中固定不变的、不受语境制约的成分，它是可以消除的。而蕴涵是一种纯逻辑推理，是句子所固有的，具有不可消除性（non-defeasibility）。预设的可消除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当预设与常识发生矛盾时，预设不复存在。试比较：

（7）a Sue cried before she finished her thesis.



（苏在完成她的论文之前哭了。）

b Sue finished her thesis.（苏完成了她的论文。）





句（7）中b是a的预设，但比如（8）就不再预设（7）b。

（8） Sue died before she finished her thesis.



（苏在完成她的论文之前死了。）





其次，在一定的语境中，预设可能消失，无论是直接的上下文、不太直接的言谈语境，还是做出相反假设的语境里。

（9） You say that someone in this room will betray you. Well maybe so. But it won't be Luke who will betray you，it won't be Paul，it won't be Matthew，and it certainly won't be John. Therefore no one in this room is actually going to betray you.

（你说这间屋子里有人将背叛你。好吧，也许是这样。但是将背叛你的不会是Luke，不会是Paul，不会是Matthew，肯定也不会是John，因此这间屋子里真的没有人要背叛你。）

本来，这里的每一个分裂句（cleft sentence）都预设着有人将背叛听话人（addressee）。

（10）a：It won't be Luke who will betray you. （Luke不会背叛你。）



b：Someone will betray you.（有人将背叛你。）





当然，（9）的意思是试图说服听话人没有人会背叛他。在这里预设又一次被取消。但应当指出的是，简单肯定句的预设是不可消除的。

（11）Tom's wife is ill，but Tom hasn't been married.



（Tom的妻子病了，但Tom没有结婚。）





句（11）在语义上是相互矛盾的。

与预设可消除性不同，蕴涵则是不可消除的，如果企图消除蕴涵将会出现语义矛盾。

（12）我要一支铅笔，但我不要笔。

4）从话语构成（constitution of speech）的角度来看，预设和蕴涵的区别和联系可表述如下：

（A）任何一个陈述S及其蕴涵都可以成为后续S1，S2…Sn句中的预设命题。

（B）任何一个S陈述句中的预设都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a．上文某个陈述及其蕴涵；

b．情境（situation）或微观语境；








 c．环境（envelops）或宏观语境；





一个陈述具有真假值是该陈述具备适当性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换言之，一个陈述是恰当的，当且仅当：

（A）该陈述要么真要么假；

（B）该陈述符合当下交际情景的需要。

即：

a．无所谓真假的陈述肯定是不恰当的；

b．真的句子不一定是恰当的；

c．假的句子不一定是不恰当的。

比如在给别人孩子过生日时说“这孩子肯定是要死的”，这个句子当然具有真值，但是并不符合交际情景的需要，因而是不恰当的。再如“好人一生平安”，这句话虽然具有假值，但却表达了人们对好人的美好祝愿，因而是恰当的。

5）从多值逻辑的角度看，预设是一种特殊的蕴涵，因而我们可以说，“他的哥哥病了”蕴涵“他有个哥哥”。此时，我们实质上是仅仅考虑到如下一个条件或关系：S1的真必须以S2的真为必要条件，而其他方面的特性都忽略不计了。不过从话语构成的角度看，这样做在一定条件下是允许的。

6）从Grice的会话含意理论看，蕴涵传达信息的一部分，预设则是信息的背景。比如：

（13）我表姐出国了。



a．我有个表姐。

b．某人出国了。





句（13）预设a，但不预设b。a只是b的背景知识。说话人想把表姐出国告诉听话人，听话人至少必须了解说话人有一个表姐，否则听话人将会产生疑问。

7.2.2　二者的联系

我们可以看出，预设是语句中根据语义分析所确定的一种已然的承诺或在先的设定，它是句义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而蕴涵是根据语义知识和逻辑意义从语句本身必然得到的，语句存在，其蕴涵必然存在。由此可见，预设与蕴涵也是一种被包含的关系。预设和蕴涵的共性在于它们都是在没有话语之外的知识参与的情况下，直接从语义中推导出来的。但是预设作为蕴涵的一部分，又要和蕴涵区别开来。严格来分析，蕴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的蕴涵是对蕴涵的宽泛解释，就是包含预设的蕴涵。而狭义的蕴涵就是不包括预设的蕴涵，它仅仅是作为蕴涵而存在。文中讨论的“蕴涵”一般都是指狭义的。

7.3　预设的种类

一般来说，人们把预设分为两个大类：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

7.3.1　语义预设

作为语言哲学研究的课题，语言学家对预设的研究首先是从语义开始的。他们把预设
 看作是两个语义命题之间的一种语义关系。语义预设是基于真值条件语义学的研究，从真值的角度分析，可以区分预设同蕴涵在概念上的区别。上个世纪，肯普森（1975：49）就用下面两个真假表总结了蕴涵和预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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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have eaten a hamburger.（我已经吃了一个汉堡。）（A）

（2）I have eaten some food.（我已经吃了一些食物。）（B）

（3） He didn't quarrel with his wife.（他没有和妻子吵架。）（A）

（4） He has a wife.（他有一个妻子。）（B）

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1）和（2）构成蕴涵关系，A（1）的真值关系到B（2）的真值，“我已经吃了一个汉堡。”是“我已经吃了一些食物。”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前者若为真，则后者必然为真；但是如果前者为假，后者不一定为假，也可能为真，即是它的非必要条件。反过来说，后者的真值是前者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3）和（4）构成预设关系，即A（3）的真值是B（4）真值的充分条件，但是B（4）的真值同时又是A（3）假值的必要条件，A（3）的假值又是B（4）真值的充分条件。换句话说，（3）为真的话，（4）必须为真，（3）如果为假，则（4）仍然必须为真；而如果（4）为假，那么（3）即非真，也非假。

7.3.2　语用预设

7.3.2.1　语用预设的含义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语言学家发现，仅仅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研究预设带有明显的局限性。预设不仅是命题之间的关系，而且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一种命题与说话人之间的关系，它涉及到语境、说话人等多种因素。由此，预设进入了语用学研究的视野之中，这是预设研究的一大进步。

斯托尔纳克（Stalnaker）最先提出语用预设（pragmatic presupposition）这一概念。他认为，预设不但与语境有关，而且与发话者有关，即预设不是句子和命题之间的关系，而是发话者与语段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命题是发话者在特定语境中的语用预设，这个命题不仅是发话者本身相信的，而且是发话者相信这一命题能够被受话者接受和认同”。

何自然（1997）认为，语用预设，是指那些对于语境敏感的与说话人（有时包括说话对象）的信念、态度、意图有关的前提（即预设）关系。由此可知，语用预设比语义预设复杂得多，且更具有研究价值。

7.3.2.2　语用预设的特征

作为一种预设，语用预设不一定具有真实性，但它必须是发话者的一种信念，并且至少
 是交际双方没有异议的，或者能为交际双方所接受的语义内容。语用预设与语境也密切相关。交际双方所共有的知识是语境的一个重要的构成因素，因此，语用预设实际上存在于整个交际语境之中，是语境的一部分。语用预设具有主观性、单向可取消性和语境适应性。

之所以说语用预设具有主观性，是因为说话者所说出的话带有断言的性质，本身的真实性并不是必然的。利奇（1981）曾说，“在说X时，说话人自认为Y理所当然是真的”。如：我听说叔叔这一次回国后就再也不乱跑了。

在这句话中，说话人这样说的时候，他一定相信叔叔这一次回国后就再也不乱跑了，虽然叔叔或许还会继续往国外跑。

至于语用预设的单向可取消性，我们从上面对语用预设的含义的介绍中，应该有所了解。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

如：

A：机会难得，你还不快申请？很多人盯着这个职位呢！

B：我已经找到满意的工作了。

在这个对话中，我们先来看单向性。单向性是指预设是由说话人单方面做出的，在被听话人处理之前它只相对与说话人而存在。A急切地告诉B应该赶紧申请这个职位，抓住机会，不然就错过了。A说这句话的时候，他预设的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并且这个机会稍纵即逝。他相信听话人需要这个机会。但是这个预设只是A自己的推测，如果B对A的话置之不理的话，那么A的话就只能是他单方面做出的论断，而且只是相对某个特定的听话人而言的。

再来看这句话的可取消性，我们已经得知A说这句话时是预设了一个信念：对方需要这个机会，而B说自己已经有了份满意的工作，隐含“我不需要这次机会”，如此，说话者的“信念”预设便不复存在了。

最后一点谈到语用预设的语境合适性，我们可以从言语行为的合适性（felicity）来看。众所周知，预设与语境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预设是言语行为的先决条件。语境发生变化的话，同样一句话也会因语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预设，并且说话人说出话语的预设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听话人的有效理解。所以，这就要求说话人必须发出正确的言语行为，并使得听话人正确理解这个言语行为。例如，Mary didn't wash the dishes.（玛丽没有刷盘子。）这句话就可以在许多不同的语境前提下说出来，这里仅举三个：

①Someone has washed the dishes.（有人已经刷了盘子。）

②Mary has done something，but not washed the dishes.（玛丽做了一些事，但是没有刷盘子。）

③Mary has washed something，but not the dishes.（玛丽刷了一些东西，但是刷的不是盘子。）

语用预设是话语信息的一种语境化推导，需要仔细地体会。

本章小结

本章从蕴涵和预设的概念入手，深入探讨了蕴涵和预设这二者在概念含义上的区别和
 联系，结合弗雷格、罗素和斯特劳森三位哲学家对指称和意义的分析而引发的对预设问题的思考，本章针对预设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蕴涵和预设二者的关系密切，容易混淆，很难辨别，而在本部分中结合多位学者所做的研究成果，共归纳出六种区别方法。同时还在最后一个小节单独介绍语用预设的定义和特征，以期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语句的预设。





本章思考题

1．语言学中对蕴涵的定义是基于语义观的定义，那么语义蕴涵的特征是什么？判断一个句子的蕴涵义是否需要借助语境？

2．弗雷格、罗素和斯特劳森对意义和所指都有各自的论述，那么他们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is wise是否具有真值，或者说真值是什么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谈谈你对此的理解，并思考判断句子真值的前提是什么。

3．如何区分蕴涵和预设？请结合实例加以说明。

4．语义预设、逻辑预设、语用预设的区别和联系何在？






 第三部分

真理与现实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们了解到语词与客观世界的联系可以理解为词汇本身的内涵意义与外延意义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词汇的内涵义限定其外延义的组成成分。然而，根据我们的现实经验，实践中，我们使用语言来表达意义更多是通过语句这种形式。因此，要想深入了解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语词这个层面上，而是要去思索语词如何构成有意义的语句，以及什么才是“有意义”。

在谈到句子与其表达的意义或内容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借助了“命题”这一概念，本书第二部分讨论了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两种逻辑体系，这些形式逻辑体系在帮助我们明确句子的逻辑形式与逻辑内容的同时，能够促进我们对命题之间的蕴含、预设、同义、反义等关系的理解。然而，如果探索语句与世界的关系，判断语句是否有意义，仅仅了解句子层面的语义关系还是不够的，我们应该进一步明确语句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

前面提到，语词的意义分为内涵义和外延义。对于语句意义的讨论，通常也从内涵和外延两个角度展开。句子所表达的命题是句子的内涵意义，而定义句子的外延意义则是讨论它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或真值，即判断句子是真还是伪。“真值”这一概念由弗雷格提出。概括地说，一个命题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当命题为真时，它的真值就为“真”，反之，它的真值就是“假”。

真值的判定带有一定的实证性色彩。在判定句子真、伪时，我们往往从语言系统外部寻求答案。通常，我们说一个句子的内容或意义与客观现实相符，它表达的命题即为真，与客观现实相悖，它表达的命题则为假。以下面的句子为例：

（1）屋后有半亩空地。

判定这个句子所表达命题的真值，依赖于客观现实。除非我们亲自到“屋后”去确认它描述的情况与实际是否相符，否则我们很难确定这一命题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称为实证性真实性。在我们对这一句子的真伪做出判定前，或者说还不确定它所表达命题的真值时，我们是不了解这个句子的外延意义，用弗雷格的话说，也就是我们不明确句子的指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没有定义这个句子的外延意义时，也就是我们还不了解它的“被指称者”时，我们不能就此武断地说它没有意义。相反，我们不仅明白这个句子所表达的命题，而且能够在脑海中构筑它所描述的场景。更进一步地说，如果在某个特定的场景中，“屋后”确实存在“半亩空地”，那么句（1）所描述的情况便与事实相符，命题也就相应地为真，而这种特定的场景或判定句（1）真伪所依赖的客观现实就是这个句子的真值条件。

然而，在实际判断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些句子往往无需参照语言系统外部的客观现实就可以分辨真伪。举两个常见的例子：

（2）今年春天的这场秋雨下得真不是时候。

（3）孩子就是孩子。

与句（1）相比，我们发现对（2）和（3）两个句子进行真值判断不需要参照客观现实。例（2）是一个前后矛盾的句子，我们注意到在这种语义关系中“春天”和“秋雨”的搭配显然是不
 恰当的。因此，无论在什么条件下，这个句子表达的命题都为假命题。在例（3）中，“孩子”一词作为主语和谓词出现两次，我们通常把这样的句子称为重言式语句，这类语句的语义关系表现为同义重复，它们具有必然真实性。提到重言式语句，在哲学讨论中，它们往往与“分析性”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例（3）也正是一个分析性语句，或简称“分析句”。“分析性”一词来源于其动词“分析”，分析意味着分解、拆卸，正如化学中分析一种材料、物理学中分析光谱一样，在句法和语义结构分析中，通常把一个整体，如一个句子，拆分成它的终极构成要素，这样做的目的是剖析整体的结构，揭示它的构造。我们说句（3）具有必然真实性和分析真实性，从分析性的角度来看，这种真实性由其组成成分决定。在这个句子中，作为描述主体的“孩子”描述作为描述对象的“孩子”。这种分析陈述是“根据语义规则的规定为真”的陈述，因而这种“真”是不考虑自然语言中的语境的。

关于分析陈述和分析句，在本部分的第八章中，我们会看到对它们与综合陈述和综合句的比较讨论。

本部分从整体来看是以对真值条件下语句意义的讨论作为线索的，这种设计的原因在于：后期语言哲学对于真理与现实关系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意义真值条件理论所引发的疑问的基础之上。为了更好地领会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4）我家的院子下面住着一群小精灵，但是我既见不到又听不到他们。

如何判断这个句子表达的命题的真值？首先，我们可以明确一点，这个句子不是分析性语句，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通过分析它的成分来确定它的命题的真实性，因此，它不具有必然真实性。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判断它的真值条件来判定它的真值？与前面提到的句（1）相比，我们便会发现句（4）的真实性无法通过实证活动得到验证，也不能通过其他手段加以证实。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它的真值条件。如果对语句意义的判定完全依赖于其命题的真实性的话，那么句（4）是否有意义都将要受到质疑。本部分将讨论的意义可实证理论就认为一句话是否有意义在于这句话是否可以得到证实。

单就我们能够判定其命题真值的语句而言，我们同样会发现它们的真实性也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单纯地依据意义真值理论还无法具体体现出来。让我们来看一看下面这两个句子：

（5）水是无色、无味、透明的液体。

（6） 20大于10。

我们说（5）和（6）表达的命题都为真，换句话说，它们的命题真值都是“真”。然而，如果我们仔细体味，便会发现两个命题有着不同的真实性，它们属于不同类型的真理。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水是无色、无味、透明的液体，就此我们断定句（5）是必然真理。然而，稍加斟酌我们便不难想象出在某个特定的场景中，水的上述实体本质可能会部分地或全部地消失。试想在科幻作品所创作出来的世界里，水是绿色的，具有同植物一样的光合作用的能力，可以实现瞬间净化。相比之下，针对句（6），我们很难想象在哪个可能的世界中，这个句子表达的命题由真变为伪。可以看出，（5）和（6）两个语句的区别在于：（6）是必然真理，而（5）是偶然真理。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里，（5）恰巧为真，一旦进入某种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可能世界时，它的真值便可能发生改变。莱布尼茨最早使用“可能世界”来定义必然性，他认为必然就是在一切可能世界中皆为真。其后的逻辑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发展。可能世界语义学中的“可能世界”概念就是从莱布尼茨所提出的“可能世界”发展而来
 的。可能世界语义学为分析和探讨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提供了一种精确的分析方法，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本部分的第九章将集中讨论可能世界的真理观。

通过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语言不是一个独立自治的系统，而是客观现实、生理基础、身体体验、认知方式、知识结构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表达与客观世界、认知世界之间存在着多个层面的关联。针对这些关联，哲学家、逻辑学家们从认识论和语义的角度做了大量的探索，给出了真理与现实的多种层面的解读，本部分将就此进行讨论。讨论的重点是：分析句与综合句、真理的证实、真理理论、模态、反事实条件句和蒙太格语法。主要讨论的人物有康德、卡尔纳普、艾耶尔、塔斯基、戴维森、莱布尼茨、刘易斯、克里普克、蒙太格。






 
8
 　语句、真理的证实、真理理论


8.0　引言

本书的第二部分就“命题”作了详细地介绍，我们发现命题和语句之间存在着这样一层关系：命题是语句表达的思想，是真值的承载者；语句根据其表达的命题才能间接地具有真值；命题可以看做语句的内涵意义。前面提到，我们可以通过描述那些使命题成真的条件，来确定这个命题的内容。这样来看，如果能够把一个语句的内涵意义，即它的命题内容，转化成一系列能够使这个语句为真的具体条件的话，判断这一语句的外延意义，即语句的真伪，也就会容易些。同样，“语句内涵意义决定其外延意义”这一点也将更容易理解。这是一种将意义具体化、形式化的方法，也是语义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通常这种不考虑语境因素，单从词语和句子角度对意义进行的形式化研究，属于真值条件语义学的研究范畴。在真值条件语义学中，真值条件被认为是语句的意义，理解语句的意义就在于获取它的真值条件。在语义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之前，这种思考在哲学探讨中早已出现。

基于真值条件的意义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命题和逻辑的讨论。在《解释篇》中，他把语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陈述句，另一类是非陈述句。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通常表达一定的命题，能够承担真值，也就是有真假之分，而非陈述句则没有直接的真值。
①

 亚里士多德在其逻辑学奠基之作《范畴篇》中，对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做出意义分析。他首先确立这样一个前提：由于命题是语词赋有意义的结合，它们对应某些确定的事实对象，因而能够对它们进行真伪的判定。接着他讲道：命题或思想作为认识，它们的真实或虚假取决于相应的事实是否存在；与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可以变化的个体事物不同，命题或思想本身是同一的、保持不变的。然而，命题或思想的真值确是可变的，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它们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相关现实存在的事物发生的变化所导致的。
②

 此外，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给真理下了一个定义：“每一事物之真理与各事物之实是必相符合（1997：34）”。

亚里士多德对真理的讨论被认为是符合论的先声，确立了真理符合论最初的经验基础。近代符合论主要体现在经验论哲学的真理理论之中，它们主张认识的真理性在于认识与现实相符合。洛克、贝克莱、休谟等人从各自的角度对符合论做过限定。20世纪以来，随着哲学的语言转向，哲学家们竞相把经验的界限框定为语言的界限，并尝试从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角度把哲学看作一种显示或确定命题意义的活动，真理的符合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转变为一种确证命题意义真假的问题，传统符合论也就转变为现代符合论。现代符合论的基本思想是：真理是命题与事实、命题与命题之间的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逻辑对应关系，语句或命题的真值取决于它与客体、与世界的关系，如果它与客体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或存
 在状态符合对应，与相关客体的事实相符合，语句或命题就为真，如果不符合就为假。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基本都持这一立场。坚持现代符合论的这些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他们分析“真理”和“真的”这两个词的确切意义，分析语句或命题的句法结构或逻辑结构，寻找它们的真值条件和检验标准等。由于近代符合论追求经验性真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没有对分析性的真理做出恰当的解释，而分析性语句的存在又使传统真理符合论陷入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境。针对人们对此提出的质疑，现代真理符合论把分析命题同经验性的命题区别开来，认为分析命题与经验事实无关，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重言式命题，它具有普遍必然性，而经验性的命题是可证实的命题，只具有偶然性，不具有必然性。下面我们将具体看看这两类语句。

8.1　分析句与综合句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对分析句已经稍有了解。这类句子的真值不依赖于经验，我们可以通过考查其主语和谓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来判断句子表达命题的真假。如前面提到的“孩子就是孩子”，这个句子是主词和谓词同义的例子，是一个同语反复。另一种常见情况是谓词包含在主语之中，通过分析主语的概念就可得出谓词的内容，如“青蛙是绿色的”，“青蛙”一词在语义上包含“绿色”一词。与“分析句”类似的提法有“分析陈述”、“分析判断”和“分析命题”。在近现代哲学中，以上概念通常与“综合句”、“综合陈述”、“综合判断”以及“综合命题”区分讨论。判断综合句或综合命题的真值与分析句不同。我们打个比方，如果说分析句的解读是将句子分解为组成部分的话，那么综合句的分析需要将分散的、孤立的成分合成整体。由于综合句成分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语义关联，判断这类语句的真值就不能通过主语和谓词之间的关系，而是要借助于经验。前面提到的例（1）“屋后有半亩空地”就是一个简单的综合句的例子。判断这个句子是否为真，单纯地考查它的成分或成分之间的关系都无法得出结论，我们要通过经验来做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亲自到屋后去看一看，我们便能立即知晓这个命题的真假。

分析句或分析命题被认为具有先验（a priori）真实性。“先验”一词在拉丁文中指“来自先前的东西”，或指“在经验之前”。近代西方哲学认为先验指先于经验或无需经验获得的知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分析句或分析命题的先验真实性强调的是这类语句完全独立于经验而成立，它们的真值仅仅通过反思就可以判定。与之相对，综合句的真实性取决于经验和外在条件，因此被公认为不具备先天真实性。18世纪末，分析句和综合句在先验性上的明确

区分受到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质疑。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被认为是现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1724年，他出生于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时逢洛克逝世二十周年。关于约翰·洛克，本书的第一部分已经做了详细介绍，洛克认为感性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源泉，主张知识和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一切知识也都通过经验获得，并在经验中得到证明。康德在其论著中曾多次肯定洛克的研究贡献，但对于洛克知
 识起源的论述康德提出异议，他认为知识的来源不限于经验，他反对彻底的经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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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经验主义和主张真理来源于思想本身的唯理主义的观点，康德出版了论著《纯粹理性批判》，书中他尝试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结合起来。这部著作首次出版于1781年，并于1787年再版，常被称作康德的“第一批判”，是西方哲学史上一本划时代的巨著。书名中的“纯粹理性”是指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理性，而所谓“批判”则是指对这种纯粹思辨的理性进行一种考查，以便弄清楚人类知识的来源、范围和界限。

康德认为知识是人类同时透过感官与理性得到的。经验对知识的产生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要素。把经验转换为知识，就需要理性（康德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将这种理性称为“范畴”），而理性则是天赋的。人类通过范畴的框架来获得外界的经验，没有范畴就无法感知世界。因此范畴与经验一样，是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按照康德的观点，知识可分为先验的和后验（a posteriori）的。先验知识无需经验事实来证明，独立于经验；而“后验”一词意指“在经验之后”，需要经验，源自经验，后验知识取决于外在条件，外在条件会因时间而改变，使命题为假。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做了详细论述，来补充先验与后验知识之间的区分。康德把命题叫做判断，认为知识都是通过判断来表达的，判断中包括主词、谓词和系词，主词和谓词被系词连接到一起就构成判断。按照传统的两分法，他区别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认为分析判断是谓词包含在主词之中，通过分析主词概念就可得出谓词内容的判断，综合判断是谓词不包含在主词里面，不能通过分析主词概念得到谓词内容的判断。然而，与传统的两分法不同，康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先验综合判断”（knowledge which is synthetic and a priori）这个新概念。这表明除“先验必然命题”和“后验偶然命题”外，他承认存在例外的情形。在他看来，一切分析判断都是先验的和必然的，而综合判断则分为两类：一类综合判断是后天认识的，另一类综合判断则是先验认识的，它们不依赖于经验同样具有必然真实性，后者就是他所提出的“先验综合判断”。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致力于论证“先验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这是他区分分析与综合命题的目的所在。

我们来看一看，为了说明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别，康德本人给出的两个例子：

（1） All bodies are extended.（所有物体都具有广延性。）

（2） All bodies are heavy.（所有物体都具有重量。）

康德认为（1）是分析判断，理由是“广延性（具有一定的形态或体积，占据一定的空间）”的概念是“物体”概念的一个特征，通过分析，谓词“广延性”能够从主词“物体”中抽引出来，即主词能够演绎出谓词；而（2）是综合判断，因为“重量”这一特征并没有预先包含在“物体”的概念之中，而必须通过综合，在判断的过程中把它和“物体”概念结合起来。为了更容易地理解这一点，我们看看下面这两个例子：

（3）所有的法拉利赛车都是车。

（4）所有法拉利赛车的车速都很快。

在例（3）中，“法拉利赛车”的意义从语义角度来讲包含在“车”一词中，这个句子具有必然真实性，是一个分析判断；而例（4）是一个具有偶然真实性的综合判断，“法拉利赛车的车速”这一特征并没有包含在“快”的概念之中。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否定例（3）这一判断就会产生矛盾，而否定例（4）并不产生矛盾，如（5）和（6）：

（5）并非所有的法拉利赛车都是车。


 （6）并非所有法拉利赛车的车速都很快。

按照康德的解释，“经验的判断就其本身而言全部都是综合的”。然而，所谓的“纯粹理性”又是完全没有掺杂任何经验的综合知识，即先验综合知识。这里可以通过对先验的进一步理解，领会其中的要义。认识过程中的先验，其实是指先决条件，也就是使得经验知识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如果从主体对客体的认知角度讲，先验知识是客体对象被认识的根基，这个部分存在于认知主体之中。康德实际上是强调主体的认识功能。他指出，“如果我们把主体、哪怕只是把一般感官的主观性状取消掉的话，客体在空间和时间里的一切性状、一切关系，乃至于时间和空间本身就都会随之消失……客体对象本身脱离我们这一切感性接受能力后将是怎样的状态，对于我们来讲仍然是未知的”（2004：12）。

康德及其后世的许多哲学家把这种感觉或认识之外的，但又绝对不可认识的物质世界的“自在之物”描述为超验的（transcendent）。“transcendent”一词，可以通过其动词“transcend”（超越、超出某种界限）来理解。在康德哲学中，超验意为经验或作为结果的知识界限之外的。与超验相区别，康德提出“先验”（transcendental）的概念，并对这个概念做过这样的解释：“我把所有那些不是与对象有关，而是与我们认识对象的方式有关的先天可能的知识，都称作‘先验的’，这样一些概念的一个体系就将叫做先验哲学”（2004：19）。这里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康德首先用这个概念来指明一种哲学的讨论取向：一门先验哲学（transcendentalism）所涉及的应当是一种先验的认识，这种认识所探讨的并不是对象本身，而是我们对先天可能的对象的普遍认识方式。其次，康德用这个概念所表明的不是对所有经验的超越，而是某种虽然先于经验（先验的），但却能使经验认识成为可能的东西。

那么，哪些知识既符合先验的标准，又满足综合命题的要求呢？在康德看来，数学命题可归为这一类。数学命题都是不依赖于经验的先天判断，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以往人们根据这一点，就断定一切数学问题都是分析判断，因此我们只需要进行分析性的推演，就能得出它们的真实性。康德指出，这种观点把先验的知识和分析得来的知识简单地混同起来了，因为分析判断固然是先验的，但并非所有的先验判断都是分析判断。康德一方面承认严格的数学命题任何时候都是先验判断，另一方面又认为，就数学而言，这种先验判断并不是分析的，而是综合的，这种综合也不是对经验的综合，而是借助于感性认识对数学概念进行的独立于经验的“构造”。

根据我们的数学知识，下面的例（7）为真。这种知识来源于、并且依赖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方式。对于这个数学命题，如果不借助感性认识，单凭分析数的概念，要从“1与1之和”这一概念中分析出“2”来，是绝对做不到的，因为这一概念只包含这两个数合而为一个数的意思，却并没有说到那个和数是多少。因此，判断（7）这样的数学命题的真值，与前面提到的分析命题（3）和（5）不同，不能通过分析其组成成分这一方法。

（7） 1+1=2

试想如果我们借助于现实世界，比如说，把一个豆子和另一个豆子放在一起，然后数豆子的总数，我们发现总共有两个豆子，这样是否就能够证明（7）是真命题呢？答案是不能。实际上，通过实物计数我们发现共有两个豆子，这是因为组织实体和数量的数学体系告诉我们事实是这样，借助于这种感性认识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离开人们对此的感性认识后，“1+1=2”这一命题是真是假我们便不得而知。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举例并解释说，“‘7+5=12’不是分析命题。因为我既不是在7这个表象中、也不是在5这个表象中，也不
 是在这两者的组合这个表象中想到12这个数”（2004：156）。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以数学知识为例，康德所提出的这类先验知识确实给经验主义带去很大挑战。一方面，可以说此类命题为真已是我们基本知识中的一部分，它们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而另一方面，人们的经验又有着个别性和特殊性。这就意味着知识和经验并不一一对应。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除数学命题外，人们的基本知识中还存在像（8）这样的真正意义上的经验性概括。

（8）所有的鸟都有羽毛。

一般来讲，我们能够认可（8）这一概括。在我们的经验中，鸟类的每一个具体的个例都可以用这个命题的谓词“有羽毛”来进行描述。况且，即便我们可以想象在某种经验下，我们可能会怀疑（8）的真实性，但是我们却无法验证它。相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们都将无法想象，哪种经验会让我们去质疑（7）的正确性。我们可以想象一只没有羽毛的鸟，我们却无法想象一个物体加上另一个物体得到三个物体。在康德看来，纯粹的经验主义知识论将无法解释以上两种知识的差异。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经验虽然告诉我们某物是如此这般的状况，但并不告诉我们它不能是另外的状况”（2004：2）。而且，单纯依赖于经验，例（7）这类知识的确定性也将无法得以解释。

虽然康德所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语言本身，而是人类知识和认识能力的本质（广义的理性或知性），而且这方面的研究在康德哲学中占据突出地位，但是，就不同种类真理的探讨而言，他的认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出发点。在下面的内容中，我们将主要关注综合命题中那些不能称之为先验知识的命题。也就是说，下文的讨论对象将是那些无必然真实性、用于描述现实世界中事和物的判断。这里我们将依据康德的阐释：将这些命题判定为真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与现实绝对相符，最多只表明它们与个人的经验感觉一致。在此基础上，我们去了解20世纪西方几个主要哲学流派针对以上问题以及意义与真理的关系这一重大议题所做的论述。20世纪中期，“证实”（verification）这一方法得到哲学界的广泛关注，这里将以此作为下面讨论的切入点。

8.2　真理的证实

为了了解证实方法如何探究意义，我们需要把时间从康德所处的时代推后一百五十年左右，去了解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们（logical positivist）的研究。与此同时，我们仍关注认识能力、知识和经验这些话题。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又称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logical empiricist），他们继承和发展了西方哲学中的经验论和实证论传统，主要以经验为根据去考察意义。

实证主义（positivism）是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的前身，是19世纪流行于西方的一个哲学流派，它的发展与科学发现和科学知识的传播紧密相连。实证主义哲学家们注重通过经验的科学方法观察、研究事物而得到知识，他们认为超越经验或不是经验可以观察到的知识以及无法通过科学实验验证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因此，他们拒绝、排斥一切先验的和形而上学的知识，比如说，那些与宗教或迷信有关的知识。我们能够发现实证主义哲学家们的主张与本书第一部分讲到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们的观点有着相似之处，这其中
 以经验主义的集大成者约翰·洛克为代表。洛克主张所有的思想和观念都来自或反映了人类的外部感官或内省，也就是说，都来自或反映外部经验或内部经验。他提出著名的“白板说”，认为人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心灵如同一块白板，没有任何标记和观念；人的一切知识都是后天得来的，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而实证主义哲学家们主张唯有以感官经验为基础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唯有确实感观根据的判断才是确定的判断。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英国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都强调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但是，实证主义否认内在能力的存在，宣称思想或观念只能是习得的，因此可以说实证主义是一种激进的经验主义。从名称来看，“positivism”与英语“positive”一词有关，我们知道“positive”的常见意思有“绝对的”、“明确的”、“纯粹的”。实证主义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正是那些人们在观察世界的过程中所得的绝对知识。

实证主义发展到20世纪，表现为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这一“新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特别关注意义与真理之间的联系。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维也纳学派。维也纳学派20世纪20年代初期产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当时一批志同道合的哲学家组成了讨论小组，每周召开例会共同讨论逻辑和认识论的问题，“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因此而得名。1929年，该学派发表了一本纲领性的宣言--《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这标志着维也纳学派正式形成。30年代中期，纳粹势力在欧洲兴起，学派中的犹太学者受到迫害，导致不少重要成员被迫离开欧洲逃亡海外。40年代时，维也纳学派最终解散。尽管此后维也纳学派不复存在了，但在当时这一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思想已经在欧洲大陆和英国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重要的影响。

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们各自有着自身关注的领域，他们的研究涉及自然科学的不同分支。作为一个团体，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构造形式化的人工语言以及系统理论，以便于更好地进行科学概念和科学陈述的重新构造。他们特别关注的是：为科学和形而上学划界。在这些哲学家看来，数学和经验科学的命题是有意义的，而形而上学、宗教、伦理学、美学等方面的命题是无意义的。被他们归为有意义的命题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分析命题，在前面我们介绍过，这类命题是在逻辑上必真或必假的命题，它包括重言式和矛盾式，我们无需参照外部现实，通过分析命题本身就能够确定其真值。第二类是逻辑学和数学命题，我们从康德的论述中已经看到，这类命题无法通过经验证实。第三类所谓有意义的命题是能够用经验证实的综合命题，它在以上三类命题中涵盖的范围最广，包含所有自然科学讨论中可以被接受的命题。

如果一个陈述是可证实的（verifiable）命题，或者说它具有可证实性（verifiability），那么通过观察、凭借经验我们就可以判断它的真伪。对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来说，例句（9）和（10）可以凭借经验来证实，它们是有意义的陈述，而例（11）、（12）和（13）属于无意义的陈述，它们不论如何都不会出现在科学讨论中。

（9）水在摄氏一百度沸腾。

（10）太阳围绕地球转。

（11）上帝是仁慈的。

（12）和谐是美的最高境界。

（13）梦是一种受压抑的愿望经过变形的满足。

我们熟知命题（9）的证实方法。在适当条件下，我们借助温度计就可以提供实验依据证
 明这一命题为真。与之相似，我们也清楚地了解如何寻找证据去判定例（10）是真还是假；事实上，现代天文学的研究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命题为假。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太阳围绕地球转”为假，并不说明它没有意义。和例（9）一样，例（10）具有可证实性，只不过证实的结果是：它是一个假命题。相比之下，根据证实方法，例（11）、（12）和（13）三个语句由于内容超越了经验范围，无法找到可行的证实方法。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这些语句都是没有表述任何知识内容的、没有意义的假命题。因此，基于证实方法的逻辑实证主义真值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符合论的真理观，它同样主张命题为真在于它们与事实相一致。然而，证实方法在符合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判定命题真伪的事实必须是经验事实，也就是经由观察或实验获得的事实。

这样看来，证实方法为区分有意义命题与无意义命题提供了一个根本标准。但是对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来说，证实方法并不仅仅是一个判断依据，它同时也是一种描述语句意义的重要手段。他们认为语句的意义是由适合它们的证实方法所决定的。例如，通过必要的实验和观察判断例（9）的真假时，我们实际上也是在演示它的意义。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逻辑实证主义的思想，我们来看看维也纳学派杰出的代表人物--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ph Carnap）的主张。本书的第二部分介绍了卡尔纳普对命题性的定义，这里我们重点关注他对意义的讨论。在卡尔纳普看来，很多显而易见的哲学问题事实上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语言表达的问题。他强调形而上学的问题都是“伪问题”，认为对这类命题的语言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便能够发现它们实际上都是无意义的，它们既不属于任何一门具体的经验科学，也不属于哲学，对于这些命题完全应当予以摒弃。

以卡尔纳普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根据证实方法，把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等命题视为无意义的命题，并且主张对这些命题加以拒斥，这一做法引起了强烈的反对意见。面对这种情况，卡尔纳普做出解释：维也纳学派拒斥形而上学的命题，并不是针对其内容，而是反对其形式，即命题的语言，形而上学领域的陈述不是错误，而是无意义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构成对世界的表述，实际上只是一种对语言的误用。在《语言的逻辑句法》一书中，卡尔纳普这样写道：

当我们维也纳学派，依照反形而上学观，批判形而上学的语句（如：“上帝存在”）或形而上学认识论的句子（如：“外部世界是真实的”）时，多数反对者认为我们是在否定这些对象句子，而肯定相反的内容（如：“上帝不存在”或“外部世界不是真实的”）。尽管我们事实上已经多次说明并且一再指出我们所针对的不是那些（伪）事实，而是（伪）句子本身，但是这样的误解仍然不断地出现（卡尔纳普，1937：309-310）。

和维也纳学派的其他哲学家一样，卡尔纳普十分推崇分析科学语言。在《语言的逻辑句法》一书中，他力图建立一种形式语言，或至少确定出形式语言的特点，最终应用这个语言更精确地陈述数学和物理学的研究成果。这种形式语言将具体规定语言符号的种类以及符号构成表达式所依据的规则，但它不涉及语言中符号或表达式的意义。在卡尔纳普看来，这样一种人工语言，远比任何自然语言都更适合于科学陈述。他认为自然语言是不精确、不完美的，“具有逻辑缺陷、缺乏系统性的自然语言的构造”使得人们无法明确叙述其规则和结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卡尔纳普并不认为他对形式化的人工语言的论述与自然语言研究必然无关；相反，他所研究的句法规则可能同样适用于自然语言。卡尔纳普把形式语言分析比作物理学家的研究，物理学家关注自然规律，但不是去直接解释自然现象。他在《语言的逻辑
 句法》中这样写道：

首先物理学家把自己的定律应用到最简化的模型上，如一根细直的杠杆、一个简易的钟摆、一些点式群体等。然后，借助于被这些模型验证后的定律，他便能够把实体的复杂特性分解成适当的要素，从而加以掌控（1937:8）。

从实验材料和实验环境角度来讲，物理学家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人工性质，材料与实体相比可能是不完整的，实验室环境也是人为设定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研究所得的成果与自然界中的物理现象存在关联。同样，一种人工构造的、从而可以达到描写充分的形式语言似乎与错综复杂的自然语言相去甚远，但是前者却有助于解释后者的规律性。我们能够看到，后来的语言学句法理论在实现描写自然语言方面已经更为乐观，但卡尔纳普所关注的形式化的人工语言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对自然语言简化、形式化的作用。卡尔纳普所做的比较表明哲学家、语言学家的研究如同物理学家的实验，虽然是自然状态的某种简化，但可以看作是合乎情理的。

随着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们的著作不断出版并广为传阅，这一哲学思想的影响也走出维也纳，甚至整个欧洲大陆。伯特兰·罗素就曾表示他的研究受到逻辑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另一位对此饶有兴趣的英国哲学家是阿尔弗雷德·艾耶尔（Alfred Ayer）。

艾耶尔，常被称为A.J.艾耶尔，年少时曾就读于伊顿公学及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1932年，到维也纳大学进修并开始与维也纳学派接触，参加他们的讨论会。1933年起，在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任哲学讲师。1940年，参加英国军队。二战后，任伦敦大学学院哲学教授，同时也是牛津大学的逻辑教授。早在1936年，年仅26岁的艾耶尔就因其出版的《语言、真理与逻辑》赢得英国哲学界的普遍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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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简短的著作中，艾耶尔以一种清晰、活跃而且雄辩的写作风格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们阐述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书中他提出一种特殊形式的可证实性标准（criterion of verifiability）用以鉴别命题是否“有意义”，这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重要立论依据--著名的“证实原则”（verification principle），也称“可证实性原则”。在艾耶尔之前，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们也曾以种种方式阐述过这一标准，有所不同的是艾耶尔认为证实方法只是判断命题是否有意义的标准，他不赞同“命题的意义是它的证实方法”这一观点。艾耶尔提出证实原则具有两层性，“强证实”与“弱证实”。所谓“强的证实原则”所要求的就是一个命题有无意义，取决于能否直接通过观察判定其真假；而“弱的证实原则”所要求的则是一个命题为真或为假，取决于它与相关命题的观察结果是否具有联系。艾耶尔采用了弱的证实原则，并且做出如下表述：

我们认为，一个句子对于任何一个既定的人来说都具有实在的意义，当且仅当，他知道如何去证实那个句子想要表达的命题，也就是说，他知道在某些情况下什么样的观察会引导他因命题为真而接受那个命题，或者因其为假而拒绝那个命题（1971:35）。

然而，不论是强的证实原则还是弱的证实原则，是强调通过实验和观察鉴别一切科学认识的经验的证实还是力图把数理逻辑的分析方法运用于哲学的逻辑的证实，证实原则由于其自身的片面性，遭到了各方的质疑和抨击，不断陷入矛盾和困境。有反对者指出，对于陈述过去事件的命题，我们无法找到确切的证实方法去判别其真伪，如果因此就认为这些命题或陈述都是无意义的，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另有针对证实原则本身提出异议的人，他们认为
 既然证实原则可以对任何命题、陈述、规定、方法进行经验主义的批判和审查，那么被审查的对象应该也包括证实原则本身。但是，证实原则自身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操作方法，无论在直接意义上还是间接意义上，都无法被任何经验事实和观察材料支持或证实，因而证实原则只能是形而上学的。根据逻辑实证主义的要求，形而上学必须受到拒斥，这样一来证实原则就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如果承认这一原则是合理有效的，就必须因其无意义而加以摒弃。面对可证实理论受到的各种冲击，艾耶尔在后期的相关讨论中更加谨慎地对待这一问题。他调整了自己对证实原则的看法，其中包括在1973年出版的《哲学的中心问题》一书中的评论。然而，艾耶尔始终坚持对意义和知识的经验主义验证方法。他认为在鉴别命题真伪的过程中尽管存在无法验证的因素，但是仍然可以通过识别事物所处的场景对命题做出判断。

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们一直探寻一种可行的证实原则，在意义的可证实理论方向上，他们从符合论真理观的角度出发，力图提出一种对于科学讨论而言足够精确的真理性的判定方法。他们认为“真理在于命题与事实相一致”的提法用科学标准来衡量便不够充分；就科学而言，那些为科学家们判别命题真伪提供依据的可观察到的现象或感觉材料事实上都应得到详细地说明。然而，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方法也存在许多问题，正如艾耶尔在其后期作品中所指出的那样，问题的原因大体可以归结为证实原则所要求的严格的实验依据往往在实验室之外是无法获得的。这也使得许多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有意义的陈述，难以通过观察经验得到证实。与其他站在真理符合论立场的意义理论一样，可证实性的解读在具体说明陈述句及其命题的真值条件方面也存在着缺陷，并且同一语句的不同使用方式在这种解读中往往被忽略。稍后我们还将看到针对上述局限性所做的讨论。下面我们先来看看20世纪另一种探求严密的真理理论的尝试，它们关注真值条件本身，而不去考虑能否从经验上证实这些条件成立，这些理论通常统称为“真理论”或“意义的真理论”。

8.3　真理理论

阿尔弗雷德·塔斯基和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是两个与真理论联系最紧

密的名字。

塔斯基（1902-1983），美籍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原籍波兰，早年就读于华沙大学，1925年起在华沙大学任教。与同时代维也纳学派很多哲学家的经历相似，由于政治原因，1939年，塔斯基被迫离开欧洲，移居美国。而后他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继续其真理研究。也正是在这里，戴维森后来担任哲学教授，继承并发展了塔斯基的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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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塔斯基发表了一篇题为“真理的语义学概念和语义学基础”的文章。文中，他力图提出一种完全针对语言的真值条件理论，但是这种理论并不针对英语或者汉语这样的自然语言。塔斯基致力于研究那些能够依据真值进行精确定义的语言，并明确地指出这些语言都是人工语言。同卡尔纳普一样，塔斯基认为自然语言过于模糊、不够精确，因而无法对这样的语言做出充分的理论阐述。塔斯基把他所考察的语言定
 义为“对象语言”（object language）。在他的多数作品中，这种对象语言事实上是英语的一个片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语言并不是英语本身，或他的描述中的任何其他一种自然语言。塔斯基试图阐述与“经典”的真理模式相符的那种对象语言。在经典的模式中，真理的概念可表述为“语句为真在于它与事实相一致（或相符合）”（1944：341-375）。塔斯基认为这种表述是不够精确和清楚的，它不能够就对象语言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真理的定义。因此，他力求通过描述每个语句的真值条件来改进经典符合论的真理概念，给真理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塔斯基提出的真理论包含一系列陈述，每个陈述分别针对对象语言中的一个句子，它们为对象语言中相应的句子提供真值条件。这些陈述以T语句（T-sentence真语句）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塔斯基所引入的用公式表达符合论的模式，即T语句模式。T语句，也称T型等值式或T模式，是塔斯基真理论中恰当使用和定义“真”这个概念的重要条件。T语句与对象语言中的句子一一“配对”，它们指明对象语言中与其对应的句子的成真条件。事实上，塔斯基的方法就是把对象语言中的每个语句与另一个句子搭配起来。我们先来看看T语句的基本形式：

（14）X is true iff p. （X是真的，当且仅当p。）

在这个公式中，字母“X”代表对象语言中的任意一个语句，“p”是为这个语句提供成真条件的命题。塔斯基通过（21）这个实例阐述了上述公式。

（15） The sentence“snow is white”is true iff snow is white.（语句“雪是白的”为真，当

且仅当雪是白的。）

这里我们看到（15）中的“X”是一个英语句子，事实上它也可以是其他语言中的句子，它代表的是对象语言中的语句。（15）这样的表述乍一看来或许会令人失望，它似乎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新的信息。但是，这个T语句并不像它所表现的那样，事实上，它不是对同一个句子的重复。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注意句中的标点符号，然后再去回想本书第二部分讲到的“使用（use）”和“提及（mention）”两个表达的区别。我们能够注意到在这个T语句中，“X”由一对引号和snow is white
 一起构成（“snow is white”），而“p”则是snow is white
 本身。也就是说，snow is white
 在这个T型等值式的两边（或T语句实例的两个分句中）同时出现，左边的带有引号，而右边的不带引号。实际上，在（15）中只有右边的snow is white
 是被“使用”的，它与左边用来“指称”或“提及”它的形式相对应；如果说左边的“snow is white
 ”是句子的名称，那么右边的snow is white
 则是句子本身。

可以看出T语句的表述方式就是首先确定对象语言中的一个句子，然后对这个句子进行说明。为了更准确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再看看下面的例子：

（16） The sentence“雪是白的”is true iff snow is white．（语句“雪是白的”为真，当且仅当雪是白的。）

在这个例子中，T语句同样是用英语表达出来的，但是它针对的对象语言却不是英语（更确切地说，它不是英语的一个片段），而是汉语的一个片段。这个例子是汉语语句“雪是白的”的T语句。类似地，（17）与（16）一样，也是“雪是白的”的T语句，只不过它用汉语表达出来。

（17）语句“雪是白的”为真，当且仅当雪是白的。

明确了T语句的形式，我们再来看看塔斯基是如何定义真理的。塔斯基认为单个T语句并不足以定义什么是“真”，因为它本身并不是真理的定义，而是某个句子的成真条件，它
 只是被用来说明对象语言中某个特定的句子“是真”意味着什么。每个T语句都只能部分地定义什么是“真”，因此，我们只能把它看成真理的部分定义。对象语言中的每个语句都有一个T语句与它对应，这些T语句共同构成这种语言中关于“真”的完整的定义。

我们知道所有的自然语言都包含无穷多个语句，这样看来，确定出一整套T语句的构想便无法实现。按照这个思路，一旦我们认可塔斯基关于真理的定义，就相当于把那些针对自然语言的真理理论全部看成片面的、不完整的，这种结论似乎成为摆在塔斯基面前的一道难题。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塔斯基并没有把自然语言作为自己的描述对象。他所关注的领域正是他所提到的“理论”语义学，而不是“描写”语义学。在这个方向上，他并未着眼于解释自然语言，而是尝试提出一种针对人工语言的真理理论。正如维也纳学派的一些哲学家，塔斯基致力于开发一种有限的、可以实现充分描写的语言。相对于自然语言来讲，这种语言能够更加精准地服务于科学论述。也正像逻辑实证主义者们那样，塔斯基认为自然语言具有含糊和不严谨的特点，这样的特点决定了自然语言无法应用于严谨的科学研究。或者，至少在经过必要的加工处理之前，自然语言还经不起科学标准的检验。

从现代语言学的视角来看，塔斯基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与我们所熟悉的语言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相去甚远。然而，站在一种不同的学科立场上，依照语言学的研究标准去衡量甚至批判一个处于不同时代的哲学理论，显然不太合宜。尽管如此，如果把塔斯基的理论与其后戴维森的研究两相比较，我们便能够从中窥见现代语言学在此期间的发展。与塔斯基不同，戴维森把自然语言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塔斯基发表其名篇《真理的语义学概念和语义学基础》到戴维森的名篇《真理与意义》问世，前后二十几年间，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兴起，自然语言也确立了作为研究对象的合法地位。与此同时，不少哲学家也开始对自然语言产生兴趣，甚至关注起语言的实际使用。

唐纳德·戴维森（1917-2003），当代美国著名语言学家，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分析哲学家之一。1939至1949年，受教于哈佛大学奎因等人的门下，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戴维森致力于在塔斯基真理论的基础上为自然语言提供真正的意义理论。尽管后来戴维森的意义论顺承并发展了塔斯基的真理论，但二者在目的上却不尽相同。在“真理与意义”一文中，戴维森直言不讳地指出就真理论的目的而言他与塔斯基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塔斯基的真理论是一种特殊的意义理论，但意义理论的任务不是去改造自然语言，而是要描述和理解自然语言，要为这种语言中的每个句子做出语义解释。此外，戴维森还认为塔斯基真理论中的一系列T语句不仅是定义真理的手段，也是描述语句意义的一种方式。因为真理论不是简单地规定或指出什么是真语句，而是说明一个语句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够成为真语句，也就是给出语句的成真条件，而了解语句在什么条件下为真实际上正是去了解语句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塔斯基的理论是在意义概念的基础上定义真理，而戴维森却是确定真理的概念，从而确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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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森认为，要以塔斯基的真理论为基础建立一种自然语言的意义理论，必须从两个方面对塔斯基的理论加以限定。首先，自然语言的本质决定了它的语句在数量上是无穷的，利用T语句与它们一一“配对”，对每个句子做出解释显然是无法实现的，那么自然语言的意
 义论就必须设法以有穷的方式解释无穷多的语句，也就是实现其自身的形式化和公理化。其次，在将T语句移植到自己的意义理论中时，戴维森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一问题根源于T语句中的逻辑联结词“当且仅当”。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我们看到逻辑联结词的作用是把一个或一组真值映射到另一个真值上。逻辑学中允许“当且仅当”这样的联结词联结两个毫无关系的命题，但是在自然语言中复合命题的前件和后件往往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面对一个形如例（15）的语句，我们不会怀疑它的正确性，而下面的句子在自然语言中的正确性却会受到质疑。

（18）语句“雪是白的”为真，当且仅当草是绿的。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语句在没有做出理论限定之前是可以被衍推出来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在于塔斯基的理论预设了“同义性”的概念，而戴维森的理论不能预设这一概念。简单地说，塔斯基预先设定了逻辑联结词“当且仅当”所联结的两个语句具有语义对应关系。这样一来，对象语言中的“‘雪是白的’”只会与描述语言中的“雪是白的”配对，而不会与“草是绿的”搭配。而戴维森利用塔斯基的理论建构意义理论时，是以确定意义为目标，如果预设了“同义性”的概念，就会导致循环定义。如果戴维森所要求的只是“当且仅当”两端的语句真值恒等，那么逻辑上（18）的正确性便毋庸置疑。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很难把它看成是对“‘雪是白的’”的意义的界定。从戴维森的研究目的来看，一方面自然语言对逻辑联结词的语义要求在这里没有得到满足，另一方面，这种描述也没有为语句提供合理的意义解释。对此戴维森也明确表示“如果任何两个语句具有相同的真值，它们就具有相同的指称；如果一个语句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指称的话，那么所有具有相同真值的语句就必定是同义的。这简直是一个无法容忍的结论”（1967：304-323）。因此，对塔斯基的真理论的第二方面限定就在于如何避免在双条件式的两端出现“奇异”的搭配，如何把（18）这样的实例排除在意义论的T语句的范围之外。

针对上述问题，戴维森提出了一个公理系统用来补充塔斯基的T语句模式。公理可以定义为原则或规则，它与语法规则十分相像。一组有限的公理可以生成一系列的公式或定理。对于一种语法来讲，这些定理指的是一种语言中的所有的语句。而在戴维森的理论中，这些定理是指与这种语言的句子相对应的T语句。根据戴维森的设计，在有限的公理生成无限的T语句的过程中，与T语句对应的语言的意义体系也就随之得以确立。戴维森的公理系统具有三种类型的公理：指称公理（axiom of reference）、谓词满足公理（axiom of satisfaction）和连接公理（connection axiom）。以构建例（19）的T语句为例，让我们来了解以上三类公理。

（19） Ice is cold.（冰是冷的。）

为了具体说明这个语句的意思，也就是把这个句子与同一语言中其他真语句从意义上区别开来，我们需要确定句子中单个成分的意思。首先，我们通过指称公理来解释句子的主语。指称公理的通式为“‘X’refers to X”（“X”指的是X）。这里再次涉及“提及”和“使用”的区别。通式中加引号的X是提及的对象，而没有加引号的X则是具体的使用。因此，当我们把指称公理应用到解释主语“冰”时，就有了如下形式：

（20）“Ice” refers to ice.（“冰”指的是冰。）

解释完主语后，我们接下来确定并解释（19）中的谓词，这也就是将句子中的谓词与所有其他可能的谓词区别开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用到满足公理。满足公理依据一些存在物定义谓词的含义，这些存在物是谓词表达的含义能够恰当地应用到其中的存在物。所谓“满足”，
 事实上就是指存在物“满足”谓词的语义要求，也就是一个存在物和一个谓词的组合能够构成一个真命题。应用满足公理对（19）中的谓词“冷的”进行定义，我们会得出如下语句：

（21）“Cold”is satisfied by cold things．（冷的事物满足“冷的”。）

最后，我们需要确定主语和谓词之间的连接成分，也就是把（19）中的“冰”和“冷的”两个成分连接起来的桥梁。连结公理对（19）中的“is”（是）做出这样的描述：

（22）“a is b” is true iff what“a”refers to satisfies“b”．（“a是b”为真，当且仅当“a”所指称的事物满足“b”。）

以上三个公理共同应用于语句“冰是冷的”便得出如下T语句：

（23）“Ice is cold”is true iff ice is cold．（“冰是冷的”为真，当且仅当冰是冷的。）

通过使用上述公理系统，戴维森避免了他所指出的两个问题，确立了一种有效地确定意义的程序。描述任意一种自然语言都需要无穷多个T语句，现在这些T语句可以通过有限数量的公理推演出来，这就如同一种自然语言的有限的语法规则可以生成无限多个语句一样。这些公理与一个逻辑常量体系（详见本书第二部分）和一种语法规则三者结合起来就足以生成无限T语句。同时，这些公理还保证了T语句中双条件式两端的表达式具有意义上的关联性。因此，针对“冰是冷的”这个句子，我们应用这些公理能够得出的唯一的T语句便是（23）。

戴维森主张这种公理化的分析方法原则上适用于任何一种自然语言。然而，在实践中他仅仅把这种方法应用到了少量的英语语句上。但是，戴维森承认，从真理论的角度解读自然语言中的意义时，确实需要考虑一些复杂的情况。我们发现对自然语言的意义研究多把重点放在陈述句上，它们往往很少考虑疑问句、祈使句等语句。如果戴维森的研究就此止步，我们会看到他的意义论同样是集中地探讨陈述句，而不去关注疑问句和祈使句。比如说，依据公理系统我们能够给出语句（24）的真值条件，但是却不能够给出（25）或（26）的真值条件，然而（25）和（32）与（26）一样，它们都是标准的英语语句。

（24） You will pass me the salt．（你把盐递给我。）

（25） Will you pass me the salt?（把盐递给我好吗？）

（26） Pass me the salt!（把盐递给我！）

戴维森在1979年发表的文章“语气与履行”中提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任何一种恰当的真理理论都应该能够解释上述三个语句的差别，他把它们之间的区别界定为语气上的差异。同时，戴维森注意到这三种语句具有共同的语义成分。考虑到这种语气差异和语义关联在构建意义论时的重要性，戴维森指出，如果不能恰当地解释语气问题，真理论的概括性将会大打折扣（1979：9-20）。针对这一问题，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把“非陈述句”拆分成两个独立的部分，一部分是语句的“共同的语义成分”，另一部分是句子的语气。简单地说，在戴维森看来，所有的非陈述句都可以通过一个陈述句和一个“语气设定成分”（mood-setter）表示出来。这两个部分在语句的使用过程中相伴而生，但是戴维森强调它们应被视为完全独立的两个部分。依据这种“拆分”的思路，之前我们看到的疑问句（25）和祈使句（26）就可以通过陈述句（24）和它们各自的语气设定成分改写成（27）和（28）。

（27） My next utterance is a question. You will pass me the salt．



（我的下一个语句是疑问句。 你把盐递给我。）





（28） My next utterance is an imperative. You will pass me the salt．



（我的下一个语句是祈使句。 你把盐递给我。）






 在戴维森看来，我们得到的这两个独立的部分都有着自身的真值条件，因此（27）和（28）这样一类表达符合真值理论的要求。同时，作为完全独立的部分，它们之间又不存在通过真值函项联结词建立起来的组合关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例句（25）和（26）不具备真值条件。简单地说，疑问句、祈使句或其他非陈述句可以看作是由一个陈述句和一个语气设定语句共同构成的句子，但是，由于这些非陈述句本身并不是两个简单命题通过联结词联结而成的复合命题，我们便不能像运算复合命题的真值那样去定义非陈述句的真值，因此这些语句不具备真值条件。戴维森认为，通过上述的“拆分”方法，以真理论为基础的意义论不仅关注到陈述事实的语句，同时也把语言的实际使用考虑了进来。

在自然语言的使用过程中，对“真”的定义通常取决于语句出现的具体语境，这是基于真理的意义论所面临的又一难题。事实上，类似于“雪是白的”、“冰是冷的”这样的陈述在自然语言中只占一小部分。正如戴维森在“真理与意义”中写到的那样“同一个语句在某一时间或从某个人的口中说出是真的，而在另外一个时间或从另外一个人的口中说出就可能是假的”（1967：304-323）。语句在某些特定的语境中为真而在其他的语境中为假，这种现象催生出另一种真理观，这便是可能世界的真理观。

8.4　本章小结

在进入到下一章之前，我们先就本章的内容做一个简要的小结。语言和世界的联系可以通过语句所传递的命题的真实性来观察。我们对命题的真值做出判断就是把语言和世界联系到了一起。语句之间存在着差异，真值判定的方法也就不尽相同。分析句和综合句正是由于判断标准的不同而被区分开来的。然而，在康德看来，先天综合判断同样具有可能性，知识本身也存在差别。有些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有些知识则依赖于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实证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者们主要关注那些来源于感觉经验的知识。对于他们而言，只有在观察世界的过程中得到的知识才是绝对的知识。他们提出的证实方法和证实原则为判定命题的真值提供了一种标准，也为描述语句的意义提供了一种手段。在探究真理和意义的道路上，哲学家们不断地追求理论的严密性和精确性。塔斯基的真理论正是这种尝试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他把目光聚焦在能够依据真值进行精确定义的语言，并引入一种公式化的真值表述方式。毫无疑问，对于科学论述而言，这种理论具有其明显的优势，但是，随着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的发展，自然语言得到了应有的关注。戴维森在塔斯基的基础上朝着自然语言的方向前进了一步，他为自然语言建立了一种真值条件意义论，这可以说是意义问题研究中的一场具有重要价值的“实验”。





本章思考题

1．语句的内涵意义和外延意义分别指的是什么？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2．举例说明分析句和综合句的区别。

3．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认为哪几类命题是有意义的命题？

4．简要论述意义论对真理论的发展。






 
9
 　可能世界的真理观


9.0　引言

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已经熟知“命题与现实相符即为真、相悖则为假”这种定义“真”的方式。理解了其中“符合”的意思（语句描述的内容与世界或宇宙的本来面目一致），我们通常不去深究什么是“现实”，更少去思考现实的本质。有人可能会说“现实嘛，就是实际情况”。事实上，现实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等同。举个例子，当我们回想起过去发生的某个事件时，也许会这样思索“如果当时自己做出的不是从前的决定而是另外一个的决定，如果事态没有发生任何扭转，那么现在事情可能朝着其他方向发展，我们得到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结果”。这表明我们可以构想出“现实”的多种可能的形式。这些形式与事物的实际情况紧密相关，但是在个别方面不同于实际情况。如何描述这种构想出来的、事物可能的存在方式呢？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它们看成现实，只不过这种现实有别于现实世界中的现实，是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中的现实。可能世界语义学正是基于“事物可能不同于它们的实际情况”这一简单的推断建立起来的语义理论，在“现实”的多种可能形式中，同一个命题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20世纪以来，可能世界语义学的研究沿着这一思路不断进展，但是早在17世纪，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冯·莱布尼茨就率先提出了“可能世界”这一概念。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们了解到莱布尼茨的研究领域及其成果遍及包括神学在内的许多领域。正是莱布尼茨的神学研究促使他提出了“可能世界”这个概念。在莱布尼茨看来，不同的可能世界存在于上帝的意念之中。用他的话来讲，也就是现实的多种形式皆来自“最高理性”（莱布尼茨：1981）。现实的某种形式，也就是可能世界，是由可能的事物所构成的。可能世界有无穷多个，现实世界也是一种可能世界，也就是实现了的可能世界。而在众多的可能世界中，哪个可能世界能够成为现实世界，则是由上帝决定的：

我把世界称作一切现存事物的整个顺序和集结，这样便不会有人说，不同的世界可能曾经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存在过；因为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也可以指一个世界

或者--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一个宇宙。哪怕人们占满一切时间和一切地方，但最后

真正的事实是，人们可以以无限多的方式占满它们。存在着无限多的可能的世界，上帝必然从中选择那个最好的，因为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依照最高理性。（莱布尼茨，1951：108）

莱布尼茨认为上帝出于仁慈把最完美的一个可能世界赋予人类，这就是人类繁衍生息于其中的现实世界。这里的“最完美”可以理解为最简单、最简洁。最完美的可能世界是那个容纳最多事态却牵涉最少规则的世界，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中最大量的结果对应着最少量的原因。

尽管莱布尼茨对可能世界的论述源自其神学研究，但是在此之后哲学界对它的应用和发展主要集中在语义研究领域。在承认语句的真值取决于它与世界相符的前提下，这
 类研究认为在多个不同的可能世界中，一个语句可能在一些世界中为真，在另一些世界中为假。这样看来，语句所表达的命题就可以通过逐一列出语句为真时所在的世界这种方式表述出来。以塔斯基的著名例句“雪是白的”作为例子，我们列出所有满足这个语句与事实相符的可能世界，而排除那些“雪是红的”，“雪是黑的”，“雪是蓝的”等可能世界，这个语句的成真条件便得以确定。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可能世界语义学中语句所表达的命题不是由一系列真值条件表述出来的，而是通过语句在其中能够为真的一组可能世界来表示。

许多哲学家曾用过“可能世界”这个概念，但是他们对这一概念的解读却不尽相同。一些哲学家把它看成一种实用的比喻手法，用它来思考复杂的问题，而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则更为具体地界定了什么是可能世界。刘易斯1941年9月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奥伯林，本科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斯沃茨摩尔学院化学系和哲学系（期间曾赴牛津大学学习），1964年入哈佛大学哲学系师从蒯因，1967年获博士学位后先后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2001年10月去世。主要著作有《反事实》、《论多个世界》、《哲学论文》等。刘易斯的研究领域极其广泛，成就卓著，被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形而上学哲学家。他的学术历程始自对身心问题的兴趣，继而关注个人同一性、变化与持存等问题，并自然地发展到对因果关系和反事实的研究，这最终引出了刘易斯关于可能世界的模态实在论，后者被当作模态逻辑可能世界语义学的一种解释被应用于语言哲学。在刘易斯看来，包括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在内的所有可能世界都是由存在于其中的存在物和那些存在物的性质定义的。我们所在的世界通常被称为“现实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与其他所有的可能世界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它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其中的事物和发生在事物之间的事件不同。可能世界中的那些非现实的世界并不是人们假想出来的世界，它们也和现实世界一样存在着。另一个可能世界也许与我们的世界完全相同，只不过在那个世界中“雪是蓝色”的。另一个世界中也可能存在着“黑色的雪”和“热的冰”，但是所有其他方面都恰好和我们的世界相同。其他存在物也是如此，比如说在另一个可能世界中也许栖息着其他人类、动物和昆虫，他们与现实世界中的我们大体一致，只是在某些方面稍有不同（刘易斯：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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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看待事物需要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比方说，我们把“雪是白的”当成显而易见、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但是从可能世界的角度看，“雪是白的”仅仅是一种可能，只不过在现实世界中恰好这样，也就是说，我们所在的世界其实是众多“雪是白的”世界中的一个。除此之外，其他许多被我们视为理所应当的“事实”也是这样。据此我们了解到，可能世界的语义研究不仅关注现实性，而且关注可能性。事实上，在研究可能性时，我们必然会接触到“不可能”。

“可能”和“不可能”这对概念被称为模态概念，它们归属于命题逻辑的一个分支--模态逻辑（关于可能性和必然性的逻辑）。这里让我们从了解模态开始，来认识可能世界的真理观。


 9.1　模态

对模态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经典逻辑。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中曾就命题的可能性做过阐述：如果命题是可能的，那么它既不必然为真，也不必然为假。如果说某个事件可能是事实，例如“a sea-battle will possibly take place tomorrow”（明天可能会发生一场海战），那么同样可以说这个事件可能不是事实，也就是“a sea-battle will possibly not take place tomorrow”（明天可能不会发生一场海战）
①

 。据此，我们能够推出下面两个关于模态的命题：

（1） If something is possibly the case，it is not necessarily not
 the case．（如果某个事件可能是事实，那么它不必然不是事实。）

（2） If something is possibly not
 the case，it is not necessarily the case．（如果某个事件可能不是事实，那么它不必然是事实。）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其他类似的情况。比如说，“a sea-battle will necessarily not take place tomorrow”（明天必然不会发生一场海战），事实上相当于“it is not possible that a sea-battle will take place tomorrow”（明天不可能发生一场海战）。同样，如果说“a sea- battle will necessarily take place tomorrow”（明天必然会发生一场海战），那么“it is not possible that a sea-battle will not take place tomorrow”（明天不可能不发生一场海战）。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到另外两项结论：

（3） If something is necessarily not
 the case,it is impossible that it is
 the case．（如果某个事件必然不是事实，那么它不可能是事实。）

（4） If something is necessarily the case,it is impossible that it is not
 the case．（如果某个事件必然是事实，那么它不可能不是事实。）

我们注意到上述命题多是通过“possibly”和“necessarily”（或者用到“possible”和“necessary”）两个词来表达可能性或必然性。事实上，自然语言中存在着许多表达模态的词句。以可能性为例，单就英语来讲，我们就可以找出很多这样的表达。意思同样是“明天可能会发生一场海战”，下面例句的说法却各不相同。

（5）A sea-battle will possibly take place tomorrow．

（6） It is possible that a sea-battle will take place tomorrow．

（7）A sea-battle may take place tomorrow．

（8） Maybe a sea-battle will take place tomorrow．

（9） Perhaps a sea-battle will take place tomorrow．

在形式逻辑中，所有这些自然语言的可能性表达都由一个逻辑算子来概括。可能性模态的算子是◇，有时也使用“M”来表示。如果我们指定p为“明天可能会发生一场海战”这一命题，那么例句（5）-（9）都可以用◇p来表示。与◇相对应，另一种基本的模态算子是□，也可以由字母“L”代替，它表示必然性。同样就命题p而言，□p的意思则是“明天必然
 会发生一场海战”。使用这样的逻辑符号，我们可以把上述（1）一这四项结论改写成以下逻辑表达式：

（10）◇P→┐□┐P

（11）◇┐P→┐□P

（12）□┐P→┐◇P

（13）□P→┐◇┐P

可能世界语义学为我们提供的是另外一种表达可能性和必然性的方法。事实上，我们不使用“可能”和“必然”两个概念，仍然可以表达以上结论。这里要用到谓词逻辑中的量词“一些”（some）和“所有”（all）。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我们了解到在谓词逻辑中“some”和“all”与命题的真值相关。如果通过“some”、“all”和“可能世界”来表达命题的模态，那么具有可能性的命题就可以看成在一些可能世界中为真的命题，它们不能够在所有的可能世界中都为真。同样，具有必然性的命题，由于不可能不为真，因此它们在所有的可能世界中都是真命题。举个例子，我们说“命题‘雪是白的’具有可能性，但不具有必然性”。首先，可以确定“雪是白的”在我们所居住的现实世界中是真的，这一点我们依据经验很容易做出判断。同时，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是那些满足命题“雪是白的”为真的可能世界构成的集合的一个元素，因此，“雪是白的”在这些可能世界中都为真。然而，问题的关键是这些世界只是所有可能世界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它们不能代替所有可能世界。这样一来，“雪是白的”在一些可能世界中为真，并不是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为真，因此“‘雪是白的’可能为真，但不必然为真”。提到必然为真的命题，最明确的例子当属分析命题（详见第八章），例如：

（14）所有的法拉利赛车都是车。

（15）白马是一种马。

这两个命题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为真，也就是说，满足它们为真的可能世界的集合是所有可能世界的集合。与此相似，不可能为真的语句，在任何可能世界中都不为真，也就是说，满足它们为真的可能世界的集合是空集，如前后矛盾句（16）和（17）。

（16）今年春天的这场秋雨下得真不是时候。

（17）广场上到处是五颜六色的红旗。

可能世界对于模态逻辑的潜在解释力得到美国哲学家索尔·阿伦·克里普克的特别关注，在模态逻辑的发展史上，他第一个明确使用了“可能世界”一词，可能世界语义学因而又被称为克里普克语义学。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们了解了克里普克对于名称的研究，事实上，正是在模态逻辑及其可能世界语义学的思想背景下，他提出了专名的直接指称理论。1959年，年仅19岁的克里普克发表了《模态逻辑的完全性定理》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可能世界语义学能够用于解释模态逻辑的原因，证明了一系列模态系统的完全性，同时说明了可能世界之间的关联。克里普克把可能世界也称为可想象的世界（conceivable world），他指出“在模态逻辑中，我们不仅渴望对现实世界有所了解，同时也期待了解其他可想象的世界；命题P可能在现实世界中为真，而在某个可想象的世界中为假”。“公式□B被判定为真，当且仅当B在所有可想象的世界中成立”（1958：2-3）。针对传统语义研究把内涵和外延对立起来的研究模式和经典逻辑对意义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外延上的研究态势，可能世界语义学把“可能世界”作
 为与语句真值相关的参照点。它解决了传统研究遗留下来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延等值并不能保证在内涵语境中替换的有效性。让我们通过下面的例句认识这一问题。

（18）他相信《红楼梦》的作者是个天才。

（19）他相信曹雪芹是个天才。

一般来讲，我们可以认同“《红楼梦》的作者”与“曹雪芹”外延等值，或者说它们指称同一个个体。但是，如果用它们中的一个替换另一个，我们不能确保替换后得到的命题真值不发生变化，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18）和（19），我们完全可能遇到（18）为真而（19）为假的情况。这说明内涵语境与命题态度相关。这两个命题中的命题态度动词“相信”提供的语境使得指称相同的词项或真值相同的从句之间发生替换时，原命题的真值发生了变化。在模态表达式所提供的语境中，同样会产生这类问题。让我们来看看（20）和（21）这组例句：

（20）“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具有可能性。

（21）“曹雪芹不是曹雪芹”具有可能性。

在这两个例句中，具有外延等值关系的词项“《红楼梦》的作者”和“曹雪芹”之间发生了替换。然而，替换之后我们并没有得到两个外延仍然等值的语句，（20）和（21）看上去一定具有不同的真值。我们或许会赞同（20）是真命题，因为可能存在曹雪芹根本没有写过《红楼梦》这一情况，我们可以想象出根据某种史料记载其他人是《红楼梦》的作者，而且这种史料的论断能够令我们信服。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愿意赞同（21）是真命题，因为它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也就是不可能的。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们了解到讨论内涵语境时需要考虑的是词项或从句的内涵，而不是它们的外延。因此对于上面的例句，我们需要考虑的不是从句所指称的对象，而是它们的含义，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值，而是它们所表达的命题。可能世界语义学通过“可能世界”描述情态语境中语句所表达的命题。以（20）和（21）中的情态语境为例，首先，我们可以说命题“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在一些可能世界中为真，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恰巧包含在这些可能世界之中。与此同时，存在着另一些可能世界，在这些世界里，“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依据“命题在一些可能世界中为真，在其他可能世界中为假，则命题可能为真”这一论断，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在一些可能世界中为真，由此（20）为真。然而，命题“曹雪芹不是曹雪芹”在任何可能世界中都不为真。因此，（21）所表述的内容“存在一些可能世界，在这些可能世界中‘曹雪芹不是曹雪芹’”是不正确的，（21）为假。

类似的解释同样可以应用到命题态度动词所构成的内涵语境中。在这些语境里，命题态度动词所建构的关系并非主语与从句命题的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是主语与从句命题的含义之间的关系。例（18）所表述的内容是他相信在某个可能世界中《红楼梦》的作者是个天才，这里没有说他一定相信在某个可能世界中曹雪芹是个天才，正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曹雪芹并非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是《红楼梦》的作者，他只有在包含现实世界的一些可能世界中是这部小说的作者。

9.2　反事实条件句

回顾以上关于可能世界语义学的讨论，我们发现可能世界语义学提供了一种描述非现实情形或事态的方法。这里“非现实”指的是与我们所居住的现实世界中的情境不同，也就是那些尚未发生或不能被肯定能否发生的情境。当然，如果我们一味地表述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情境的话，我们完全可以避而不谈可能世界。然而，一旦我们谈起可能的情况或者人们相信或想象的情况时，我们所谈论的就是与现实不同的情况。

除可能世界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另一种表述方式描述非现实的情况。在最初接触可能世界这一概念时，我们曾在记忆中搜寻以往想象“某件事情本可以怎样”，或“本来能够发生某事”的片段。这些想法往往是通过下面例句的形式表达出来的。

（22） If only they had arrived in time,they would not have missed the train！



（要是他们及时赶到，就不会误车了！）





（23） If John were here,everything would be all right．



（如果约翰在这儿，一切都会好的。）





（24） If I could do it,I would．



（要是我能做此事，我一定会做。）





这些例句与常见的真实条件句（使用陈述语气，假设的情况可能发生，例如“如果明天下雨，我们就取消比赛”）有着相同的形式“如果p，那么q”。但是，当我们判断它们的真值时，便会发现它们与真实条件句不同。以上条件句的前件与事实相反或不太可能为真。这些条件句描述的是非现实的情形或事态，句子所使用的虚拟语气也能够表明这种非现实性。比如说（23）中用到“if John were here”而不是“if John was here”，从“was”到“were”的这种变化表明这个条件句的前件描述的情况与事实不同。如果在某个场景中约翰确实在场的话，我们很难想象说话人会说出（23）这样的话语。

看到“如果p，那么q”这种形式，我们还会想到本书第二部分讨论过的实质蕴涵（material implication）。实质蕴涵的成真条件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只要一个条件句的前件为假，那么不管后件的真假如何，也不管前件与后件之间有无内容上的联系，这个条件句总是真的。按照实质蕴涵来分析（22）-（24），以上条件句都为真，因为它们的前件都为假。这个结论似乎与依据经验判断得出的结论一致。但是仔细想想，如果单纯凭借前件是假，就断定这类条件句是真，那么我们不得不同样把（25）看成是真命题。

（25）如果世界上没有了钟表，人类就会永生。

我们看到在自然语言中“如果p，那么q”的真值不是总能正确地依据实质蕴涵判断出来。在（25）这种情况下，前件虽然是假，但这个条件句并不为真。让我们通过反事实条件句（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s）这一概念解决上述问题。反事实条件句也称为虚拟条件句，这类条件句的前件与事实相反或者不太可能为真，但是前件与后件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基于经验和自然规律，前件如果得到满足，后件所表达的情形或事态就将发生或者有可能发生。反事实条件句的逻辑表达和语义分析是逻辑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长期以来关心的问题，这方面研究的集大成者是大卫·刘易斯。在本章中我们了解到刘易斯关
 于可能世界的模态实在论。在反事实条件句的研究中，刘易斯提出用可能世界理论来分析刻画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值，这种研究思路在反事实条件句理论和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发展过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1973年出版的著作《反事实》中，刘易斯指出，尽管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值条件有些模糊，但是它们毕竟存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必要把反事实条件句看成是违背事实的，或是在逻辑上必然为真的。当我们谈论原本可能发生的事件时，我们就是在讨论另一个可能世界中实际发生的事件（刘易斯：1973）。以（22）为例，可以说存在着一个可能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及时赶到车站，没有错过火车”。刘易斯用下面这个例句介绍了他的研究。

（26） If kangaroos had no tails,they would topple over．



（如果袋鼠没有了尾巴，它们就会跌倒。）





为了区别于其他条件句，在刘易斯的研究中，反事实条件句中的蕴涵关系用“□→”表示，这个符号后来成为反事实蕴涵的通用符号。就例句（26）而言，如果p是命题“kangaroos have no tails”，q是命题“kangaroos topple over”，那么这个句子就可以写成：

（27）p□→q（读作“p反事实蕴涵q”）

根据刘易斯的理论，原本可能发生的事情可以理解为另一个可能世界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判断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假要着眼于那些满足前件为真的可能世界。例如，判断（26）的真假，我们要考虑满足“袋鼠没有尾巴”的可能世界。然而，并不是所有满足前件为真的可能世界都能够作为判定真值的依据，我们还要考虑这些可能世界与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之间的相似程度。试想在某个可能世界中，袋鼠没有尾巴，它们因此站不稳、不停地栽跟头；而在另一个可能世界中，袋鼠也没有尾巴，但在这个世界中所有生物都由空中云朵上挂下来的大绳子稳稳地固定着，袋鼠也因此不会摔倒。在这两个可能世界中，袋鼠都没有尾巴，但是我们注意到第二个可能世界与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差别很大。就相似性而言，第一个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更相似。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可以把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值条件概括为：

（28）p□→q为真，当且仅当情况是p和q的可能世界，比情况是p和┐q的可能世界，更接近于现实世界。

把（24）的前件和后件带入其中，我们看到这个句子为真；情况是“袋鼠没有尾巴，袋鼠跌倒”的可能世界，显然要比情况是“袋鼠没有尾巴，袋鼠没有跌倒”的可能世界更接近于现实世界。同样，我们找到例句（25）无法被接受的原因。情况是“世界上没有钟表，人类永生”的可能世界，远没有情况是“世界上没有钟表，人类没有永生”的可能世界更接近于现实世界。

可能世界语义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研究领域，以上我们所接触的只是一些基本理论，很多细致的问题并没有在此深入探讨。以相似性为例，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粗略地界定了几个可能世界之间的相似程度。事实上，针对可能世界相似性的研究已经提供了运算不同可能世界之间相似程度的准则。我们可以在本章的推荐书目中找到相关著作，仔细研读，加深理解。

9.3　蒙太格语法

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另一位奠基人是美国逻辑学家、哲学家理查德·蒙太格（Richard 
 Montague）。蒙太格，于1930年9月20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斯托克顿，1971年3月7日卒于洛杉矶。早年在斯托克顿圣玛丽中学学习拉丁语和古希腊语。1948年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数学、哲学和闪米特语
①

 ，1950年获得哲学专业学士学位。此后他继续在这所学校研读，1953获取数学专业硕士学位，1957年，在塔斯基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对集合论的公理基础的贡献》，获得博士学位。从1955年开始，他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哲学系任教，去世时年仅41岁。蒙太格最初研究递归函数论、模态逻辑和内涵逻辑，后来转向研究自然语言，创建了蒙太格语法（Montague Grammar）。这一理论后来发展成为语言、逻辑尤其是语义研究中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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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太格试图建立一种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这种通用语法是指能够同时用于描述自然语言和逻辑人工语言的句法和语义体系。蒙太格认为“自然语言和逻辑学者们的人工语言不存在重要的理论差异”；因此“在一个独立的自然而又具有数学精确性的理论中，理解这两大类语言的句法和语义是具有可能性的”（汤玛斯，1974:222）。基于这种思想，蒙太格尝试使用逻辑学家处理形式语言中的句法和语义的方法来处理自然语言中的句法和语义问题。他成功地把一部分英语语句翻译成了一阶谓词公式，使得英语的句法和语义实现系统化和形式化。

蒙太格语法兼具真值条件语义学、模型论语义学和可能世界语义学的思想特点。首先，这一语法中渗透着这样的观点：了解一个语句的意义就是了解使这个句子成真的世界，也就是说，给出一个语句的意义就是指明它的真值条件。其次，在处理自然语言的过程中，蒙太格语法吸纳了模型论语义学中“一个具体事物用一个模型表示，一个抽象的结构用一组编码表示”的方法。第三，在蒙太格语法中，语句的意义取决于世界的真实情况，这个世界不单指现实世界，还包括其他可能世界。

蒙太格语法的操作过程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从词典开始，把属于句法范畴的基本词语，按照句法规则，逐层组合排列生成短语或句子。同时，依据语义规则给出这些结构的真值条件。

蒙太格语法是一种非常复杂、艰深的理论。上面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它的一些特点和操作过程。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多种处理自然语言的方法，但是它们与蒙太格语法在看待自然语言和逻辑人工语言的关系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别。

9.4　本章小结

由于传统的语义研究通常是相对于现实世界而言的，因此命题的真假只是在现实世界
 中的真假，我们只是抽象地、一般地谈论命题的真假。而在可能世界语义学中，我们所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可能世界，它们之间有着某种差异，一个个体可以在一个可能世界中存在，但并不在另一个可能世界中存在；一个事件可以在一个可能世界中发生，但不在另一个可能世界中发生。于是，描述或反映该个体或事件的命题就有可能在一个可能世界中为真，但在另一个可能世界中为假。这样，我们不再是抽象地、一般地谈论命题的真假，而是谈论命题在特定的可能世界中的真假，也就是说，命题的真假是相对于特定的可能世界而言的，给命题赋值必须注明是在哪个可能世界之中。因此，可能世界语义学可以看成是可能世界的真理观。





本章思考题

1．什么是可能世界？可能世界之间是否具有联系？

2．举例说明如何不通过“可能”和“必然”两词，表达可能性和必然性。

3．简述反事实条件句和真实条件句的异同。

4．“可能世界语义学是一种内涵语义学”这一说法是否恰当？为什么？






 第四部分

语言与使用







 
10
 　使用中的语言


10.0　引言

维特根斯坦被视为20世纪中叶对语言使用中哲学研究的奠基者。在我们今天看来，他的哲学发展很有意思。在他的早期研究中，他所关心的是真值条件逻辑的形式特征，后期他转向到语言使用的操作功能上，并提出术语“meaning as use”（意义即用法）。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对比显著，本章旨在介绍其走出逻辑世界、接触日常语言世界的思想转变和发展历程。

10.1　维特根斯坦的早期思想

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第一次见面时，用不流利的英语对罗素说，“世界就是命题”，以此阐明自己的哲学见解。“世界就是命题”实际上是维特根斯坦早期思想特征之一。命题作为语言必须揭示世界、反映存在，这和罗素的原子逻辑主义思想有着一致性，尤其是他的语言图像论，和罗素的原子逻辑主义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是逻辑实证主义实证思想的源头。

10.1.1　维特根斯坦简介

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是当代西方哲学

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是当代分析哲学的首创者之一。他一生中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思想。但人们很少注意到，他的个人生活与他的哲学思想之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他的个人生活实际上正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最好体现。因此，我们要真正了解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世界，这是走进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必经之路。正如阿尔森·古留加所说，哲学家一生的标志就是他的那些著作，而哲学家生活中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他的思想。维特根斯坦的生活道路如同他的思想发展一样，他怀着对人类理智最纯洁的情感，寻求简单而完美的生活。他那与世无争的生活方式、简洁明了的思想表达、寻找家园的理想追求构成了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内容，也是他一生经历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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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于1889年4月26日生于维也纳。他出身豪门，父亲是奥地利钢铁工业的大亨。少年维特根斯坦在家里接受教育。音乐充满了这个家庭，家庭中一旦有了不愉快与不和谐的声音，音乐就会使孩子们很快地安静下来。音乐消除了思想的障碍，解除了心灵的痛苦。他的哥哥保罗就是一位国际知名的钢琴演奏家。因此，这也是维特根斯坦本人的终
 身爱好，这一点在他的著作中多有体现。维特根斯坦深受父母的双重影响。父亲的自信与坚毅性格，养成了他对自己所热爱事业的不懈追求；母亲的善良与音乐天赋，给了他渴望人间美好事物的理想。在维特根斯坦所写过的所有东西中，有一半他并没有写出来，而那是他生命中不可说出的另一半，音乐就在这一半中。维特根斯坦曾用“家族相似”一词来解释语言游戏之间的共同特征。他使用这个词并非偶然，而是来自他自己那庞大的家族。他的家族背景对他思想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庞大的家族使他深切感受到家族成员之间存在的那些由于血缘关系而带来的相似之处，而庞大的家族生活和复杂的家族成员关系，又使他感到厌倦，因而渴望简单朴素的生活。

维特根斯坦从小爱好机械技术，十岁时就制造出了一台能够实用的简单缝纫机。他的最初志向是成为一名工程师。1908年秋天，他来到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航空工程。由于设计工作的需要，维特根斯坦努力研究数学，在此期间他读了罗素的《数学原理》，并由此了解到了弗雷格的工作。数学的逻辑基础引起了维特根斯坦的巨大兴趣，他决定放弃航空工程，从事哲学研究。他来到耶拿，向弗雷格请教，并听从弗雷格的建议，于1911年来到剑桥，师从罗素。1913年秋，他离开了剑桥来到挪威，在挪威的斯克约顿附近自己建了一间小屋，隐居那里研究逻辑问题。1914年春，摩尔曾到挪威访问他，他向摩尔口述了一份笔记，这份笔记的摘要，以及1913年9月他交给罗素的一份《逻辑笔记》，成为理解这一时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重要材料。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维特根斯坦作为志愿兵加入奥地利军队。在前线服役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哲学笔记。1918年7月，他从前线到萨尔茨堡度假，住在叔叔保罗家里，他整理了自己的哲学笔记，完成了《逻辑哲学论》。1922年，几经周折，仍借助罗素的帮助，此书的德英对照本在英国出版。此书一经出版，影响巨大，逻辑实证论可谓发端于此。在此书的前言里，维特根斯坦自称已经从根本上成功解决了该书所论述的所有的问题。于是，他放弃了哲学研究，在1920-1926年这几年来到奥地利南部的山村做小学教员，生活俭朴近乎困苦。1926年以后，维特根斯坦离开了乡村教师的职位。1929年初，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并以《逻辑哲学论》作为学位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主考官是罗素和摩尔。后来应聘剑桥三一学院的研究员，1939年回到剑桥，并接替摩尔成为哲学教授。同时，他继续思考哲学问题，《哲学研究》的主要部分即第一部分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完成的。1947年，他辞职退休，到爱尔兰生活了两年，撰写《哲学研究》的第二部分。1949年，维特根斯坦查明患有癌症，生前最后一段时间他住在他的医生和朋友贝文家里，继续从事哲学写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两天。1951年4月29日，62岁生日的第四天，维特根斯坦与世长辞。

10.1.2　《逻辑哲学论》中的世界、事实、对象

《逻辑哲学论》是维特根斯坦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哲学著作，主要是从战时的哲学笔记摘编而成的。这是一本薄薄的书，译成中文不过七十页，但所涉及的论题极其广泛。全书共分成七个部分，也就是七个命题，每一部分所阐发的主题都很突出。1）论世界；2）论原子事实；3）论思想；4）论命题；5）论真值函项；6）论真值函项的一般形式；7）论沉默无语。维特根斯坦用他自己的思维逻辑把七大部分串联起来，它们的先后顺序即表示它们本身之间的联系。《逻辑哲学论》的起点是分析世界，然后依次向下一部分过渡，直到最后一部分，就算达到了最终目的。《逻辑哲学论》一书总的结构大致如下图：



 [image: ]


（本图为编者所绘制）



本书一开始提出了关于世界的概念：世界是事实的总和。对世界进行分析的结果，获得了原子事实。原子事实是最简单的事实，无法再从中分析出其他事实，分析的结果只能是对象。那么，似乎世界归根到底是对象的总和。然而，维特根斯坦明言：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对象的总合。这是因为事实和对象以不同的方式存在，每一个事实都独立存在，对象却不能独立于事实存在。一个对象可以出现在不同的事实中，就此而言，它是独立的，但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独立性，就它必须出现在某一事实中而不能单独出现而言，它不是独立的，不具有实质的独立性。所以，对象从根本上就只有逻辑上的或虚拟的存在。

10.1.3　图像论

《逻辑哲学论》对语言本性的主要思考被总结为“图像论”（Picture Theory）。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就是“图像论”。它的基本意思是，人们用象征符号描绘世界上的事情，与画家用线条、颜色构成一幅画是一样的；用语言进行思想或说话，就是对事实作逻辑的模写。这种逻辑的模写，也就是给事实创造它的图像。“图像论”贯穿了《逻辑哲学论》一书，它集中代表了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的基本思想。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和世界分别为两个不同的领域。世界上是诸事实的总和。事实中最简单的也是终极的，乃是所谓的原子事实。人们依靠逻辑不能获得任何一个原子事实，后者完全是经验的。语言领域则非如此。语言作为命题的总和而存在。就最简单的命题即基本命题来说，它的一切形式的可能性问题必须先天地予以回答；人们必须先天地有基本命题，否则要想有基本命题就不过是胡思乱想罢了。人们不能依靠经验而得基本命题，于是，由原子事实和基本命题分别构成的两个领域在性质上恰好极端相反。一个是经验的，另一个是先天的。但是，人们用语言陈述世界上的事情，这个事实说明两个领域不是不可联系起来的。维特根斯坦肯定了它们之间的联系，认为它们之间存在连接的纽带，而不是直接地相互发生关系。当人们思想事实时，只有借助于语言才能进行。思想与事实之间、思想与语言之间存在直接关系。在他看来，思想就是逻辑图像。他认为他的“图像论”可以弥补先天的命题与经验的原子事实之间的理论空缺。

维特根斯坦图像论中的命题既包括原子命题，也包括由原子命题构成的其他命题。必须指出的是，图像论认为命题是描述实在或事态（state of affairs）的图像，而不是对象或事物的图像。代表对象或事物的符号是名称，每个对象都有一个相应的名称，反之，每个名称
 都有一个相应的对象。尽管事实或事态是对象或事物的结合，因而命题即图像是名称的结合，但名称绝不是图像，因为世界是由事实，而不是由对象或事物组成。

“图像论”的基本构想是：语言与世界对应。原子命题摹画原子事实（原子事实是最简单的事实，无法再从中分析出其他的事实，分析的结果只能是对象）。原子命题相互独立，一原子命题为真或假不影响其他原子命题的真假。原子命题是“不可分析的命题”。

简单命题由名称组成，名称的意义是其指称，如果没有指称，则该名称无意义，该命题也无意义。我们直接了解名称的意义，同时就直接了解原子命题的意义。名称代表对象，而不是描述对象，因此名称不是对象的图像，名称也无所谓真假。只有命题才是图像。

复合命题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式，也就是说，一个复合命题必须把一定的真值分配给某些原子命题，这个复合命题才真正有意义。这是因为复合命题的意义是由它所包含的原子命题确定的。复合命题如果与其所包含的原子命题的所有真值可能性相矛盾，它就是一个矛盾命题；如果它与原子命题的所有真值可能性相一致，它就是恒真的逻辑命题。逻辑命题都是分析命题或重言式。所有逻辑命题所说的都是同样的东西，换言之，逻辑命题什么都没说。逻辑命题里的名称虽有指称，但互相抵消，因此是无所谓意义的。

10.1.4　“图像论”的困境

“图像论”一提出就吸引了对维特根斯坦感兴趣的人的注意力。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缘由。一是因为“图像论”在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二是因为“图像论”本身存在有明显的可争议之处。

困境一：《逻辑哲学论》（4.12）指出，逻辑形式是形成图像所不可缺的，但是命题不能描述它。因为，如果要能描述逻辑形式，我们就要把自己连同命题一起置于逻辑之外，也就是置于世界之外。既然逻辑形式不能用命题来描述，“图像论”就迫使维特根斯坦把逻辑形式放在语言的界限之外，迫使他去划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

困境二：一个词连接一个事物，这个事物是作为一个单元。而一个命题连接的可能性却是双重的：或可或不可实现的。这样，一个词与实在的关系是一对一，而命题与实在则是一对二的关系。这是难以说明的问题。

困境三：命题究竟描述什么？按照“图像论”，真的命题固然是一个图像，假的命题同样也是一个图像。这说明在命题描述什么这个关键问题上是含糊的。人们就可以提出：即使张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绝没有骑马，一张关于张三骑马的图画仍然是一个图像。

困境四：命题和图像在所用的表现方法上不同。命题用文字的线性次序（linear order）来表现个体、性质、关系等等；图像是用个体表现个体，用性质表现性质，用关系表现关系。“图像论”忽视了它们表现方法的差异。

困境五：逻辑形式对于图像论是那样重要，但它却是不可说的。这是因为主体和语言逻辑只有在涉及对事实的描述时才被显现，它们本身是“不可说”的。能说的仅仅是对事实的描述。我们不能研究逻辑形式的性质。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据说，斯拉法（P. Sraffa）曾问维特根斯坦：什么是事实的逻辑形式？这使维特根斯坦顿时为难。这个问题挫伤了维特根斯坦自以为大功告成的情绪。由此他开始怀疑、动摇以致后来终于抛弃了他的“图像论”。

维特根斯坦后期对“图像论”采取了批判态度。因此，这个理论存在的困难对于他的哲
 学发展来说只是历史问题。然而，维特根斯坦自己抛弃了的观点，他的前期哲学拥护者却仍然坚持（如逻辑实证主义者）。“图像论”是一种关于命题本质的理论，它作为维特根斯坦哲学体系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实际上是维特根斯坦的认识论。

10.1.5　可说与不可说

维特根斯坦给自己提出“为思维划一界限”的任务，并且作为他的前期哲学研究的目的。当时在他看来，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切哲学问题。“可说”与“不可说”不仅是维特根斯坦阐述其哲学的主题，而且是维特根斯坦进行哲学思考的范式与界限。当然，为了划界，为了确定什么不可以言说，我们只能先来说明和确定可言说者及其言说的特性和本质。把可言说者及其言说的特性和本质说清楚了，什么不可言说也就确定了。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也正是这么做的，该书的绝大部分篇幅就在于说明和呈现可言说者及其言说的本质和特性。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严格限定了“可说”之“说”的内涵：1）只有判断或命题才可能对世界有所言说；2）命题而非概念或名称才是意义的承担者；3）有意义的命题是事实性的、表象性的逻辑图像，在存在论上，它是事实的逻辑投影，在语义学上，它最终可以根据逻辑而被完全分析；4）只有有意义的命题才有真值，无意义的命题不仅没有真假可言，而且根本就不可理解；5）只有正确理解了逻辑，正确理解了语言、思想、世界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正确地理解语言，澄清对语言的误解和误用。由此可见，唯一可说的东西是事实，那么何谓“事实”呢？事实就是事态的存在，也即原子事实的存在。而事态则是各种客体的结合。事物之所以能成其为事物就在于其本质能够成为事态，即原子事实的组成部分。事物结合为事态，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我们可以看出，他一方面承认用语言表达事实或交流思想，另一方面又用命题与事实之间只有图像关系加以限制。思想只有作为事实的逻辑图式才成其为思想。这是对思想的限制。事实只有能通过逻辑的描写才能作为思想的对象。这是对事实作为思想对象加以限制。如果事实不能被逻辑地描写，我们就不能给它创造图式。不能被逻辑地描写的，不能成为命题的对象。不能成为命题对象的，就没有用语言表达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不能说出来。相反，可以被逻辑地描写的，就有它的逻辑图式，能成为命题的对象，也就能用语言表达，是可说的。可说的与不可说的之间的界限以“图像论”为基础。

通过以上对什么是“可说”的界定，我们可以进而来确定什么是“不可说”的。基本上“不可说”可以分为虚假的不可说与真实的不可说。虚假的不可说实际上是被语言虚构出来的，对它们的言说乃是由于误解了语言的和世界的逻辑而产生的形而上学陈述，因而可以通过逻辑分析加以澄清；真实的不可说是真实而“神秘”的，其言外之意是指不可以直接用语言表达的。《逻辑哲学论》都认为哪些东西是不可说的呢？

1）逻辑形式。命题要摹画事态，就必须和事态共有一个逻辑形式，而这个逻辑形式本身却不是事态的摹画。语言就是现实的逻辑形式。逻辑形式不可说就是语言本身不可说。他提出逻辑形式无法言说，依据的是“说”和“显示”的两分。言说就是显示；由于言说是直接的显示，因此，我们无法通过对词语的定义或解释来理解话语的意义。我们认为，所谓语言本身不可言说，这是个误导的说法。

2）哲学问题。实证科学是对世界的摹画，哲学不是。哲学不摹画世界，那么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呢？有时他说是为了澄清命题的逻辑形式；有时他说是为了划清哲学和实证科学
 的界限。他曾经把“可说”与“不可说”划出的界限称之为“哲学的根本问题”。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表明，哲学既被看作是逻辑分析，而判断“可说”与“不可说”之间区别的工具正是逻辑分析，所以，他把判定这种区别归于哲学的任务了。其结果是他使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那时他毕竟是在向别人说出自己的哲学。因此，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一开始就找错了方向。

3）伦理学、美学等等，都不是实证科学，都不摹画世界。

4）神秘的东西。哲学、伦理学、美学等等所谈论的，如生命的意义等等，都是事实之外的东西，这些东西有时也称为神秘的东西。维特根斯坦的论证大致是：①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形而上学主体；②这些“事物”不可能存在于事实世界之中；③我们只能谈论事实世界。神秘之事里有一件有点特别，那就是世界的存在。我们可以理解世界怎么存在，但世界中有这些对象存在而没有那些对象却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无法理解。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主张有不可说之事，但他的另半句话是“能说的都能说清楚”。只有充分说清楚，才能让没说出的、说不出的充分显示。凡能说的都能说清楚，也许是这样。然而，绝不是所有的话语只符合同一个清楚的标准。有时候，需要语境清楚。例如：“外面在下雨。”这句话在大多数场合已经足够清楚。我们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要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都要求“更加清楚”。这一点维特根斯坦在他后期哲学中作出了纠正。

10.2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的转变发生在1929年秋天至1936年，也就是他从奥地利南部小镇重返剑桥后直到开始撰写被看作他后期代表作的《哲学研究》。由于这段时间比较长，所以人们通常把它称作“转折时期”。维特根斯坦在这段时间逐渐思考和形成他以后的主要思想，写下了大量的笔记，并向学生们阐述了他的主要观点。这段时间写下的笔记在他去世后被整理出版，他的讲座笔记也被他的学生们整理出版。这些著作主要包括《哲学语法》（1974）、《哲学评论》（1975）、《蓝色和棕色笔记本》（1958）
①

 以及三本讲座笔记《维特根斯坦1930-1933年讲座笔记》（1959）、《维特根斯坦1930-1932年剑桥讲座笔记》（1980）、《维特根斯坦1932-1935年剑桥讲座笔记》（1979）等等。此外还有十卷手稿和近800页的大打印稿（Big Typescript），其中许多内容已经被收入上面提到的几本书中。在这些著作中，维特根斯坦明显地开始放弃《逻辑哲学论》中的一些基本观点，改变了他对逻辑、思想、命题、世界、事实等主要问题的看法。由于这段时间属于维特根斯坦思想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的过渡阶段，因而大多数研究者并没有对此给予专门的注意，只是把它看作维特根斯坦放弃前期思想的准备阶段：认为他在这段时间里所做的大量笔记以及讲座或者是他后期思想的一部分，是为写作《哲学研究》所做的准备工作；或者是他后期思想的雏形。但这种观点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哲学研究》的写作开始于1936年，而早在1929年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在这长达近7年的时间里，维特根斯坦的思考从未停止过，他所留下的大量笔记就是最好的证明。


 维特根斯坦用“使用”这个概念架设起了语言与游戏之间的桥梁。针对以往哲学中只将注意力集中于语言的指称性功能、甚至将语言的其他功能混同于指称性功能，结果导致各种哲学问题产生的情况，后期维特根斯坦不再试图通过设计一种理想语言以改造日常语言，而是力图通过观察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使用，即回到日常生活世界中来探究语言的意义问题观，也就是从其前期哲学中的“图像论”转变为后期哲学的“使用论”。他的这一思想后来被归结为一句口号：意义即使用。换言之，词语的意义就是其用法。按照这种语言哲学观，象棋棋子与扑克牌的意义体现在相应的游戏之中，同理，词语的意义则蕴含于它们得以使用的各种具体语言游戏之中。

10.2.1　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

我们首先来看语言游戏这个概念。语言游戏是《蓝皮书》（1942）里提出来的，最初是指“孩子刚开始使用语词时的语言方式”、“语言的原始形式”或“原始语言”，在这些原始形式中，思想的过程相当简明，所以，我们要研究真假问题，命题和实在一致不一致的问题，研究断定、假设、疑问，去看看这些原始形式大有益处。我们可以看到种种清楚明白的活动和反应。

我们不妨和《逻辑哲学论》的图像论对照来看。在图像理论里，语言根本是一种反映，而语言游戏则说，语言首先是一种活动，是和其他行为举止交织在一起的一种活动。在图像论里，是一条边相切方式的接触，而语言游戏却是语言和现实难分彼此的大面积交织。在图像论里，世界和语言仿佛一开始都是已经制成的、现成的，而语言游戏却是生长出来的，而且不断生长。

语言游戏说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他后期哲学观的基础。据说这一思想来自他观看了一场足球赛，他发现，足球的意义就在于它在球场上的运动，在于球员按照足球比赛规则不停地踢滚和传接。由此，他联想到语言的运用，认为语言的意义也应该在于它们在实际中的运用。维特根斯坦指出，我们使用的所有语言实际上不过是如同儿童玩耍的游戏或者人们常玩的其他各种游戏。维特根斯坦举例阐述道：一方喊出语词，另一方依照这些语词来行动；教的人举着石头，学生说“石头”这个词；老师说“石头”，学生跟着说“石头”；跳皮筋、丢手绢之类游戏时边玩边唱的那些话。但是，“语言游戏”有比这远为广泛的意义，他写道：“我将把这些游戏称之为‘语言游戏’，并且有时把原始语言说成是语言游戏。给石料命名和跟着某人重复词的过程也叫做语言游戏。我将把由语言和活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

维特根斯坦虽然描述了许多语言游戏，但他并没有明确定义这个概念，正如“游戏”一词是无法定义的一样，“语言游戏”同样是无法定义的，我们只能从各种语言游戏中感受到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却不能定义这个概念本身。对语言游戏，我们只能描述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或者可以想象的各种言语行为，但无法确切地说明语言游戏究竟是什么。

既然使用语言是一种游戏，那么就必然有游戏的参与者，离开参与者，单独的词和句子都没有独立的意义。所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是内在地包括了说话者和听话者在其中的。由于语言游戏说引入了说话者和听话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分析的语言就不再是离开语言使用者而出现的孤立符号，而是有人说出而且有人理解的话语，分析这些话语的意义与说出这些话时的具体语境以及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背景知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由此可
 见，维特根斯坦的这种语言游戏是一种语言观，意义上的语言观与过去那种离开语言的使用者抽象谈论语言意义的语言观是截然不同的。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观至少包括下列要点：1）语言与活动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是人的一种现实活动；2）语言的使用、词的功能、上下文关系，都是无穷无尽的；3）词的用法只能从上下文的联系中才能了解，词的意义只有在其使用规则中才能发现出来；4）用一个词像走动一个棋子，总有一个目的；5）使用词或语言需要遵守规则，但理想的语言和绝对遵守规则都是不可能的。

10.2.2　生活形式（Form of life）

我们再来看看“生活形式”这个概念。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观由两大支柱支撑起来。除了语言游戏概念以外，生活形式这个概念是另一个支柱。维特根斯坦之所以把语言的使用称为“语言游戏”，目的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即语言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他认为，通过一种语言游戏，我们就可以知道一种生活形式，由于生活形式是复杂多样的，所以，语言游戏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报道一条新闻、猜谜语、讲故事、名人演讲等都是属于不同种类的语言游戏，它们反映了生活形式的多样性。由于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语言的意义也与生活形式紧密相联。维特根斯坦举例说，我们要想懂得一个陌生国家的人民用语言做什么，语言怎么适应他们的活动，就必须知道他们的生活形式。同时，因为语言的使用方式是多样的，从而决定了语言意义的多样性。

“生活形式”这一概念外延宽泛且具伸缩性、内涵丰富而多样，充分反映了人类活动方式的特点。语言使用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方面，必然与人们的生活形式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语言游戏”作为指称人类语言使用活动乃至基本存在方式的概念自然也就同“生活形式”密切相关。两者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描述呢？一般认为，“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即两者在涵盖的内容上有所不同--“生活形式”包含了“语言游戏”，又不限于“语言游戏”；“语言游戏”是人们生活形式的一部分，有时甚至是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在一定范围内，“生活形式”就是“语言游戏”，二者不可分离。

语言游戏存在于生活形式中，也就是说，语言是生活的一部分，语言只有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被理解。像一种普通游戏是一种社会活动那样，语言游戏也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那么，“生活形式”这个概念应该作何理解呢？“生活形式”在《哲学研究》中一共只出现几次，却是该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正像无法在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找到关于“语言游戏”的明确定义那样，人们从中也无法觅得对于“生活形式”的明晰界定。但是，从这一概念的使用中，我们不难发现“生活形式”比较明确的内涵和丰富的外延。我国学者对“生活形式”作了如下定义：所谓生活形式，就是指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以特定的历史继承下来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等为基础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体或局部。我们不妨得出结论：“生活形式”这一概念的外延是非常丰富的，它既可指整个人类社会（或整个部落、整个民族）思想行为的总和，又可指社区、社会群体的思想和行为的总体或局部。这些或大或小的生活形式变化多样、千差万别，但它们互相影响、互为前提、互相交织在一起。此外，生活形式还具有其他特征：首先，一种生活形式就是一种实践，而且由一系列实践活动构成；其次，由于任何实践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因而任何生活形式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背
 景下进行的；第三，对语言理解的可能性是由人的生活形式来决定的。由此我们可以说，是被指示的物体、事件、现象等构成学习语词的环境，而不是语词的意义；是现实在语词的平面上呈现出了这样那样的一致性，而不是对象的一致性保证了语词的一致性。可见，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着眼于人们使用语言的动态活动，十分强调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考察语言的意义。

10.2.3　规则遵守（Rule-following）

第三个概念是“规则遵守”。“语言游戏”作为“生活形式”的一部分，还显现出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即“遵守规则”。维特根斯坦之所以将语言活动与游戏作比，其目的之一正在于让人们关注两者在“遵守规则”这一点上的相似性。进行任何一种游戏都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语言游戏”也不例外。假如没有植根于生活形式的各项规则语言游戏就根本无法展开。

从下面这些例子以及其他的一些例子中我们可以观察语言游戏的多样性：下达命令，以及服从命令--按照一个对象的外观来描述它，或按照它的量度来描述它--根据描述（绘图）构造一个对象--报道一个事件--对这个事件的经过作出推测--提出及检验一种假设--用图表表示一个实验的结果--编故事；读故事--演戏--唱歌--猜谜--编笑话；讲笑话--解一道应用算术题--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请求、感谢、谩骂、问候、祈祷。尽管所有的游戏都是按照特定的规则进行的，但并不是每一个游戏处处都受到了规则的限定，都是按照固定的、精确的规则进行的。对于语言游戏而言，情况也如此。虽然所有语言游戏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而且很多语言游戏是按照固定、精确的规则进行的，以便人们能够写出这种游戏的规则。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是指通常的游戏，人们只有在一段时间后才能做到这点。这是因为：在按照规则进行的游戏和不按规则盲目进行的游戏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过渡。对我们的语言而言，情况也一样，既存在着经过观察便能清楚看出其使用规则的语词，也存在着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后才能清楚看出其使用规则的语词。因此，语言游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生生灭灭的变化之中。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可以说，新类型的语言、新的语言游戏产生了，而另外一些则逐渐变得过时并被人们遗忘。”

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游戏的遵守规则性的论述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遵守规则的过程是“盲目的”。“当我遵守规则时，我不选择。我盲目地遵守规则。”他所说的“盲目地遵守规则”是指无需引导的、自然而然的行为。第二，遵守规则是一种习惯。“遵守规则，作报告，下命令，下棋都是习惯（习俗，制度）。”这里所说的“习惯”指的是某种不断重复、有规则的行为。既然维特根斯坦把“语言同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行动组成的整体”称作语言游戏，那么“遵守规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语言游戏。遵守规则和语言游戏都需要在生活形式的背景下加以认识。

既然把语言视为一种游戏，它就必定会遵循一定的规则，否则游戏将无法进行。但问题是，语言游戏如何来遵守规则，这种规则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规则？因为语言游戏通常是在我们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进行，而我们又只能在预先遵守规则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语言游戏，这样一来，规则的遵守和真实的语言游戏之间就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做游戏需要规则的指导，否则无法进行，但规则又只能在游戏的过程中才能显示出来。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没有什么行为方式能够由一条规则来决定，因为每一种行为方式都可以被演绎得符合于规则。
 答案是，如果一切事物都能演绎得符合于规则，那么一切事物也就都能被演绎得与规则相冲突。因而在这里既没有什么符合也没有冲突。对于这一悖论，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实际上既不是先掌握了规则再去进行语言游戏，也不是在进行了语言游戏之后才懂得规则；而是，只有在语言游戏之中才能感受到规则的存在。遵守规则，因为规则不是预先学得的，而是只有在游戏中才能显示出来的。

维特根斯坦阐述语言游戏与遵守规则的关系，目的在于使人们认识到语言游戏的意义是在规则节制下语词的使用。以往的错误就在于往往把规则等同于语言的句法分析，似乎掌握了语言的句法规则，也就懂得了该种语言。但这种语法规则是以逻辑和实在的对应为前提的，是一种真值逻辑，追求的是形式的普遍的联系并用真假来判定。因而与任何特定的语言游戏存在的语境无关；而语言游戏所欲遵守的是一种“语用规则”，它奠立于包括讲话者和听者在内的语言游戏参与者的生活实践和形式中，追求的是实质上的有效性。只有相对于特定的语境，对特定的语言游戏参与者才谈得上遵守规则的问题。这是主体间约定俗成的结果。

10.2.4　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

“家族相似”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另一个重要的术语。在一个家族中，由于亲缘关系，各个成员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相似之处，如骨骼、相貌、眼珠颜色、走路的样子、性情，等等。而不论骨骼相似或相貌相似还是其他的相似之处都是部分相似和有一点相似，即大体相似，有时细节相似。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所称的“家族相似”。他采用这个词是为了讨论语言的本质、游戏的本质，用来阐明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像游戏一样没有本质，但有家族相似性。对于语言的本质问题，维特根斯坦希望人们“不要去想，而要去看”，建议人们考虑那些我们称之为“游戏”的事情，如棋类游戏、纸牌游戏、球类游戏、奥林匹克游戏等，找找是不是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他要求人们不要说“一定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否则它们就不会都被叫做“游戏”--请你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全体所共同的东西”。如果观察它们，人们“将看不到什么全体所共同的东西，而只看到相似之处，看到亲缘关系，甚至一整套相似之处和亲缘关系”。“再看一看纸牌游戏；你会发现，这里与第一组游戏有许多对应之处，但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丢失了，也有一些其他的特征却出现了。当我们接着看球类游戏时，许多共同的东西保留下来了，但也有许多消失了。它们都是“娱乐性的”吗？请你把象棋同十二子棋比较一下。或者它们总是有输赢，或者在游戏者之间有竞争吗？想一想单人纸牌游戏吧。球类游戏是有输赢的。但是如果一个孩子把球抛在墙上然后接住，那这个特点就消失了。看一看技巧和运气所起的作用，再看看下棋技巧和打网球技巧的差别。现在再想一想转圈圈之类的游戏。有娱乐性要素，但是有多少别的特征却消失了！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继续考察许许多多其他种类的游戏，可以从中看到许多相似之处出现而又消失的情况。”

经过考察、反思、分析后，维特根斯坦得出结论：语言就像一个家族成员一样，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形成亲缘关系，彼此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家族相似性。“一个家族的有些成员有一样的鼻子，另一些有一样的眉毛，还有一些有一样的步态，这些相似之处重叠交叉。”一个概念之下的各种现象A、B、C、D并不具有唯一一种或一组共同性质，而是A相似于B，B相似于C，C相似于D，等等。这一论述推翻了传统的观点--游戏必然存在娱乐性、竞争
 性及其技巧与运气的重要性，从根本上取消了“本质是否存在”这类问题，从此哲学家走出了长期无法摆脱的“哲学病”的困境。

维特根斯坦所讨论的家族相似性概念主要包括两类情形：形式概念（如命题、语言、名称、数）和心理学概念（如思想、理解、意愿、相信、试图）。由于语言游戏的种类及其规则的多样性，所以维特根斯坦还从游戏的特征进一步说明，语言没有本质意义和统一性意义，人们只有在实际运用中才能真正把握语言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认为，各种语言游戏就像一个家族相似的不同成员，它们不存在一般的或概括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个理论。1）在一个家族中，一个成员总有与另一个成员相似之处；2）一个家族成员与另一个成员的相似之处，未必也是他与第三个成员之间的相似之处；3）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相似之处是每一个家族成员都有的，但并没有一个相似之处是所有家族成员所共同的。

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通常称为游戏的那些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不存在所谓“共享”的本质特征。不过，他们彼此又确实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关联，因而形成了一个大的（游戏）“家族”，正像一个家族的诸成员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相似性一样，诸游戏之间也有互相重叠交叉的相似性。当然，这种相似性在紧密相邻的两个成员间（即父子或母子和同父母的兄弟姐妹间）较为明显。但是，在只具有间接关系的家族成员间，则不存在着什么明显的相似了。由此可见，并不存在这个家族的所有成员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的一切现象之间的联系都叫做“家族相似”，其主要目的在于否认它们之间的共同性。这样他就不必回答什么是语言的本质这个问题，维特根斯坦由此宣称：语言没有本质。这就是说，家族相似观念是用来否定语言本质的，因而，这个观念是与解释语言的本质相对立的。事实上，语言不能没有本质。

10.2.5　私人语言（Private language）

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游戏在于有规则，而不在于什么规则。他认为“本质是由语法表现的”。我们在玩游戏时，可以一边玩一边制订规则，甚至可以随时修改游戏规则，语言游戏的规则就体现在语言游戏的实践中。但是语言游戏的规则并不像其他娱乐性或者赌博性的游戏那样，完全在于人为约定并可以随时更改，语言游戏带有公众性、习俗性、实践性、多样性等特点，语言游戏的规则并不是某一个人、某几个人、某个游戏集团可以私自制定的，遵守其规则也并不是个人的私自行为，所以无论哪个国家、民族都不存在“私人语言”，所有的语言都只能是公众的。

维特根斯坦的基本论点是，私人语言只能建立在私人的规则上，而私人规则的想法却是虚构的，没有任何标准来判断我是否正确地遵守了这种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我遵守规则和我认为遵守了规则是无法区别的。我们不能解释“正确”的意义，因为对“正确”的所有解释都预先假设了它的使用。要正确使用语词，人们就必须共同遵守一定的规则。行为的一致性是遵守规则的基础。由此说来，判断主观的东西需要有客观的标准，判断内部的过程需要有外部的标准，这标准存在于人的行为中，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形式之中。

维特根斯坦认为，私人语言论题的出现是因为传统哲学错误地把第一人称的心理状态认同（如“我疼”，“我期望”，“我想要”）看作关于本质上私有的内部意识活动的传达或描述。而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些句子只是相关的心理概念所适用行为的一部分。例如，“我疼”是对一个人疼痛的表达，这并不是正在内部发生的某个东西的外部迹象，而这句话本身就是疼痛
 行为的一部分。这句话如同呻吟和畏缩的动作一样，也是疼痛的一种表达，它不过是取代了那些更原始的表达罢了。由此看来，这类心理词汇和其他所有的语词一样，其意义就是它们的使用，而它们的使用是由那些公共的一致同意的规则来确定的。

10.2.6　意义即用法（Meaning as use）

语言是人类的生活现象，因此必须把语言看作生活形式的一部分，从语言的实际运用中去研究语言。维特根斯坦放弃他前期的“语言是世界的逻辑图像”这一基本观点，提出“语言游戏论”，是因为他意识到哲学的任务应该是对日常语言的语法规则（如何使用的问题）进行研究，考察词和句子在不同语境中的用法，要根据使用确定它们的意义。一个语言游戏的任一表达式究竟是语词还是命题；如果是语词，它又属于什么样的词类（是数量词，还是名词、连词等等）；如果是命题，它又是什么样的命题（是用以描述、解释什么的陈述句，还是用以下达命令的命令句，抑或是用以提出问题的问句，等等）。这些都最终取决于它在语言游戏中所起的作用，也取决于人们在该语言游戏中对它的使用。

在后期哲学中维特根斯坦的思考方式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巧妙地改变了对问题的提问方法。他告诉人们，不问“什么是意义？”而问“什么是意义的说明？”对于一个词来说，可以不问它的意义而问它的用法。他说：“就我们使用‘意义’这个词的大多数情况--虽然不是全部情况--来说，可以这样给它下定义：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这句话说出了维特根斯坦后期意义说的中心思想。我们怎么来理解“意义即用法”呢？

意义即用法--关键在于，决不能按照指称的方式去思考它。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词并不代表它的用法，并不指称它的用法。他强调，在词的意义和词的用法之间没有指称关系、代表关系。

意义即用法--词的意义与词的功能相关。词的功能是在用词的操作之中表现出来的。词的意义不能单从它的表面看，而要看在一个句子里人们对它的使用。重点还在于词的使用方式。这里，使用方式就是指怎样使用的。对于一个词的意义来说，重要的不是分析出它的各种用法并列举出来，而是要察看它是怎样使用的。强调词被使用时的方式就回答了意义的表现问题。词的用法显示它的意义。

意义即用法--词的意义存在于有关的关系之中；必须从一定的联系之中去了解它。我们以“我害怕”这句话为例：

“不，不！我害怕！”

“我害怕，我抱歉地承认这一点。”

“我还是有点害怕，但不久就会过去。”

“实际上我还是害怕，虽然我自己并不承认。”

这里，“我害怕”这些词所处的上下文不同，也就是说语境不同。每个句子都有适合它自身的、特别的声调和语气。“我害怕”这句话的意义只有通过它们在上下文的用法来表达。

意义即用法--词的意义与语言活动或生活形式密切相关。一个词在一个语言游戏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怎么样的作用，就使这个词获得什么样的意义。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做语言游戏的人和语言游戏的目的都是不可忽视的。词的意义也可以说是由一些人赋予的；人给词意义的时候，离不开使用词的目的。做一种语言游戏总有一定的目的，这种目的引导我们给所用的词什么样的意义。


 意义即用法--这个命题的实质在于肯定意义家族存在。维特根斯坦主张，阐明一个词的意义必须说明这个词是怎样使用的。人们使用一个词的方式是五花八门的。一个词在语言游戏中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他认为语言游戏是多个，而不是单一的；那么，词一定有一个意义的家族。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一个“命题”的意义和一个“游戏”一样是有变化的。意义家族的存在否定了一个词或命题有一个单一确定、僵死不变的意义。从用法有各式各样以及功能有多种多样出发，达到了承认一个词有一个意义家族，这是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一大转变。

维特根斯坦从理解和接受者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这一命题。语言游戏论强调语言是一种现实活动，使用语言必须遵守规则。这些规则不仅包括日常语法，而且包括使用的语气以及与此有关的行为等作为整体的言语行为。不同的语言规则产生不同的语言游戏。由于维特根斯坦主张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在于用法，而且强调对语言表达式的实际用法，特别是诸种用法之间的差异的研究，因此他的后期哲学思想从根本上排除了从语言与现实的对应中寻求意义的观念，对语言的分析从语形和语义的层面转向语用层面，启迪和影响了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

10.3　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评论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知道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语言观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前期的观点。很多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后期是对其前期的彻底批判和抛弃，前后两阶段的语言哲学观及整个哲学思想是彻底对立的。对此，我们持有不同观点。我们认为，后期维特根斯坦是继承前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批判，并非完全对立。前后期的语言哲学观既有分歧又有联系。前后期语言哲学观的不同点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核心的转变是从图像论到语言游戏说。这个核心的转折带来了其他许多面的变化。在意义理论上，从意义的指称论到意义的使用论，意义不再孤立于语境而指称的事物和事态。意义是植根于生活形式的语言使用。在语言与现实的关系上，语言不再是现实的原子图画，语言与现实只能统一于语言的运用，即语言的游戏之中。前期维特根斯坦追求逻辑语言的确定性，追求语言的本质，后期维特根斯坦回归日常语言，放弃了对本质的追求，提出了家族相似性。在分析方法上，也由早期的逻辑分析到后期日常语言的语法分析，由早期的逻辑解释澄清到后期的语言描述。

前期的维特根斯坦试图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从逻辑语言的角度来把握和理解哲学，用逻辑分析来说明无意义的哲学命题；后期的维特根斯坦重新审视这一视角，回归到自然语言的语言游戏中来，通过对自然用法的描述来澄清对日常语言的误解。但对哲学性质的主张上（即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前后期还是一致的。其次，维特根斯坦始终都站在批判形而上学的立场。前期的他试图通过逻辑分析来消解那些形而上学的哲学命题，后期的他则通过对日常语言的研究，把一些笼罩在形而上学迷雾中的问题拉回到日常语言用法的分析中。最后，他始终把语言作为解决哲学问题的钥匙。在他看来，哲学的任务就是批判语言，只不过在前期和后期批判的方法及手段上有别。如果说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已经发起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使人们意识到语言不再是人们生活和哲学的边缘话题，而是理解把握我们这个世界的关键的话，那么，在后期，他并没有抛弃革命的立场，而只是把这场革命
 更加彻底地进行下去了。

从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向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转变，两个阶段相互对应，并最终落实到语言。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认为，哲学就是“语言”中的“游戏”形式。在维特根斯坦自觉地从前期观点向后期观点的转变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维特根斯坦哲学从某些意义上代表了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走向。就此而言，只有当把前期维特根斯坦与后期维特斯坦哲学乃至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相比较时，我们才能真正发现它的作用和价值。

10.4　本章小结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尤其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不但在哲学领域推动了语言的转向，在语言学等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哈里斯（Harris）把维特根斯坦和索绪尔并称为对现代语言学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转变促进了语言研究者们将语言研究的视角从理想语言转为日常语言。在当代的许多语言学流派、语言研究领域，都能找到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痕迹。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旨在说明语言的使用必须有参与者（交际的双方或多方），离开参与者，孤立的词和句子都没有现实意义。所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涵盖了说话者和听话者。而人们的话语可以理解为功能不同的言语行为。我们将在下一章介绍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





本章思考题

1．如何理解早期维特根斯坦的“世界结构”？

2．何为“语言图像论”？

3．何为“家族相似”？

4．怎样看待维特根斯坦思想和维也纳学派（维也纳小组）思想（“逻辑实证主义”）的关系？

5．如何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用法”的主张？

6．维特根斯坦如何批评“私人语言”？






 
11
 　言语行为理论


11.0　引言

在第十章对维特根斯坦的介绍中，我们不难发现维氏思想前后期发生了很大转变，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于语言使用方面，这其实是现代语用学研究的领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同时代及后来的哲学家，如罗素、斯特劳森、克里普克、塞尔等，其中有反对者也有支持者。罗素就曾毫不掩饰地表达过自己对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失望。但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和日常语言哲学学派学者的诸多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本章将着重介绍日常语言哲学学派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奥斯汀和塞尔，以及他们关于日常语言理解的理论，尤其是奥斯汀创立的言语行为理论及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11.1　日常语言哲学学派

要探究奥斯汀和塞尔的语言哲学思想，必须先对两位所代表的日常语言哲学学派有所了解。语言分析学派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内部逐渐出现了两个派别：完美语言哲学学派（ideal language philosophy）和日常语言哲学学派（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前者的思想主要来自弗雷格、塔斯基、罗素，注重人工语言逻辑系统的研究；后者的领军人物是斯特劳森、奥斯汀、塞尔、格赖斯（H.P.Grice）等，他们强调自然语言的理解，其思想观点于五六十年代在牛津大学全面开花，因此也被称为牛津学派。正是在日常语言哲学学派的努力下，诞生了言语行为、会话含意等对日后语用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理论学说。

开启50年代日常语言哲学学派大门的是牛津大学的哲学教授吉伯特·赖尔，他于1953年发表了题为《日常语言》（Ordinary Language
 ）的文章，对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篇文章中，赖尔强调了自然语言的重要性，并提出日常语言哲学学派要研究的是词语的使用，而并不是词语本身。这些看法成为日后日常语言哲学学派的中心思想。随后，赖尔在1957年发表了《意义理论》（The Theory of Meaning
 ）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承认受到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如维氏关于词的意义是它在言语中的用法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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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语言哲学学派的另一宗师级代表人物是英国哲学家斯特劳森，他曾因对哲学作出了杰出贡献而被英国皇室授予爵士爵位。在《论指称》（On Referring）一文中，斯特劳森强调了语言使用和语境的重要性。显然，他的观点和弗雷格、罗素、卡尔内普等人的思想相左，因为后者致力于逻辑哲学并把逻辑语言当做哲学研究的对
 象。以斯特劳森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哲学学派的思想，对日后哲学和语言学各个分支在英美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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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出，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在牛津的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普遍把自然语言及其日常使用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在他们看来，词语的日常使用是澄清或解决哲学问题的有力工具，哲学问题实际上就是语言问题。另一方面，日常语言学派内部的各位学者的具体观点也不尽相同，整个学派是沿着多种思想脉络发展的，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当数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内容。

11.2　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的中心观点是“说话即做事”（To say something is to do something），这一主张最早由奥斯汀于1955年在哈佛大学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系列讲座中提出，后经由其学生塞尔将这一理论发展完善。本节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奥斯汀关于施为句和表述句的二分法、施为句的适切条件、言语行为三分说，以及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发展所作的贡献，包括言语行为的适切条件、言语行为的类型和间接言语行为理论。

11.2.1　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

言语行为理论最先是由日常语言哲学牛津学派的重要领军人物约翰·朗肖·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1911 - 1960）提出来的。奥斯汀于1911年生于英格兰。1924年，奥斯汀进入鲁斯伯利公立中学，在此期间他掌握了希腊和拉丁文，具备了阅读古典原著的语言能力。从1929年开始，奥斯汀在牛津大学求学，攻读古典学、语言学和哲学，并于1933年获得古典学学位，后留校任教。二战期间，奥斯汀投笔从戎，服役于英国陆军情报部门，曾两度受勋。离开部队后，奥斯汀于1952年被聘为牛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从此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等著名高校举行了讲座，讲解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1960年英年早逝，年仅4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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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汀一生著述不多，生前只发表过七篇短文，未发表过专著。即便如此，奥斯汀的学说在哲学和语言学领域仍然引起了很大反响。他的思想主要反映于课堂授课、讲座和研讨会上的讲演，并通过他的学生而得以传播。1961年，他的学生厄姆森（J.O. Urmson）和瓦诺克（C.J. Warnock）收集、整理了先师的十篇论文，合订为《哲学论文集》（Philosophical Papers
 ）（后相继修订，第三修订版增至十三篇论文）。1962年，厄姆森根据奥斯汀1955年在哈佛大学威廉·詹姆士讲座上发表的讲演的笔记整理出版了《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一书。同年，瓦诺克根据奥斯汀1947年至1959年间在牛津大学所作的关于知觉理论的讲课的笔记，出版了《感觉与可感觉的事物》（Sense and Sensibilia
 ）一书。

《如何以言行事》是反映奥斯汀言语行为思想的重要作品，其书名一目了然地告诉我们
 奥斯汀关于“说话就是做事”的主张，这一基本主张可以理解为说话人只要说出了有意义、可为听话人理解的话语，就可以说他实施了某种行为，这种行为就是言语行为。奥斯汀对说话者利用话语执行诸如提问、发布命令、询问、邀请、道歉等言语行为怀有浓厚兴趣，因为他意识到仅仅区分真假值的语义学是无法对此作出合理解释的。那么，言语行为理论又是如何解释这些行为？接下来的几节内容将告诉我们答案。

11.2.2　施为句（performatives）和表述句（constatives）

20世纪30年代，在哲学史上曾产生过广泛影响的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大力主张逻辑实证主义，其基本观点是只有通过逻辑分析法，才能最终解决传统哲学问题。他们还主张消解形而上学，把经验作为知识唯一可靠的来源。该学派奉行“实证原则”（verification principle），即认为只有当一个句子能够被证实或者证伪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像例（1a-b）中的句子在维也纳学派看来都是主观意志的表达，进而被认定是无意义的。

（1）a． Philosophy is more difficult than linguistics.（哲学比语言学难懂。）



b． The price is too high for the house.（这个房子太贵了。）





逻辑实证主义思想在英美国家广泛传播，正是在这一哲学背景下，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首先注意到日常语言中的一些句子不属于表述句，因此无法判断其真假值，如例（2a-d）：

（2）a． 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



b． Do you want any low-fat yogurt?（你要不要低脂的酸奶？）

c． Please wait for my call.（请等我电话。）

d． You are dismissed.（你可以走人了。）





在以上各例中，说话者不仅说出了话语，而且通过这些话语或直接或间接地传达了一定的交际意图，完成了不同的会话功能。奥斯汀将这样的句子称为施为句，与表述句的概念相对。所谓表述句，就是用来断言、陈述事实、描述状态等的句子，这些句子本身具有真假值，例如：

（3）a． One of my roommates at the university was an African-American from California.（我的一个大学室友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非裔美国人。）



b． The first meal I ate in America was spaghetti.（我在美国吃的第一顿饭是意大利面。

c． The apartment I have found is a quiet place in a historic building，located just a few miles from the downtown.（我找的公寓是一个历史建筑中的安静一隅，离闹市只有几英里远。）





相反，施为句不是断言、陈述或者描述某种事物或状态，而是通过话语来实施某种行为。施为句的概念最先为奥斯汀所用，奥斯汀认为施为句无所谓真假，只有妥与不妥之分，例如：

（4）a．I nominate him as the new director.（我提名他为新董事。）



b．I promise to return your car on good condition.（我保证把车完好无损地还给你。

c．I apologize for not being able to meet you.（抱歉，没能见你。）





（4a-c）各例都没有真假值，本身构成（部分）行为，如例（4a）中的提名行为，例（4b）中的
 承诺行为，例（4c）中的道歉行为。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施为句和表述句的明显区别之一就是是否含有施为动词（performative verb），如例句中的nominate（提名），promise（保证），apologize（致歉）等。奥斯汀（1962：151）把英语中的施为动词分为五个基本范畴，即：

（1）决断类（verdictives）：表达裁决或评判，如法官、陪审团、仲裁人、裁判的裁断。这类动词包括acquit（宣判某人无罪），convict（宣判某人有罪），find（判决），hold（拘留），rule（裁决），calculate（估算），reckon（估计），estimate（估计），diagnose（判断），characterize（表示），analyze（分析）等。

（2）行使类（exercitives）：表达权力、影响的施行。这类动词包括appoint（委派），dismiss（解雇），name（任命），order（命令），command（指挥），direct（指示），fine（处罚）， grant（同意），nominate（提名），announce（宣布），declare（宣告）等。

（3）承诺类（commissives）：表达说话人承诺或承担某种责任。此类动词包括commit（保证），promise（允诺），undertake（承揽），covenant（承诺），intend（打算），purpose（意欲），swear（起誓），guarantee（保证），pledge（许诺），vow（发誓）等。

（4）表态类（behabitives）：表达和说话人态度、对他人行为的反应有关的词，如 apologize（致歉），congratulate（道贺），commend（称赞），condole（表示同情），curse（诅咒），challenge（质疑），thank（感谢），deplore（悲叹），resent（愤慨），criticize（批评）， welcome（欢迎），toast（祝酒）等。

（5）阐述类（expositives）：表达阐述观点、论证、澄清的词，如state（陈述），report（报告），remark（评论），concede（承认），inform（告诉），tell（告知），agree（同意），recognize（认可），interpret（解释），argue（表明），formulate（阐述），understand（了解）等。

尽管施为句没有真假值，但它们仍要满足一定的适切条件，否则就无法起到实施行为的作用。比如在例（4a）中，说话人要完成任命行为，必须具有任命的权力；在例（4b）的承诺行为中，说话人所承诺的事情必须是听话人想要的结果；在（4c）的道歉行为中，说话人要有表达歉意的诚意。也就是说，适切条件就是适当地使用言语实施行为的条件，奥斯汀（1962：14-15）把适切条件归为三类：

（A．I）必须有可被接受的、约定俗成的常规程序，包括由特定的人员在特定场合发出特定的言语，以及

（A．Ⅱ）某个言语行为中的特定人员及场合对特定程序的行使来说必须是合适的。

（B．I）程序必须被所有参与者正确地执行，同时，

（B．Ⅱ）完整地执行。

（C．I）通常来说，行使程序的人员要具备特定的思想、感情或意图，

（C．Ⅱ）相关参与者必须执行接下来的行为。

由此可知，对上述适切条件的破坏将导致不合适施为句的产生。比如牧师如果不是在教堂，而是在家里主持婚礼，宣布新人双方成为夫妇，那么就是无效的言语行为。又如一个公司里通常老板才有解雇职员的权力，因此一个普通员工说“我炒你鱿鱼”，是无法构成有效的“解雇”言语行为的。再如，如果某人说“我送你一部奔驰”，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奔驰，那么这个说话人的意图就是不真诚的，也就是违反了第三类条件，所以“馈赠”行为仍不奏效。


 但是，奥斯汀后来很快发现适切条件并不是普遍有效的，它们只适用于部分言语行为，而有些言语行为是不需要所谓的适切程序的。例如，某人在道歉时，表达的方式有很多，既可以说I apologize（我道歉），也可以说I am sorry（对不起），或者是说Much to my regret（很遗憾）等等。

11.2.3　显性／隐性施为句

奥斯汀还根据句子中是否含有施为动词来作为区别显性施为句（explicit performatives）和隐性施为句（implicit performatives）的标准。含有施为动词的施为句即显性施为句，施为动词为我们提供了判断言语行为类型的手段，如在例（4a-c）中， nominate、promise、apologize是施为动词，这提示我们这几个例子分别是“命名”、“承诺”和“致歉”行为。一般来说，显性施为句可以通过hereby（特此）来测试，如果施为句可以与 hereby连用而不影响句子的意义，就被认为是显性施为句
①

 ，如：

（5） a．Turn off the light.（关灯。）



b．I hereby request that you turn off the light.（我特此请求你关灯。）

c．I hereby order you to turn off the light.（我特此命令你关灯。）





隐性施为句是指不含施为动词的施为句，如：

（6）a．隐性警告：My brother is coming.（我哥哥来了。）



b．隐性提醒：It’s already eight o’clock.（已经八点了。）

c．隐性请求：Could you tell me the truth？（能告诉我实情吗？）





隐性施为句由于缺乏明确的施为动词，因此其理解必须借助语境，比如例（6a）既可以理解为隐性警告，也可以理解为隐性提醒甚至隐性威胁；再如例（6c）既可以将其理解为询问能力的表述句，也可以理解为隐性请求的施为句。

奥斯汀还总结了施为句的其他一些特点，如主语就是说话人、采用第一人称单数主语、肯定陈述句、一般现在时、主动语态等。但是这些特点并不能作为判断施为句的标准，与之不符的施为句比比皆是，如We apologize for being late（对不起，来晚了）、You are not allowed to take photos here（这里禁止拍照）、Thank you（谢谢）等。鉴于表述句和施为句各自定义和区分的难度，奥斯汀后期基本上放弃了对表述句与施为句的二元对立说，转而认为表述句实质上也是一种施为句，也就是说，表述句也是可以用以行事的言语行为，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适用的理论，即言语行为三分说。

11.2.4　言语行为三分说

在认识到施为假设的不足之后，奥斯汀很快从陈述句／施为句二分法转向言语行为三分说，即主张言语行为包括三个层次：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s）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anry acts）。在这一理论中，表述句和施为句被同样地作为言语行为看待。

言内行为是指说话人说出具有意义的话语，这是言语行为最基本的层次，包括调动
 发音器官发出一系列语音或写出文字符号，并按照一定的规则将语音／符号组成规范的字、词、短语、句子的行为。比如当说话人想表达“这个房间真大”的意思时，只要正确地说出这几个词，确定词的指示对象，能够为听话人所理解，我们就可以认为说话人完成了一个言内行为。

言外行为是指说话人通过说出话语而实现某个交际目的或执行某个特定功能的行为。这一行为反映了说话人或明确或暗含的意图，因此言外行为可以理解为说话人想让自己的话语起到什么样的功能或作用，这种功能或作用被奥斯汀称为“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言外行为是在说话过程中和言内行为一起完成的，其理解要依靠语境。例如：（7）A： Will you dine with me?（能和我一起吃饭吗？）



B： I am on a diet.（我在节食。）





在例（7）中，B的回答一般会被看作起到“拒绝”的功能。一般来说，狭义上的言语行为常被认为就是指言外行为，因此如何以言行事是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的中心。其他常见的言外行为还包括致谢、问候、恭维、道歉、承诺、警告、提醒、劝说、请求、命名、责备、发誓、准许、馈赠、命令、建议、解释、敦促等。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个言语表达可以被用来执行不同的功能，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语境中言语具有不同的语力。以例（7）来说，B的回答也可能是对A提出的一种请求，因为在节食，所以只能吃一些热量低的食物；或者是对A的一种埋怨，暗含“你干嘛叫我吃饭，难道你不知道我在节食吗”的意思。反之，同一种言语行为也可以用不同的言语形式来表达，表达方式及手段不一而足，例如在英语中，赞美女孩子漂亮可以说：

She is gorgeous!（她真是漂亮！）

She is a babe.（她是个美女。）

She turns me on.（她让我眼前一亮。）

言后行为是指说话者的言语表达对听者产生的影响或结果，这种通过话语产生的效果也叫言之效。听者的反应可能是说话者期待的，也可能存在误解的情况，导致听者反应与说话人预期不符。例如，在例（7）中，A可能会把B的回答理解为不想吃饭了，从而就会放弃一起吃饭的建议，这就是B的言语在听者身上产生的效果。如果A没有理解B不想去吃饭的意图，只把这句话当做一个简单的陈述，就会坚持和B去吃饭，也就是说B的话没有在A身上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但是，即使违背了说话者的意图，听者的反应仍然属于说者所发出的话语的言后行为。所以说，言后行为是说话者意图无法控制的一种事后效应。

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三分说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广泛讨论，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言内行为和言外行为的区分以及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的区分上。奥斯汀的学生塞尔后来就言语行为理论的一些争议做了新的阐述和解释，从而使言语行为理论更加充实、富有解释力，这些内容将在下一节中谈到。

11.2.5　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发展的贡献

尽管是奥斯汀首次将言语行为理论作为一种哲学分析工具而提出的，但言语行为理论的体系化和规范化却要归功于奥斯汀在牛津大学所教的学生塞尔（1932- ）。塞尔教授于1959年从牛津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便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执教至今。
 他几十年来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对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问题的探讨作出重要贡献。有鉴于此，塞尔教授担任了美国人文科学学院院士，并被授予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奖章。

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言语行为的适切条件。塞尔认为，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适切条件并不总是适用的，这些条件共同构成言外行为的语力。在奥斯汀研究的基础上，塞尔提出了新的适切条件类型，即命题内容（propositional content）条件、预备条件（preparatory conditions）、真诚条件（sincerity condition）和基本条件（essential condition）。按照这四种适切条件来分析“承诺”行为，可以用下列内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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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命题内容条件：S将来的行为A

（2）预备条件：（a）H宁愿S做A，而不是不做A，S也是这样认为的；（b）S和H都没明显感觉到S在正常条件下会去做A

（3）真诚条件：S想要去做A

（4）基本条件：说出e以表明要承担去做A

（S指说话者，H指听者，A指行为，e指言语表达）（Searle, 1969:
 57-60）

命题内容条件和言语行为的内容有关。比如在一个“承诺”行为中，命题内容条件是关于说话者将来的某个行为，在“请求”行为中，命题内容涉及听话人将来的某个行为。预备条件是指在现实中实施某个言语行为的先决条件。对一个“请求”行为来说，说话者知道听话人具备满足请求的能力，但是如果不开口请求听话人去做，听话人就不会实施这一行为。真诚条件意思是实施某种言语行为的说话人要有诚意。比如在“道歉”这一行为中，说话人必须真诚地对做错的事情进行悔过。如果说话人只是言不由衷地表达歉意，就无法满足真诚条件。基本条件是指说话人要说出言语，以便让听话人知道自己的意图。例如在“馈赠”行为中，说话人要表达出自己愿意将某物赠予某人的想法，否则“馈赠”行为就无法完成。

关于言语行为的分类问题，如前所述，奥斯汀划分了五种类型的言语行为，但是他本人对这种分类是不满意的。在奥斯汀看来，这五种分类中存在着各种交叉、模糊的现象。这样的例子的确很多，比如swear（发誓）既在承诺类言语行为中，又在阐述类言语行为中； understand（理解）既属于裁定类言语行为，又属于阐述类言语行为。因此，言语行为是否可以被归类、如何被归类并没有一个圆满的答案。

在奥斯汀之后，很多学者试图对言语行为的类型进行重新归类，在这些尝试中，塞尔的分类是最为广泛接受的。塞尔把言语行为按照四个方面分为五类，这四个方面分别是行事要点（illocutionary point）、词语与世界的适切方向（direction of fit between words and world）、所表达的心理状态（expressed psychological state）、命题内容（propositional content）（Searle，1979:2）。这就是说，每个言语行为都有一个命题内容，有自己的行事要点，而说话人在实施言外行为时，会针对话语中的命题内容表达出自己的态度和心理状态。同时，言语和客观世界之间存在适切方向。根据这一标准，塞尔提出的五种类型的言语行为分别为：表述类（representatives）／断言类（assertives）、指令类（directives）、承诺类（commissives）、表达类（expressives）、宣告类（declarations/declaratives）。


 I．表述类／断言类

表述类／断言类言语行为指说话人相信命题内容是真实的，其适切方向是从言语到世界，即说话人用言语来描述自己所相信的世界。例如：

（8）a．The US movie“Transformers” is a hit in cinemas.（美国电影《变形金刚》在影院广受欢迎。）



b． Brazil won the Confederations Cup for the third time.（巴西队第三次赢得联合会杯冠军。）

c．No one can deny the fact that fire burns.（无人能否认火能燃烧的事实。）





Ⅱ．指令类

指令类言语行为指说话人想要听话人做某事，即说话人通过表达自己的使役性指令或意愿使听话人作出某种相应的反应。这种言语行为的适切方向是从世界到言语，也就是听话人以其行动去实现听话人的指令，如下例所示：

（9）a．Join us now！（加入我们吧！）



b．Stop probing！（不要刨根问底了！）

c．Don't jump to conclusions.（不要急于下结论。）





Ⅲ．承诺类

承诺类言语行为是指说话人对将来某个行为所作出的承诺。这一类言语行为的适切方向是从世界到词语，即通过说话人的行为达到自己的承诺，如：

（10）a．We cannot guarantee the punctual arrival of trains in foggy weather.（我们不能保证火车在雾天能准时到达。）



b．I'll keep secrets from John.（我不会告诉约翰。）

c．I will never give my consent to the marriage.（我决不会同意这门婚事的。）





Ⅳ．表达类

表达类言语行为指说话人表明自己的心理状态或态度，如喜欢、厌恶、喜悦、伤心等。这类言语行为没有适切方向，如：

（11）a．How wonderful！（多妙啊！）



b．Good heavens！（天哪！）





V．宣告类

宣告类言语行为指说话人通过话语直接改变某些事物的状态。这类言语行为的适切方向既可以是语词适合世界，也可以是世界来适合语词，因此宣告类言语行为的实施和事物的改变是一致的。比如：

（12）a．I now pronounce you man and wife.（现在我宣布你们成为夫妻。）



b．I declare the meeting open.（我宣布会议开幕。）

c．We nominate you as the new director.（我们提名你为新董事。）





尽管塞尔改进了奥斯汀的分类，但是新的分类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塞尔发现有些言语行为类型是重合的，如断言类和宣告类；还有的言语行为无法归入上述各类，比如有人问你：Do you want to play tennis？（想打网球吗？），那说话人往往不只是询问你对打网球的看法，而是邀请你去打球。这就表明言语行为的多重性和间接性，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详细介绍。


 11.2.6　间接言语行为理论

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作出的最重要贡献莫过于他在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基础上，首次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的概念。要理解间接言语行为，可以先看以下的例子：

（13）a．I request you not to smoke.（请不要吸烟。）



b．No smoking.（请勿吸烟。）

c．Would you mind not smoking?（可以不要吸烟吗？）





例（13a）是含有显性施为动词request的直接言语行为；例（13b）是采用祈使句式的直接言语行为；例（13c）采用Would you mind …?的问句形式，但却不是提出问题，而是礼貌地表达说话人的请求，因此是间接言语行为。由此可见，间接言语行为是“通过执行另一个行事行为来间接地执行某个行事行为”（Searle，1979：31）。按照塞尔的观点，间接言语行为具有两层行事效力，如在例（13c）中，“请求”这一言语行为被称为首要言外行为（primary illocutionary act），“提问”这一言语行为被称为次要言外行为（secondary illocutionary act）。

塞尔把间接言语行为分为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conventional indirect speech act）和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non-conventional indirect speech act）两种。前者是指以规约性或标准性用法的方式来使用某类言语行为作为间接言语行为，在执行这种类型言语行为时，人们不会停留在话语表面意义上，而是直接领会非字面意义。比如：

（14） Could you please do me a favor?（请帮一下忙好吗？）

在“Could you please …”（请……）的结构就是一种规约性用法，人们已经将其默认为礼貌地表达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简单的询问，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不会把其当做问句而答以“Yes”或“No”的原因。

与之相反，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指需要依赖语境或者会话方共享的背景知识才能理解其意思的言语行为，如以下这个发生在一对恋人之间的对话：

（15）A：Sweetie，next Wednesday is Valentine’s day.（亲爱的，下周三就是情人节了。）



B：Ok，I’ll buy you the necklace.（好的，我会给你买那条项链的。）

A: Actually，I have booked it today，and you just pay for it tomorrow.（其实，我今天已经预定好了，你只要明天去付钱就可以了。）





这个例（15）中，A提醒B情人节快到了，其实是在表达一种请求，B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而A后来的回答也证明了B的理解是正确的。

再来看这样一个场景，A到餐馆去吃饭，发现等位的人很多，于是问站在门口的服务员 B“Will it be long?”（要等很久吗），服务员没有回答，而是在纸上写着什么，于是A又问，“How long of a wait?”（要等多久），这次服务员回答：“Ten minutes.”（十分钟）。过了一会儿，服务员叫道：Willette B. Long，your table is now ready.”（Willette B. Long，有你的位子了）。在这个例子中，服务员B把顾客A的一个“询问”言语行为看作“陈述”言语行为，即把问句“Will it be long?”当作是顾客A自报家门。正是由于服务员错误地理解了言语行为的类型才导致了后来幽默效果的产生。但是，在日常对话中，人们一般都可以领会到说话人所执行的言语行为类型，哪怕是间接言语行为，也不会给人们带来很大困扰。事实上，在
 日常语言中，大部分语言使用都属于间接言语行为的范畴。虽然我们无法从表面意义来判断言语行为的类型
①

 ，但说话方却常常运用间接言语行为方式，听话方能够准确判断出言语行为间接所属的类型，推导出说话人字面之外的隐含意义，会话双方相互理解的过程大多数时候并不费力，甚至是无意识的，这一效果是如何达到的呢？塞尔认为，间接言语行为的理解需要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会话双方共有的背景知识（既包括语言知识，也包括非语言知识），另一是听话人的一般分析和推理能力。
②

 当然，礼貌原则也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让我们以“拒绝”的间接言语行为为例，分析一下间接言语行为理解的过程。
③



（16）A：Sam，may I use your computer？（山姆，我可以用一下你的电脑吗？）



B：Well，you once erased all my personal files.（哦，你曾经删除过我所有私人文档。）





在例（16）中，B没有直接回答A“可以”或者“不可以”，而是描述了一个事实。单独来看，这一回答并不构成“拒绝”行为，但是联系语境信息，我们知道B并不愿意把电脑借给A用。问题是，A是怎么推导出B所作回答的真实意图的呢？B是如何利用“陈述”行为达到“拒绝”的目的的呢？塞尔（1975：34-35）提出了理解间接言语行为的十个步骤（但在日常会话中，人们是不会按照这十个步骤按部就班地理解话语的），以上述对话为例，A推导出B的“拒绝”言语行为的过程如下：

第一步：A向B提出借用电脑的请求，B就此作出一个回答，说明一个事实，即A曾经删过他所有的私人文档（会话事实）。

第二步：A认为B是遵循会话原则的，因此他所说的是和会话主题相关的内容（会话合作原则）。

第三步：B的相关回答必定是接受、拒绝、反建议、进一步讨论等的一种（言语行为理论）。

第四步：但是B的字面意思并非上述言语行为，因此不是一个相关回答（从第一步和第三步中推出）。

第五步：因此，B的回答可能是包含了言外之意。假如他的回答是相关的，那么他的首要行事要点一定不同于他的字面行事要点（从第二步和第四步中推出）。

第六步：A知道自己曾经删过B电脑中的私人文件，给B带来过很大麻烦（事实背景信息）。

第七步：因此，B可能不愿意再借给A电脑用了（从第六步中推出）。

第八步：接受一个请求的准备条件，是能够执行命题内容条件中所说的行为（言语行为理论）。

第九步：因此，A知道B的回答表明，他大概不愿意接受请求（从第一步、第七步、第八步中推出）。

第十步：因此，B的回答的首要行事要点可能是拒绝接受A的请求（从第五步和第九步
 中推出）。

以上十个步骤虽然逻辑严谨，但是经过推导所得的结论仍然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B的回答不一定就是拒绝，或许只是提醒或者为下文作铺垫。比如如果B接着说：“You have to be careful this time.”（这次你可得小心）或者说“but I’m sure you’ll never do it again.”（但我相信你不会再那样做了），那么B就执行了“接受”这一言语行为了。可见，间接言语行为的推导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会话方共同的背景知识、言语行为理论、会话中的礼貌原则和面子理论等，塞尔认为礼貌原则是说话人采用间接言语行为方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①

 。出于礼貌考虑，在日常会话中人们通常不会很生硬地说出以下这种句子的：

（17）a．Be quiet！（安静！）



b．I order you to be quiet!（我命令你保持安静！）

c．Shut up!（闭嘴！）





另一点不可忽视的是，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某些言语行为只发生在某种特定的文化中，不可一概而论。比如，在中国，朋友在路上相遇打招呼时可能会问：“你要去哪儿？”，被问的人一般会回答：“出去一下。”在会话双方看来，这个言语就是一个“问候”行为。如果同样的问题来问西方人，他们可能会把这个话语当做“提问”来理解，因为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比较重视个人隐私，所以出于礼貌是不会轻易问别人此类问题的，更不会当作一种打招呼的方式。因此，关于言语行为的跨文化研究也是长期以来语用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11.3　本章小结

语言哲学与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界面是语用学，语用学与语言哲学的交叉点在于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方面。本章主要介绍了言语行为理论的理论源头、基本主张、发展阶段等内容。作为这一理论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奥斯汀和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诞生和发展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50年代起，奥斯汀提出了“说话即做事”的概念，并且对施为句和表述句作了区分，提出了施为假设。后来，又对言语行为三分说，即以言指事、以言行事、以言成事作了详细阐述。

语言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语言有多少种使用方式。塞尔继承了奥斯汀言语行为三分说，但对奥斯汀行事行为的分类持有不同看法。为了探究这一问题，塞尔秉承奥斯汀的理论观点，对言语行为的类型重新作了划分，提出言语行为的适切条件，并进一步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自从言语行为理论创立以来，许多学者都对它做了深入研究和创新，如将其运用到会话分析、跨文化研究、人工智能等领域中，证明了言语行为理论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当然，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不完善的，在赢得大批追随者的同时，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也饱受争议。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言语行为理论作为分析自然语言理解的有力工具，已经并将继续在语言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本章思考题

1．A：“听说隔壁新开了一家很好的西餐馆。”

B：“你今天晚上别做饭了。”

请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分析以上对话。

2．I promise to come and see you（我保证来看你）和I hope to come and see you（我希望来看你）都是施事行为吗？为什么？

3．言语行为的类型可以确定吗？请给出可以或者不可以的理由。

4．你认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合理吗？试论述其合理之处和不可取之处。

5．请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对比中英“拒绝”行为的异同。

6．请描述并分析一种间接言语行为。考虑一下为什么人们要使用间接言语行为而不是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

7．到一个特定的场合收集语料，如婚礼、法庭、会议等，找出其中出现的言语行为类型，并分析其言内行为、言外行为、言后行为是如何被执行和理解的。






 
12
 　语意--语言与说话者之意


12.0　引言

关于语言，从古到今，至少有两点人们的认识是一致的，第一是单词的意义是任意的，约定的（柏拉图、洛克、密尔）；第二是当语言用作交流工具的时候它与其他那些任意语码的作用基本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说话人把脑子里的思想编码成语言，听话人解码后产生自己的思想。交流是否成功取决于说话人的思想与听话人的思想是否相符。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认为，任何语言符号是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构成的，“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任意的。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是索绪尔符号语言学思想的基础，任意性本质上也不是绝对的任意，而是具有一定的社会规约性和惯例性的，这就涉及符号的社会性特征。人们把语言看作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的使用者是人，所以研究语言也就是研究人的思想。

如果语言是由一连串的符号组成，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翻译将思想解码成一连串的符号。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在这方面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研究意义不可避免会涉及所指，这也是意义理论中研究的重点，所指意义强调每个句子是由一连串的单词组成的，每个单词代表一个意义，单词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的物体。所以，语言在这点上是与客观世界相联系的。但其实也不尽然，像“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is bald.（当今法国国王是秃顶。）”这一类语句用指称论来解释就行不通，因为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该语句所指的对象：现在法国是共和国，根本就没有国王，所以这个句子从所指意义上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不过观念论认为虽然人们在现实世界里找不到语句所指的对象，但可以在头脑里找到相应的观念。

意义理论（theory of meaning）是语言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意义问题几乎与所有的逻辑哲学分支有关，并且对它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意义”有许多近义词，如“意思”、“含义”、“含意”、“涵义”、“作用”、“价值”、“重要性”等等。英语中的“meaning”有“sense”，“purport”，“significance”等意思，动词“mean”的含义更多，如“intend”，“indicate”，“signify”，“denote”，“connote”，“imply”，“suggest”等。哲学领域研究的“意义”主要指“一个词语或一句话所表达的内容”；“谓事物所包含的思想和道理”(http://www.ourdict.cn）。意义理论与语言相关，与语义学相似，但语义学主要研究语言本身的意思，而意义理论重点研究语言的使用和理解，研究语言表达者的思想以及语言所表达的世界，研究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的逻辑结构等等。意义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语言学家的重视，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深入研究，提出了不同的意义理论。1892年弗雷格发表了《意义与指称》（Uber Sinn und Bedeutung）
 一文，在文中他指出，专名通过其意义间接地与所指称的对象发生联系。该文被视为意义理论发展中的里程碑，对语言哲学后来的发展和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塞尔甚至认为，意义与指称的区别是弗雷格对语言哲学所作的唯一重要的贡
 献。戴维森是当代英美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哲学家，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逐渐提出并阐发了一种被称为“真值条件论”的意义理论。这个理论涉及到当时分析哲学中的许多问题，比如，语言哲学中的涵义和指称的问题，意义和真的问题，语言交流和解释的问题，形式语言和自然语言的问题等等。

陈嘉映（2003）在《语言哲学》“意义理论”一章中列出了以下一些常提到的意义理论：

意义的指称论：指称论认为语词的意义就是它的所指对象。密尔的denotation（直指）和connotation（涵义）；弗雷格的sense（意义）和reference（指称）等等，他们主张语言符号由形式和内容两部分组成，而语言符号大多数都是名称，名称又可分为专名和通名，通名不仅有涵义，而且有直指，而专名则只有直指，没有涵义。

意义的观念论（意象论）和联想论：语词的意义是它所代表的观念或意象。联想论认为一个词有一个意义，这个意义就是说这个词、听到这个词想到的东西。

意义的途径论：一个词有指称也有意义，指称是语词所代表的对象，意义是通达这一对象的途径。例子：晨星和暮星都指金星，但这两个语词是经过不同途径来指称的（弗雷格）。

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把语言理解为一些引发反映的刺激源以及对某些刺激的特定反应。意义不能用内在的意识、观念等来说明，而必须用公共可观测的行为来说明，意义的同一和差别不在于头脑里观念的同一和差别，而是体现在行为中的同一和差别。由于意义的行为论采用外部刺激和机体对刺激的外部反应的模式来说明词语意义，这一理论也被称为意义的刺激-反应理论（stimulus-response theory）。

意义的可证实理论：一句话是否有意义在于这句话是否可以得到证实，回答“句子怎样算是有意义”。

意义的使用论：无论语词还是语句，其功能都不在于指称外部的对象和事实，而在于编织在生活场景中起作用。“不要问意义，要问使用”这条思路被称为意义的使用理论（use theory）。

意义的成真条件论：给出一个语句的成真条件就给出了这个语句的意义（弗雷格），也叫真值条件论（truth conditional theory）。60年代兴起的可能世界语义学（模态语义学）总的来说都建立在成真条件理论上面。

在意义研究中，具有影响力的理论还有语言哲学家格赖斯的意向意义理论。格赖斯用一种特殊的交流意向来分析语言的意义，他认为一个句子的意义就是说出这个句子的人当时的意向。格赖斯是现代观念论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意义源出于说话者的头脑之中，而且更具体地指出，意义体现了说话者的目的。

格赖斯以他在哲学界特别是在语言学界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些论著而著名，其实他本人的著述并不是很多，他一生只发表过12篇文章和三本论文集（论文集于他过世后出版）。英国利物浦大学英语文学院讲师查普曼研究语义学、语用学和语言哲学，她对格赖斯颇有兴趣，为写 Paul Grice--Philosopher and Linguist
 （《保罗·格赖斯--哲学家及语言学家》）一书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亲自走访格赖斯的生前好友同事，到格赖斯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调研，得到了很多宝贵资料。查普曼在Paul Grice
 -Philosopher and Linguist
 （Siobhan Chapman，2005）-书中详细介绍了格赖斯的生平和哲
 学思想，以及那些鲜为人知尚未出版的论著，将他所有的著作进行梳理，从全新的视角分析了格赖斯的著名观点，特别是会话含意理论，并就其对语用学发展的巨大影响以及他的哲学思想和自身性格对其理论的影响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伟大的语言哲学家的形象。下面我们先来看看格赖斯的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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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格赖斯的自然意义与非自然意义

格赖斯1957年在他的“Meaning”一文中从人的心理意图上探讨了意义的本质，区分了自然意义（natural meaning）与非自然意义（non-natural meaning）。格赖斯通过以下例句分析了两种不同的意义：

（1） Those spots mean measles.（那些斑点即为麻疹，意义=表征。）

（2） The black clouds mean that the rain is coming.（乌云意味／预示着马上要下雨。）

（3） Those three rings on the bell （of the bus） mean that the bus is full.（三声铃声意味着公共汽车满员。）（意味=标识）

（4） His cough means that he is seriously ill.（他咳嗽说明他病得严重。）（说明=表征）

格赖斯把例（1）、例（2）称作“自然语言”，因为其物理特征斑点即为麻疹，斑点就是麻疹的症状，乌云即要下雨。话语表达的意义不涉及说话人的意图，反映的是事物的内在特征，而且句子的字面意义就是语言本身表达的意思，没有更深的含义，可以被自然地理解，听话人无需推断就能理解其义，所以是自然意义。但是例（3）、例（4）代表的是“规约含义”，即人为的约定。三声铃声意味着汽车满员并不是因为其物理特征，并不表明“铃响三声”和“客满”之间客观的因果联系，它表明二者之间是社会的约定，它是在非自然意义下使用的，是特设的交通信号，在这种情况下，汽车售票员最先用三声铃声表达汽车满员的意思，以后乘客就将其理解为汽车满员。但是也许还存在汽车里还有座位，售票员错误地认为已经满员了，或许售票员想早点回家不想再等乘客等等诸多情况。例（4）中的咳嗽在大多数情况下说明咳嗽的人病了，但也不排除正在咳嗽的人是因为闻到刺鼻的辣味而咳嗽，甚至为了装病而咳嗽。这样的话语表达的意义属于有目的的交际，涉及人的意图，所以是“非自然意义”（简称 meaningNN
 ）。区分mean（意谓）是在自然意义下使用还是在非自然意义下使用，关键是要看是否有人为的约定。格赖斯认为，当一个说话者具有某种意向时，他就能通过语句X来意谓某种东西。格赖斯还将“a police man who stops a car by standing in its way（警察站在车前，让车停下来）”和“a policeman who stops a car by waving（警察挥手，让车停下来）”做了比较，两种情况下警察都是为了让车停下，但是为了交流成功只有第二种情况司机有必要明白“waving”的含义。第一种情况“standing in the road”本身就足够表明让车停下，所以只有第二种情况表达的是非自然意义。

在实际交际中，人类的交际行为往往不是在自然意义层面上直接传递信息的，更多时候是在非自然意义层面上表达意图。格赖斯的分析表明意义与意向紧密相连。他认为，在具体人际交流情形中，句子意义由说话人的意图所决定。很清楚，非自然意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该意义被听话人通过一种特殊方式所领会。格赖斯的“A以X表达某非自然意义”实际上就是“A试图通过让听话人领会自己的意图，使X在他身上产生某种效果”。非自然意
 义的这个定义包含着又一个意图--让听话人领会说话人的意图。从格赖斯的“three rings on the bell”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要使这三声铃响带有非自然意义，只需要乘车人领会售票员以铃声试图让他们领会的意图--满员就行了。

关于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的区别，格赖斯在“Meaning”中还给出了以下的例子：

（5）I show Mr. X a photograph of Mr. Y displaying undue familiarity to Mrs. X.（我给X先生看了一张Y先生对X太太表现过分亲密的照片。）

（6）I draw a picture of Mr. Y behaving in this manner and show it to Mr. X.（我画了一张Y先生对X太太表现如此亲密的画并给X先生看了我的画。）

格赖斯认为，即使X先生偶然看见了这张照片，他也不会怀疑照片本身的内容，因此（5）并没有表达非自然意义；（6）却试图表达一种非自然意义，即我给他看这幅画的交际意图是什么？这完全取决于意图的识别。意图识别具有特定的程序性，从说话人角度而言，如说话人U要听话人A产生某一特定的反应r，则说话人U必须让听话人A识别出U有让A作出反应r的意图。这就是格赖斯的“意图-发话人意义-话语意义”的理论模式。

格赖斯对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的划分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和批判。有些学者认为，所有意义都是自然意义；也有些学者认为，所有的意义都是非自然意义。其实任何一句话都既有自然意义，也有非自然意义，所以没有绝对的“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之分。普遍认为意义是离不开思想或意图的，任何意义都有思想的参与。格赖斯认为如果不存在施动者（agent），话语的意义就只是“自然地”被理解；如果不涉及施动者的意图（intention），话语就仅仅表达自然意义。反之，如果有施动者，他“意欲”把某种信息传达给听话人，或者引起他思考进而得出某种结论等等，那么他的话语就表达“非自然意义”。也就是说，说话人必须试图使话语在听话人身上产生某种效果。最近网上流传一些公交工作人员提醒乘客防贼的暗语，如乘客明明刷了卡，司机却要求再刷一次，还有“往里面走，往里面走”等话语都是隐晦的“暗语”。乘客乘坐公交车的次数多了就自然明白“往里面走”除了其字面意思以外，在特定场合还有“防小偷”的意思。公交工作人员的话能够引起乘客的警觉就说明听话人已经识别了说话人的意图并作出了推理和判断出了该作出怎样的回应。

其实，格赖斯没有定义自然意义与非自然意义，只是提供了辨认标准，并给出了例证。下面再来分析格赖斯的原例：

（7） Those spots mean （meant） measles.（那些斑点即为麻疹。）

（8） Those spots didn't mean anything to me, but to the doctor they meant measles.（那些斑点对我来说不意味什么，但对医生来说，它们意味着麻疹。）

（9） The recent budget means that we shall have a hard year.（近期预算意味着我们将会有一个艰苦的年头。）

（10） Those three rings on the bell （of the bus） mean that the bus is full.（三声铃声意味着公共汽车满员。）

（11） That remark,‘Smith couldn't get on without his trouble and strife,’meant that Smith found his wife indispensable.（“史密斯没有麻烦和冲突就过不下去”，这句话意味着史密斯发现自己离不开妻子。）

格赖斯认为，基于以下五个标准，上面的前三例表现了自然意义，后两例表现了非自然
 意义：

1）句子中mean前面的成分是否蕴涵（entail）其后面的成分，如蕴涵，则该句子表达自然意义。

2）句子中mean前后的成分是否可以分别嵌入“What is （was） meant by…is（was）…”结构中的空缺处，如可以，该句子表达非自然意义。

3）句子中mean前后的成分是否可以分别嵌入“Someone meant…by…”结构中的空缺处，如可以，该句子表达非自然意义。

4）句子中mean后面的成分是否可以嵌入引号中，如可以，该句子表达非自然意义。

5）句子中mean前后的成分是否可以分别嵌入“The fact that…means…”结构中的空缺处，如可以，该句子表达自然意义（Grice, 1957：377- 88）。

除非在科普文章中，一般语言使用者都不会直截了当地使用一些很直白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国内一些学者对“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作了重新界定，他们认为，自然意义就是字面意义，非自然意义就是字面以外的意义。无论对于说话人，还是对于听话人，语言符号本身都是外在的、客观的、由社会群体约定俗成而不可改变的，也就是说是“自然”的。意义以符号为表征，把“字面意义”和“非字面意义”的说法换成“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的说法只是视角不同而已。前者侧重于意义的纯语言符号分析，后者侧重于意义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分析，而关于意义的意图分析则是会话含意分析的理论预设。格赖斯试图用“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把话语分为两大类，但实际上任何一句话都既有自然意义，也有非自然意义，根本不存在只有“自然意义”而没有“非自然意义”的话语，反之亦然。即使是某个数学公式，例如“1+1=2”，虽然单从表面上看没有明显的意图，但放在一定的语境中还是有说话人意图的。在平常交际中，当有人说“1+1=2”的时候，实际上他可能是在暗含“你怎么这么笨？”“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就这么简单！”等意思。话语意图的存在是话语意义固有的本质特征，并不是说话人自己可以改变和控制的。说话人可以自己选择意图的种类，但不能消除意图的存在，因为语言的本质是交际工具，而一切交际行为都必须有意图。也就是说，说话人的目的跟词句的使用有关，而与词句本身无关。

自然意义与非自然意义经过完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模式。该理论所阐述的意义-意图论，从心智哲学的角度探索意义和交际的本质，把交际过程看作是交际意图识别和传递的过程，把交际人对于意义的理解与意图的传递密切联系起来，对意义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格赖斯的非自然意义理论所论述的是话语使用者努力进行交际的情景，因而他的框架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交际理论，主要阐明交际过程与交际意图密不可分；说话人通过某个话语表达的意思不一定和话语本身的意义相符合。有人认为格赖斯关注的是语言的交际过程或者话语的理解机制。但实际上格赖斯的意义理论既不是一种纯粹的语言交际模式，也不是一种话语的理解机制，而是一种以说话人为中心的概念分析模式。格赖斯将说话人意义区分为所言和所含，格赖斯的意义理论是个哲学论题，语言哲学界和语用学界都未曾停止过对它的讨论。格赖斯认为，意义即意图，也就是说，话语的意义表现为说话人的意图、信念等心理意向状态。在意向性与意义的关系、言语行为与意向性的关系上，塞尔发展了格赖斯的意向意义理论，他用意向性理论来解释语言问题。他认为意向性是言语行为的基础，人们通过言语行为描述世界，言语行为是大脑各种意向活动的再现。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不仅丰富了言语行为理论，而且突破了传统分析哲学的研究框架。从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来，哲
 学中出现很多与意义有关的理论。意向意义论不再仅仅停留在词语、句子本身，而是把意图等心理意向视为意义的载体，扩大了语义分析的范围，避开了语言的自然形式，找出了语言意义及言语交际的心智哲学基础。但是因为人类的交际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其意义还取决于文化背景、语用规则、交际情景等其他很多因素。

12.2　合作原则

会话含意的产生是因为在现实交际中人们出于种种原因并不总是严格遵守合作原则。在此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及其相关准则。格赖斯认为，在所有语言交际中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一种双方都应该遵守的原则，他称这种原则为会话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简称CP）。也就是说，每一个交谈参与者在整个交谈过程中所说的话要符合交谈的公认目的或方向。格赖斯1967年应邀在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讲座的系列演讲中提出了一些关于语言的很有影响力的观点，包括“会话含意”。该系列演讲的部分内容于1975年以“逻辑与会话”为题发表于科尔和摩根（Peter Cole and L. Mogan）主编的《句法和语义学》一书。在该文中，格赖斯指出，人们的正常语言交流不是一系列毫无联系的话语之组合。会话是受一定条件制约的，人们进行交谈时之所以不会说出一连串互不连贯的话语，是因为会话者相互合作，共同遵循一个目的或者一组目的，会话双方都要共同遵守一个原则，使自己的话语符合各方共同目的之需要。格赖斯把这个需要共同遵守的原则称为“合作原则”。合作原则的基本思想是：交际受目标驱使，交际各方都在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也在识别对方的目标。目标通常得以识别是因为我们不怀疑对方是有理性的正常人，理性的正常人若不想欺瞒对方，为了有效达到交际目的，通常会用简单清楚的语言给对方提供适量的、真实的、与话题相关的信息。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包括以下四个准则和九项更为具体的次准则：

1）量（quantity）：（与量相关的）包括两个准则。



（1）所说的话应包含（当前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

（2）所说的话不应包含超过需要的信息。





2）质（quality）：努力使自己说的话真实。



（1）不说自己认为虚假的话；

（2）不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3）关联（relevance）：所说的话与话题要相关联。

4）方式（manner）：说话要清楚明白。



（1）避免晦涩；

（2）避免歧义；

（3）简练（避免啰嗦）；

（4）有条理。





格赖斯使用祈使句表述合作原则很容易让人误解为这些准则规定人们在交际时应该如何说话，然而事实上合作原则旨在描述人们的交际现实与交际心理。人们交际时应该尽量提供足够量的信息，讲真话，不说与话题无关的话，不用含糊冗长的语言形式。说话双方只
 有了解这些准则并依此说话才能确保交际的成功（Sperber& Wilson，1986：162）。如果说话方不遵循某一或多项准则，听话人就要努力弄明白话语的真实含意。然而，交际中信息过量或不足，讲假话，答非所问，表达含糊的情况比比皆是。所以，说话时提供适量的、真实的、与话题相关的信息，并用简洁明了的语言传递只是语言使用的理想状态，并不完全反映语言使用的真实情况。

日常交际中违反合作原则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你想招聘X从事写作工作，你写信请X的英语老师评价他在写作方面的能力，你收到的回复是：“X has regularly and punctually attended all my classes. All his assignments were handed in on time and very nearly presented. I greatly enjoyed having X in my class.”（X常常按时上课，按时交作业，作业也写得很工整，我很高兴他来上我的课。）显然英语老师故意违反了量准则，没有提供足够你需要的信息，而是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英语老师违背合作原则是因为她不想说出X写作能力欠佳，不适合担任该职位，但她也不愿意说谎。

比喻、反语、夸张、讽刺、含蓄陈述等修辞手法的运用都可以看作是对质准则的故意违背，所产生的言外之意需要人们根据不同的语境去分析理解。比如，隐喻就包含“非自然意义”，仅从字面意义去理解隐喻是行不通的。在理解隐喻时，听话人应超越话语的字面意义去领悟说话人所说话语的隐含意向。“He is a machine（他是个机器）”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含意，可能表达的是“他很忙，像机器一样连轴转”，也可能是“他工作勤奋，任劳任怨”，还可能是说“他工作方法机械呆板，不够灵活”，或者“他缺乏人性，待人冷漠”等等。再比如“He is a pig（他是猪）”这句话显然不是一个完全真值的命题，说话人违反了质准则，听话人无法从字面意义来理解其意思，需要超越话语的字面意义去领悟说话人所说话语的弦外之音。人们普遍知道猪具有能吃能睡、脏、懒、馋、体态肥胖等特征，因此，根据特定的说话场合，“他是猪”这句话可能表达的是“他很胖／很脏／很懒／好吃懒做”等含义。

语言学家霍恩（Horn，1984）指出，合作原则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描写语用推理或含意性质的、成熟的一般理论，这意味着说话人和听话人都可以利用这些准则推导出“会话含意”。现在我们再来看会话含意。

12.3　会话含意

会话含意（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是格莱斯哲学的核心，也是语用学研究的重点之一，该理论完成了从意义到含意的过渡，对语言学和逻辑学的发展有很重要的贡献。会话含意理论的提出说明语言不仅仅有它的自然意义，更多的时候我们无法从字面意义来理解分析和解释语言，有时也包含非自然意义。格赖斯认为，自然语言中一句话的意义是一个立体的集合，由所言（what is said）和含意（what is implicated）两部分组成。所言是句子直接陈述的具有真假值的命题，含意是句子在实际使用中产生的不影响句子真假值的、超出或不同于所言的心意。含意又可再分为规约含意（conventional implicature）和会话含意两种。格赖斯认为规约含意由话语中特定词语的意义所决定，他多次把规约含意作为语言哲学概念提出来，重点讨论了几个连词。例如：

（12） He is an American;he is,therefore，humorous.（他是美国人；所以，他很
 幽默。）

这个例子说明说话人通过语词意义隐含“他幽默是因为他美国人”。句中的therefore对其隐含意义的产生及推导起了关键作用，它暗示着该语句隐含命题--美国人幽默。其实“美国人幽默”这一命题虽然有其真实性，但这是典型的、概括的、忽视个性的文化定型，因为定型（stereotype）不属于本领域讨论的话题，故不在此赘述。格赖斯认为规约性含意不属于会话含意，因为规约含意可以借助前提和逻辑知识推导出来，这种含意与是否遵守合作原则的某项准则无关，也不依赖语境。规约含意只是体现在某些词语或短语里，如： therefore，but，even，yet，and等等。如：

（13） He is poor but honest.（他虽然贫穷但很诚实。）

这句话中包含两层意思：第一，说话人陈述了“他穷且诚实”的事实；第二，说话人将这两个事实对立起来，暗含“穷人一般不诚实”。此处的规约含意出自连词but。说话人表达的第一层意思（陈述“他穷和诚实”的事实）是话语的底层言语行为（ground-floor speech act）；第二层意思（暗含“穷人一般不诚实”）是高层言语行为（higher-order speech act），此处通过使用but实现。其他的高层言语行为还有解释（通过使用so，therefore等词语实现）和添加（通过使用moreover，in addition等词语实现）。

其实，意义理论不仅是语言哲学重要研究成果，也引起了逻辑学家的广泛关注。意义理论中的指称论、真值条件论对语言逻辑的形成影响很大。逻辑与语言的关系，特别是与自然语言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语言学为逻辑学提供语言素材，逻辑学为语言学提供分析方法。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对数学逻辑感兴趣的人总是喜欢把这种兴趣与语言联系起来。自然语言中有不少与逻辑对等的词语，最明显和引用得最多的例子是连词“和”，它把两个命题连接起来，如果两个命题都是真值命题，那么这个陈述就是真实的，如果它连接的两个部分中只有一个是真实的，另一个是错误的或者两个部分都是错误的，那么这个陈述就是错误的。例如：

（14） Ottawa is the capital city of Canada and the great earthquake that occurred on May 12，2008 in Sichuan province of China killed at least 68，000 people.（渥太华是加拿大的首都，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中国四川的大地震使得至少68,000人丧生。）

（15） The President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was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English Civil War is also called the Puritan Revolution.（美国内战时期的总统是托马斯·杰弗逊，英国内战也叫清教徒革命。）

（16） The English Civil War is also called the Puritan Revolution and the President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was Thomas Jefferson.（英国内战也叫清教徒革命，美国内战时期的总统是托马斯·杰弗逊。）

（17） The Tories were the forerunners of the Liberal Party and the first American president to be elected from the Republican Party was Thomas Jefferson.（托里党是自由党的先驱，共和党当选的第一任美国总统是托马斯·杰弗逊。）

我们可以说例（14）是真实的，因为这是两个事实连接在一起的并列句，而例（15）-（17）都是错的，因为其中至少包含一个部分是错的。然而，虽然例（14）是事实，听起来却很别扭，因为两个部分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明白这句话中两个部分的意思，但是不理解整句话有什么特殊含义。下面的句子就很自然：


 （18）I got dressed and had my breakfast.（我穿好衣服，然后吃早饭。）

（19） He came into the hall and began his lecture.（他来到大厅就开始了讲座。）

这两句话虽然说的是两件不同的事，但前后两者有联系。“and”不但起连接作用，还表示顺序，在句中的含义是“and then”。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中两个命题的先后顺序，如果颠倒顺序句子听起来就很怪异。

（18）*'?I had my breakfast and got dressed.
①



（19）*'? He began his lecture and came into the hall.

汉语中的“和”也是如此，我们常常说“爸爸妈妈和我”，改变顺序就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另外，“and”不仅表达顺序，还有其他的用法。例如：

（20） He was caught stealing in the supermarket and was thrown into prison.（他在超市偷东西被当场抓住，因而被关进了监狱。）

（21） Sound is carried by air，and without air there can be no sound.（声音靠空气传播，因此没有空气也就没有声音。）

例（20）-（21）中的“and”不仅表达顺序，还有表达“因果”关系。根据不同的语境，“and”可能是“and then”（然后），也可能是“and as a result”（所以），虽然都有连接的意思，但却包含不同的含意。

再有，类似词语所表达的附加的、非逻辑意义具有可取消性（defeasibility）的特点，在其使用中可以先用这些词语然后又否认其非逻辑意义。

（22）I turned off the light and went to bed，but
 not in that order.（我关灯，上床，但不是那样的顺序。）

（23） David has three sisters，if not
 more.（大卫有三个姐姐，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24） The teacher came in and boys rushed back to their seat，though they were doing nothing inappropriate
 .（老师一进来，孩子们马上跑回自己的座位，虽然他们没有干什么坏事。）

（25） Sally has four Barbie girls，and perhaps five or more
 .（莎莉有四个芭比娃娃，也许是五个或者更多。）

还有否定的问题，在逻辑否定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陈述是事实，那它的否定形式就不是事实，反之亦然。

26 a．Chicago is the third largest city in United States.（芝加哥是美国第三大城市。）



b．Chicago is not the third largest city in United States.





27a．Abortion is legal in that country.（那个国家堕胎是合法的。）



b．Abortion is illegal in that country.





如果这些表达法简单地等于逻辑否定，那么把两个否定陈述放在一起似乎就等于一个肯定陈述，即所谓的“负负得正”，但其实不然，例如，我们不会认为下面两个句子在意义上是相同的。

28a．I found your lecture not unhelpful.（我发现你的讲座不是没有帮助。）




 b. I found your lecture helpful.（我发现你的讲座有帮助。）





我们不难看出虽然两句话都是赞扬，但前面一句显得有些牵强。汉语里也有类似表达法，如：

我不是不喜欢你≠我喜欢你。（喜欢，但很牵强）

（29）甲：你可以抽空去一趟吗？



乙：我不是没有时间去。





“不是没有”这一双重否定，是冗长的表达。“不是没有”表面意思是“有”，但凭语感我们知道，乙去与不去都不是时间的问题，而是别的什么原因。比如：别人不欢迎我去；我自己不想去；去这一趟得带上礼物，但我没有钱买；我因为做错了什么事不敢面对他等等。这些都可能是乙话语的会话含意。所以，说话人要考虑在一定语境下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才能产生最佳语境效果；听话人进行会话含意推导就要反过来，推导出如何理解这一表达形式才最符合最佳的语境效果。

现在我们再来看格赖斯的规约含意。格赖斯认为规约含意有三个主要特征：规约性（conventionality）、非真值条件性（non-truth conditionality）和不可取消性（non- defeasibility）。常规性是指规约含意对词语的常规意义有很大程度的依赖，不会随语境而改变，也不受语用原则制约；非真值条件性是指规约含意不影响命题的真假；不可取消性指规约含意一旦在话语中产生，则不可能在同一话语中抹去。和规约性含意相对的是非规约性含意（non-conventional implicature）。格赖斯认为非规约性含意就是会话含意，或者更确切地说，会话含意属非规约性含意。格赖斯将会话含意分为一般性会话含意（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和特殊性会话含意（particular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一般性会话含意和规约性含意有相似之处，有时很难区分，连格赖斯都认为“一般性会话含意很容易被看成是规约性含意”（Grice，1975：168）。它们都和语句本身有关，都是上下文之中的含意，人们只要依据一般常识就可推导出。它们的区别在于一般会话含意与语言使用常识相关，而规约含意要通过逻辑常识来识别。关于所言和所含的区别，格赖斯最初有两个尺度：规约性和真值条件性。话语中既有规约性又有真值条件性的意义属于所言，既无规约性也无真值条件性的意义属于含意。

一般会话含意是由某些语言表达的使用方式所通常引发的含意，推导一般会话含意不仅靠话语本身所表达的意义，有时也要考虑语境和其他因素。我们还是来看一些经典例句：

（30）X is meeting a woman this evening. （X今晚要见一个女人。）

（31）X went into a house yesterday and found a tortoise inside the front door. （X昨天进了一所房子，发现前门内有一只乌龟。）

（32）I broke a finger yesterday.（我昨天弄断了一根手指。）

通常情况下，例（30）中的a woman不是指的X之妻、母亲、姐妹等，而是其他女人。例（31）中的a house 一般意义来说也不是“自己的”屋子。但例（32）中的a finger刚好相反，它在这里的通常含义是“自己的”手指。

格赖斯提出an X表达式有三种意思（Grice，1975：168）。第一种意思大体是“满足单词X定义条件的某人／物”；第二种意思接近于“以某种方式和语境指示的某人很少相关的某X”；第三种意思是“以某种方式和语境指示的某人密切相关的某X”。第二种意思（很少相关）指的是例（30）中a woman会是X的妻子、母亲、姐妹，例（31）中a house是X自己的
 房子以及例（32）中a finger不是“我”自己的手指的情况；第三种意思（密切相关）则指正好相反的情况（非X之妻、母亲、姐妹，非X的房子，“我”的手指）。在这里，格赖斯的“一般含意”意味着听话人只要依据对an X
 的规约性意义（即上述第一种意义）及其使用常识（上述第三种意义）的掌握就能作出判断的含意。这种含意就是所谓的一般性会话含意。我们再回到an X表达式的会话含意。上面提到了它的三种意思并指出第一种意思（定义）和第三种意思（密切相关）的复现属一般性会话含意。那么，如果在语用情景中有些an X表达式被说话人有意识地赋予第二种意义（很少相关但又符合定义），情况又将如何呢？当说话人用a woman指X
 的妻子、母亲、姐妹，用a house指X
 自己的房子和用a finger指别人的手指时，他的这些含义就会出人预料，就违反了谈话时应该遵守的常规，因为前两个an X表达式在这里和语境中的当事人X通常绝少相关，第三个an X表达式也很少会和别人联系起来。这种含义仅凭语用常识已经不能感知，因此不是一般性会话含意，而是特殊性会话含意了。格赖斯从说话人的角度对这种含意作了一个自己不尽满意的解释（Grice，1975：169）“当某人通过使用anX表达式的形式隐含该X不属于与其同一或者密切相关的人时，含意就已存在。因为说话人未能按别人所期望的那样对该含意加以明确，从而容易使人以为他不想明确。”这一常见的含意可归为对量原则第一准则的违反。特殊会话含意违反合作原则，需要依赖特定语境才能推导出来。例如：

（33） A: Where is my fish？（我的鱼呢？）



B：Oh，the cat looks happy.（噢，那只猫看起来很开心。）





B违反了相关准则，A需根据语境推导出B的会话含意。很显然，B说“猫看起来很开心”是暗含猫可能吃了鱼。猫喜欢吃鱼，吃饱了就很开心是常识，由此，A推导出B的会话含意：猫吃了A的鱼。

另外，格赖斯认为同语反复“War is war”（战争就是战争）这样的例子在“所言”层面上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提供任何信息，明显违反了量的第一条次原则。然而，如果听话人假设说话人是合作的，他就会认为在“所含”的层面上这句话是有意义的。这句话的确切含义要视语境而定，说话人有可能指战争是残酷的，战争意味着妻离子散，意味着死亡等等。还有“Children are children（孩子就是孩子）/Boys are boys（男孩就是男孩）/Girls are girls（女孩就是女孩）等都是从逻辑上看没有意义，但却是人们常用的一些话语，在一定的语境中都是有含意的。

有些修饰语可以解释格赖斯“所言”和“所含”的区别，特别是反语和比喻。例如：

（34） （In a situation where X has betrayed a secret of the speaker.）

X is a fine friend. I'm very lucky,and what he said makes me feel real good.[(X泄露了说话者的秘密这一场景下）X真是好朋友，我太幸运了，他所说的话让我感觉好极了。]

（35） Elizabeth is a lioness in the family.（伊丽莎白是家里的母狮子。）

在“所言”层面上这两句话完全不是事实，例（34）是反语，例（35）是比喻，说这样的话明显违反了质的原则。但是，假如说话人不是故意不配合而说假话，这些话语在“所含”层面上就是有意义的，也许还是事实。

我们在生活中还会有使用一些看似矛盾的句子：

（36） I'm not his girlfriend-he's my boyfriend!（我不是他女朋友--他是我男朋友。）


 （37） I'm sorry to be leaving and I'm not sorry to be leaving.（要离开，我是既难过，也不难过。）

虽然上面两句话逻辑上是矛盾的，但在特定的场合也是有含意的话语。再有，突然改变话题主要用于暗含所说的话在某种程度上不合适，例如：

（38） （At a genteel tea party）（在一个上流社会的茶会上）

A：Mrs X is an old bag. （A：X夫人又老又丑。）

B：The weather has been quite delightful this summer，hasn't it? (B：今年夏天天气真不错，对吧？）

B的反应显然与A的话语无关，明显违反了相关原则。假如B是合作的，A应该明白 B的回答暗示A的评论是不合适的。格赖斯认为这种违反相关原则的情况比较而言没有违反其他原则的情况那么普遍。

格赖斯将话语意义分为：“说”的意思，即p，和隐含意思，即q。分析会话含意我们不难看出，由于q能够满足交谈的目标，符合交际普遍特征，说话人虽然在说的层面上违反了准则但在隐含的层面上依然是遵守了合作原则，所以格赖斯的合作指交际意义上的合作，涉及的是话语交际意义之间的关联。这种交际意义有时和所说p的规约性意义一致，有时则属其含义q。格赖斯是从合作原则的遵守与违反来看会话含意的，其实合作原则的遵守是合作，这一合作是在所说p的层面上，合作原则的违反也是合作，只是这一合作是所含q层面上的合作。从理解的角度看，说话人如果正常遵守合作原则，听话人接受正常的话语意义p即可；如果说话人违反了合作原则，听话人就要通过含义的推断过程来理解q。

格赖斯还指出，会话含意具有以下特征：

1）可取消性

会话含意可能会随语境的变化而消失或改变。

（39） David has three sisters.（大卫有三个姐姐。）

（39）*David has three sisters，if not more
 .（大卫有三个姐姐，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40） The teacher came in and boys rushed back to their seat.（老师一进来，孩子们马上跑回自己的座位。）

（40）* The teacher came in and boys rushed back to their seat， though they were doing nothing inappropriate
 .（老师一进来，孩子们马上跑回自己的座位，虽然他们没有干什么坏事。）

（41） Sally has four Barbie girls.（莎莉有四个芭比娃娃。）

（41）* Sally has four Barbie girls，and perhaps five or more
 .（莎莉有四个芭比娃娃，也许是五个或者更多。）

（42） You're the cream in my coffee. But I'm afraid I don't quite like cream in my coffee.
 （你是我咖啡里的奶油，不过我不太喜欢在咖啡里加奶油。“You're the cream in my coffee”的引申含意是“你是我的心肝宝贝”。）

如果加上斜体部分的内容，改变了语境，原来的话语意义就会发生变化或消失。可取消性是会话含意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也代表了大多数语用推理的一个共同特点。

2）不可分离性

会话含意是依赖整个话语的意义内容而产生的，所以可以用同义词来替代而不影响原
 来的会话含意。既然会话含意取决于说话的内容而不取决于它的表达方式，所以改变说话方式不能阻止会话含意的产生，不会使原来的会话含意发生脱落或改变。

下面例（43）-（47）都是用的反语表达方式隐含（48）。

（43） John’s a genius.（约翰真是天才。）

（44） John’s a mental prodigy.（约翰简直就是奇才。）

（45） John’s an exceptionally clever human being.（约翰超级聪明。）

（46） John’s an enormous intellect.（约翰才智超群。）

（47） John’s a big brain.（约翰智力非凡。）

（48） John’s an idiot.（约翰真是笨蛋。）

但是，与方式准则相关的会话含意不具有不可分离性这一特点，因为他们主要依赖语言形式而不是话语的语义内容。

3）可推导性

听话人可以根据话语的字面意义，结合会话原则及其准则，并参与相关因素推导出说话人所说的会话含意，这就是会话含意的可推导性。格赖斯（1975）给出了以下会话含意推导模式：说话人说出p；没有理由认为他没有遵守各种准则，或者至少认为他遵守了合作原则；他不会不遵守这些准则，除非他认为q；他知道（而且知道我知道他知道）我能看出他有必要认为q，否则他就会被我视为不合作；他未做任何努力来阻止我认为q；他希望我认为，或者说至少愿意让我认为q；所以，他表达的含意是q。

4）非规约性

会话含意不是话语语言表达的常规意义，而是指非规约的特殊含意。理解会话含意需通过字面意义，结合语境进行推导。会话含意将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It's cold here.（这里很冷。）根据不同的语境隐含说话人的请求／埋怨／指责等。

5）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指具有单一意义的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产生不同的含意，因此具有不确定性。例如：

（49）“It's the taste!”

根据不同的语境有可能是“味道好极了”，也可能是“味道糟透了”。

12.4　会话含意的推导

前面谈到说话人遵守合作原则，话语意义为一般会话含意，不需要特定语境就能获得；而特殊会话含意则是违反合作原则，需要依赖特定语境才能推导出来的。但是，遵守或违反合作原则及其准则不能只从字面意义来看，说话人可能在“所说”层面上违反了准则，但在“所隐含”层面上遵守着准则，这是理解格赖斯合作原则的关键。

会话含意的可推导性决定了听话人可以通过语用推理来领会说话人的意思。格赖斯认为在交际活动中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一种双方都应遵守的原则--合作原则，它要求每个交谈者在整个交谈过程中有共同的交际目的。交谈中参与者无论是遵守或者违反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及准则，会话含意都可以进行推导。只要双方都知道一方因为
 某种原因故意违反合作原则就不难推导出会话含意。例如：

（50）A：Let's get the kids something. （A：给孩子们弄点吃的吧。）

B：Okey,but I veto （be against） I-C-E-C-R-E-A-M-S. （B：好吧，但我反对给他们I-C-E-C-R-E-A-M-S。）

（Levinson, 1983:104）

在这里B故意使用一个拉丁词源的书面语veto（=be against），并且按字母念出“冰激凌”，故意违反了“清楚明白”的方式准则。从B故意违反方式准则这一点便可推导出B的话语含义：B不愿意孩子们听懂这句话，尤其不愿意让孩子们听懂“冰激凌”这个词，以避免激发他们吃冰激凌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说话人故意违反了方式准则，还让对方知道他违反了方式准则，对方不得不去思考他为什么这样做，经过推理便产生了会话含意。格赖斯（1975）在会话含意理论中解释了在言语交际中为什么说x，意为p，而隐含q这一非自然现象。他指出，说话人给自己所想表达的交际意图提供证据，听话人根据语境分析话语的真实含意。再看会话含意推导过程的典型例子：

（51）A：Smith doesn't seem to have a girlfriend these days. （A：斯密斯最近好像没有女朋友。）

B：He has been paying a lot of visits to New York lately.（B：他最近经常去纽约。）

B的回答表面上违背了关系原则，答非所问，但A完全可能认为B是合作的，并推导出 Smith可能在纽约有一个女朋友。

（52）A：How is F getting on in his job？ （A：F工作干得怎么样？）

B: Oh，quite well，I think； he likes his colleagues，and hasn't been to prison yet.（哦，我想还好吧，他和同事关系不错，也还没被关进监狱。）

B的回答前半部分“Oh，quite well，I think”紧扣问题，说明B很“合作”，He likes his colleagues虽然显得无关紧要，但也与F的工作情况相关，就连and hasn’t been to prison yet似乎也说的是F的工作情况，但B的答语中突然出现“prison”一词应该是A所料不及的，所以此处所答与所问在语句规约意义层面上难以一致，超出了一般的语言常识及逻辑推理的范畴，理解B的话语含意必须超越规约意义。格赖斯从听话人A的角度对B话语含意推导过程作了以下描述：1）B显然违反了准则“要有关联”，也无视方式范畴中的某一准则。但我无理由假定他不愿受制于合作原则；2）于是，我就可视其无关联仅为表面现象，当且仅当我假定他认为F有可能不诚；3）B知道我有能力推断出（2），所以B隐含着F有可能不诚。（格赖斯，1975）

格赖斯就违反准则的一些情况进行了如下描述。交谈中参与者可能以四种方式不遵守某准则（Grice，1975：164）：

1）可能会暗中“违反”准则，毫不显露。这样的话，有时容易使人判断失误。

2）“不受制于”准则及原则，可能会说或明确表示不愿按准则要求来合作，可能说“我不能再说了”，“我要保密”。

3）可能面对“冲突”，如不违反质范畴第二准则（不说证据不足的话）就不能遵守量范畴第一准则（说需说之话）。

4）可能“无视”准则，公然不遵。


 假定说话人能够遵守准则，或者说上述违反准则的现象在他说话时并不存在，这时听话人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将说话人所言和他遵守整个合作原则的推测统一起来？对这种统一的解释是会话含意产生的典型环境，反过来说就是可用会话含意来回答“如何统一”这一问题。格赖斯认为，当会话含意以这种方式产生的时候，一个准则就被利用了（Grice，1975：164）。

下面是格赖斯从准则的遵守与违反角度对会话含意的描述（Grice，1975：164）：当一个人说（或似乎说）p而隐含q时，就可说他已在会话中隐含着q，其条件是：

1）假定他遵守会话准则，或者至少合作原则；

2）假定他知道或认为要将其说p或似乎说p和1）统一起来，就需要q；

3）说话人认为（并期望听话人认为他认为）听话人有能力确定或凭直觉领会2）中提到的假设是必需的。

格赖斯认为，会话含意的存在完全可以搞清。仅凭直觉领悟而不据理推断所得出的含意不属会话含意而是规约性含意。为了推断特殊性会话含意的存在，听话人要有下列依据：

1）所用语词的规约性意义及牵涉到的指称；2）合作原则及其准则；3）话语的语言和非语言语境；4）其他背景知识；5）（假定）说话人双方均要知他们共享上述所有相关项（1-4）所示内容。在此基础上，就可推断会话含意了，其范式是：1）他已经说了p；2）没有理由假定他违反准则，或至少合作原则；3）只有当他想q时，才可能违反准则或合作原则；4）他知道（且知道我知道他知道）我会明白需要假定他想q;5）他没有干任何阻止我想q的事；6）他欲让我想q（或至少愿意允许我想q）；7）所以他隐含了q。（Grice，1975：164- 5）

从人称代词的使用可以看出，格赖斯是从听话人“我”的角度对说话人的含意进行的推断。会话含意语境多由“我”的话语决定。“他”是否隐含q，要看他是否答了“我”之所问。答了，仅从语词的规约意义出发理解“他”的话语的规约性意义就可以了；未答，则“他”必然是在有目的地违反准则或合作原则。这种目的就是隐含q，同时相信“我”会知道“他”隐含了q。

12.5　本章小结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意义体现说话者的目的，或者说话语的意义是由说话人的意图所决定的。不管是表达或者理解自然意义还是非自然意义，交际成功与否取决于交际双方对对方意图的识别和领会。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说话人为了传递自己的意图需要推理并判断该说什么，怎样说，听话人为了识别说话人的意图也需要推理并判断该作出怎样的反应。语境对正确理解话语意义以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由于人类的交际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其意义还取决于文化背景、语用规则、交际情景等其他诸多方面的因素。





本章思考题

1．举例说明什么是话语的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

2．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包括哪些内容？


 3．举例说明会话含意有哪些特征。

4．分析下列对话（是否违反合作原则？如果是，违反了哪一条？含意是什么？）：

1） A：Do you want some coffee？



B： Coffee keeps me awake.





2） A: Would you drive a Mercedes？



B：I wouldn't drive any expensive car.





3） A: Would you watch “Bravo”？



B：I don't watch trash.










 第五部分

语言与心灵







 
13
 　语言符号的心理基础


13.0　引言

对语言符号心理基础的讨论可以涉及不同的论题，如符号形态、符号的组合等。涉及的视角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语言学的，心理学的，符号学的等等。从语言哲学这个视角出发，我们要讨论的是语言符号意义的根本来源及其表现形式。这是语言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本章的基本观点就是：对语言符号意义本体的追寻要诉诸符号使用者的心理运作过程及其特点。

13.1　语言哲学意义问题研究概述

对人类语言符号的考察不可避免地要参照对心理属性的考察。心理对语言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包括句法的、语义的以及语用的。对心理与句法关系的考察不属于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围，但对心理与语义、语用关系问题的考察均涉及意义问题，应类属语言哲学的研究范畴。鉴于本书第四部分（见第11-12章）已经讨论过语用层面上的意义问题，本章主要结合人类心理的属性讨论语义层面上的意义问题。在此之前，我们先对语言哲学对意义问题的考察作一简要概述。

意义问题一直是语言哲学关注的核心课题。从学理上来看，语言哲学对意义问题的考察有两个主要的途径：对语言符号的指称义和内涵义的研究。途径专注于语言对世界（或实在）的命名和指称，由此形成的各种意义理论统称为指称理论（theories of reference）。这些理论认为语言是沟通、连接人与世界的媒介，语言的构成成分--语词（具体说是名称）--是达到这种连接的语言手段。语言的语词也从其所指称的对象那里获得意义。换言之，语词的意义来自其所指称的对象。

西方语言哲学对语词指称义的关注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中世纪经院哲学以及近代英国经验主义认识论哲学。但一般认为，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对指称问题的研究发端于英国哲学家密尔。密尔认为，语词的意义包括直指（denotation）和涵义（connotation）两个构成要素，前者指语词可指称的所有对象，后者指用于定义语词的全部属性。在密尔看来，专名直接附着在对象之上，因而只有直指，而没有涵义。密尔对语词意义问题的考察开启了现代哲学研究中借助语言逻辑分析解决哲学问题的先河，但其指称理论存在三个严重的问题。其一，无法说明空名（empty name，即无直指或指称对象的名称）的意义问题。其二，无法解释诸如“Santa Claus exists/does not exist（圣诞老人不存在）”这类肯定或否定存在性陈述的意义问题。
①

 其三，无法解释诸如“Sophroniscus is the father of Socrates（索夫
 龙尼斯库斯是苏格拉底的父亲”这类同一性陈述（identity statement）的意义问题
①

 。上述问题构成了后来分析哲学（或分析性语言哲学）的三个重要论题。

可以说，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就是围绕着上述难题展开的。弗雷格的做法是将符号的意义分为指称（reference）和意义（sense）两个层面，前者来自于语言符号的指称对象（指称层面），后者来自指称对象的呈现方式（mode of presentation）或认识价值（cognitive value）（符号层面）。这样一来，在“The morning star is the evening star（晨星是暮星）”这样一个语句中，“the morning star”和“the evening star”指称义相同而内涵义不同。以此为基础，空名（以及“Santa Claus”）是只有内涵义而无指称义的名称。罗素不赞成弗雷格关于内涵义的观点。他提出著名的有定摹状词（definite description）理论来解释上述问题。根据摹状词理论，上述“the morning star”和“the evening star”的差异来自描述方式的不同。关于空名和存在问题，他在语言分析中引入命题函项（propositional function）这个概念，将原来出现在命题主项位置上的名称（描述语）移至谓项，从而使上述问题得以消解。

继罗素和弗雷格之后，斯特劳森在指称义的研究中引入说话人和语境等概念，并认为指称是说话人在具体地点和时间使用语言符号（语词和话语）所实施的活动。斯特劳森的指称理论标志着指称研究从语义层面向语用层面的转变，并引发了对语用指称现象的进一步讨论。唐纳伦对指称语归属性和指称性用法的区分，及其对说话人意图和信念等对指称活动的影响揭示了指称作为一种语用现象在具体语境中的种种表现。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的“指称因果论”（causal account of reference）将指称问题的讨论引入了更为复杂的社会维度。克里普克提出因果链（causal chain）这一概念，从社会发生学角度考察了语言符号（包括专名和自然类语词）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普特南以专名为例，区分了专名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等概念，考察了专名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历史变化。

指称的语义、语用和社会历史研究表明，对指称理论的研究不只是涉及语词和世界间的单维关系，还要考虑介于二者之间的、与语言符号的使用有关的多维关系。

通过语言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符号与其使用者的信念和意图的关系考察语言符号的意义（Baghramian，1999：xxix）。由此而形成的关于意义问题的学说统称为意义理论。
②

 除却密尔的内涵和弗雷格的内涵义学说之外，现代语言哲学中关于意义理论的研究还包括索绪尔的意义观（见13.3）、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使用论、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证实论（包括卡尔内普的容忍原则和奎因的翻译不确定性原理）、奥斯汀的语力论、格赖斯的意图学说以及乔姆斯基和福多的天赋论意义观，等等。意义使用论结合语言符号在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中的使用，对基于主体间性维度上的意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意义证实论在维也纳学派关于分析性陈述、数学和逻辑学陈述以及综合性陈述等有意义陈述的基础上指出，综合性（尤其是科学性）陈述的意义来自于经验观察的证实。语力论以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为出发点，提出语言符号的意义便是符号（即话语）的使用所产生的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这一论断。意图学说则从听话人对语言符号的理解入手，构建了基于意图的会话含
 意推导模型。天赋论的意义观（一种内在论的意义观）认为，从经验论出发无法说明语言符号的意义，因为后者有天赋的成分。

另外，在对语句（或陈述）意义问题的考察中，真值条件意义观、塔斯基的语义真值理论以及戴维森的意义成真学说影响甚大。真值条件意义理论认为，作为承载真值的语言符号单位，语句或陈述的意义等于其真值（truth，即为真或为假），语句的真值来自对其真值条件的验证。这样一来，理解一个语句（的意义）的过程就是认识该语句的真值条件的过程：若语句的真值条件得到满足，则该语句为真；若语句真值条件得不到满足，则该语句为假。语义真值理论的做法是：避开语句与其所描写的事态之间的关系（即语言与实在关系之一种），从形式（句法，即T语句）层面寻求对语句真值的定义。这样一来，语句的（语义）真值就成了一种形式的满意（satisfaction）关系。戴维森的意义成真理论继承了塔尔斯基的语义真值理论，但把意义问题的考察置于语用维度，并提出了一个描写语句意义的公理系统，从而克服了塔尔斯基的语义真值理论在语句意义解释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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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概述可以看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西方近、现代语言哲学的核心课题。或者说，对这个关系的考察构成了西方近、现代（尤其是分析哲学传统的）语言哲学研究的主旋律。语言和世界关系的研究是在多个维度、多个层面上展开的。意义问题研究的这种多维度、多层面特性反映了西方近、现代哲学在认识世界、认识人的过程中层层推进、逐步深化的总趋势。同时，意义问题的研究也集中反映了哲学乃至于语言哲学不同流派、不同学说的争论，如内在论和外部论关于语词指称问题的争论，以及语义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关于语言符号意义问题的争论，等等。从这些争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语言符号意义（包括指称义和内涵义）的语言哲学研究中，一直存在两个取向：向内的取向和向外的取向。前者试图从人的心理特性出发考察语言符号的意义问题，后者试图从心理之外寻求关于意义问题的答案。从心理特性入手考察意义问题就成了本章的主要内容。

13.2　语言与心理：意义问题的哲学思考

参照人类心理来说明语词意义是西方哲学的一大传统。在柏拉图的意义观中，语词的意义不来自其指称对象的具体形式，而是来自于该对象的理想形式（Ideal Form）。理想形式是事物恒定不变的本质，这种本质用我们的感觉器官是无法触及的，只有通过人的心理才能把握。亚里士多德虽然不赞成柏拉图的理念论及其对语词意义的解释，但他也认为意义与心理不可分离：语词的意义来自我们在体验、感知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具体观念（idea）或心理意象。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之后，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在其对人类如何达致对世界的认识的解释中引入了心理这一概念。在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研究中，心理也是哲学家们索解意义问题的一个视角。尤其是近几十年来，随着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的兴起，心理维度上的意义问题研究成了语言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本节拟从这一画面中选取三种意义理论作简要介绍。


 13.2.1　意义作为心理意象

把语词的意义看作语词所标记的心理意象的意义观又称为意义表象论（the ideational account of meaning）。这种意义观肇始于经验主义鼻祖亚里士多德。其基本观点是：语词不指称对象本身，而是指称我们关于对象的表象（或心理意象）；我们用语词指称了我们的内部意象，内部意象来自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经历和感知。

近代认识论哲学中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英国哲学家洛克。洛克（John Locke，1623-1704），古典经验主义哲学家，近代经验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洛克的主要著作包括《论宽容》（1689年）、《人类理解论》（1690年）、《政府论》（1690年）、《教育漫话》（1693年）、《基督教的合理性》（1695年）等。洛克是欧洲近代哲学史上第一位系统关注语言问题、并从心理层面思考语言意义问题的认识论哲学家。据说《人类理解论》初稿完成于1681年（实际开始写作时间为1671年），但洛克对初稿的内容不够满意，因为初稿只包括三卷，即第一卷通论原则和表象的非天赋性，第二卷论表象，第三卷论知识和或然性。在初稿写就到该书出版的九年中，洛克增加了论语词卷，并将其作为第三卷置于第四卷论知识和或然性之前。这一卷虽然不长（共十一章，约160页，篇幅占全书六分之一），但却标志着近代认识论哲学中语言转向的开端。

作为经验主义哲学的代表，洛克不接受知识（意义）的先验性或天赋性，而认为知识来自经验性观察和感觉材料。但他认为，在人类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人的理性（reason）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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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理性包括人类基本的认知能力、思维能力、推理能力和记忆力（Chapman，2000：18）。作为人类本质中必不可少的要素，理性是天赋的，它先于经验而存在。

在洛克看来，使用语言符号（语词）来指称对象是人的一种心理能力。但他认为，语词并不直接指称外部世界的对象，而是指称人心理中的表象（idea）。表象也称为心理意象，它是关于世界的感觉经验在人的大脑／心理中留下的印象，是认识主体（人）动用自己的感性来认识世界的结果。这样一来，作为表象的标记--语词的意义--就来自于语词与人心理中表象的匹配，而语言交际也就可以看作表象经由语言符号这个媒介在说话人和听话人心理间的传递。在这一过程中，语言符号所起的仅仅只是代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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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洛克对语词意义的研究并未就此止住。在《人类理解研究》中，他还讨论了简单表象和复合表象，以及总括性表象（general idea）等问题。在洛克看来，简单表象指无法进一步分解的表象，复合表象由简单表象组合而成，因而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简单表象。总括性表象乃是心理对认识对象的所有属性或感觉经验的综合。以“树”为例。“树”作为一个总括性表象是不对应于某一具体属性或具体感觉经验，而是对所有个别属性或感觉经验的抽象，这些个别属性或感觉经验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在洛克的意义理论中，总括性表象由总括性语词标记。引入总括性语词这个概念的作用是“使一个语词可以标记众多的存在物”
 （Locke,1959：4）。显然，上述三种表象与三种语词匹配。另言之，语词有三种意义
①

 。

经验主义的意义观对语词意义的来源和形成机制作了开创性的研究。但从今天来看，这种意义观存在严重的不足。首先，这种意义观无法协调语词（即总括性语词）的总括性与具体性之间的关系。语词要充分地标记意象，就既要有类的明确属性，又要有和具体的个体相一致的具体特征。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总括词所标记的意象（如鸟）无具体特征（如颜色、大小和形状），而具体的个体是有具体的不同特征的（Chapman，2000：19）。其次，并非所有的语词都有与之匹配的心理意象。这样一来，语言中的语词若无与之匹配的心理意象（如英语中的定冠词“the”、数词“seven”和介词“from”等，以及汉语中的虚词），其意义就无法说明（Stainton，1996：102）。其三，由于心理意象来自于认识主体从外部世界得到的感觉经验，这样的感觉经验在个体间必然会具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这样一来，新的问题就产生了：究竟哪些心理意象构成语词的意义？为什么就这些意象（而不是其他的意象）构成语词的意义？

显然，把语词意义看作语词与心理意象的对应和匹配只能说明语言符号意义中的一部分（而且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无法说明语言符号意义本体的全部复杂性。后者的来源及其运作机制要复杂得多。但无论如何，意义表象论为后来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13.2.2　意义作为说话人意向

从说话人的意图来考察语言符号的意义可称为意义意向论（meaning as intention）。意义意向论也是一种心理意义观，因为意图本身是一种心理状态（mental state）。现代语言哲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标志是格赖斯名作《意义》（1957）一文的发表。有鉴于此，虽然本书第12章已经对这一意义观作过介绍，但本章还要对这个论题做进一步讨论。

格赖斯对意义意向论的思考始于他对动词“意味着”（mean）在两组英语句子中使用情况的考察和分析。为了阐明格赖斯的分析进路，这里仍将两组语句列出如下：

1）a．Those spots mean （meant） measles.



b. Those spots didn’t mean anything to me， but to the doctor they meant measles.

c. The recent budget means that we shall have a hard year.





2）a．Those three rings on the bell （of the bus） mean that the bus is full.



b．That remark,“Smith couldn't get on without his trouble and strife”，meant that Smith found his wife indispensable. （Grice 1957:377-378）





经过细致的分析，格赖斯发现“mean”在上述语句中有两种用法：在第一组语句中它表达了一种自然的、非约定的关系，在第二组语句中表达了一种非自然的、约定的关系。他把第一种关系叫做自然意义（natural meaning/sense），第二种关系叫做非自然意义（non- natural meaning/sense）。自然意义指两种现象（当然不一定是自然现象）间的联系，因而不属于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的考察范围（但属于自然科学考察的范围）。


 格赖斯认为，非自然意义有四个基本特征。首先，表达非自然意义的语言符号（即话语）和意义之间不存在蕴涵关系（即“意味着”不等于“蕴涵着”）。这即是说，此时，语言符号和意义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其次，“意味着”同时也暗含这样一种关系，即是某人借用符号来表达某个意义，而不是符号本身有这个意义。另言之，传递非自然意义的是人，而不是语言符号本身。第三，此时在语言符号前若加上“The fact that…”（如The fact that those three rings on the bell （of the bus） means that the bus is full）会改变符号的意义。这就是说，说话人使用语言符号传递非自然意义的过程不是一个既成事实的、确定无疑的过程。相反，这种意义是不确定的，有时甚至是可以取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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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和自然意义不同，非自然意义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如“某人穿上燕尾服”与“某人要去参加舞会”的意义关系）或暗含关系（如“某人是运动员”与“某人个子很高”的意义关系），而是一种双重意图关系。即是说，说话人用语言符号表达非自然意义时，他／她首先意定用该符号使听话人产生某种信念（即传递某种信息），但同时也意定听话人确认其信息意向（即该信息只指向该听话人）。前者为信息意图，后者为交际意向，一个成功的交际（非自然意义传递）过程中，这两个意向均得以实现。

关于非自然意义的类型，格赖斯区分了三种：语言符号的类型意义（type meaning，又称为表达式意义）、语言符号的实例意义（token meaning，又称为话语意义）和说话人意义（Stainton，1996：105）。他认为这三种意义类型通常不完全对等。有时，话语的类型意义和实例意义，乃至于说话人意义保持一致。但也存在三种意义不同程度的错位现象，从而使语言交际的意义问题变得丰富多彩。值得注意的是，在格赖斯的意义理论中，说话人意义对实例意义和类型意义起决定作用。另言之，格赖斯的目的是用作为心理状态的意向（或说话人意义）来统领和解释话语意义和表达式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义意向论仍然是一种心理意义观。

然则格赖斯的方案能否最终获得成功呢？应该说，格赖斯（1957）尝试通过作为心理状态的意图来解释语言符号的意义问题（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为意义本体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但是，正如格赖斯本人一直意识到的，这个研究路向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Stainton，1996：109 - 110）。首先，既然要通过作为说话人心理状态的意向和语言符号的匹配来解释符号的意义，那么要对符号的意义作出充分的说明（这也对一个充分的意义理论的要求），就必须找出与意向对应或匹配的语言符号单位（如词类、句子类型、话语类型等等）。考虑到日常语言的复杂性，可以说这个任务是无法完成的。如果再加上潜在的表达方式，这个任务就更加难以企及了：潜在的语言表达式是有意义的，但其潜在使用者的意向却是根本无法确认的。第二，在正常情况下，说话人用语言符号表达非自然意义都是有意向的，都试图在听话人那里产生某种信念。但问题是，是否所有的说话人在使用语言符号时都（有意识地）既传递了信息意向，又传递了交际意向呢？这个问题恐怕不好回答。既然无法确认说话人的全部意向，又怎么能说语言符号的意义（即非自然意义）都源自说话人的意向呢？第三，正如有的研究者（如Davidson，1974：310；Stainton，1996：109）所言，格赖斯（1957）的意义理论中，语言符号的（非自然）意义和说话人意向是相互定义的。这即是说，语言符号传递某个意义是因为说话人意定该符号传递该意义；反过来，说话人有某个意向是因为其用某个符号传
 递了该意向。应该说，这样的做法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从历时，还是从共时的角度来看，语言符号和意向都是相互预设的。但这样一来，我们对语言符号和意向的定义都有循环定义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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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意义意图论是联系人类心理解释语言符号意义的一条新路。这条路虽然存在种种困难，但克服这些困难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意义这个语言哲学的核心论题，从而推动语言哲学、哲学乃至于相关学科（如语言学、认知科学、心理学、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等）的发展。这一点已被该理论问世以来五十多年的历史所证明。

13.2.3　意义作为心理表征

意义作为心理表征（或称心理表征意义观）乃是在心理维度索解自然语言意义难题的一个尝试。该理论是美国心理哲学家、认知科学家福多思维语言假说（The Language of Thought Hypothesis，简称LOT假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多（Jerry Fodor）1935年生于美国纽约市，曾受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56）和普林斯顿大学，并于1960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从1988年至今担任纽约市拉特杰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哲学教授。除却上述思维语言假说外，福多还提出了著名的“心理模块假说”（the modularity of mind hypothesis，1983）。

思维语言，又叫做心理语言（mentalese），是介于自然语言符号和人类心理间的一种符号系统，是连接人类心理或认知过程与自然语言的媒介。何以要在自然语言符号和人类心理间设定这样一种符号系统，并以此作为解释意义问题的进路？原因有三。其一，既然人类思维（即心理活动）离不开语言，那么人类思维是否是以自然语言作媒介呢？显然不是，因为如果思维是以自然语言作为媒介，那么说不同语言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思维活动而相互之间无法进行交流。其二，上述意义观念论对意义问题的解释过于狭窄无法反映语词意义的本质：人类心理活动可以借助于意象作为其媒介，但就本质而言，尤其是从把人类心理活动看作计算过程的认知科学视角来看，心理活动要复杂得多（至少意象不能作为计算活动的输入和输出，因而无法满足认知科学的要求）。其三，意义意向论虽然提出了一种解释意义问题的路子，但该理论并未对意向的本体和来源作出明确的说明，更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因而无法对意义难题给出充分的解释（Stainton，1996：112 - 113）。

按照思维语言假说（Fodor，1975&1998：10），思维语言和自然语言有相似的结构特征。具体表现如下。首先，从构成要素来看，思维语言也包括最为基本的心理符号（mental symbols），作为最小的构成要素，这些符号经过组合形成更高层面的复合心理语言符号（mentalese symbols）。前者相当于自然语言中的词汇，后者相当于自然语言的语句，也叫做公式（formula）。其次，在成分结构方面，思维语言也和自然语言一样遵守同样的组合原则，即递归性原则和组合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即是说，在将简单心理符号组合为复合心理符号的过程中，同样的组合规则可以重复使用。这样一来，心理符号就可以表征心理运作（计算）过程的复杂性了。同时，作为组合的结果，更高一级符号的意义就等于其较低一级构成成分的意义之和及构成成分的组织方式。


 那么，心理符号的意义从何而来呢？福多（1998）认为，心理符号的意义来自心理符号与大脑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的匹配。在他看来，这里的心理表征就类似于上述经验主义哲学家所说的心理意象或观念。当然与心理意象相比，心理表征要抽象多了。按照这个观点，人类的思维／心理活动就体现为心理表征之间的因果联系。同样，心理表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福多的看法是，心理表征来自意向状态（intentional state）。意向状态来自于意向性，后者乃是人类心理状态的一个特征（Tanesini，2007：81），指人类心理关涉（about）或反映世界的心理倾向性。意向状态在心理层面体现为心理表征，并在心理表征的基础上形成命题内容。可以说，心理表征是意向状态内容的承载者。

以此为基础，自然语言符号的本体和来源问题就可以得到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按照思维语言假说，自然语言符号（语词和语句）的意义来自符号与思维语言语词和语句的匹配。这样一来，自然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言使用者使用自然语言符号对思维语言符号进行翻译的过程。儿童学习母语的过程也是学会用一种自然语言来翻译其思维语言的过程。

总之，和意义观念论和意义意图论相比，基于思维语言假说的心理表征意义观对意义问题给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解释。但这不是说，心理表征意义观就是无可挑剔的。就本质而言，思维语言假说反映了20世纪70
 年代心理哲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学科对人类心理的基本看法：即基于表征-计算的心理模型。该假说提出以后不久，就引发了争论，这些争论的焦点是：人类心理的运作是否如福多所假定的那样是基于表征和精确规则的计算活动。联结论（connectionism）者认为，人类思维活动的某些过程（如模式识别、言语理解、关联信息的回忆和确认以及制定计划等）很难由计算机学会和运行（Tienson，1988：382），因而人类心理和人工智能意义上的心理差别甚大。另外，心理哲学家丹尼特（Daniel Dennett）从民族心理学（folk psychology）的信念观和理性观入手提出了自己的心理模型。这些模型的基本观点是，既然人类心理活动不是基于表征-计算的过程，那么思维语言假说就无必要，这样作为其理论延伸的心理表征意义观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据。但福多不同意上述观点，因而争论仍在继续。

13.3　语言与心理：心理符号的语言学研究

本章概述部分（见13.1）曾经提到，联系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来求解意义问题也是语言哲学研究的一条路径。其中与本书宗旨至为关联的是索绪尔的意义理论。索绪尔的意义理论不但是联系人类心理（当然也联系社会）考察语言意义的尝试，同时也是联系语言符号系统考察意义问题的一大创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20世纪语言哲学研究者的排行榜上，索绪尔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①

 。

要理解索绪尔的意义理论，我们首先要弄清其对语言符号系统本质的哲学考察。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系统和人类共有的其他符号系统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所不同者仅仅只是复杂程度的差异。虽然他的符号学理论最终落脚在语言符号，但他关注的是人类对
 一般意义的所有符号系统的使用，尤其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结构关系。对符号间结构关系的思考使其成为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对语言符号系统本质问题的研究使其成为“现代语言学之父”。

在索绪尔的语言哲学观中，语言就本质而言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心理内容和社会内容。前者从语言结构的本质属性入手，后者从语言的社会功能着眼。他（1960〈1916〉：77）认为语言的存在离不开社会事实，语言的社会性本身就是其内在特性之一。语言符号包括两个构成要素：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能指就是语言符号的语音意象（sound-image），所指乃是该语音意象指称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语音意象并不是符号的物理形式，而是一个抽象的、功能性的心理结构（mental structure），在实际交际中体现为一定的语音形式。一个语音意象由不同说话人发出、或由同一个说话人发出，都会因发话人的个体特征或不同的发话语境（包括该语音意象的邻近语音）而有不同的体现方式，但这些体现方式都不会影响该语音意象的本质特征的稳定性。同样，概念作为符号语音意象的指称对象也是一个心理结构，而不是语言哲学通常意义上的指称对象。这样，语言交际就是对思想进行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他把交际过程中涉及的符号运作的心理或心理维度（或符号系统）称为语言（langue
 ），把符号运作的具体情景维度称为言语（parole
 ）。语言为全共同体的所有成员习得、共有，言语则总是和个体在具体语境中为了达到一定的交际意图而对语言的使用密切相关。这就是说，语言是社会的，而言语则总是个体的。索绪尔认为，对语言的考察就构成语言学研究的内容。

以此为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索绪尔的意义理论了。如上所言，语言符号由两个实体构成：能指和所指。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索绪尔的能指并不指说话人实际发出的声音，而是指从这些声音抽象出来的语音意象；所指也不是指称理论所说的指称对象或外延，而是作为心理结构的概念。概念是沟通语音意象和实在对象的中介。那么，作为符号结构体现的语音意象是如何获得其意义的？当然是作为其指称对象的概念。但问题是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在索绪尔的符号学（semiology）理论体系中，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这种任意性有两个含义。浅近的含义是，能指和所指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如“马”这个概念在不同的语言中由不同的声音形式（语音意象）指称：英语用“horse”，汉语用“ma”。更为深刻的含义是，所指不先于或独立于能指而存在，而是能指对实在建构、甚至是创造的结果。建构的过程是对浑然未分的连续世界的分割和语言性标记的过程，这个过程遵循的是任意性原则。任意性原则的结果是，各种语言的概念系统由于其所属的符号系统对现实连续体分割方式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这样一来，要在不同的语言中找到概念完全相同的语词就十分困难。而相反的情形可能是，各种语言中表面上对等的语词（如英语的“river”，法语的“riviere”和汉语的“河流”）在概念层面上总是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上述能指与所指以及所指与实在对象的关系蕴涵着索绪尔意义理论的真义。首先，和意义观念论一样，索绪尔也认为语言符号的意义来自符号与心理现象的对应。就这一点而言，索绪尔的意义理论也可以看作基于心理的意义理论。但二者也存在差异。意义表象论中语词的意义来自感觉材料（或经验）在人的心理层面留下的印记（即前述的心理意象），心理意象与实在对象之间存在相似性；而在索绪尔意义理论中，语言符号的意义便是作为符号施指指称对象的概念（所指）。概念乃是一个抽象的心理结构，它与实在对象间不存在相似
 关系，而仅仅只是按照语言社区成员的约定和其施指建立起指称联系。这种联系既是任意的，也是约定的。这是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意义本体的基本观点。

其次，在索绪尔的意义理论中，心理的运作在符号意义的生成、建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所关注的符号（即langue
 ）本身便是一种心理结构，一种运作于心理层面的实体。其二，在语言符号对实在进行划分、切割并形成概念的过程中，心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语言符号对实在的划分和切割过程涉及到心理的运作，这一点可以从跨语言的概念对比中得到确认。如陈嘉映（2003：75）认为汉语的“虫”和“爱”在英语中找不到与之完全对等的词，“虫”有时相当于英语的“insect”，有时相当于“worm”；汉语的“爱”依据具体的上下文分别等值于英语的“love”，“like”，“want”，“tend to”等。如果我们扩大考察的范围，这种现象或许会更加突出。这类现象的存在或许可以表明这样一个观点，即语言符号建构现实世界的方式其实也是符号使用者认知世界的方式，或者说，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过程是符号与认识主体的心理相互作用以达致认识世界、标记世界的过程。其三，与此相关的是，索绪尔眼中的心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心理，而是处于语言社区集体层面上的社会心理。这一心理观使他的意义理论和传统语言哲学的，乃至于分析性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区分开来，从而表现出独一无二的理论特质。

索绪尔的意义理论是其语言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其语言学理论建构层面上的哲学思考。仅就这一点而言，索绪尔的意义理论仍然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更为深入的研究。但从今天来看，索绪尔的意义理论作为语言学理论的一个基础性的构成要素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例如，索绪尔区分了语言的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并将其语言学研究的关注点定位于对语言共时现象的研究。表现在意义研究方面，就是关注了能指与所指间的共时研究而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语言符号的所指要素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异的。又如，索绪尔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语言层面现象的考察。在意义问题的研究方面，这种思路的后果之一是：研究只关注了语言层面的意义问题，而忽视了语言符号的意义在言语层面上的种种表现。而实际的情形可能是，语言符号的意义在言语层面上的表现比在语言层面上的表现要丰富得多。这样一来，我们或许可以说，索绪尔的意义理论不是一个完整的、关于语言意义的理论。

13.4　本章小结

本章以意义理论（西方语言哲学的核心课题）为主线，讨论并介绍了语言哲学研究中从人类心理出发探讨意义问题的一些尝试，内容包括意义表象论、意义意图论、心理表征意义观以及索绪尔的意义理论。从这些讨论和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意义问题既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崭新的哲学乃至于语言学问题。意义反映了人类对实在或现实世界的认识，同时也反映了人类对自身认识世界的方式的认识。可以说，人类的世界是一个由意义构成的世界，要理解人、理解人的世界，就无法绕开意义问题。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意义问题始终是哲学和语言哲学历久弥新的话题。进入到20世纪初，随着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联系语言、心理和实在考察，意义问题就成了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哲学家、语言哲学家关注意义问题的结果是：人类对世界、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不断得到深化。随着语言学的兴
 起，对意义问题的考察成了语言学的重要论题，与此有关的语言语义学、语用学等相继出现。可以说，是哲学、语言哲学对意义问题的关注带动了语言学层面上的意义研究。因而，作为语言学专业的研究者，了解哲学、语言哲学层面上的意义研究甚为必要。

同时，从本章的讨论和介绍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上述各种意义理论虽然各有其独到之处，但同时有都存在失之偏颇和不尽如人意之处。这一方面说明意义问题至今仍然是哲学、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研究中的棘手难题，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的进一步思考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出发点。





本章思考题

1．语言哲学中关于意义问题的主要观点是什么？代表人物有哪些？

2．西方语言哲学对意义理论产生了哪些影响？是否存在缺陷？试论述。

3．语言研究者学习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的必要性是什么？






 
14
 　语言的内在性假说及其评价


14.0　引言

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正常人都有语言能力，我们每天都在用语言进行交际。不知你是否想过，如果一个孩子从一出生就与人类社会隔离开来，那么他会说话吗？你家里可能饲养过这样和那样的小动物，它们和你长期相伴，成为你生活中的好朋友，可是它们开口和你说过话吗？鹦鹉会模仿我们的说话，蜜蜂在采蜜前，会有“侦察兵”侦察花丛的位置、距离等，并把这些信息通过“舞蹈”传递给其他蜜蜂，引导它们前去采集。但是这些动物具有人类语言意义上的“语言”吗？它们能够使用它们自己的“语言”去回忆曾经发生的事情，去谈论假想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和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吗？它们所谓的“语言”形式具有人类语言意义上的创造性吗？比如，动物能在它们现有所谓“语言”形式的基础上去创造新的形式、去表达新生事物吗？语言的能力究竟从何而来？

动物虽然与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却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即使在人类对动物进行强化语言训练后，也无法获得人类的语言能力，这一点似乎说明人们在习得语言的过程中，人的大脑的内在属性起着决定性作用。1920年，在印度加尔各答附近的一个山村里，人们在狼窝里发现了两个由狼抚育的女孩，一个大约7-8岁，一个大约2岁。狼孩被发现时，没有语言能力，生活习性与狼一样，不会说话。其中一个狼孩在被发现后的第二年死去；另一个狼孩经过7年的教育，才掌握45个词，勉强学会了几句话。狼孩的故事似乎告诉我们，如果狼孩在出生时没有先天缺陷，那么人习得语言似乎又不依赖人脑的内在属性，而是依赖人的后天的经验。

有人认为人的知识来自经验。这一经验观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在他看来，人在出生时，人的大脑犹如白板一样，而这块白板上的内容却是由后天的经验加以规定并写入其中的。

反对经验说的人认为，人的知识来自大脑内在的属性。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哲学观，常被称为天赋观。如果说人的大脑的内在属性在语言习得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这就意味着人在出生时就已经天生具有了某些内在的知识，而他所获得的后天经验对语言习得影响不大。

在前面内容中，我们主要讨论了经验观。他们的主要代表有亚里士多德、洛克、贝克莱、布龙菲尔德和奎因等。虽然他们各自在阐述语言与大脑的关系时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研究对象也不同，但是他们的观点都有一个共性特征，即强调经验在获取知识中的重要性。

在本章中，我们将主要讨论与经验观相对立的天赋观，即语言的内在性假说。为什么只有人类才具有语言，动物却没有？语言的结构如此复杂，置身于这样一个充满支离破碎、不同体系、不稳定、甚至充满言语错误的语言环境中，为什么儿童能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轻松自如地习得语言？儿童所接触到的语言输入非常有限，为什么从这些有限的语言输入中，儿
 童却可以理解和说出无限的句子来，而且在这些句子中有许多是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为什么人类进行交际的语言具有一系列的相似性特征？

针对这些问题，天赋观有其自己的阐释。我们将具体讨论以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为代表的语言天赋观、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等内容，并对语言内在性假说进行客观的评价。根据语言的内在性假说，人的大脑中存在内在的“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这一机制是一种天赋机制，又称之为内在化人脑中的普遍语法，这种普遍语法又由一系列的原则和参数（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构成。普遍语法的存在使得儿童在习得具体的语言时轻松自如。

14.1　语言内在性假说

14.1.1　乔姆斯基：语言内在性假说的代表

与经验观相对立的是语言天赋观。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语言学家、转换生成语法的创始人--乔姆斯基（1928-）。乔姆斯基1928年12月7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一个俄国移民家庭，有着犹太人血统。他的父亲是希伯来语言学者，所以他从小就受到了语言学的熏陶，特别是对犹太教传统有浓厚兴趣。1947年，在哈里斯的影响下他开始研究语言学。1949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51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完成硕士论文《现代希伯来语语素音位学》，1955年又在该校完成博士论文《转换分析》，获得博士学位。从1955年秋天开始，他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曾任该校语言学与哲学系主任，并任该校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他还是该校为数不多的学院级教授，现已荣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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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是一位富有探索精神的语言学家。最初，他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希伯来语，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转而探索新的方法。他以对现代逻辑学和数学的兴趣，用类似数学公式的式子，来建立生成语法体系，并以此来描写自然语言，逐步建立起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1957年出版的《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
 ）就是这一新方法的标志。这种分析冲垮了结构语言学的支配地位，因而被人们称为“乔姆斯基革命”。后来他又不断丰富和发展转换-生成语法的理论和方法，相继发表了《句法理论要略》（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语义解释》（Deep Structure，Surface Structure and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支配和约束论集》（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等重要著作，对世界语言学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乔姆斯基认为要具备说或听某种语言的能力，必须具有关于该语言的一定量的知识。这种知识包含在决定人的语言行为的心理规则之中。乔姆斯基称这些规则和支配其运用的原则一部分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后天习得而来；理解语言如同其他身体器官一样是由遗传决定的。由于人类的大脑通过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事先编排好了这些规则和原则，依据
 这些内在的、先天的规则和原则，人类便能生成无限的句子来，因此人类具有掌握语言的先天能力。

乔姆斯基还认为语言的研究是关于心理、大脑的研究。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最终要归结到对大脑结构的认识。他把语言看成是人类大脑的一种自然属性、一种心理官能。对人类语言的研究就是对人类心理官能的研究。了解了人类语言的内在结构规则也就了解了人类生成语言的心理官能。乔姆斯基所说的“语言”是人的一种抽象出来的能力，是一种理想化的物化在人的大脑中的有关语言的规则，是一种内化的语言。这种能力与我们在交际中实际所使用的或者所听见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交际中实际所使用的语言只是内化语言的外在表现形式。

乔姆斯基创立了转换生成语法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获得语言学界很高的评价，而且在心理学、哲学、逻辑学等方面引起人们普遍的重视。乔姆斯基是美国当代一位有重大影响的语言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英国伦敦大学都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乔姆斯基的学说不仅在语言学界，而且在哲学界、心理学界等很多领域也都有相当大的影响；计算机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也与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有密切的关系，甚至有人称他为计算机科学的“老祖宗”。他是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1984年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

14.1.2　语言内在性假说的提出

1960年，奎因（也被译为“蒯因”）发表了《语词和对象》一书。《语词和对象》是奎因继《从逻辑和语言的观点看》之后关于语言哲学的又一部系统的论著，这本书耗时7年，凝聚了他多年的心血，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著作之一。据说，奎因曾把装着这本书书稿的皮包挂在屋门的挂钩上，对家里人说，如果着火，这是第一件要拿出去的东西。由此可见，他对这本书是何等的重视。奎因是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逻辑实用主义的代表，1908年出生于俄亥俄州，在奥柏林学院和哈佛大学接受高等教育，193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33年起在该校任教，担任过皮尔士讲座哲学教授。2000年的圣诞节，奎因去世，享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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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因的《语词和对象》一书较以前的著作更明确、深入地阐述了作者在物理对象和心理对象问题上的经验观。奎因以语言的社会性为出发点，以经验观为框架，从主体与对象的刺激-反应关系和机制角度，对语词、语句及其意义做了详细的研究。

在这本书中，奎因分析了儿童对母语的习得情况，认为儿童习得母语有两种基本的方法：实指学习（ostensive learning）和类比综合（analogic synthesis）。所谓实指学习是指所学对象在场的一种学习。这种学习要求所学对象的可观察性，通过观察成年人的言语行为和可视的语境去习得语词和语句。比如儿童在爸爸洗脚的可视场景中学会“爸爸在洗脚”这一语句，在有实物茶杯在场的情况下学会“茶杯”这一词语。当然儿童依靠实指法还能学会许多其他的语言成分或语言技巧。类比综合的方法主要指儿童在已经习得某些语词和语句后，用已经习得的某个语词去替换已习得的语句中的某个语词的方法，以这种方法，儿童可以生成他先前没有实际接触过的新句子。比如儿童在习得“爸爸在洗脚”这一语句后，通过类比综合的方法用他已经习得的另一个词语“手”去替换已经习得的“爸爸在
 洗脚”这一语句中的“脚”，从而说出“爸爸在洗手”这一语句。在学术上，应该说奎因继承了洛克和贝克莱的学术传统。

《语词和对象》一书出版后，受到了乔姆斯基的批判。乔姆斯基对奎因的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不以为然，在学说上更多地吸收了莱布尼茨、康德和柏拉图的学术观。在语言与大脑的关系研究中，坚持唯理主义的哲学观。

1969年，乔姆斯基发表了《奎因的经验假设》（Quine's Empirical Assumptions
 ）一文，认为奎因在其著作《语词与对象》中所阐述的有关语言习得的观点并不具有说服力，不能有效解释语言习得中的许多现象。乔姆斯基认为语言规则和支配语言规则使用的原则是人类大脑中的“语言习得机制”事先编程好的，是由遗传决定的，并不是后天习得的。20世纪60年代，乔姆斯基发表《语言学的解释模型》，标志着语言内在性假说的问世。

根据乔姆斯基的语言内在性假说，人具有专门的语言能力，一种人类共有的习得和使用语言的心理能力。这种能力不为其他物种所具有，是人类语言能力自然发展的根本所在。对于奎因而言，“习得”语言也就是“学习”语言；人类使用大脑学习语言与使用大脑学习其他技能十分相似。但是对于乔姆斯基而言，“习得”与“学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儿童是在生理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习得”语言，这种习得语言的能力与儿童学习骑车或者使用刀叉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乔姆斯基的语言内在性假说对揭示语言本质和人脑的特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本质上，这种假设是关于人脑初始状态的假设，试图阐释语言的本质所在和人脑的特性。

我们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儿童的语言形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表现出一系列的不同的特征。比如在独词句阶段，儿童开始把语音与意义相联系，一个单词的使用可以起到一句话的作用，并且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话语意义。当孩子说出单词“糖”（sweets）时，他可能用这个单词表示“我要吃糖”，或“妈妈吃糖”等。在以英语为母语的社会中，儿童在双词句阶段的语言形式虽然缺少表示句法关系的形态形式，但是两个词之间也有着明确的句法关系和语义关系。根据表达的语境不同，双词句可以表示不同的语义关系和功能。以“Mama sweets”（妈妈糖）为例，它可以表示以下语义：

1）妈妈，我要吃糖；

2）妈妈买的糖；

3）这些是妈妈的糖；

4）妈妈，你吃糖；

5）妈妈正在吃糖。

6）妈妈，把糖给我！

虽然乔姆斯基在语言习得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对于儿童语言习得不同阶段的研究，以及在不同阶段儿童语言所表现出的语言特征研究，乔姆斯基几乎不感兴趣。他认为一个成年人如果习得了一门语言，那么他的大脑就已经达到了一种“稳定的状态”，那么一个人在出生时，他的大脑的“初始状态”又是怎样的呢？处于“初始状态”的大脑具有什么样的内在特性使得语言使用者的大脑能够达到这种“稳定状态”的呢？这些问题是乔姆斯基所关注的。他要研究这种大脑的初始状态，揭示大脑初始状态的机制，他提出了一个关于大脑“初始状态”的假设，并且这种假设能够解释语言使用者如何在特定的语言输入环境中习得具体的语法规则。


 从唯理主义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习得问题并不是乔姆斯基的首创，他在1966年出版的《笛卡尔语言学》一书中就坦言道：从心理的角度研究语言问题是17世纪唯理主义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当时，人们热衷于研究在获得知识，包括获得语言知识的过程中大脑所起的作用，试图揭示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存在于大脑中的内在的语言组织原则。乔姆斯基注意到人类能够基于有限的语言符号和规则理解或说出无限的句子来，而且一个人所理解或所说出的句子往往都不是他曾经听到或看到的句子，也不是他对周围语言输入的简单模仿与重复，而是一种翻新，一种创造。说话人在交际中使用来自于翻新和创造的言语比起他通过语言输入所学到的要多得多。因此，乔姆斯基认为，把这些存在于大脑中的语言组织原则看成是人的大脑内在的特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语言使用者实际所拥有的语言知识比他通过语言输入所学到的语言知识要丰富得多。虽然从唯理主义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习得问题并不是乔姆斯基的首创，但是乔姆斯基的创新就在于它把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并对这些内化于大脑中的语言组织原则进行了描写，使这种内化的能力以一种具体的形式化东西展现出来。比如根据他的理论，我们可以把内化于我们大脑中的关于The man bought a book.
 （那人买了一本书）这一句子的组织原则用以下的形式来表示：

S（句子）→ NP（名词性短语）VP（动词型短语）

NP→Det（限定词）N（名词）

VP（动词型短语）→ Vt（及物动词）NP（名词性短语）

这一形式化的有关这一句子的组织原则还可以用树型图形式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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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观与奎因的语言哲学观截然不同。乔姆斯基的语言内在性假说是对经验观的一种超越，他要研究经验以外的没有具体形状，但是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大脑内部的特性，并且对大脑的这种内部特性进行形式化描写。换句话说，乔姆斯基在构建有关语言假设时采用的是归纳推理法。语言使用数据的作用就在于检验他所提出的假设；借助语言使用数据可以证明一个假设、修正一个假设或者推翻一个假设。语言学家在形成假设的过程中不只是对语言进行描写和分析，还可以借助看得见、听得到的语言使用数据去分析研究语言习得中的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状况和心理过程。


 14.2　普遍语法

语言内在性假说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有关普遍语法的假说。这种假说的基础所在就是不同的民族、不同国家的人都有语言能力，这种特征是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虽然，人类在社会组织形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文化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民族。人类所有的语言都是高度体系的、复杂的，都能有效用于人类的交际活动。根据普遍语法假说，婴儿出生时，就有一部分语言知识已经作为人脑这架高度精密的计算机硬件，以大脑物质和结构形式固定下来。这部分知识是一些概括的、抽象的语法原则，是人类语言所共有的普遍语法。

14.2.1　提出普遍语法的依据

乔姆斯基提出语言内在性假说主要依据对儿童语言使用的观察。首先，只有儿童在合适的语言环境中才能习得语言，其他动物则没有这种可能；这里所说的合适的语言环境是指一个正常人的正常自然的语言交际环境。如果一个儿童出生后被剥夺与社会正常人进行交际的语言语境，那么这种语言环境也就是不合适的语言环境。动物是否具有语言能力一直是相关研究人员关注的话题。蟋蟀能利用翅膀摩擦发出的声音来表现它们不同的“感情”；蜂王通过分泌一种唾液产生的气味招引工蜂来为自己服务；野猪一旦觉察到有危险就会扬起尾巴给同伴报警。但是动物的这种声音语言、气味语言或行为语言所能实现的“交际”功能非常有限，与人类语言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动物即使生活在人类这种合适的语言环境中也不能习得人类的语言。一些研究人员曾经对灵长类动物，如类人猿进行高强度的人类语言的训练，但是收效甚微，比如教黑猩猩发/P/这个音时，先把黑猩猩的嘴唇掰开，然后把嘴唇一放。由于人和猿的发声器官不同，无论如何强化，这些动物也无法掌握真正意义上的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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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任何人类语言的语法结构极其复杂，儿童不可能单纯依靠所听到的话语来掌握这种复杂的语法结构。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儿童习得语言的情况，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在他们所说的话中，有很多表达是日常生活中他们根本不可能听到的。如：

1）妈妈：五分钟后再吃糖。

儿童：不行，穿裤子分钟后吃。

（孩子在说“穿裤子分钟后吃”时正在穿裤子。在他看来，穿裤子所需的时间比五分钟要短。）

2）妈妈：好宝宝，妈妈马上就给你买。

儿童：不要马上，要鹅上买。

（孩子当时的思维可能是鹅比马要小，所以“鹅上”比“马上”时间要更快。）

即使儿童和成年人使用了同一个语词，所表达的意义也可能不同：


 3）妈妈：宝宝，快过来叫阿姨！阿姨是你妈妈同学哟。

宝宝：同学怎么会是大人呢？

儿童构建的许多语言形式都不是对成年人言语的模仿。他们所构建的语言形式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实现不同的交际功能。例如，儿童通过说“妈妈糖”可以表达以下交际功能：

1）表达一个孩子本人要吃糖的请求；

2）陈述一个妈妈正在吃糖的事实；

3）表达一个让妈妈吃糖而自己拒绝吃糖的行为；

......

更有趣的是，在儿童早期习得语言的过程中，当成年人对儿童所谓不符合语法规范的语言表达形式进行纠正时，这种纠正往往收效不大：

妈妈：不能在路上玩耍，听到吗？很危险的。

儿童：我没有在路上玩过耍。

妈妈：呵呵，不是玩过耍，是玩耍。

儿童：我没有在路上玩耍，童童玩过耍。

（孩子可能是从“吃过亏”〈吃亏〉等翻造出“玩过耍”〈玩耍〉）

由上可见，儿童在习得语言复杂结构时不可能单纯依据自然环境中提供的语言输入。如果他们依据自然语言中的输入，那么他们就不可能说出“穿裤子分钟后吃”这样的话来；如果他们依据自然语言中的输入，那么成年人在纠正他们的言语时就应该是有效的。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儿童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内掌握一种语法，说明他们把先天的一般语法规则或者结构观念应用于语言习得之中。

再次，儿童所接触到的言语中，充斥了大量的不成体系的、支离破碎的、不符合语言规则的语言使用“错误”，而且儿童在交际中所接触的语言输入量也是十分有限的，但是在交际中，他们却能理解和使用符合句法结构的无限的句子。在这些句子中，有许多是他们以前从未接触或听说过的句子。在这样一种语言输入环境中，如果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语言习得机制，帮助儿童掌握语法规律，那么儿童是不可能习得语言体系的。

另外，人类不同语言之间存在很多共性。一些语法共性存在于没有任何历史关系的语言之间，他们反映了人类与生俱来的普遍原则。

14.2.2　普遍语法的定性特征

翻开任何一本实用语法，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些语法书中有着详细具体的语法信息，如在讨论现在进行体的用法时，书中会有明确的用法信息。比如现在进行体可以表示此刻正在进行或发生的动作；表示现阶段进行而此刻不一定在进行的动作；表示将来动作；表示在刚刚过去的时间中发生的动作；表示婉转语气等。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指导学生学习语言的具体语法规则，也不能代替具体语言的语法。普遍语法是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中的科学术语。在讨论普遍语法时，乔姆斯基关注的并不是一个具体语言中的那些具体词汇的习得规则，也不认为在习得词汇时儿童大脑中存在习得词汇列表的先天机制。他关注的是内在化人的大脑中那些句子构成的规则，即语言能力（competence）。乔姆斯基在他的《规则与表达》和《对语言的思考》中认为，普遍语法就是构成语言习得者的大脑“初始状态”的一组特性和条件，是一切人类语言必须具有的原则、条件和规则系统，代表了人类语
 言最基本的东西，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不变的，比如，人类语言在词类上表现出的某些共性特征，以及在句子组合的结构规则中存在的某些共性特征。

普遍语法具有遗传属性，是一个人出生时大脑所具有的初始状态，是一个人习得语言的内在原因。没有这些人脑遗传规定下来的属性，人脑的语言系统就不可能发育成长，人就不可能在后天环境下学会说话。当然，普遍语法的遗传属性使得儿童习得语言成为可能，但是普遍语法不等于具体语言的具体语法。它是乔姆斯基为揭开人类习得语言的奥秘所做的假设，是假想的人类语言都要遵循的一系列抽象原则和必备的条件，它不是社会规约出来的规则，而是假想的人脑里的心理规则。

14.2.3　普遍语法的核心内容

普遍语法是构成语言习得者的大脑“初始状态”的一组特性和条件，是一切人类语言必须具有的原则、条件和规则系统，也是人的语言能力实质性内容。普遍语法要回答的问题有：

1）语言知识能力是什么？

2）语言知识能力是怎样获得的？

3）语言知识能力是怎样运用的？

在乔姆斯基看来，人类大脑的初始状态包含语言的生成部分和转换部分两大内在成分。生成部分负责生成符合语法的表达，它包含一个基础（base），这个基础由生成深层结构的短语结构规则和词汇列表组成。而转换部分负责把一个表达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在乔姆斯基提出语言内在性假说后，他便对大脑这种初始状态进行研究。

例如，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是如何把一个英语陈述句转换成一般疑问句的呢？他们大脑中的内在规则会是怎样的呢？根据语言数据，当我们把George Bush will deliver a speech（乔治·布什会做一个演讲。）转换为Will George Bush deliver a speech？（乔治·布什会做一个演讲吗？），我们可以发现在这种转换过程中，我们首先把英语陈述句中第三个单词移到了陈述句的句首。因此，我们可以做出把一个英语陈述句转换成一般疑问句的第一个假设：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构建一般疑问句时具有这样一种知识，即：把陈述句中第三个单词移到句首去。

但是当我们根据这个假设把陈述句This is his first visit to China.（这是他第一次来访中国）转换成一般疑问句时，我们却得到了His this is first visit to China这样一个不符合语法的英文表达。这说明以上有关把陈述句转换为一般疑问句的假设不正确。不支持假设的语言数据的出现会有助于我们形成新的假设，比如：被移到句首的那个单词必须是“助动词”。

但是当我们根据这一新的假设，把以下陈述句：

The man who is coming to deliver a speech to us is a scientist

（要来给我们做报告的那个人是一位科学家。）

转换为一般疑问句时，我们却又得到了一个不符合语法的表达：

*Is the man who coming to deliver a speech to us is a scientist？

这样一来，我们经过修订的假设又不成立。但是通过对在形成第二个假设中我们所依据的语言数据进行仔细分析研究，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把这个句子中的第二个助动词移到
 句首去，那么我们就能得到一个符合语法的表达：

Is the man who is coming to deliver a speech to us a scientist？

因此，我们又形成了第三个假设：以英语本族语者的人在把陈述句转换为一般疑问句时具有这样一种知识，即：把句子中第二个助动词移到句首去。

可是当我们把这个假设再次放到语言实践中去检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上的假设还有问题，因为根据这个假设，当我们把

The scientist is the man who is coming to deliver a speech to us.

（那位科学家就是要来给我们作报告的报告人。）

转换为一般疑问句时，我们却得到了一个仍然不符合英语句法的句子：

* Is the scientist is the man who coming to deliver a speech to us？

经过一系列的假设的形成、检验和修正，我们可能会发现英语语言在构成一般疑问句时，是把主句中的助动词移到句首，而不是从句中的助动词。而且选择移动哪个助动词与这个助动词相距一个句子的句首或句末的位置无关，而是与句子本身的结构有关。如果我们进一步对语言进行研究，我们会发现所有涉及单词和短语移位的句法操作都与句子结构有关。

总之，在对英语或其他语言的研究中，乔姆斯基发现了一系列构成符合语法规则的句法规则。对结构的依赖性是他的普遍语法的基本原则。

在他的普遍语法的概念中，乔姆斯基的原则和参数是两个重要的概念，被用来限制人类语法的可能范围。原则为一切语言所共有，是适用于任何语言的高度抽象的语法构成。一种语言可能并不具有所有的原则，但是没有语言可以违反这些原则。参数则因语言而异。它是一个变量，同一个参数在不同的语言中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值或有着不同的参数设定，使得人类语言呈现出多样性。正因如此，他的普遍语法也称为原则与参数理论。

在普遍语法的原则中，其中之一就是毗邻条件原则，即格的施者和受者必须相互毗邻，这一原则也解释了在英语中为什么动词和其直接宾语之间不能有其他的短语类插入。例如：

A：He criticized me seriously.（他严肃地批评了我。）

B:*He criticized seriously me.

格条件原则要求名词或名词短语在移位时只能移到句子被赋格的位置上。换句话说，它们只能移位到主语或宾语的位置上，不可以移位到别的位置上。英语中把主动句转换为被动句或把被动句转换为主动句就涉及格条件原则：

the boy kicked the ball（那个男孩踢了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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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ll was kicked by the boy

原则概括了不同语言所共同遵守的法则，但是每个语言对普遍语法参数赋值的不同导致了语言的多样性。

虽然毗邻条件原则规定格的施者和受者必须相互毗邻，但是就其毗邻参数设定而言，却
 有严毗邻和松毗邻两个值的设定。英语的动词和直接宾语之间不能插入其他短语，而法语却允许在动词和直接宾语中插入其他成分，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毗邻参数赋值上，英语是严毗邻语言，法语是松毗邻语言。

如果我们在考虑毗邻参数时，再把方位参数（涉及词项的顺序）考虑其中，我们会发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英语动词词组的词项顺序是VP→VNP；而在日语中，词项顺序与英语恰好相反，是VP→NP V。所以，方位参数也是区别不同语言内在特征的方法之一。

再以代词脱落参数（pro-drop parameter）为例，这个参数有“脱落”（+pro-drop）和“非脱落”（-pro-drop）两种参数设定。参数设定的不同决定了一个语言是否允许省略主语代词。英语是非代词脱落语，而汉语是代词脱落语：

A： Have you
 done your homework？（作业做了吗？）

B：Yes，I
 have.（做了。）

虽然英汉两种语言代词脱落参数设置的不同导致英语不允许零主语（null subject），而汉语却允许零主语现象的出现，但是这只是两种语言在表层结构上的差别，在汉语的深层结构中，主语是存在的。

普遍语法参数的设置及操作使人类语言呈现多样化的系统，揭示不同语言间的共性特征，同时普遍语法参数理论可以为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现象提供一种解释。如果说生成语法是用来排除不合格的句子，那么普遍语法是语法的语法。

14.3　对语言内在假设的评价

乔姆斯基的语言内在性假说显然是对传统行为主义哲学观的一种反动，自然也会受到以奎因为代表的语言哲学家的反对。在众多的批判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普特南（Hilary Putnam）和古德曼（Nelson Goodman）的观点。

14.3.1　普特南的观点

20世纪60年代，乔姆斯基发表《语言学的解释模型》，标志着语言内在性假说（天赋假说）的问世。不久，普特南在《天赋假说和语言学的解释模型》这篇文章中，对语言的内在性进行了全面批判。

希拉里·普特南（1926-）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后任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和皮尔逊讲座现代数学与数理逻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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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特南对语言内在性假说批判的焦点集中于内在性假说存在的必要性上。他认为在解释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时，内在性假说并不是必要条件。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普特南做了一个假设，假如火星上存在与地球人有类似智商的生命，而这些火星人所使用的火星语一定也是有语法的，火星语的语法也一定建立在有限的语言形式上和具有递归性的规则上，否则火星人在使用火星语交际时就不可能生成无限的句子来。我们会说火星人在某些认知能力方面与地球人相同，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火星人与地球人一样也有天生的语言能力。任何有能力使用语言的物种也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内在的心理能力。





普特南对语言内在性假说的批判焦点还集中于语言内在性假说方法论的缺失上：

首先，自然语言丰富多彩，语言的使用千变万化，但是语言内在性假说却以人脑中内在一套有关语言的理想规则，即转换生成语法为基础，并以这种被称为普遍语法的理想的规则去试图描写人类的自然语言，难免出现描写中的以偏概全现象。

其次，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不能对不同类型的人类语言进行描述。普特南的这种批判不难理解。我们知道乔姆斯基从提出转换生成语法一开始，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英语。他的短语结构规则以及转换规则等都是首先在分析英语语言的基础上提出的，而他的普遍语法也是在这些短语结构高度抽象基础上，以有限的几种语言为参照分析产生的。世界上大约有3000到5000种语言，有300多个语系。普遍语法是建立在对西方语言，主要是英语的分析的基础之上产生的，他的普遍语法在人类语言中并不普遍。

语言中普遍存在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语言中词类的相似性似乎证明了语言内在性假说的合理性，但是普特南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语言中存在词类类似的现象可能是所有的语言都有识别事物的手段所致，都有对事物进行描写的手段所致。普特南认为他这样的阐释比乔姆斯基从天赋的角度来阐释要简单明了得多。普特南认为，语言中存在的许多“共性”特征，也可以认为是因为不同的语言由一个原始语演化而来的结果。

除此之外，普特南还进一步指出，儿童在习得母语时有大量的时间与母语接触，因此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儿童在习得母语时既轻松，效率也高。普遍语法的建立以幼儿学语效率高于成人作为经验证据，这样的经验证据并不可靠，理由也不充分。如果一个成年人，比如一个大学生投入学习语言的时间和精力与儿童是一样的话，那么大学生的学习效率并不一定比儿童要差。

最后，如果存在普遍语法，这种普遍语法也不需要语言内在性假说作为支撑。这一点从普特南所作的有关火星生命的假设中也可以看出。任何有能力使用语言的物种也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内在的心理能力。一个没有内在心理能力的物种也不可能有能力去学些什么，如果“内在的智力机制”意味着记忆广度和记忆能力，且在学习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那么人类内在的心智能力与语言学习当然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主义者也没有否定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讨论语言与大脑的关系时，时常只是注意到理论之间的对立，比如天赋观与经验观的对立：前者认为语言习得是由天赋能力决定的；后者认为语言习得来自于经验。其实，这种对立只是相对的。这一点从以上普特南的观点中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天赋观还是经验观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包含天性和经验的成分，只是它们各自在强调天性和经验在语言习得中所起的作用方面有着程度之别。天赋观更多地强调天性在语言习得中的关键作用，而经验观则更多地强调经验在语言习得中的作用。比如，乔姆斯基认为经验或者语言输入是必要的，但是它们只能激发语言发展的自然进程；对于普特南和奎因而言，经验是基础，是根本所在，但是一般内在的学习原则对经验会产生影响。

普特南认为乔姆斯基在他理论中忽视了一个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也就是人类学习的普遍原则究竟是什么？他的天赋观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14.3.2　古德曼的观点

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1906 - 1998），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东部城市萨默威尔，是著名的分析哲学家、逻辑学家、科学哲学家和美学家，现代唯名论、新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古德曼194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1年起，先后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布兰蒂斯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1950-1952年任美国符号逻辑协会副主席，1967年任美国哲学东部分会主席；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大英人文与社会科学全国学院不列颠学院通讯院士。古德曼先后著有《表象的结构》（1952）、《事实、虚构和预测》（1954）、《艺术语言》（1968）、《构造世界多种方式》（1978）、《心灵及其他问题》（1984）等著作。他博宏的学识和睿智的思维成为20世纪哲学等领域的大师级人物。

古德曼在1984年出版的《心灵及其他问题》一书中对人的大脑是否存在内在的语言习得机制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语言中的某些共性特征由其偶然巧合因素所致，而且这些被认为是共性特征的语言成分并没有得到实证的检验。他认为目前在研究中所提及的语言的普遍性原则可能是由于翻译造成的结果，比如通过翻译，使得主语-谓语的结构形式进入到某种语言中，而这种结构可能并不是被翻译语言的结构特征。换句话说，语言研究人员所说的语言中存在的普遍语法可能是语言研究人员把某个语言的规则，如英语中的某个规则，强加给了别的语言的语言规则，而这些规则可能是别的语言中并不具有的，或者说这些语言在句法规则上与英语语言存在很大的差异。所谓普遍语法在人类的语言中可能并不普遍也不显著。

14.3.3　对普遍语法的思考

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内在性假说引起了语言哲学界的热议，也留下了一系列可供进一步思考的余地。

1）虽然只有人类才能习得语言这种复杂的交际系统，但是是否能够就此得出结论：人类有一个天生的语言器官，拥有与生俱来的语言组织原则？

2）如果说人脑中存在以普遍语法为核心内容的语言习得机制，那么儿童在学习过程中为何又会出现由“独词句”、“双词句”到“多词句”的语言发展阶段？

3）如果说人的语言能力是天赋的，是由于大脑中存在语言习得机制的原因，那么人类除了语言能力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能力，比如书法能力、唱歌能力、数学能力等，那么依据乔姆斯基的理论，我们的大脑中是否也存在天赋的内在的这些能力的机制呢？

4）乔姆斯基认为，人的脑海里存在一个与生俱来的由一系列抽象原则构成的普遍语法，并且一个人只要把这种先验的“原则”代入具体的“参数”，就形成了具体的语言。可是由于语言的约定俗成性使得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并没有内在的逻辑关联，自然语言是否可以归结为一个或者少数几个类似于代数方程的“原则”？由这些原则是否可以“导出”所有具体语言的“参数”？

乔姆斯基的语言内在性假说高度抽象，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他的理论不是建立在语言的使用数据上，而是多依赖研究者自己的语感。乔姆斯基在他创建语言内在性假说的一开始就做出了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运用（performance）的区别，并认为语言学家的任务是对语言能力进行描述，而不是语言使用。在他看来，语言使用因人而异，不成体
 系，不稳定，因此对语言使用的研究是不科学的。可以看出，乔姆斯基从一开始就把丰富多彩的语言使用数据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让现实语言来迁就自己事先设定的形式规则。虽然他坚持语法不是描写言语使用行为，而是语言能力，虽然他坚持所说的话是言语，控制言语使用行为的直觉是语言能力，但是他不得不承认揭示语言能力不能不研究语言行为，即语言的使用。语言使用是推测语言能力的基础。他的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划分的困惑之一就是：语言是体系的，而以语言为基础的语言使用却是非体系的；语言作为一种体系是稳定的，但是这种稳定的体系却要从不稳定、不系统的语言使用中推理而来，而且又必须在语言使用中得到检验与证实，这似乎是个悖论。

乔姆斯基理论的价值所在首先是他的语言内在观为我们在分析语言事实时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对语言习得过程的阐释，语言内在性假说与其他理论差别很大。如果我们把乔姆斯基的语言观与奎因的刺激-反应-强化的行为主义观以及普特南的一般认知能力和学习机制研究作个比较，我们不免会感到困惑：他们怎么可能从不同理论出发去谈论同一个现象？如果我们简单地把乔姆斯基的语言内在观与其他流派相比较，试图去阐释谁比谁的理论更好，我们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乔姆斯基认为，人的大脑初始状态中具有一系列的规则，或者叫原则，这些规则和原则是所有语言所共有的。儿童在习得语言时只要去发现语言所特有的某些共性特征。为了促成语言习得，人的大脑初始状态中还包含有许多变量因素，或参数。儿童根据他们所得到的语言输入赋予这些参数不同的值，这就保证了儿童能习得某一具体的语言。这就使得乔姆斯基能够解决语言习得中的一个逻辑问题：即儿童从零开始学习语言时，所获得的语言输入本身并不充分，并不能使儿童掌握语言所有的细节，但是由于儿童具有这些先天的参数知识，因此这些不充分的语言输入却足以使得儿童们能够赋予这些参数相应的值，从而成功地习得语言。

人的大脑的初始状态由这些原则和参数组成，这些原则和参数的存在解释了儿童习得具体的语言时为何会轻松自如。不过，乔姆斯基所关注的并不是语言发展的过程，而是成年人在成功习得语言过程中，他们的内在知识究竟是什么。





乔姆斯基从心理主义的角度试图揭开人类语言之谜。但是，语言是多维的。它涉及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认知的等一系列因素的相互作用。语言的多维性决定了对语言机制的阐释必须具有多维性。如果只从单一的角度去描写语言的机制，那么这种描述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乔姆斯基的内在语言观试图从语法原则与参数的高度揭开人类语言的普遍结构，进而进一步解释人类认知奥秘。一旦人类掌握语言知识的过程清楚了，无疑就为人类探索其他知识的形成过程提供了一个模型。虽然他的理论是建立在形式语言学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并不完全适合对自然语言性质的描述，但是它对人类语言学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对语言内在观的了解是掌握当代语言学的关键之一，也是理解其他语言学说的必备知识。人类历史上似乎从未有哪一门学科如此富于创造性和挑战性，也很少有一种科学能够如此深刻地对相关学科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研究成果令当代哲学、心理学、信息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所瞩目。


 14.4　本章小结

在本章中，我们主要讨论了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语言内在性假说、体现内在性假说的核心内容--普遍语法以及对内在性假说的基本评价。语言内在性假说是乔姆斯基从唯心主义的角度主要通过对儿童习得语言的观察基础上提出的。根据语言内在性假说，人的大脑中具有天赋的语言习得机制，人类的语言规则和支配语言规则使用的原则不是后天习得的，而是由遗传决定的。语言学家的主要任务也就是揭示这些内在化人脑中的由语言习得机制编程形成的语言规则或原则。乔姆斯基的语言内在性假说的核心内容是普遍语法，它具有遗传的规定属性，是假想的人类语言都要遵循的抽象原则和条件。这些内化于人脑中的普遍原则和条件使得儿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轻松自如地习得母语。





乔姆斯基在阐释语言的时候，坚持了唯理主义的思想传统。对于乔姆斯基来说，对语言进行彻底的描述不是对语言的可供观察的外在行为进行描述，而是对这些外在行为背后的心理过程进行描述。语言不只是受一组内在规则的支配，而且是由这些规则所组成，因此儿童习得语言的主要任务也就是掌握这些语言规则；语言学家的任务不是去描述人的行为，而应该是精确构建每个人脑中的语言规则。这些语言语法组织形式是每个正常人都能习得的，在不同的语言中，似乎也具有共性特征。





乔姆斯基十分重视句子的组成规则，认为短语结构规则可以生成基础结构，通过转换规则对这些基础结构操作就可以得到句子的表层结构。所有自然语言在这些过程中都表现出显著的相似性。语言在转换和生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这些本质在语言学以外的其他领域，如数学领域，从未有人进行过深入研究。人的语言知识如此复杂和具体，是不可能自然产生于人的一般认知能力。要想对习得一门语言的人的心理状态进行阐释也只能从语言生成语法的角度进行。在构建合适的生成语法中，语言学家也就构建了人类大脑部分的模型。





语言内在性假说从一开始就引起了语言哲学家们的高度关注，研究人员从不同的角度对语言内在性假说进行了争论。这些争论从整体上体现的是经验观和天赋观的哲学观点的争论。

值得注意的是，乔姆斯基语言内在性假说的哲学基础虽然是唯理主义的哲学观，而且他本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语言哲学观点中的唯理主义倾向，但是他本人也认为没有必要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观点泾渭分明地加以区别，它们是可以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乔姆斯基承认内在论不是唯一的方法论，外在论的研究方法同样也是可取的。语言是一个多模态的存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是一个综合且有效的人类交际符号系统，因而世界上不可能只存在一种覆盖语言所有领域的研究方法或立场。





本章思考题

1．你认为乔姆斯基“语言内在性假说”是否合理？其可取之处和缺陷是什么？

2．人类语言是否存在“普遍语法”？支持它和反对它的依据各是什么？






 
15
 　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与语言学研究


15.0　引言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古代西方哲学的两大基础传统，其源头可上溯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近代以来，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认识论哲学流派。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古代的本体论阶段，还是在近代的认识论阶段，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思考语言问题、讨论语言问题，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语言研究路向。随着分析哲学的兴起，这两条路向随着分析哲学的语言关怀而进入到现代语言学研究中，并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现代语言学是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条认识论轨道上展开并不断向前推进的。知道这一点，我们不但可以认识语言学的过去，还可以把握语言学的未来。

15.1　语言哲学：哲学研究的语言关怀

哲学研究关注语言问题、讨论语言问题，是西方哲学的传统特色
①

 ，当然也是本书各章讨论的出发点。可以说，哲学关注语言的历史和哲学研究本身的历史一样的古老。事实上，作为西方哲学重要论题的语言哲学在西方哲学体系中一直占据第一哲学（first philosophy）的重要位置。远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柏拉图在《克拉底鲁篇》中就讨论了语词的命名（指称）功能，亚里士多德对诸如命题、真理（truth）这类哲学概念的定义和讨论也是联系语言和语言使用来进行的。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有大量关于语言、语言的使用乃至于语言学习问题的描写、思考和论述。

近代认识论转向以后，哲学研究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更加全面、系统，对语言问题的思考也愈渐深刻。可以说，在几乎任何一部认识论哲学著作中都可以见到大量篇幅的语言问题论述。其中，洛克《人类理解论》（1690年）第三卷专论语词，占该书第二部三分之一篇幅，孔狄亚克《人类知识起源论》（1746年）第十五章专论语言，篇幅超过全书（第一、二卷）的三分之一；莱布尼茨《人类理解新论》（1765年）第三卷专论语言问题，篇幅约占全书的六分之一，等等。

随着弗雷格、罗素所发起的分析哲学运动的兴起，西方哲学逐步转向对语言问题的分析和考察，哲学对语言问题的关注终于从后台逐步转向了前台。对语言结构的逻辑分析成了哲学研究的家常便饭。

然而哲学研究为何总与语言问题相纠缠？语言哲学何以成为第一哲学？西方哲学关注语言问题的传统源自哲学本身的研究论题和研究路径。首先，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哲学研
 究世界的本原问题，哲学分析的目的是要揭示世界的结构。但世界的本原何在？世界的结构又是如何？这都是让人无法企及的问题。于是这样的假定就出现了：世界的本原在于语言，世界的结构就是语言的结构。何以如此呢？答案在于，语言是人类谈及世界的工具，所以语言的结构就是世界的结构。一句话，语言和世界是同构的。这样一来，我们就明白了。哲学家研究语言不是为了要了解语言、认识语言，而是要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应该说，这就是语言哲学是第一哲学、哲学研究总是离不开语言的最古老的缘由。

其次，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哲学研究也离不开语言。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转向以后，哲学研究转向人类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方法，即对知识问题的考察。从关注的哲学问题来看，本体论哲学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世界是什么？”，而认识论哲学试图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认识世界？”
①

 但对认识问题的讨论为什么又和语言纠缠上了呢？原因即在于：语言是沟通人类与世界的媒介，是人类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工具。这样一来，要知道人如何认识世界、达致知识，首先就必须搞清楚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使用的是怎样的一种工具。可以说，这就是上述认识论经典名著为何总是关注语言问题的原因。

分析哲学的兴起使语言问题成为哲学分析的核心论题，弗雷格所建立的现代形式逻辑使语言结构的逻辑分析成为可能。但为什么分析哲学运动还是绕不开语言问题呢？原因在于分析哲学运动起因于这样一个认定：语言、思想和实在（世界）三者是同构的。这样一来，要探求实在为何物、回答世界本原何在这个千年议题，就必须要弄清思想的结构，而要厘清思想的结构，就要认清语言的结构，因为思想是由语言表述出来的。可以说，从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到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及至于现代分析哲学，哲学分析的对象变了，但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对实在本体论问题的探寻和揭示始终未变。当然，同样未变的是对语言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思想问题的考察中，西方哲学逐渐形成了两个重要的思想流派：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作为两个不同的哲学流派，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关于知识的来源和知识体系的建立方面有着根本对立的观点。尽管如此，它们都对语言问题表现了同样的兴趣。可以说，正是这种兴趣歪打正着地促成了现代语言学的萌芽、建立和发展，从而走向20世纪的繁荣。

本章以此为进路，先对认识论层面上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作简单介绍，然后以此为基础，讨论各自对语言问题的关注以及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15.2　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与语言研究

15.2.1　什么是理性主义？

虽然要对理性主义（rationalism，又称唯理论）下一个细致而又连贯的定义极为艰难
 （Nelson,2005：xiv），但我们还是可以说理性主义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狭义的理性主义指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哲学史上的一个哲学流派，代表人物为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其主要观点如下：1）相信仅仅依靠纯然理性（unaided reason）就能获取关于存在物本质的知识，并能对这种知识的有效性加以论证（Blackburn，2000：318）；2）认识形成一个单一的系统；这个系统3）在特征上是演绎的；4）相信一切都是可说明的，即原则上来说一切都能置于一个单一系统内。广义的理性主义赞成上述2）和4）的内容，即这样一种哲学观点：万物皆可在一个系统内得到说明（《新哲学词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性主义的哲学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埃利亚学派的哲学思想和柏拉图主义的哲学观点，中世纪的摩迪斯泰（Modistic）普遍语法以及现代理性主义的各种版本（如萨特的存在主义、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等等）
①

 。

显然，理性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层面上的哲学主张有以下特点。首先，理性作为心理的构成成分和功能是知识的来源和知识有效性的根本保证。这一点使其和经验主义存在明显的差异。其次，在认识世界、获取关于世界的知识的过程中，理性主义研究路向总是区分世界的现象（appearance）维度和实在（reality）维度，并将研究的目标指向实在，如柏拉图的理念形式。这样一来，理性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是不关注研究对象的表面现象，而是关注现象背后的、普适的规律和原则。其三，与此相关的是，在致思方法上，理性主义哲学家采用演绎法，试图从数量有限的原则（或公理）出发推导出由具体命题构成的知识体系。在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他们多借助于逻辑和数学来保证知识的有效性和确定性。其四，在哲学（乃至于具体科学）研究中，对理论体系的建构表现出特殊的兴趣，理论体系的目标是揭示上述普适性规律和原则，并试图用一个普适的理论系统来对一切表象加以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理性主义几乎从其诞生开始就与语言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两千多年来，理性主义哲学家对语言问题关注的内容和方式虽几经变化，但时至今日，理性主义背景下的语言研究仍然绵延不绝，其研究课题在不断翻新，研究内容也在不断深化。

15.2.2　理性主义与语言研究：历史沿革

如前所述，哲学家对语言问题感兴趣原因不在语言本身，而在于语言与哲学试图解决的基本问题关系密切。虽然远在柏拉图之前埃利亚学派尝试通过语言分析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但真正使哲学层面上的语言分析走上正轨的是理性主义哲学家柏拉图。柏拉图首先注意到了语词的命名（指称）功能并从自然论和约定论对名称与其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对真理问题作形而上学思辨的过程中，柏拉图发现，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就体现在语言的基本单位--陈述中，因而要对知识的真假作出说明，就必须对陈述（亦称论题）进行分析（褚孝泉，2006：182）。柏拉图的具体做法是采用二分法把一个陈述直接分为两个构成成分：主语和谓语，其中主语由名词充当，谓语由动词充当，名词和动词有不同的形态或词法标记。这样一来，一个陈述之所以为真乃是因为该陈述的主语满足了谓语的要求；反过来，一个陈述之所以为假是因为该陈述的主语未满足谓语的要求（Losonsky，2006：179）。如陈述“雪是白的”之所以为真（有意义），是因为主语“雪”满足了谓语“是白的”的要求。反
 之，若谓语为“是黑的”，则该陈述为假。柏拉图的语言分析方法为通过语言分析解决哲学问题奠定了基础。

亚里士多德虽然是经验主义的创始人，但其对语言问题的关注仍然带有理性主义的色彩。首先，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注意到真假这类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问题可以结合语言的使用来加以讨论。在《形而上学》中，他把真假理解为“把是的说成不是或把不是的说成是即为假；而把是的说成是或把不是的说成不是即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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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亚里士多德认为，对意义问题的思考也必须借助语言分析才能得以进行。在他看来，事物都有本质属性（如人的本质属性是有理性），但这种本质属性不是意义，因为只有语言形式才有意义。只有当某一事物的本质属性与该事物（语词的指称对象）相分离并与语词焊接在一起时，这个本质属性才会成为意义（Quine，1999：141）。这样一来，通过分析语词就可以得到意义，并藉此通达对事物本身（世界的本体或实在）的分析。同时，亚里士多德还注意到，对思想的分析也必须经由语言分析才能得以完成。在《范畴篇》中他借助对古希腊语言的分析，区分了思想的十大范畴，即物质、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位置、状态、行为和受事（褚孝泉，2006：183）。这些范畴既是思想的范畴，也是意义的范畴，同时还是语言的范畴。

中世纪时期，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语言研究的结合也更加紧密。这种结合的表现之一是通过对语言普遍现象的探求来讨论和证实人类理性（思想）的普遍性。最早研究这个问题的是古罗马晚期的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480-524）。波伊提乌将话语（discourse）区分为由字母构成的书面论说、由声音构成的语音论说以及由思想构成的心理（mental）话语三种类型。书面论说和语音论说统称为语言性（linguistic）话语，在语言性论说层面上，语言间随民族的不同而各自不同。在波伊提乌看来，心理层面的论说由概念构成，这些概念是全人类共享的，因而带有普遍性。而且，语言性论说的意义和结构均来自于心理层面的论说，并完全由人类思想决定（Losonsky，2006：29）。如某一声音只有在被约定用于指称某一概念时才有可能成为语词。波伊提乌的哲学观似乎说明了这样一种观点：既然人类语言的结构和意义完全由人类的思想或心理决定，那么通过对语言的结构和意义的分析，我们就可以了解人类的思想或心理。

波伊提乌的语言哲学思想影响了整个欧洲中世纪的语言哲学。在其影响下，意大利哲学家安瑟伦（Anselm of Caterbury，1033 - 1109）区分了外部言说（external verbalization/ locution）和内部言说（inward locution）。外部言说体现为口语，内部言说完全以想象和理解为基础。每一种言说都有自己的语词，但内部言说的语词具有天赋性（natural），因而具有普遍性。而且，和外部言说的语词不同的是，内部语词可以直接与其指称对象发生联系。这样一来，内部语词更加符合事实，并能作为指称该对象的最恰当、最适合的语词，因为这类语词与其指称对象有更多的相似性。如此说来，要真正通达人类的想象和理解（思想）以及世界，内部言说是最好的语言分析对象。

安瑟伦的思路在法国哲学家阿伯拉尔（Peter Abelar 1079 - 1142）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阿伯拉尔区分了概念（或理智的对象，即the things of the intellect）和感觉与意象，并认为概念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属性，并决定了语言的意义，而感觉与意象仅仅只是
 与事物的本身有关联，而与语言的意义无关。以此为基础，阿伯拉尔把普遍性问题看作语义问题，并从语义角度对其加以解决（Kretzmann，1967：369）。在他看来，普遍性就只在语词的意义中得到体现，原因在于他认为语词的意义等同于其表意方式（mode of signification）。这样，语词的表层（书写和语音）形式可能各有不同，但其表意方式却是同一的，因而是普遍的。如“athropos”和“homo”虽然拼写和发音不同，但都以同样的方式意指了“a rational mortal being”这样一个对象（Losonsky，2006：32）。显然，阿伯拉尔不是借助于语言形式本身，而是语词的表意方式来论证普遍性的。在他看来，语词的形式本身并不指称，真正指称的是语词所代表的、心理层面上的概念。

真正从语言本身讨论普遍性的中世纪哲学家是英国的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约1285 - 1349）。奥卡姆是中世纪晚期最为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曾就读并任教于牛津大学，其名著《逻辑大全》是中世纪语言逻辑分析的集大成著作。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集中讨论了语词的意义问题，下篇深入分析了命题的结构及其类型。著名的奥卡姆剃刀（Ockham's Razor）作为本体论的节约原理（即“若无必要，勿增实体”）至今仍然为科学理论建构者所津津乐道。

奥卡姆不赞成从语言之外论证普遍现象，因为，在他看来，普遍现象本身就是语言的构成要素（Loux，1974：3）。何以如此？和上述观点一样，奥卡姆也区分心理概念和日常语言的口语语词，但他认为日常语言的口语语词和心理概念意指同样的对象，而且语词和概念一样直接意指其对象。同时，他认为在二者关系中心理概念是首要的，口语语词从属于心理概念的符号。这种从属性表现在：概念的意指是首要的，语词的意指是次要的，语词的意指要完全依赖于与其关联的概念，是概念意指的变化导致语词意指的变化，而不是相反。在意指方面，语词与其意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是由约定促成的，而概念与其意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的、非约定性的，这种自然关系的基础是相似性。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明白，奥卡姆的语言普遍性有两种体现方式：①规约普遍性（即口语语词按约定被用于意指或述说某一对象乃是共性）；②本质普遍性（即心理概念天然地意指某一对象乃是共性）。

另外，中世纪时期理性主义语言观的另外一个体现是对语法（尤其是句法）层面普遍性的探求。这种语法又叫做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或普遍语法，其中最值得一提的

是出现于十三、四世纪的摩迪斯泰语法（modistic grammar）。摩迪斯泰语法学家不关注经验层面的语言事实分析，而是从理性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出发来推演语言范畴（如主谓配合、及物和不及物等概念），语言结构的句法分析仅仅只是论证哲学问题的工具。摩迪斯泰语法源自这样一种唯实论的哲学认定，即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虽然存在种种差异，但人类认识和表述这些事物的方式是同一的。这种认识同一性的结果是，人类语言虽然表面上存在诸多差异，但从其基本结构和组织方式来看却又是同一的。同时，摩迪斯泰语法学家们认为，思维的作用是通过语言对个别事物的普遍特征进行抽象和反映，并使之可以为人类思想所把握（褚孝泉，2006：188）。显然，和上述理论相关的是，摩迪斯泰普遍语法仍然是通过语言分析了解人类思想以及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的哲学尝试。

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转向以后，哲学研究的重点转向对人类认识世界、获得知识的方式的思考。理性主义终于从哲学研究的后台转向了前台，并成为十七、十八世纪重要的哲学流派。随着研究的深入，语言问题又重新进入了哲学研究的视野，并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中对语言问题思考最为系统、深入，贡献也最大的当数莱布尼茨。据说，莱布尼茨曾数度试
 图与洛克本人进行对话，但未果。

莱布尼茨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源于其对实在（世界）、心理（思想）和语言三者关系的一种近乎宗教式的哲学认定。具体表现为：作为上帝的创造物，实在的结构是合乎理性的，因为上帝创造世界的过程即是一个动用理性的（reasoning）、计算的（calculating）过程；人作为上帝的创造物也共有这种理性（即人的心理和思想）；语言是人类理性的一个部分，是人类心理的反映。莱布尼茨继承柏拉图的自然说，他认为语词与观念的关系是自然的，语词与观念间的自然联系是由普遍理性促成的。观念的组织遵循自然的顺序，即数量有限的简单观念作为“人类思想的字母”（Leibniz，1970：222）按照一定的方式（如部分与整体、算术运算等）组成复合观念，进而构成命题，命题又构成三段论。这样一来，命题的真值就可以通过对其结构的分析得到了。例如，如果一个肯定命题的谓词概念以某种方式为其主词概念所包容（即命题的主词和谓词间存在包容关系），则该命题为真，无论该命题是必然性命题，还是偶然性命题，是全称命题，还是单称命题
①

 。显然，在莱布尼茨看来，观念与观念间以及观念与复合观念、命题乃至于三段论间存在着演绎关系，观念在不同思想层面上的组织也存在演绎结构。另言之，命题的真值来自于其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

以此为背景，莱布尼茨的语言研究路径就清楚了。这条路径就是，通过分析语言揭示人类心理和理解的本质和结构，进而通达世界的本质和结构。具体说来，就是通过考察语词的来源以确定原初存在于词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褚孝泉，2006：195）；通过分析诸如“is”、“but”等小品词以便揭示观念的组织顺序和命题的连接方式。在莱布尼茨看来，词与物之间的原初关系是人类理性的体现，上述小品词是自然语言中最能反映观念组织顺序和命题连接方式的成分。另外，对语法的逻辑分析也是莱布尼茨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具体做法是，借助于一个符号系统（人工语言），在不改变意义的条件下，通过替换的方式将自然语言的语句转换为更为精确的符号表达方式，从而揭示隐藏在表面句法背后的潜在的逻辑结构。这种潜在的逻辑结构，在莱布尼茨看来，是人类语言共有的，因而也是人类普遍理性的反映。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逻辑形式也是世界结构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莱布尼茨的语言分析为语言形式结构的逻辑分析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沿着这条路径，我们可以逐步走向现代语言哲学。但必须指出的是，莱布尼茨用来作为替换工具的人工语言仍然不是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人工语言。真正的（即形式的或纯数学的）人工语言的设计是由分析哲学的奠基人弗雷格完成的。

莱布尼茨的语言观在洪堡特的自然主义语言观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 -1835），德国政治活动家、语言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早年从事外交政务活动，创办柏林大学（1810年），后退出政坛（1820年），转而从事学术研究活动。洪堡特不是职业哲学家，但其思想深受莱布尼茨和法国哲学家孔狄亚克（见后）的影响。在对世界范围内的多种语言进行广泛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他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哲学思想，并创立普通语言学。

从生物学视角出发，洪堡特把语言看作一种人类活动或劳动，是“使业已发出的声音得以表达思想的心理劳动（mental labour）”（Humboldt，1999：52）。在洪堡特看来，这是将声音转换为成节音，并将其组合为能够表达思想的系统或结构的符号使用活动（symbolizing 
 activity）。思想是多样、无限的，而语言的手段却是有限的，语言是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语言作为表达思想的心理劳动源于人类的一种内在的、本质性的需求，是人类的心理力量（mental powers）发展的需要。在洪堡特的语言观中，语言和思想是合二为一的、不可分离的。思想必须借助语言的语音形式才能得以外在化，同时语音形式由于被心理感知而对其产生影响（Losonsky，2006:86-89）。与此相关的是，语音使心理表征外在化，并将其转变为思想或命题的构成要素--概念。

从以上对洪堡特语言观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其理性主义语言哲学观的核心内容。语言结构受到法则的制约，这种制约语言结构的法则和自然的规律间存在联系，这种联系是由心理的概念及其内在概念形式促成的。这样一来，洪堡特对语言普遍性的关注就好理解了。由于自然规律的决定作用，人类的内在概念形式便具有了普遍性，在概念形式普遍性的影响下，语言形式也具有了普遍性。语言形式层面上的普遍性表现为：表达概念和组成言语所必须的观念之间的逻辑或语法关系；不同的语言用于表达上述概念和观念及其逻辑或语法关系的成节音的数量；具体的辅音、元音和一定感觉印象间的关系（姚小平，1995：117-120）。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语言学家，洪堡特的用意当然不是解决哲学难题。但是，从哲学层面出发对语言问题的考察或许是促成普通语言学建立的一个动因。

以上的历史回顾说明，理性主义既可以是一个哲学流派，还可以是一种哲学层面上的致思方式。作为一种致思方式，理性主义不关注研究对象的外部表象和人的感觉经验，而专注于这些表象背后的潜在规律和运作机制。就方法论而言，理性主义强调对演绎法的广泛使用。在语言研究中具体表现为对人类普遍的心理和认知规律的关注，以及对语言各层面上普遍性的揭示。在现代语言研究中，理性主义的这些特点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挥。

15.2.3　理性主义与现代语言研究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哲学出现了著名的分析哲学运动，与这场运动相伴随的是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促成这场运动的是德国哲学家弗雷格、英国哲学家罗素和密尔。语言转向的后果便是哲学对语言问题的关注终于从后台走到了前台。语言问题成了哲学研究的家常便饭。当然，哲学家关注语言问题不是要解决语言问题，而是要解决哲学问题。但无论如何，这场运动大大推动了语言学的发展，使语言学很快成了20世纪的显学。伴随着语言学发展的是理性主义的语言学研究路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本节拟对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作简要介绍。

生成语言学中最具有理性主义色彩的是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和语言能力、语言知识的天赋论。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来自五个关于语言习得和使用过程的基本观察（Bagrahmian，1999：290-1），即

①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五岁时获得了其母语；

②语言能力的发展和语言技能的习得所经历的阶段似乎在世界的各种语言中具有或多或少的同一性；

③说不同语言的人都似乎没有经过多大的困难就习得了复杂的语言技能，而且这一过程是在语言使用的证据极为有限、相关的改正几乎没有（或没有）的情况下完成的。结果是，儿童在很小的时候，而且在几乎没有人教授的情况下，第一次听到复杂的句子就能够理解；

④我们所见到的生物体没有哪一种能使用人类语言；


 ⑤说任何一种语言的人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能够对其从未见过的句子作出正确的判断。从上述观察中，乔姆斯基得出以下结论：①人类语言只为人类所特有，是人类本质的一部分；②人类语言的习得和使用的根本属性是创造性。何以如此？

从理性主义哲学观出发，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科学应该专注于研究那个作为所有人类语言的基础（同时也反映人类本质）的恒定不变的（逻辑）结构，而不仅仅是具体语言中那些浅层的、表面的特征。具体说来，这个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并使其得以创造性地习得和使用语言的结构是“人类（据我们所知）特有的、而且和人类（个体的、社会的）存在的任何一个重要阶段都不可分离的那些有区别意义的心理属性”（qualities of mind） （Chomsky，2006：88）。这里，语言共有的逻辑结构不是语言本身的结构，而是人类特有的心理属性，分析语言结构是揭示人类心理属性的有效途径。这既符合传统哲学（尤其是分析哲学）的研究思路，也体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心理哲学和认知科学发展的需要。

那么，如何通过语言分析来揭示人类的心理属性呢？乔姆斯基的做法是首先对语言运用过程进行抽象，把拟想的语言使用者所掌握的关于其语言的知识称为语言能力，把这种能力的具体使用（包括语言使用过程中涉及的情感因素，以及上述具体语言的那些浅层的、表面的特征等）称为语言使用。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语言能力（对语言使用的抽象）作为语言科学研究的对象，从而以此为进路介入到对人类心理属性的研究。同时，借助数学的递归原则来定义语言创造性。这样一来，体现人类心理以及语言习得和使用的根本属性的语言创造性就定义为同一规则的重复使用。

以此为基础，乔姆斯基进一步将语言能力区分为普遍语法和内部语言两个成分（Bagrahmian，1999：291）。前者指人类语言能力的初始状态，它由一系列原则或参数构成，是人类遗传结构的一种表现方式。对这部分语言知识的研究叫做普遍语法理论。内部语言指经验过程中获得的各种状态，一种状态就构成一个特有的知识或规则系统。这部分知识就构成生成语法理论的研究对象。按照这个观点，人类儿童习得母语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从普遍语法向具体语言的语法逐步过渡的过程。这里，普遍语法是天赋的、儿童与生俱有的，它反映了人类的本质；具体语言的语法是儿童在后天接触中逐步获得的语言能力。

如此说来，无论是语言习得的研究，还是生成语法的研究，乔姆斯基之意不在于具体语言的习得过程或具体语言的生成语法，而是要通过对这些论题的研究揭开人类心理的奥秘，从而达到对人类本质的认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乔姆斯基从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出发，成功地避开了语言使用过程中与此无关的种种因素，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研究是理性主义传统在现代语言学中的一个成功案例，值得语言学后学的重视。

15.3　经验主义：哲学传统与语言研究

15.3.1　什么是经验主义？

一般来说，经验主义是关于人类知识的来源、有效性和范围的哲学思考路径，其内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经验主义对知识的看法分为弱式和强式两种观点。弱式观点认为，人类所有的知识或所有与概念间纯粹逻辑关系相区别的事实性知识都来源于经验（《新
 哲学词典》，第150页）。强式观点认为，人类的知识或人类对周围世界的认识都建立在经验之上。狭义的经验主义指欧洲哲学史活跃于十七、十八世纪的一个哲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英国哲学家洛克、贝克莱和休谟，以及法国哲学家孔狄亚克。

关于经验主义，有两点需要略加说明。第一，经验主义否认知识的先验性，强调知识对经验的依赖性。但经验主义并不否认心理在知识建构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另言之，对于经验主义来说，知识不是天赋的，但获取知识的大脑和心理却是与生俱来的。第二，对于经验主义来说，“经验”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验或经历，而是有其特殊含义的。作为经验主义哲学的一个主要概念，“经验”特指外部世界在人的感觉器官上留下的印记。这种印记也叫作感觉材料（sense data）或感觉经验（sense experience），有时亦称内部印象（internal impression），心理意象（mental image）或观念（idea）。

15.3.2　经验主义与语言研究：历史沿革

和理性主义一样，经验主义几乎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与语言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样，经验主义哲学对语言问题的关注也主要是通过对意义问题的讨论而体现出来的。最早从经验主义视角讨论意义问题的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对语词意义的来源问题他与柏拉图持相反的观点。柏拉图认为名称的意义来源于名称指称对象的理念形式，理念形式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是人的感觉器官无法触及的。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感觉经验才是终极实在，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导源于我们对世界的经验，而不是来自无法观察到的形而上学概念。

亚里士多德的意义理论（对语词的本质以及语词与其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来自其对实在本体的认识。亚里士多德认为，关于指称对象我们所能得到的只是来自于我们的感觉器官的信息，即我们对实存对象的外貌、气味、味道、声音和质地等特征的体验。所以语词既不代表抽象的理念，甚至也不代表具体的对象，而是代表来自我们感觉器官的印象。这种印象有时叫做表象（ideas）。在柏拉图看来，观念存在于人的心理之中，是“心理相似”（mental likeness）。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符号（signs）有个体差异，而“心灵的做作”（affectations of the soul）或心理经验则无个体差异。这样，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语词的有效性在于语词本身是符号或象征符号，它代表的是构成一个心理经验的那一组印象。这些经验是存在实体的相似物，后者有自己的实在和存在方式，虽然我们所能得到的只是经验。

这样，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意义表象论的雏形。语词的意义是来自于世界经验的一个具体的表象或心理意象。这种对意义的定义构成了十七、十八世纪经验主义认识论哲学的基础，并为现代西方哲学奠定了基础。

亚里士多德的意义理论为近代经验主义哲学所继承，并得到了不断发展。作为一个哲学流派，近代经验主义包括英国哲学家洛克、贝克莱和休谟，以及法国哲学家孔狄亚克。这些哲学家虽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团体，但他们都坚持哲学研究的经验主义研究路向，并坚持从人类对世界的经验出发来解释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和理解。这种认识论哲学观点在关于语词和语言意义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体现。本节拟对洛克、贝克莱、孔狄亚克和密尔的意义理论作简要回顾。

洛克的意义理论是亚里士多德意义理论与近代认识论哲学结合的产物。从认识论哲学的需要出发，洛克认为，哲学研究的目的是揭示人类理解或知识的本质，解释知识或理解如
 何成为可能。他强调观察和理性的作用，但不承认有某种天赋的知识以使其得以理解世界。天赋知识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形式知识，这种知识使我们对现实和具体对象的判断成为可能。洛克承认，我们的基本认识能力（包括思维、推理和记忆能力）必定是天赋的，是人类本质中的一部分，但我们的实际知识却是后天获得的。这即是说，人类仅凭其天赋的官能，而无需借助任何天赋的印象，便可以获得其全部的、而且是确定的、有效的知识。

洛克认为，我们所能感觉到的仅仅只是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理解能力来思考的那些观念。我们所用的语词就是指称这些观念。这样，在洛克看来，语词的意义便是人类能够形成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简单观念与复合观念。说话人能够把语词用作“内在观念的符号，并用其代替自己心中的观念。只有这样，观念才能为他人所知，人心中的思想才能传至他人”（Locke，1959：3）。因而，使用语词便是对来自感觉经验的观念或印象进行描写。语言的作用也就是把说话人的心理传至听话人的心理，是“以心传心”。

除了简单观念和复合观念以外，语词也可用于表达“总括性的观念”（general idea），洛克把这类语词称为总括词（general word）。当我们谈论“树”的所有属性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是经由树的所有经验形成的观念。其实，就是经过“树”这个词我们才可以说这些个别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正如洛克所言，引入总括词意味着“一个词可以用于标记众多具体的存在”（Locke，1959：4）。一个语词“树”的存在使一系列来自不同的感觉经验的简单观念聚合在一起。

然而，总括词的引入给洛克的意义理论带来了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即它无法协调语词的总括性与具体性之间的关系。语词所标记的意象既要有类的明确属性，又要有和具体的个体相一致的具体特征。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总括词所标记的意象（如鸟）无具体特征（如颜色、大小和形状），而具体的个体是有具体的不同特征的。即便如此，没有颜色的意象也不可行，因为所有的鸟都有某种颜色，因而颜色必定是总括观念的属性之一。

对于上述困难，贝克莱的看法是否认总括性观念的存在。他认为观念都是具体的（观念总是和具体的意象和特征联系在一起的），不存在抽象的、总括性的观念。在贝克莱看来，洛克根据语言的本质提出的总括性观念本质上是错误的。承认存在有总括词似乎是说一定存在着其所指称的总括性观念。贝克莱认为事实恰恰相反：总括词一定可以进行宽泛的定义（如“三角形是由三条直角边围成的平面”），但这类定义和大量个别、具体的观念是相互适应的。他认为使一个名称随时具有同一个定义是一回事，使其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指称同一个观念又是另一回事：前者是必要的，后者是无用的，而且是不切实际的。

关于贝克莱的经验主义语言观，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如前所述，按照洛克的意义理论，语言交际的过程是传递观念的过程。从交际功能来看，洛克强调的显然是语言的信息功能。而贝克莱则认为，传递由语词标记的观念不是语言的主要的、唯一的用途。语言还有其他用途，如增加激情、使人进行（或不进行）某一活动、使某人有某种倾向（语言的情感功能）等。在很多情况下，前者处于从属地位，有时甚至可以完全忽略。没有信息功能，后面几种用法一样可以进行，正如日常语言使用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这里贝克莱所关注的主要是语词对听话人可能产生某种效果（尤其是情感效果）的情形，这种效果和观念无必然联系。这即是说，语言符号传递的意义不只是心理意象，还有其他类型的意义。这是使用意义（meaning in use）和现代意义观（“modern”account of meaning）的最早版本（Chapman，2000：22）。

洛克的经验主义意义理论为法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孔狄亚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1714-1780）所继承和发展。但孔狄亚克对洛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却是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人类知识起源论》（2001）中，孔狄亚克认为洛克关于人类理解的解释存在两个明显不足（Losonsky，2006：68-69）。其一，洛克对人类理解起源的解释未能说明人类是如何通过观念的重复、比较和组合等理解活动从而形成新的复合观念的。他认为，由于儿童在通过这些活动把感知转换为观念之前就已经有了感知，但洛克的研究只涉及理解活动而未对感知作出解释，因而有必要对理解活动的起源加以说明。洛克对人类理解解释的不足之二是缺乏一个统一的原则。孔狄亚克认为，洛克对所有知识都来源于感知这条原则的专注程度不够。其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是统一用一条原则来说明与人类理解有关的所有问题。这条原则就是：全部观念都与符号相联系，正是通过这种联系观念与观念本身之间才能建立起多种关系。

孔狄亚克就用这条原则来解释了人类理解活动的起源。他认为，人类心理活动源自各种身体符号的使用，这些符号包括手势、面部表情、舞蹈和音乐。人类的自然语言就植根于这些符号中。实际上，理解活动的推进和人类语言的发展是相伴随的。他把这些符号分为三种类型：偶然符号（accidental signs）、自然符号（natural signs）和人造符号（instituted signs）。偶然符号指以偶然的方式和某些观念发生联系的符号。孔狄亚克（2001：114）的例子是：由于早些时候一棵结满果子的树曾经满足了某人的饥饿，因而对饥饿的感知可以作为树这个观念的偶然符号。显然，偶然符号与其观念之间的联系具有情景性、临时性。相比之下，自然符号与心理状态间的关系要稳定得多。孔狄亚克所说的自然符号指人类的某些叫声、手势和面部表情。这些符号和人内在的心理状态（如快乐、恐惧、痛苦等情感状态）存在着天然、稳定的联系。不过，他认为偶然符号和自然符号在人类内心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他们不是人类的独有特征。同时，他认为只有偶然符号和自然符号的动物不可能具有记忆力，因为此时动物尚无法控制自己的心理。

只有具备人造符号的动物才能控制自己的心理和想象力，并在需要的时候恢复对这些观念的记忆。人造符号是人类“自己选择的符号”（Condillac，2001：36，40）。通过使观念和人造符号发生联系，人们就可以任意地使用符号来回忆起与之相关的观念，这样一来，人的心理就可以得到提升，从而摆脱对环境对象的依赖。人造符号的另一个作用是使人类培养出反思自身心理状态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人类就可以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注意力，有选择地专注于心理状态的一个方面。另外，人造符号的用途还表现在它可以在感知对象不在现场的时候也使人对不同的感知作出选择，并能恢复对某些感知的记忆。有了反思能力，人类就可以获得区分、抽象、比较、组织和分解心理观念的能力。这些能力，尤其是组织和分解能力，是分析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分析方法和语言（尤其是反映语言本质特征的人造符号）关系密切。

也就是从上述关于符号的类型和作用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孔狄亚克的经验主义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的基本观点。人类认知能力的出现和发展与语言和分析的本质密切关联，语言（即人造符号）的作用使分析得以成为可能，而分析能力的出现又使人类认知的出现成为可能。而且，真理的发现来自我们对源自感知和反思的观念的组合与分解，这样一来，分析就成了我们获取知识（包括科学知识）的唯一路径。在这个过程中，语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语言（人造符号）和偶然符号、自然符号一样都属于人类行为、活动的范畴。这即是说，孔狄亚克的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之上：即人的语言和心理（认知）
 起源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的基本行为。这或许就是孔狄亚克对经验主义的诠释，也是其独特的认识论哲学观的体现。

19世纪经验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哲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结合更加紧密。这当然是经验主义哲学对19世纪科学发现和科学知识的激增而作出的反应。这样的哲学研究又叫做实证主义（positivism）。为了适应自然科学研究的需要，实证主义在继承传统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专注于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在实证主义看来，唯一有效的知识是通过科学研究（即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的、建立在感觉经验之上的知识。在逻辑研究中，唯一有意义的、确定的陈述是关于感觉经验的陈述。与此相关的是，科学研究中获取知识的有效推理方法是归纳推理。密尔的语言哲学研究就正好切合了这一需要。

密尔最重要的著作是1843年出版的《逻辑体系》（A System of Logic
 ，又译《密尔名学》），该书论述了有意义陈述的界限和特点，并为自然科学研究奠定了认识论的、逻辑学的基础。

密尔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验知识体系，以满足自然科学等学科研究的需要（Blackburm，2000：243）。和传统哲学的致思路径一样，密尔的做法是从语言分析入手，建立逻辑分析和逻辑推理的精确方法。密尔分析的语言单位是名称（name）。在他看来，名称指可用于确认任何一个人或物体的语词或名词词组（Chapman，2000：26）。他把名称的指称或意义区分为两种情形，即语词是作为事物的名称（通常用法）以及作为关于事物的观念的名称（形而上学哲学家的看法）。他赞成第一种方法，把语词看作事物的名称，而不是反映事物的观念的名称。另言之，当我们使用语词来言说某事物时，我们所谈的是有关的物质实体，而非实体的观念。哲学上把对语词指称的这种观点称为直接指称（direct reference）。在此基础上，他又按照使用方式对名称作了进一步区分。首先，他区分了总括名称（类名）和个体名称（专名）。前者指称范围不定的一类对象，后者只指称一个个体。其次，他区分了有涵义（connotative）名称与无涵义（non-connotative）名称。语词的直指（denotation）即是语词指称的对象，语词的涵义是用于确认外延的属性。但并非所有的名称都有涵义，专名就没有涵义，其作用只是确认个体，因而是无涵义名称。总括词（如‘人类’）是有涵义名称，这类语词既有外延（如指称所有单个的人），又有涵义（如表达人类的所有属性）。一个有涵义名称仍然是其直指的名称；涵义可以说明语词能作为该直指的名称的原因和理据。在他看来，专名（如Sophronicus）和其直指等值的表达式（如the father of Socrates）都可指称同一个体（都属个体名称），但意义全然不同：专名的作用仅仅只是使该个体和其他被提及的对象区别开来，而其直指等值的表达式（另外一种个体名称）是要表明一个与其有关的事实（如苏格拉底是其儿子）。

本节限于篇幅，无法对密尔的语言哲学思想作全面介绍，但从上面的简要介绍中我们可以窥见密尔语言分析的重要性。从方法论来看，语言分析作为哲学研究的第一步表现为对概念的区分和定义。从分析内容来看，密尔的研究涉及了这样一些问题：空名（empty name）问题和同一性（identity）问题。密尔是从指称入手定义语词意义的。在他看来，名称，无论是有涵义名称或是无涵义名称，都有指称，但事实是语言中有些名称是没有指称。同样，若专名为无涵义语词，则陈述“Sophroniscus is the father of Socrates”就只涉及两个词的直指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该陈述是重言式，它未提供任何新信息。但按照我们的直觉，这个陈述是有意义的。这些问题引发了后来的哲学家的思考，并成为现代语言哲学的研
 究课题。

15.3.3　经验主义与现代语言研究

15.3.3.1　逻辑实证主义

20世纪经验主义的代表是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又称逻辑经验主义）指实证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这一发展与维也纳学派有密切关系。该学派的成员关注科学和数学的不同领域的问题，并试图借助现代逻辑和数学的概念和理论来发展经验主义，使之系统化（《哲学新词典》）。和实证主义一样，逻辑实证主义也关注意义和真值等与知识的有效性有关的问题，同时试图将哲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相结合。

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研究也离不开语言分析。为了设计出一种表达科学观察的语言形式，他们首先把有意义的科学陈述和诸如形而上学、宗教、伦理学和美学等的无意义的陈述区别开来。在他们看来，有意义的陈述有三种类型：分析性陈述（即真值来自对陈述本身的语言分析而无须参照外部的实在的陈述）；数学和逻辑学的陈述（按康德的观点，这类陈述无法根据对世界的观察来加以证实）；综合性陈述（即可由明确的证实过程加以证实的陈述）。由于第一、二类陈述的真值（即是否有意义）只须通过语言分析就能确定，因而，第三类（即综合性陈述）便成了研究重点。这类陈述数量最大，种类最多，包括了科学讨论中所能容纳的所有其他的陈述。

综合性陈述是意义确定需要参照经验的那部分陈述。为了分析这类陈述的意义问题，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提出著名的证实原则。按照这条原则，一个可以证实的陈述（如“一天有二十四个小时”）是可以被观察证据所检验，并被接受为真或被拒斥为假的陈述，而与形而上学、宗教、伦理学和美学等有关的陈述（如“上帝是善良的”，“你应该在五点以前完成任务”等）则是无意义的陈述。这类陈述之所以无意义是因为我们无法找到证据来证实或检验其真假。这里必须说明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所说的证据乃是我们可以用某种方式观察到的事实，这种事实是感觉材料（sense data）或感觉经验。

显然，在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理论中，证实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有两个作用。首先，证实可以区别有意义的而且在科学上有效的陈述和无意义陈述。同时，证实还可以对个体陈述的意义加以描写。这即是说，一个陈述的意义要由与其相适应的证实方法来加以定义。换言之，陈述的意义就在于证实意义的过程以及为证实意义所进行的实验。这正好切合科学陈述意义问题的需要。

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则表明，意义证实论和证实原则存在着重大缺陷。首先，证实原则对意义的定义太过于严格，以至于出了实验室就无法实施。实际上，还有许多我们无法通过观察提供证据，但又是绝对有意义的陈述（如历史性陈述）。另外，和其他符合论一样，证实论也无法对宣告性陈述及其所表达命题的真值条件做出具体的描写（Chapman，2000：84）。联系到语言使用的其他许多方式，问题就更加突出了。

虽然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分析和意义理论有不足之处，但其科学哲学的研究路向对20世纪的科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受逻辑实证主义影响最深的要数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美国描写语言学。

15.3.3.2　美国描写语言学

20世纪的经验主义语言研究路向也强调语料的证据作用。实际语言使用的材料被当
 作语言研究中唯一合法的证据。这些新经验论者拒斥了关于“心理状态”乃至于抽象“意义”的形而上学思辨，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使用的那些可观察到的现象：口头话语和书面话语。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便是布龙菲尔德。

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1887-1949）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或称描写语言学）的奠基人和重要代表人物。布龙菲尔德深受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20世纪经验主义的一个流派）的影响，并在其语言学研究中贯彻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观。其重要论著包括《语言科学的一套公设》（1926年）、《作为一门科学的语言学》（1930）、《语言论》（1933）、《科学的语言学诸方面》（1935）、《语言的哲学层面》（1942）等，这些论著为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

布龙菲尔德毕生致力于使语言的科学研究成为合法的研究领域。在他看来，语言学的“科学性”意味着语言研究必须也像自然科学一样以严格的观察和分析为基础，这一点符合经验主义的传统。这种思想的体现是其倡导的（与当时语言教学中所流行的规定语言学相对的）描写语言学。他认为关于语言的唯一有用的概括是归纳性概括。语言科学中唯一合法的方法是收集和观察语言材料，并从这些观察中得出概括性结论。

布龙菲尔德语言观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心灵主义语言观的拒斥。早期的描写语言学家，如萨丕尔和沃尔夫，认为描写语言就必然要涉及到说语言的人的心理。而布龙菲尔德则认为，描写语言无需涉及心理。布龙菲尔德只承认可从语言材料和人类语言行为的观察中直接得出概括，而且这些概括只能涉及语言和行为。把这种材料作为心理状态的证据是不合理的，因为心理状态是无法进行经验性研究的。他明确拒绝接受心理主义的语言研究路向，后者认为只有参照心理的“潜在”事实我们才能对材料进行全面的解释。在他看来，心灵主义的语言观会把语言解释为某些非物理因素（即每个人都具备的精神、意志或心灵）的干扰。

与此相关的是，他把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引入语言意义的研究。这一观点也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描写可观察到的行为事实而无须参照心灵状态便可确定语言的意义。按照这一观点，一个表达式的意义就由说话人发出该表达式的情景（即环境刺激）以及该表达式在听话人心中产生的反应组成。讨论语义学不能讨论“潜在意义”或“语言知识”，而是要从众多有相同语音形式的话语中收集信息，并做出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布龙菲尔德所倡导的描写语言学方法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传入我国，并对汉语的现代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可参阅钱冠连（2004）和熊兵（2007）的论述。

15.3.3.3　奎因的经验主义语言观

从经验主义哲学出发，奎因认为确定语词或语句意义的最佳办法是尽可能多地观察其使用的具体情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意味着语词或表达式不存在独立于任何使用场合的意义（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和布龙菲尔德的观点近似）。

奎因是从语词的指称或外延介入到意义问题研究的。从这一点出发，他认为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来自于其对对象的指称，来自其和其他表达式的同义与非同义的关系。但他认为没有必要提出等值于弗雷格的“内涵义”的“意义”这一概念来解释之。他觉得意义不是在心理中介于语词与对象之间的东西。我们不妨将作为隐晦的中介实体的意义加以抛弃。简言之，奎因对意义的看法是：语言表达式可有外延义，但无内涵义。

与外延式研究路向相关的是其早期著作中的意义整体论观点。整体论认为任何一个复
 杂的实体都是一个整体，而且整体的意义大于部分之和，要解释单个部分的本质就必须考虑其所属的整体。在其意义整体论看来，要完全解释和定义某一语言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表达式就必须联系该系统中的其他表达式（这近似于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意义不是确定的现象，不是由其形式指派给任何一个语言表达式，而是取决于该表达式的使用和该语言中其他表达式的使用。这种结构主义的意义研究路向对语言的本质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的认识有极为深刻的作用。

奎因经验主义意义观的另一个特点是使自己外延式的整体论观点和布龙菲尔德、斯金纳提出的行为主义语言观相结合，这一结合的最明显体现是激进翻译论（radical translation）。激进翻译论是一种关于语言的本质、语言与说话人的关系以及语言与说话人感知世界的方式的关系的理论。该理论认为，行为是交际的最初渠道，在激进翻译的情形下，译者通过对对象语言使用者行为的观察，逐步确定、修改语词（或表达式）的意义。按照意义整体论的说法，随着观察的深入，激进翻译活动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每一个语词或表达式的意义都和其他语词或表达式的意义有联系。这样一来，我们对所学语言的表达式意义的判断要取决于我们对其他所有的表达式的意义所作的判断。这一观点对于理解语言与心智的关系有重要启发。

激进翻译论的后果是翻译不确定性原理（the principle of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的提出。按照这一原理，语词没有确定的意义，不存在一种单一、确定地解释某一语言语义或把某一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方法。对任何一种语言的充分性说明所需要进行的解释，仅仅是感兴趣的人对说该语言的人的行为所能做的一切观察。任何两种能够解释这种行为的说明都具有“经验的等值性”。这一说法和这样一种几乎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信念有冲突，即我们可以对完全不同的语言中语词的客观性指称进行客观的比较。他一再强调，意义不是语词和表达式所具有的具体意义上的东西。相反，我们应该对每一个表达式的使用方式做出主观、经验性的决策。正确的翻译不是将两种语言中具有相同意义的表达式进行匹配的过程，而是观察对各种刺激做出的语言反应的相似性的过程。

这当然是行为主义的语言观。原因在于：①语言是一系列对刺激作出的、可以观察到的反应；语言学家的任务是准确地预测出哪些刺激会促发出哪些反应。②语言就只是可观察到的行为，行为是唯一需要解释的东西（别无他样）。如果你和与你相伴的语言学家都从自己观察到的行为中得出解释，你们就都对语言提出了满意的解释，因为需要解释的仅仅只是行为。这对理解语言的本质以及“知道”一种语言的含义有重要的启发。

奎因从激进翻译论中得出的关于语言本质的启示对儿童第一语言学习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按照这一观点，语言习得是由刺激、反应和（有选择的）强化构成的过程。语言是某一组人中一系列强化某些类型的语言行为的倾向。对语言的定义要参照社区的实践活动。他（1960：ix）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艺术，语言的习得完全要依赖于存在于主体间的关于什么时候说以及说什么的线索。这样一来，对语言意义的合理解释就是参照人们以公开的方式对在社会意义上可以观察到的刺激作出反应的那些倾向。

在奎因看来，语言只存在于其使用者的实践活动中，习得语言涉及到观察这些活动的一个渐变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儿童习得语言的活动就类似于田野语言学家的活动。儿童也没有先入为主的想法来说明哪些声音和哪些对象有联系，而是要从观察中推出这些内容。和田野语言学家一样，儿童也能产生适合恰当语境的行为，并最终在其他语境中使这种
 恰当行为得到强化，从而获得该语言的一个满意的版本。唯一需要考虑的是获得行为的倾向性。

奎因语言习得观的这些内容及其对语言与心理关系的看法受到了乔姆斯基的批评，并由此引发了两人关于上述问题的持久争论。这些争论引发了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学者对语言本质问题的思考，从而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语言问题的认识。

15.4　本章小结

本章以哲学研究对语言问题的关怀为切入点，介绍并讨论了西方哲学史上两大主要流派对语言问题的关注及其后果。具体说来，理性主义主张避开人类对世界的经验和感知，用理性直接把握世界的理念形式。反映在语言研究中，就是语言学研究的目的是对语言现象背后那些恒定的、带有普遍性的逻辑形式的追寻。与此相反的是，经验主义主张借助于人类对外部世界的经验和感知来认识和把握世界。在语言研究中，这一路向体现为把语言看作一种人类行为，主张通过观察、收集和分析语言材料来达致对语言问题的认识。

这样一来，对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的关系可作如是观。一方面，语言学是哲学（包括语言哲学）关注语言问题的结果，语言学来自于哲学。另一方面，语言问题不仅仅只是语言学层面上的问题，还是哲学层面上的问题。对于语言学工作者来说，知道前者有助于了解语言学的过去，同时也有利于把握当代语言研究的现状，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助于预测语言学未来的发展。认识后者可以使我们置身语言而不拘泥于语言，从而始终以一种哲学眼光来面对语言事实。





本章思考题

1．为什么把语言哲学称作西方哲学中的第一哲学？

2．什么是理性主义？什么是经验主义？二者与现代语言研究的联系是什么？

3．如何在语言学研究中做到“理性”与“经验”方法的有机结合？






 
16
 　语言的多世界图景


16.0　引言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粗略地看到了语言和世界是怎样联系的。在第一部分，我们看到通过语词与指称、名词、专有名词、直接指称、指称与语义等的讨论，从古希腊到现当代的学者们为我们勾勒出语言和世界之关联；在第二部分，我们则从语句作为陈述的思想内容、命题与真值等方面看到了高一层的语言单位和世界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第三部分的考察，把语句之间的命题关系、语义蕴含、语句预设、简单命题、复合命题、命题内部结构的推演、逻辑演算，看到世界的信息复杂性在语言之中的反映；本书的第四部分，我们重点考察的语言哲学从纯粹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进入对语言使用者状态的关注，其标志性的成果就是从命题的真值性关切向话语的语境合适性的飞跃，其重大意义在于语言哲学实现了对语言使用者--真实的世界存在--的关切；那么，这个关切的进一步深化，就是对语言和语言使用者心理世界（心灵世界）关系的考察。语言是否先天地存在于人的大脑之中？语言的反映是否是大脑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假如语言存在于人的大脑之中，那么，大脑的内部世界是如何为语言提供依托的，也就是说，语言和大脑神经系统有什么关系？语言对人的信息组织和加工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语言是否是人的创造性能力？应该如何有效地理解这种生物能力在人的大脑中的存在？关于语言和世界的各种复杂的讨论，有两种倾向性贯穿始终，那就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交锋；理性主义彰显了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丰富和深刻的想象能力，同时它却低估了语言事实和经验的重要地位；经验主义充分重视经验事实--语言事实的基础性作用，尤其是活生生的语言生活、言语交际、社会语言状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当然，极端的经验主义否认理性能力、理想境界、理想说话人的存在，拘泥于能够经历的、验证的语言事实、语料和外部观察；当人们质疑理性主义的时候，习惯用机械唯物主义的实证去代替基于事实的理性分析，从而断然否定语言在大脑中的存在和状态。语言哲学的发展和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昭示这样一种真理，即从客观冷静的分析中看到语言与世界之关联的多重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吸取两种理论的优点，避免其局限，在新的层次上，发现和探讨新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看到，语言不仅和可以观察到的外部世界有联系，而且和那些不那么能够直接观察的内部世界、虚拟世界等有更加有趣的联系，语言也许不是这些世界的全部，但是却是编织和改变这些世界的根本性力量。本章将简单地讨论：个人世界、人际世界、社会世界、文化世界、虚拟世界和语言的关系，作为全书的结束。

16.1　语言和个人世界的关系

语言和个人世界存在着丰富和多重的关系。语言是个人经验世界的组织手段、记忆手
 段、呈现手段；语言也是个人心理世界的编制手段和激活手段；语言还是个人心理世界的表现手段；语言事实的丰富性是个人心理世界的创造性反映。

语言是个人经验世界的结果、组织手段、记忆手段和呈现手段。语言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从出生到长大，从外部经验中学习、习得的符号系统。从发展语言学的角度考虑，语言是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观察、感知成人世界的物理性--语音、语法、语义、语用，从模仿与纠正、反复操练、形成概念、历经与成人社会、同龄人社会、家庭成员交往的成功与失败交织的经验中获得的一种言语创造能力，这个过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而是欢乐与痛苦交织、反复实践与修正的过程。一个人能说会道并不完全是天生的，而是经历了成功与失败而获得的，只不过展现在他人面前的是更加光彩的一面，背后的艰辛只有自己知道。这里面的故事太多了。本杰明·弗兰克林并非一开始就是语言天才，但是对语言和知识的兴趣促使他与朋友玩乐时也不忘附加操练外语的条件，通过艰辛的努力和外在条件的更新，成就了一个伟大的会说几种语言的天才；温斯顿·丘吉尔一开始还有口吃，说话不怎么利索，可是通过在战争中的锤炼、通过面对镜子的大量练习和实际的演说，他成了一位有名的伟大演说家；圣帕特里克·亨利、亚伯拉罕·林肯，还有我们中国在国际上都十分有名的已故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前加州伯克利大学语言学教授、美国语言学会会长）也有精通多种语言、迅速掌握多种汉语方言的本事，但这些无一不是通过艰苦的努力获得的能力。

语言是经验的组织手段、记忆手段和呈现手段。个人的世界是一个丰富和复杂的经验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语言扮演者组织与计划的功能，例如：

（1） Often，in the mornings，instead of going to school，I'd walk over to the Mount Vernon Public Library. I was confident
 that I wouldn't run into any of my friends from the block-or my father-in the library,and I was sure
 ,and correct
 ,that it was the last place in the city that a truant officer would look for a kid playing hooky.

（Walter Anderson, Meant to be, the True Story of a Son Who Discovers He is His Mother’s Deepest Secret, P47）

在这段话里的“我”得到公共图书馆逃学的想法和行为，源自他的观察、思考计划和核实。他的信心来自他的反复经验（邻居家的小孩朋友不会去公共图书馆，所以他是碰不到他们的，他们自然也不会告诉自己的家长了）；他也是通过观察知道，根据常识，监督小孩逃学的官员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小孩可以逃到公共图书馆去躲起来，而且事实证明他的推断是正确的，人们总是先想到可以玩乐的地方，因为惯性思维是：逃学的孩子肯定不爱看书，不爱看书怎么会到图书馆里去呢？而所有这两点，解释的是他大胆作出去公共图书馆逃学的理由。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会问自己：What am I going to do next？ Maybe I can … Maybe I can…从而展开自我计划的过程。当然组织经验的过程并不仅限于此，人们也常常问：Why is that he could succeed effortlessly? When did he start hating me？ How shall I cope with my tired feeling in the afternoon？ Where is the right place for my reading after class？类似的提问可以帮助人们整理思路，对经验进行分类或重新审视与规划。同时，语言还帮助人们呈现自己的经验，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记日记，很多人有记日记的习惯，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重要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那些经历记录下来；游记是另一种记录经验和呈现经验的方式；自传、抒情诗歌、回忆录等等也属此列。语言不仅记录个人的经验世界，同时还帮助建构个人的想象世界，对美好境界的遐想、对未来的向往和设计都可以通过语言来
 实现。有的人只想老老实实地耕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有的人则对未来的无限可能性怀着强烈的憧憬，描绘美好的蓝图，因此，语言其实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标记着每个个人世界的特征，并对不同的个人世界进行风格的区分，比如有的人内心世界信息特别丰富和复杂，而语言帮助他有效地管理着这个世界，因此，一旦说话，他的言语就体现出深刻、逻辑性强、条理清楚、重点突出、丰富而有层次、聪慧而富有表现力等特点；有的人个人内心世界也十分丰富，但他缺乏足够的语言支撑和有效管理，所以讲起话来比较散乱、主次不分、庞杂且缺乏表现力；内心世界信息丰富多彩但言语不多的人，被称为很有内涵的人，像邓小平那样，虽不多说话，但是讲到点子上。有的人内心世界特别丰富，可是由于缺乏适当的外在表现机会和条件来锤炼，所以，被称为内向的人，或被比作“茶壶里装汤圆--倒不出来”。通过语言，人们可以看出，有的人心里特别透明、单纯、直率、喜形于色；而有的人本来心理并不十分丰富，却喜好使用那些听起来很壮观、了不起的语汇和表达方式，让人感到华而不实、虚假、装腔作势，反映出内心世界的空虚和自信心的严重缺失。所以，语言可以在不同层次上映射语言使用者的个人世界（内心世界），也可以帮助提升个人世界的品质。

16.2　语言与人际世界

语言是构造和观察人际世界的方式或通道。





所谓人际世界，即通过人际交往而实现的互动关系世界。在人际世界里，随时产生和存在着不同的人际关系。友谊是一种常见的人际关系，两个本来不是很熟悉的人，通过言语交际和一定时空条件下的交往，彼此的心理距离缩短，话题越来越投机，彼此的情感依赖程度越来越强，于是成了朋友、很要好的朋友、知心朋友、无话不谈的朋友；语言还帮助人们跨越年龄的界限，成了所谓的“忘年交”；语言帮助人们心灵沟通，跨越利益的鸿沟，使人甘愿为朋友两肋插刀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友谊叫“刎颈之交”；正如前文所言，语言映射出交往者的内心世界，所以，交往者可以通过你说出的话语和你的行为的一致性程度，判断出跟你交往的深浅程度，并根据实际发展，决定和你交往的方式和言语手段。

当然，语言构造的人际世界并不总是这么美好。语言可以帮助人们广交朋友，同样也可以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导致人与他人交恶。缺乏语境意识、唯我独尊、自以为是、不顾他人感受的话语（言语行为）会在说话者无意识的状态下损毁自我形象，极度追求面子的人反而没有面子，特别喜欢自我表现的人极其容易弄巧成拙，直截了当反而会伤及听者，使人产生距离、恐惧、厌烦、讨厌甚至仇恨，使人总是敌视你、防范你、甚至有意识地中伤你；言语不慎导致合作搁浅、和谐的关系产生裂痕、朋友成为仇人、夫妻反目、众叛亲离，最后自我孤立，四面楚歌。这样的人际世界当然不是人们向往的，但却是客观实在的，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和语言与情境需要的错位有关。

语言与人际世界的建立、维护、巩固、拓展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建立良好的人际世界并使之不断扩展和持久，除了言行一致、言为心声（忠实地反映内心世界）之外，社会为人际关系确立的原则（正直、忠诚、守信、善良、慷慨、大度、守法等）和基于语境需要（人际、社会、文化）的会话策略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化史上有几本书不可不读，如《孙子兵
 法》、《增广贤文》和《三国演义》。诸葛亮的形象是妇孺皆知，他的语言修养和言语策略（计谋）不是一日之功可得。语言的学习、习得、文化的习得和细心的观察（察言观色）与分析，不断反思自己的言行得失、教训，都是十分关键的。

语言不仅是构建人际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是观察和理解人际世界的通道。通过彼此的话语交换，你可以看到不同会话者之间的关系、亲疏程度、可扩展程度等，是观察世界万象的重要指标：例如：

（2） Alex Smith is not just a pastor，but a good rescuer of us Chinese students in Albany.

（3） Janice came into the room and said,“So…big dinner tonight？”

It was to going to be ABCDJ reunion. The significance of it,or the urgency,did not need to be stated.

“You coming？”I said. I knew she wasn't.

“Why，you want me there，Greene？”she said. Meaning: Don't even pretend that anyone other than you guys is welcome.

（Bob Greene, And You Know You Should Be Glad, P32）

例（2）中的埃里克斯不仅是一个牧师，而且是一个乐于帮助中国学生和学者的、必不可少的朋友；而例3则不同，詹尼斯和格林的关系显然不是特别亲密，聚会的事情都是“你愿来吗？”，而不是你一定得来。对方显然也感觉到了（我在那儿不妨碍你们？）虽然彼此心照不宣，但人际距离却是不言而喻的。

正如上文所示，语言编织和标记的人际世界，不仅可以在话语表面找到（我和他常在一块，无话不谈。／哥们，快点来我家吃火锅。／我的姑奶奶，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呀？！／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同时也可以从话语背后的隐含信息（例3所示）中推导／感觉出来。因此，对于人际世界而言，语言和恰当的言语行为是至关重要的启动者、构造者、更新者、维护者、提升者，是必不可少的载体。

16.3　语言的社会世界

人的社会世界，可以说也是一个由语言编织成的关系网络世界。语言是最明确的规约载体。社会制度、法律、道德、生产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人际交往的礼仪、工作场所的交往礼仪和规矩，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获得最明晰的表达，才能成为全社会的行为指南和彼此的理解基础、交际基础。

首先，社会构成的基础是什么？什么是家长制？家长制是以家庭为基础建立的社会互动关系的表述。中国人说，船一千斤，掌舵一人。意思是说，像在家庭里，家长（父亲）是家里的第一号人物，大家都要听他的，尤其是重大决策。传统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家庭模式上的社会。大家把社会看成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因此，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就是家长，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的象征；在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团体、单位、部门，都有这样的信念，因此，每个单位的一把手，就是实际上的“家长”。这和美国式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以及英国和日本实行的“君主立宪”是不一样的。不管什么制度，只有通过语言，这个社
 会形态才会清晰可见，才会成为共同合作、相互理解的基础。

法律是管理社会、规范个人的社会行为的刚性体制。法律的规定必须涵盖面广、前后一致、层次分明、条款清楚、表述明确而无歧义，才能具有可操作性。比如，亚伯拉罕·林肯认为，我们相信这样的真理不证自明：“Under God，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普天之下，人人生而平等。）因此，才有民权法案的依据，才有保护少数族裔权利的Affirmative Action（维权行动），也才有了像伯克利这样的公立大学少数族裔学生比例的不断上升。准确、清楚而无歧义的表述，才会尽量少地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也才能有效地匡扶正义。

道德是一个社会心理现实的反映，是全社会约定的、约束个人行为、实现社会良性互动的信念和规约的集合。道德是一种隐性的社会力量，是可以感受到的尺度和界限。一个人的行为不端，表现为超越特定的社会道德标准、违背特定的价值观，语言上叫“出格”；中国人喜欢把一个恪守道德规范、长期操守优良、品行端正、具有示范作用的人，奉为“德高望重”；道德是通过行为规范的内在化来指导人们行为的柔性力量，必须通过语言或话语来获得社会的知觉，同时通过话语来传播和强化其社会行为调节功能。语言使道德标准化、清晰化，并且成为可以奉行的准则。

语言最重要的社会功能还是它的交际功能，集体意志的形成和分享，社会需要的形成和传播，社会阶层、团体、个人之间的沟通，无不是通过全民共享的一套有效的语言符号系统来实现。从语言的社会状态，我们可以感知社会变化的动向。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可以从语言的现实状态得到印证。一是大量新词的出现（电脑、软件、硬件、程序、对话框、界面、界面友好；市场营销、效益、甩卖、血拼、仓储式、直销、到岸价格；股权、权证、散户、大户、清仓、清盘、盘面）；一是语码的转化与混用。过去人们重视强调说话要纯，字正腔圆，不要夹杂其他生僻的字眼或发音。现在的人是怎么顺手怎么来，拿来就用。随着外语教育的深入和推广，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说话时夹杂外语词。在开始可能是为了显示自己比别人更加优越，或更懂洋文，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很多人都这样，成了不自觉的行为。另一方面就是特定社会的语言地理变化。比如，上海以前是上海本地人的上海，上海话是主要的交际方式。可是，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上海的全国化和全球化，上海市区的语言分布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云集于市中心的高级酒店、会议中心、商务中心、文化娱乐场所；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新移民）选择在市区和市郊置业并落户；市中心的大规模商业化改造让越来越多的上海本地人搬到了远郊，城市扩大了，可是原本正宗的上海人远离了上海，才有了如今的所谓“内环以内是讲英语的居住，中环以内是讲普通话的，中外环以外是讲上海话的”的语言地理分布，当然，上述说法有点夸张。因此，语言不是被动地反映社会现实，语言的规则（构成规则和调节规则）也是社会规则的原型，语言不是外在于社会的单纯符号体系，而是社会构成和运行、发展、变化的必不可少的成因和缩影。正如托马斯·M·霍尔特格拉威斯（Thomas M. Holtgraves，2002）所言，语言在社会和社会过程中占据着中心地位。

16.4　语言的文化世界

语言和文化现实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语言哲学问题。根据很多学者的观察，文
 化的实在性不像一般世界的实在性那样明显可以观察。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一种隐含的、被遗忘的状态。对于本族语者而言，文化是潜在的、无意识的。然而，文化的实在性是毋庸置疑的。当人们想到文化的时候，一般而言，大家总是从物质层面出发，比如，谈到美国文化，我们就会想到华盛顿的博物馆（史密森博物馆、航天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林肯纪念馆、白宫、国会山等，想到纽约的自由女神像、42街时代广场（也称时报广场）、摩天大楼、百老汇大戏院、华尔街等等；想到那些伟人--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林肯、罗斯福等；通过实物，回想起他们所经历的历史事件（独立战争、大陆会议、南北战争、独立宣言、解放黑奴宣言）以及这些事件产生的普遍意义。我们不仅从历史的角度来发现美国，而且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待美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物质生活（衣食住行）、社会生活（社区、集会、晚会、慈善）、精神生活（读书、看电影、去教会、听音乐会、闲聊）以及各种生活形式的相互关系，来观察人们的行为和互动方式。

因此，我们看到，文化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它是集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各种感知方式于一体的表现样式和行为方式（建筑、舞蹈、音乐、戏剧、电影、说唱、魔幻术、生活方式、饮食起居、出行等）构成的意义世界。语言在这个世界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因为，相对其他样式而言，语言是表意手段变化最多、意义最丰富、最经济和最明晰的手段。大凡艺术的形象多可以用语言来描述或解释，可是，语言能够表现的形象，却未必能够通过其他形式原汁原味地表现出来。由于语言表现手段的丰富多样和曲折变化（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此，我们可以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诸多内容以语言的方式加以记载、改变、发扬和光大，换成其他艺术形式，如建筑和音乐，它的表现手段就比较有限，其意义解释的规律性和可及性也相对逊色。像贝多芬的音乐、德彪西的印象派作品，到底表现的是什么，我们只能听专家的解释，一般人很难听懂，也很难形成贯通一致的解释；可是你去看一本文学作品，尽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文本的客观基础在那里，你也不可能天马行空地胡说一气。而且只要识字的人，都能读到其核心的信息。

语言对于文化的作用更多的是它对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感知和解释方式的影响。大家知道，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讲语言决定一个民族的人民切割世界（感知和组织世界知识）的方式；另一版本不讲决定，而讲影响。中国人比较注重过去和现实状态，是一个怀旧的民族，也是一个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现得”、“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民族，对“未来”是什么，会怎么样，大部分人都是不知道或不感兴趣；这和美国人天天把“未来”挂在嘴边，有很大的不同。重视未来的人比较乐观，同时也敢于冒险。注重现实的人，对股票和期货缺乏足够的信心和兴趣。尽管现在有不少人在炒股，做期货，但是，相对于13亿人这个庞大的数字而言，这还是少得可怜。同样，注重未来的人比较喜欢创新，因此，新鲜的思想、新型的专利、新兴的产业不断出现，这和沉湎于过去和眼前利益的人不一样。

在众多的文化样式中，集中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理念、原则和主流意识的样式就是文学艺术。小说、诗歌、戏剧、传记、散文、游记、杂文等等，无论是对真实人生的再现，还是对社会现实的创造性虚构，都要把一个文化的特殊形态生动和真实地展现给读者和后代。看看19世纪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雾都孤儿》、《双城记》、《远大前程》），看看法国的浪漫主义小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名作《十日谈》，再看看中国的伤痕文学、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战争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永别了，武器》）、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作为语言的艺术，文学浓缩了文化的精华，同时也揭示了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前进方向。
 尽管它不能取代其他艺术样式，但却可以用最明晰和经济的方式来再现文化的真实，同时，也能充当言语行为来实现社会的意向，改变社会和人类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状态和品质，使人类的生存状态越来越好。

文化世界也是一种心理实在。一切具有文化价值的物质存在、社会生活、互动、人际交往的知识和方式、个人心灵的品质等，都会通过集体的意识而内化为文化的信息系统和网络。因此，我们从言语交际共同体的成员的个人行为、相互交谈和互动方式，可以发现于全体成员都十分重要的主流文化意识（信念系统、价值系统、态度系统）、由主流意识派生的指导和制约个人行为、言语和相互交往的原则和规则，以及文化优选（偏好）的行为和话语集合、文化避讳（禁忌）的行为和话语集合、文化应变策略的集合（如：委婉语、间接言语行为、非言语行为对言语的补充或修复）。比如：汉语文化对言行的设定是重行轻言，强调行对言统辖，言对行的吻合：身教重于言教；言行一致；多做事、少说话；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谨言慎行；言必信、行必果。因此，沉默寡言并不是一种不良的品行；夸夸其谈、口若悬河、口无遮拦、口是心非、口蜜腹剑才是被贬斥的品行。文化态度对行为的选择和偏好在这里一目了然。同样，汉文化在对人的评价方面并不鼓励尖锐的批评，而是希望批评者在肯定他人好的方面的基础上，比较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以便对方接受；如果你觉得不好说，可以搪塞，或什么也不说。所有这些都与汉文化求和谐的精神密切相关。因此，文化的信息在个人心理的存在状态决定着一个人的文化意识和认同度；而他在特定情境中的行为和话语就是其文化身份的体现。文化的心理实在具有十分重要的认知功能，它对外部行为和互动事件的监控、反应，是意义解释的最后和最权威的参照，因此，对于语言和言语交际而言，文化的世界也是最有意义的世界图景。

必须注意的是，语言和文化世界的关系并不总是一种直接指称关系。文化事实的真实性是一种系统界定的真实性，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系统，这种真实性就会受到质疑。语言对文化的陈述也不像它对物质世界的陈述那么直接的对应，而是一种关联的对应（associative correspondence）。语言对于文化的激活，更重要的方面可能是它对现实情境的解释、推动和改变。文化是一种解释力、推动力、改变力。话语借助文化驱动而使情境中的行为获得文化的价值、解释、升华。因此，一方面，语言不是被动地反映文化，而是使文化的现实意义和能量得到有效的情境释放，使文化成为有用的东西；同时，话语所携带的现实力量又在不断地冲击和改变着固有的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言语行为、互动方式，使文化的能量系统在和现实世界的交换中获得新生和活力。因此，一个本来封闭的状态被打破，代之以活跃的、多元的、充满包容力和开放性的文化过程。比如，全球化就是这样一种过程，每个文化系统在接收到新的话语信息（来自相异的文化系统）时，都必须作出某种形式的改变，才能适应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变化潮流，对于每一个文化体系而言（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日本文化、英国文化等）这都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存活或死亡”的问题。所以，聆听话语对于文化是至关重要的。话语改变着语言，同时也改变着文化。

16.5　语言与虚拟世界

虚拟世界，是借助电脑技术和网络技术而建立的不断流动和变化着的、一半真实、一半
 虚幻的世界。虚拟世界的真实性是一种在线性，如果一个网民只有账号，却没有登录到特定的网络或者聊天室，也就是说他不在线，因此，他的存在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是，虚拟世界的空间并不是一种立体的空间拓扑结构，而是一种通过语言约定的共同体，是一种隐喻式的空间。一个人想成为某个网络的网民，享受其数字化的空间（以数字单位表示的），其准入条件就是要接受其相关协议，并在其活动中（言语互动、交易）遵守其协议和规则，如有违背，你就会受到警告，甚至被“踢”出去。所以，尽管在网络空间中，你可以尽可能地享受你在现实世界中可能享受不到的言论自由和平等权利，但是，这种自由和权利也是有限度的。

有用性是评价网络世界的一条重要标准。谷歌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它可以高速有效地查阅和组织信息；电子邮件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它克服了传统邮件耗时和纸张的要求，变得非常快捷和经济，也不受国别限制；聊天室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它克服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实现了远程交往，不管是文字（键聊）、语音、视频，都可以实现远距离的互通，非常方便、经济和快捷，适应现代社会高速的节奏。

虚拟世界的虚幻性也和语言有关。语言是实现虚拟世界交往的最重要手段。同时，由于只是通过语言，而非身体接触、真实的面对面交往，所以，其虚幻的部分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个健全的人是一个懂得如何有效地利用网络、享受它带来的方便和快乐，却又不被它的虚幻性所控制的人。言下之意，过分依赖网络，并相信网上发生的事情、说过的话都一定是真实的人，那就是不那么健康的人。一个人要真实地生活，利用网络是必要的，但必须能够重新回到真实的人际世界、社会世界、文化世界中来，才能使虚拟的生存同时变得十分有意义和有价值。

语言是虚拟世界最主要的沟通手段，同时语言也在虚拟世界的运动和变化中产生变化。由于虚拟世界主要是一种时序型结构，因此，语言要适应这种要求而部分地适应瞬时变化的需要，比如，有许多新的网络词汇的产生就是时序性作用的结果，如果用完整和自然地表达，可能需要费很多“口舌”，于是，网民们发明了很多新的表现方式，如，语码混用（MM，GG， TMD）夹杂在汉语表达之中，单音节词的新用法频频出现（晕、顶、汗）；还有，各说各的，并不完全在乎话题的连贯性：

（4）慕容萱：去香港感觉很热闹，中港城的世界名牌真是应有尽有，逛了个遍，大牌子的手表比北京便宜四分之一，哈哈，发现香港的鱼蛋真是好吃，还有哈密瓜奶茶，巨好喝，喜欢喜欢，回珠海的游轮上，与家人选择坐了头等舱，因为太晕船了，尽管只有一个小时的行程。（12分钟前）

李骁：全国“两会”热点调查结果显示，房价成为关注度最高的话题，关注度高达63.2%。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和人民网联合发起的“2010两会调查”结果类似，该调查显示，网友对房价的关注程度最高，已经超越腐败。（13分钟前）

蔻蔻：低调致高远（15分钟前）

刘芸：到上海啦，为我代言的舒洁隐形眼镜来做2010的第一次活动，刚听说舒洁这几年销量很好深感欣慰，自嘲自己还算旺品牌，哈哈，新年新气象，加油，加油哦（18分钟前）

skyflyscloud：拥抱前离别后魂梦就此相系（18分钟前）

未艾：一直淋雨，到家了才想起包里其实是有一把伞的（19分钟前）

大内密探8807：#今天哈尔滨到北京的D26列车晚点了，大伙都在埋怨铁路这不好那
 不好，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我就不明白你们埋怨啥呢？冻雨天天下吗？那不是少见的自然灾害吗？没事老TM拿铁路说事儿，铁路好欺负是咋的？公路、民航都关闭了，你咋不骂他们落井下石呢？莫非真是谁干的多，谁就挨骂多吗（21分钟前）

姜蒜葱：兄弟，加油（21分钟前）

小菜ai小傻：〈幸运52〉52个2好多2其实一点都不2！（24分钟前）

（摘自新浪微博：2010／2／25黑体为作者所加）

如此，在有限的在线状态下，大家争着发表自己的感受，而不太考虑其他人说什么。有时也关联一下，而不像日常会话那样总是受到话题的控制。正如4所示，有时候，语码混用可能是时序的作用，当然，也有表达强烈情感，但又怕被视为不雅甚至犯规被踢出去的考虑。显然，网络世界中的语言状态（言语表达）比现实中的表达更为活泼、灵活、有生气，当然有时也更不合常规。它既反映了虚拟世界的真实状态，同时也在不时改变着语言的面貌。这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语言世界，简单的概括和否定无助于了解它的存在及特性。

16.6　本章小结

通过本章的叙述，我们看到了语言和物理世界、人际世界、社会世界、文化世界及虚拟世界的多种联系。这一考察让我们明白，语言是怎样的一个有用的、开放的符号和能量系统；同时，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在多种领域中考虑语言的问题，可以使我们眼界开阔、想法具体、考察深入、态度正确地看待我们的语言，而不至于陷入“无所适从”的死胡同。语言哲学的学习和探索，使我们把自己关心的对象--语言--放到和客观世界（实在）的广泛联系中去理解和解释，对提高我们的学习质量和效率，更有效地发挥它的功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思考题

1．为什么要在语言哲学中谈论语言与多个世界的联系？

2．语言与虚拟世界的关系还有哪些？

3．什么是虚拟世界的语言特征？它们和日常语言有何关系？





 术语汉英对照

柏拉图式理念形式 Platonic Ideals

柏拉图形式 Platonic Forms

标记　key

表达类　exprestives

表述句　constatives

表述类　representatives

表态类　behabttives

表意方式　mode of signification

表象　idea

不可取消性　non-defeasibility

不可消除性　non-defeasibility

不完美具体个体　imperfect concrete individual

决断类（裁决类）　verdictives

阐述类　expositives

超验的　transcendent

陈述　statement

陈述意义　meaning stating

承诺类　commissives

呈现方式　mode of presentation

纯然理性　unaided reason

词汇语义学　lexical semantics

刺激-反应理论　stimulus-response theory

次要言外行为　secondary illocutionary act

词语与世界的适切方向　direction of fit between words and world

存在　existence

代词脱落参数　pro-drop parameter

当且仅当　if and only if…then

递归　recuriveness

第一哲学　first philosophy

定型　stereotype

断言类　assertives

对象语言　object language

对应论　correspondence theory

多义词　polysemy

反事实条件句　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s

反思　reflection

翻译不确定性原理　the principle of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反义词　antonymy

方式　manner

非规约性含意　non-conventional indirect

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　non-conventional indirect speech act

非真值条件性　non-truth conditionality

非自然意义　non-natural meaning

分裂句　cleft sentence

符号　signs

符号使用活动　symbolizing activity

符号学　semiology/semiotics

复合心理语言符号　mentalese symbols

感觉　sensation

感觉材料　sense data

感觉经验　sense experience

个体表现　manifestation

个体序列　ordered pairs

公式　formula

古代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the Ancients

古典哲学　Classic Philosophy

关联　relevance

关联的对应　associative correspondence

惯用　customary use

规范理论　Theory of Norms

规约含意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规约性　conventionality

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　conventional indirect speech act

规则遵守　rule-following

涵义　connotation

合作原则　cooperative principle

后验　a posteriori

话题　topic

话语　utterance

话语构成　constitution of speech

会话含意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基本条件　essential condition


 基础　base

集合　set

激进翻译论　radical translation

家族相似　Family resemblance

间接使用　indirect use

精神世界　spiritual world

精神实在／现实　spiritual reality

经验的心像　Ideas of experience

经验主义　empirical

可能世界　possible world

可想象的世界　conceivable world

可证实性　verifiability

可证实性标准　criterion of verifiability

空名　empty name

奎因的经验假设　Quine's Empirical Assumptions

莱布尼茨定律　Leibniz's Law

类比综合　analogic synthesis

理念　ideas

理念解释　ideational account

理念形式　ideal form

历史因果命名理论　Historical Causation Theory

理性　reason

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理智的对象　the things of the intellect

连接公理　connection axiom

联结论　connectionism

量　quantity

零主语　null subject

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　logical empiricist

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　logical positivist

蒙太格语法　Montague Grammar

民族心理学　folk psychology

名称　name

命题函项　propositional function

命题内容　propositional content

命题态度　propositional attitude

摩迪斯泰语法　modistic grammar

内部言说　inward locution

内部印象　internal impression

内涵　intension

能指　signifier

偶然符号　accidental signs

评述　comment

普遍使用　in common use

普遍语法　Universal Grammar

情境　situation

认识价值　cognitive value

人造符号　instituted signs

日常语言学派　ordinary language school

日常语言哲学学派　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

三合体序列　ordered triples

生活形式　Form of life

施动者　agent

施为动词　performative verb

施为句　performatives

实体　actual entities

实在　reality

实在或事态　state of affairs

实证主义　positivism

实指学习　ostensive learning

实质蕴涵　material implication

视角　perspective

适切性条件　felicity conditions

事项　entities

适宜性　felicity

使用　use

使用理论　use theory

使用视角　use perspective

使用意义　meaning in use

首要言外行为　primary illocutionary act

说话即做事　To say something is to do something

述位　rheme

思辨语法　speculative grammar

私人语言　private language

思维经验　mental experience

思维相似　mental likeness

思维语言假说　The Language of Thought

Hypothesis

所表达的心理状态　expressed psychological state

缩略摹状词　abbreviated description

所言　what is said

所指　signified

特殊性会话含意　particular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替换定律　Law of Substitution

提及　mention


 同等表达　expressions of equality

通名　common names

同义词　synonymy

同一性　identity

同一性陈述　identity statement

同音异义词　homophony

通用型句子　eternal sentences

图像论　Picture Theory

推断　entailment

脱落　pro-drop

外部言说　external verbalization/locution

外延　extension

完美语言哲学学派　ideal language philosophy

完善　perfection

谓词满足公理　axiom of satisfaction

伪问题　faise question

谓项或动元　predicate

维也纳学派　Vienna Circle

无涵义名字　non-connotative names

物理世界　physical world

物理现实／物理实在　physical reality

习得　acquire

习俗事实　institutional facts

先验　a priori

先验哲学　transcendentalism

先验综合判断　knowledge which is synthetic and a priori

现代意义观　“modern”account of meaning

限定摹状词　definite description

现实　reality

显性施为句　explicit performatives

线性次序　linear order

心灵的做作　affectations of the soul

心像　mental image

心像论　mental/image theory

心理　mental

心理表征　mental representation

心理符号　mental symbols

心理结构　mental structure

心理劳动　mental labour

心理力量　mental powers

心理模块假说　the modularity of mind hypothesis,

心理属性　qualities of mind

心理相似　mental likeness

心理意象　mental image

心理语言　mentalese

心理状态　mental state

行使类　exercitives

行事要点　illocutionary point

形而上学主义　metaphysical

形式　forms

形式逻辑　formal logic

宣告类　declarations/declaratives

选择限制　selectional restrictions

言后行为　perlocutionanry acts

言内行为　locutionary act

言外行为／行事行为　illocutionary acts

言语　parole

一般理念　general idea

一般性会话含意　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意向　intention

意向状态　intentional state

意义　sense

意义观念论　the ideational account of meaning

意义即用法　Meaning as use

意义理论　theory of meaning

意义使用　meaning in use

意义意向论　meaning as intention

因果链　causal chain

隐性施为句　implicit performatives

英国经验主义　British Empiricism

英国经验主义者　British Empiricists

永恒完美形式　constant Ideal Forms

有定摹状词　definite description

有涵义名字　connotative names

预备条件　preparatory conditions

语境句　contextual sentence

语句　sentence

语类选择　C-select

语力　illocutionary force

语气设定成分　mood-setter

预设　presupposition

语素　morpheme

语言　langue

语言创造力　linguistic creativity/competence


 语言符号的类型意义　type meaning

语言符号的实例意义　token meaning

语言能力　competence

语言习得机制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语言游戏　language games

语言运用　performance

语言转向　the linguistic turn

语义选择　S-select

语音意象　sound-image

语用预设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元语言的　metalinguistic

元语言学家　metalinguist

原则和参数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原指　denote

约定俗成　conventionality

蕴涵　entailment

真诚条件　sincerity condition

真理　truth

真值　truth-value

真值条件论　truth conditional theory

证实　verification

证实原则　verification principle

质　quality

指称　reference

指称公理　axiom of reference

指称理论　theories of reference

指称因果论　causal account of reference

直接指称　direct reference

指令类　directives

直指　denotation

终极实在　ultimate reality

主位　theme

主项或论元　argument

转换-生成语法　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

专名　proper names

自然符号　natural signs

自然事实　brute or natural fact

自然意义　natural meaning/sense

总括词　general word

笼统表象　general idea

组合性原则　the 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

T语句　T-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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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2.2.2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①
 参照巴恩斯（Barnes, 1984）英译版。

8.0　引言


①
 Aristotle, de Interpretione
 4，17a，3


②
 Aristotle. Categeriae
 5，4a，35

9.1　模态


①
 Aristotle．de Interpretione.
 19a，30-35．

9.3　蒙太格语法


①
 根据维基百科：闪米特语是亚非语系的一个子群。根据约瑟·格林堡广为接受的分类，它包括阿卡德语、巴比伦的古语、伊索比亚的官方语言、埃塞俄比亚与阿拉伯的官方语言。最广泛的当代闪米特语是阿拉姆语、迦南语、吉兹语、埃塞俄比亚古卷的古语、希伯来语、腓尼基语、迦太基语、南阿拉伯语、马耳他语等。闪米特语多被用作第二语言。当今，西方最大的几种宗教典籍用的就是某几种闪米特语，包括伊斯兰教（阿拉伯语）、犹太教（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和基督教／新教（阿拉姆语和吉兹语）。

10.2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


①
 此为后文（中译本）《蓝皮书》的第二版。

11.2.3　显性／隐性施为句


①
 但是，有的句子虽然可以与hereby连用，却也可能既是施为句，也是表述句，如I hereby tell you that the young man is going to be the leader.

11.2.6　间接言语行为理论


①
 我们甚至不能通过显性施为动词来判断言语行为的类型，如I inform you of the fact that the final exam is approaching.（我告诉你要期末考试了）尽管有执行断言类施为意图的动词“inform”（告诉），其首要行事行为是“提醒”或者“威胁”。


②
 至于两方面因素在理解间接言语行为中孰重孰轻，并无定论。


③
 塞尔所提出的推理过程，无论是对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还是对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都是适用的。


①
 关于礼貌原则的问题，将在下一章中做详细论述。

12.3　会话含意


①
 短语或句子前加星号的表示编造的、不自然的或不符合语法的表达。

13.1　语言哲学意义问题研究概述


①
 根据二值逻辑和排中律（西方哲学的逻辑基础）的要求，言说（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一个对象即是认定该对象的存在，但这里的问题是处于命题主项位置上的名称“Santa Claus”无实际指称对象。这个问题又称为存在性问题（problem of existence）。


①
 这里的问题是是,“Sophroniscus”和“the father of Socrates”均指称同一个对象，但显然这个陈述不是一个不表达任何意义的重言式（tautology），而是一个有意义的陈述。这个问题又称为同一性问题（problem of identity）。


②
 在西方语言哲学著作中，“meaning”有两个基本含义，其一为内涵义（sense），与前述的指称义相对，构成语言符号意义的两个要素；其二为一般意义上的“meaning”，相当于汉语的“意义”。这里所说的意义理论即是关于语言符号（包括语词和语句）内涵义的理论。


①
 由于塔尔斯基对语句真值的定义是形式定义，所以一般认为，该定义无法避免出现诸如“雪是白的，当且仅当草是绿的”这样的T语句。

13.2.1　意义作为心理意象


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验主义属于广义的理性主义。


②
 在当代语用学研究中，洛克的语言交际模式叫做代码模式（the code model）。关于这种模式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 Sperber 和 Wilson（1995<1986>:3-9）。


①
 值得注意的是，除却洛克之外，经验主义哲学家中接受语词意义表象论基本观点的尚有英国哲学家贝克莱（George Berkley）、休谟（David Hume）以及法国哲学家孔狄亚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有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阅读相关论著，如《人类知识的原理》（贝克莱1710年）、《人类知识起源论》（孔狄亚克1746年）以及《人类理解研究》（休谟1748年）。

13.2.2　意义作为说话人意向


①
 关于这一点，请参考格赖斯1975年提出的会话含意理论关于会话含意特征的论述。


①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Davidson（1974）的做法。Davidson的解决方案是跳出循环定义的双方，先将信念定义为认定为真的态度，然后以此为基础定义意图，最后再定义语言符号的意义。

13.3　语言与心理：心理符号的语言学研究


①
 关于这一点，可参阅陈嘉映（2003：71-85）第五章的论述。在这本语言哲学著作中，陈先生专列一章介绍索绪尔的相关学说，这或许可以说明其在语言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15.1　语言哲学：哲学研究的语言关怀


①
 其实，这一点也符合作为中国哲学初创阶段的先秦哲学。


①
 就西方哲学而言，“世界是什么？”和“我们如何认识世界？”这两个问题具有同样的本质，因为第二个问题包含了这样一个预设：我们如何认识世界，世界就是什么样子。这即是说，哲学问题变了，但研究的目标未变。对于西方哲学来说，这种提问方式也可作如下推延：“知识是什么？”等同于“人类是如何获得知识的？”。同样，“语言是什么？”也等同于“人是如何学会语言的？”

15.2.1　什么是理性主义？


①
 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来说，理性主义也指诉诸理性反对教权、反对独裁的人本主义思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述的经验主义也属理性主义的范畴。

15.2.2　理性主义与语言研究：历史沿革


①
 这句话的原文为“To say of what is that it is not, or of what is not that it is，is false, while to say of what is that it is,or of what is not that it is not.is true”（转引自Tarski,1999:46）.


①
 康德将这种命题称为分析性命题（analytic pro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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